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3zq
rXO
jeeu
EBy
wU
60d
m0
Zm
5A
kfN
hsn
q4l
LPp
AQ
8aC
EkP
mb
iqB
tR8
Cjj
0Kn
I+6
n6v

主　编／王天夫　　执行主编／严　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主办

No.20第二十辑singhua Sociological ReviewT

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20辑  环扉.indd   3 2024/1/2   16:36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版权所
有

本电子文件之权利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享有，仅供作者个人学习、研究、备份或

申报个人成果等非商业性或非盈利性用途

使用，未经社科文献许可不得将全部或部

分内容用于复制、销售、传播等商业性或

盈利性行为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3zq
rXO
jeeu
EBy
wU
60d
m0
Zm
5A
kfN
hsn
q4l
LPp
AQ
8aC
EkP
mb
iqB
tR8
Cjj
0Kn
I+6
n6v

卷首语

杜波依斯 （Ｗ Ｅ Ｂ Ｄｕ Ｂｏｉｓ） 是近年来被重新发掘出来的美国社会学

的奠基人之一， 他对于种族化学术界的控诉以及他对于全球社会学的拥

抱， 都为我们今天如何应对政治和科学领域的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近

来知识界对于社会理论经典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展开了强烈批判。

批判者认为， 无论是古典社会理论， 还是现代主流理论， 都将白人男性所

构建的理论的普适性视为理所当然。 但除了批判和抛弃， 我们对于经典西

方社会理论的使用是否存在不同的出路？

在本辑的 “杜波依斯和社会理论经典” 专题中，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社会学系教授、 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 国际社会学会前会长迈克尔·布洛

维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ｕｒａｗｏｙ） 将和徐晓宏、 谢雯、 郑作彧三位中国社会学理论家

一起， 探索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困境和出路。 布洛维教授不但是著名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 劳动社会学家， 而且对如何通过发掘杜波依斯的理论推

动经典理论进步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四位学者将以马克思主义与杜波依斯

观点的碰撞和融汇为例， 讨论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如何才能服务于社会变

迁， 通过想象不可能之处来拓展未来可能的疆域。

本辑同时还设有 “数字时代的技术与工作” 专题， 收录了 ５ 篇论文，

旨在探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人如何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在

数字社会的浪潮下， 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如何改变工作场所的管理方式和

影响劳动技能？ 新技术又如何为工人的组织和团结开辟新的领域？ 本专题

的讨论从不同的方面反思了 “技术决定论”， 展现了在技术革新中人力劳

动的重要性， 也思考劳动者如何能在技术变革中获得更大的好处。 文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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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卡车司机、 智能制造工厂工人、 平台经济从业者和 ＡＩ 数据标注员等主

体， 讨论的议题涉及技术对就业、 劳动技能、 工作监控、 工人互助团结等

方面的影响。

本辑收录的其他重点学术论文包括： 胡安宁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对

“家国情怀” 这一概念进行的量化分析； 万怡等对社会计算的历史与学科

发展进行的全面梳理和展望； 孙小逸通过参与有效性的理论视角进行的政

府绩效评价与公众满意度的研究； 杜世超引入教育水平分层的分析框架，

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大学教育是否对年轻世代的生育计划产生影响； 乔治·

斯坦梅茨对后殖民主义社会学进行了批判性探讨， 并提出了西方社会科学

概念和理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本辑还收录了一篇学术长书评， 探讨了 《云帝国： 数字平台正如何超

越国家及我们如何重新驭之》 （Ｃｌｏｕｄ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Ｈｏ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Ｏｖ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Ｗｅ Ｃａｎ Ｒｅｇ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一书有关数字平台与

国家、 社会治理的议题。

严飞

《清华社会学评论》 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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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出版

　
·杜波依斯和社会理论经典·

社会学经典的去殖民化： 与中国社会学家对话 迈克尔·布洛维 ／ １……
论社会学自由主义： 从全球南方 ／东方出发重构社会学经典

　 徐晓宏 ／ １６………………………………………………………………

杜波依斯与重构理论经典之争： 一项知识社会学考察 谢　 雯 ／ ２１……

是社会学的去殖民化， 还是再殖民化？ 与迈克尔·布洛维商榷

　 郑作彧 ／ ２９………………………………………………………………

　
·数字时代的技术与工作·

巴西的社交网络与集体行动： 卡车司机与外卖员的经验

　 约克·诺瓦克　 马可·桑塔纳 ／ ３５……………………………………

人工智能背后不可或缺的 “人工”

　 ———关于贵州自动驾驶汽车的图像数据标注员的调研

　 黄　 瑜　 旷轶丹 ／ ５６……………………………………………………

“机器霸权” 的建构与解构： 基于南方某自动化工厂的案例

　 分析 许　 怡 ／ ８６…………………………………………………………

数字时代的劳动监控： 基于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 邓韵雪 ／ １１４…………

隔空取暖与游牧接单： 虚拟社群中的网约车司机如何应对平台劳动

　 原子化挑战 梁　 萌　 周文泰　 么珈仪　 李　 尧 ／ １４２…………………

　
·学术论文·

“为家” 者亦 “为国”： 家国情怀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胡安宁 ／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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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计算的内涵与前瞻 万　 怡　 郑　 路　 罗家德　 吴国炜 ／ １８９………

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

　 ———基于环境保护领域的实证分析 孙小逸 ／ ２０５………………………

推迟的生育？ 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大学生的生育计划 杜世超 ／ ２２５……

帝国、 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乔治·斯坦梅茨 ／ ２５４……………

　
·学术书评·

约束云帝国： 数字时代的平台冲击与秩序重构

　 ———评 《云帝国： 数字平台正如何超越国家及我们如何重新驭之》

张　 健 ／ ２９８……………………………………………………………

《清华社会学评论》 征稿启事 ／ 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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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波依斯和社会理论经典·

编者按：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８ 日， 时间社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共同邀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美国社会

学会前会长、 国际社会学会前会长迈克尔·布洛维进行了题为 “再构社会理

论经典： 从马克思到杜波依斯” 的讲座， 并邀请徐晓宏、 谢雯、 郑作彧、 郦

菁四位中国社会学者就布洛维教授的讲座进行回应， 活动由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社会学系助理教授龙彦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主持。 本辑设置

“杜波依斯和社会理论经典” 专题， 收录了布洛维教授的讲稿， 以及徐晓宏、

谢雯、 郑作彧三位中国社会学者关于当代社会理论发展困境和出路的回应。

社会学经典的去殖民化：与中国社会学家对话

迈克尔·布洛维*

去殖民化的过程正像野火一样在美国学术界蔓延开来。 每所大学都不

得不反思其过往历史中与白人至上主义的合作， 例如这所学校是否建在从

原住民手中征用而来的土地之上， 抑或是以奴隶制的收益为基础， 又比如

校园中是否以雕像、 肖像或建筑物命名的种种方式在缅怀着某位种族主义

者。 一种要求通过重新分配物质和智识禀赋为过往的压迫做出补偿的呼声

越来越高。 在学术部门中， 有人呼吁对教学大纲和课程进行去殖民化， 特

别是对学术经典进行去殖民化。

历史一直是这场去殖民化运动的核心。 起源于 《纽约时报》 的 “１６１９

年计划” 将美国历史重新追溯到奴隶制的起源， 而非 １77６ 年的 《独立宣

·１·

** 迈克尔·布洛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根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８ 日迈克

尔·布洛维讲座 “再构社会理论经典： 从马克思到杜波依斯” 的讲稿修改而成。 作者感

谢龙彦的邀请得以完成这篇文章， 感谢谢雯、 徐晓宏、 郦菁、 郑作彧的批评意见。 译者：
尹丹婷， 欧盟伊拉斯谟世界计划 “４CITIES” （欧洲四城） 城市研究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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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这成为这场去殖民化运动的导火索， 将大量的历史学家推入公共领

域的讨论中， 为关于奴隶制遗产的主张辩护或争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

段黑色历史被放置到日光下感到愤怒至极， 继而创建了 “１77６ 委员会” 作

为反击， 以被美化的历史作为所谓 “爱国教育” 的基础。 这一委员会后来

被拜登总统终止， 但围绕 “去殖民化” 的政治斗争仍在继续， “批判种族

理论”， 包括 “１６１９ 年计划” 的文件， 在学校里仍然是被禁止的。

各个学科都被迫审视自身的历史。 半个世纪以来， 人类学家一直在从

事 “去殖民化” 的工作， 逐渐意识到他们与殖民主义的共谋， 以及关于被

殖民者观点中的去人性化， 而那些更具有科学血统的社会科学， 例如经济

学， 审视自身历史的进程则相对缓慢。 那些植根于主张西方思想普遍性的

学科， 如哲学或政治理论， 也不大乐意揭开它们的过去， 但也并非丝毫不

受影响。 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到自然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去殖民

化运动的影响逐渐减弱。 即便如此， 后者的学术生态也逐渐对学者和学生

十分有限的多样性越来越敏感。

社会学自然也逃不开这种批判性的自省。 从一开始， 社会学就认可或

忽略了 １９ 世纪更广泛的社会语境， 尤其是帝国的背景。 随着这门学科开始

聚焦社会不平等， 它必须更加自觉地意识到它本身所维持或忽视的不平

等。 不可避免地， 争论围绕着传统上定义了我们学科基础的权威人物的相

关性展开。 马克思、 韦伯和涂尔干都是欧洲白人男性， 他们的著作横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初， 但都将种族和性别问题边缘化了。 他们的思想根植于帝

国秩序中， 却留下了太多没有被问题化的议题。 一场关于如何看待这些学

科权威人物的争论如火如荼。

一　回应经典的策略

去殖民化， 即意味着承认、 批判和消除经典文本中殖民化预设的存

在， 揭露植根于大都市经验的、 有缺陷的普遍主义主张， 这些主张忽视了

殖民统治的模式以及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 对去殖民化运动有

四种相互竞争的回应： 复原、 拒绝、 革命和重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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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美国， 复原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许多人继续将马克思、 韦伯和

涂尔干的理论作为社会学的参考点和基础。 很多社会学家在这些经典人物

的作品中受过教育， 多年来一直在教授他们的理论， 因此更倾向于投入到

其连续性上。 但他们的坚持不仅仅是某种惯性。 这些经典理论在 １９ 世纪

下半叶与市民社会一起出现， 主张反对国家和市场的过度扩张。 当我们

回到 １９ 世纪后期， 我们能看到迅猛发展的经济不平等， 并意识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到 ２０ 世纪 7０ 年代是一段随即迅速消失的进步性时期 （Ｐｉｋｅｔｔｙ，

２０１４）。 当我们看到全球威权政权的萌芽， 当我们看到劳动力、 自然、 金

钱和知识的市场化在不断更新和深化， 当我们通过数字化和社交媒体热情

地参与日常生活的商品化从而帮助强化和教唆监视和控制， 简而言之， 当

市场和国家逐渐侵占自治的市民社会时， 经典理论远非与现实脱节， 而是

作为一种堤坝以及抵抗运动的灵感承担着越来越重大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

上说， 社会学本质上是一场反殖民运动， 反对国家和市场对市民社会的殖

民化 （Ｐｏｌａｎｙｉ， １９４４；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１９８５）。

并非只有马克思、 韦伯和涂尔干主张提升市民社会的重要性， 那些坚持

复原主义的学者已经准备好了承认其他一直徘徊在经典边缘的人———齐美

尔、 米德、 弗洛伊德———而如今， 古典理论的课程还包括了哈丽雅特·马蒂

诺 （Ｈａｒｒｉｅｔ 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ｕ） 等女权主义者和杜波依斯 （Ｗ． Ｅ． Ｂ． Ｄｕ Ｂｏｉｓ） 等学

者。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 这些学者的思想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被阐释利用。 复

原主义者正是通过这样的让步来调和那些要求废除学术经典的人的诉求。

接下来让我转向拒绝经典。 这一举措有两条主要路径。 一方面， 有一

些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家重点关注帝国作为社会学出现的重要背景， 及其与

种族和性别的关联。 在这一意义上， 社会学经典因未能充分强调该背景而

可能遭到批评。 但同时他们也认为， 与一些主要社会学家相关联的 “经

典” 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任何所谓根本性的思想都是排他的， 而去殖民化

必须意味着包容性。 例如， Ｊｕｌｉａｎ Ｇｏ （２０１６） 提倡他所谓的观点现实主

义， 它拥抱观点的多元性， 并且不基于作者的种族或性别来认可其观点，

而是关注他们所采用的立场。 认知正义取代了认知定式， 对于建立在不同视

角上的相互竞争的理论是否成立， 并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 这并不意味着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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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思想家被扫到一边， 只不过是请他们从圣坛上下来， 所谓 “百花齐放”。

后殖民批判是拒绝经典的一条路径， 另一条路径则是那些遵循怀特海

（Ａｌｆｒｅｄ Ｎｏｒｔｈ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的格言 （１９１６） 的科学家所信奉的： “对其创始

人感到难以忘怀的科学注定是迷失的。” 这些实证主义者驳斥马克思、 韦

伯和涂尔干， 不是因为他们的白人男性欧洲中心主义， 而是因为他们过时

的方法论和过时的理论。 这些经典人物可能具有历史意义， 但与已经覆盖

其起源的当代社会学实践并无关联。 这些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型来发展社会

学的科学家在大数据的推动下， 在学科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分别遵循两

条路径的后殖民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在拒绝经典这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

尽管他们可能在其他方面持敌对观点。

接下来， 让我转向对经典的第三种回应， 我称之为革命性的回应。 其核

心想法是用新的经典替代旧的经典。 有许多新经典的候选人被人们提及， 但

至今还没有人能匹配杜波依斯的资历。 杜波依斯在 １８９５ 年成为第一位获得哈

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 是一位历史学家、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写作

专业文章、 抒情散文、 诗歌、 小说和戏剧。 他是一名学者， 同时也是一位全

球知名的公众人物， 在民权运动和泛非主义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是一名社

会主义者与倡导和平的活动家。 奥尔登·莫里斯 （Ａｌｄｏｎ Ｍｏｒｒｉｓ） 在他的

《被否定的学者： 杜波依斯与现代社会学的诞生》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Ｄｅｎｉｅｄ： Ｗ． Ｅ． Ｂ．

Ｄｕ Ｂｏ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一书 （２０１５） 中将杜波依斯视作

美国社会学真正的但从未被承认的创始人， 原因在于， 杜波依斯所创立的

亚特兰大学派比芝加哥学派早了整整 ２０ 年， 却因为学科内的种族主义未受

到认可。 同样重要的是， 他最后 ５０ 年的写作不仅以种族和阶级为中心， 还

充分聚焦了帝国主义。 在莫里斯的影响下， Ｊｏｓｅ Ｉｔｚｉｇｓｏｈｎ 和 Ｋａｒｉｄａ Ｂｒｏｗｎ

（２０２０） 以 “种族化的现代性” 为话题， 推进了以杜波依斯为经典的社会学。

在这种回应中， 人们通过将社会学植根于杜波依斯的作品来重构经典。

我认为上述这种革命性的举措有些太过激进， 我们面临着把婴儿和洗

澡水一同倒掉的风险。 即使我们承认马克思、 韦伯和涂尔干在种族和性

别、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上的观点是很受限制的， 但它们仍然具有不

可低估的重要性。 它们不仅代表了一种抵抗市场和国家的政治立场，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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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亚瑟·斯汀康比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ｔｉｎｃｈｃｏｍｂｅ） （１９８２） 曾经写道的那样， 它

们仍旧可以被视作科学研究的典范， 作为取代陈词滥调的、 对复杂性的深

刻理解， 作为开展实证研究的研究问题和假设的来源。 学科内奠基性的学

者必然会忽略某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可能在后来变得很显著。 他们的理论在

多大程度上具有跨时代的韧性， 在于它们如何能够适应新的挑战、 如何能够

被重建以应对当下的危机。 一门学科， 就像一门科学一样， 有其基本的假

设， 并能够从中不断发展重构出新的研究项目， 以适应和消化内部矛盾和外

部变化。 这是我将在这次演讲接下来的部分中详细阐述的重构主义立场。

二　一种经典的理论

在重构经典之前， 我们显然首先需要一种经典理论。 我相信经典理论

是由四种属性定义的： 它是根本性的、 历史性的、 地理性的和相对的。 我

将依次讨论这四种属性如何适用于社会学。

１． 经典是根本性的

马克思、 韦伯和涂尔干的理论中所共有的过往经典的根本性原则是什

么？ 我姑且提出四点。 第一， 它们具备一种历史性的观照， 因此提供了一

种预测未来的方式。 第二， 它们拥有道德基础， 这些根基对认识世界及其

可能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第三， 它们拥有独创的方法论， 使社会学家能

够以独特的方式把握世界， 这在一些范例研究中得到了证明。 第四， 他们

具备一种概念性框架， 定义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及其再生产

和转型理论。 我相信这些根基仍旧影响着当下的社会学。 即便这种联系并

不总是可见或直接的， 我们在各个社会学子学科中探究的主题本质上都可

以追溯到由这些经典理论家所奠定的基本准则。

但为什么马克思、 韦伯和涂尔干应该被视为奠基人物呢？ 为什么我们

要依赖于这些在一个多世纪前著书立说的人物？ 首先， 他们当时正在经历

并反思的时代， 正是资本主义占据霸权的时期， 而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所生

活着的世界， 即旧秩序最终被消解， 其他的可能的新秩序被充分抑制的时

期。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 在许多方面我们正在回到那个早期的历史阶段。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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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他们每个人都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因此他们必须证明他们的

存在是正当的， 要不断抵抗竞争性学科的敌意， 他们必须阐明在接下来一

个世纪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中很轻易就被我们丢失了的哲学、 道德和科学准

则。 马克思、 韦伯和涂尔干为社会学提供了道德指南和科学基础。 最后，

这些理论家的立场是反对市场和国家的异化、 商品化、 剥削、 排他主义的

倾向， 并以不同的理论体系捍卫自由、 平等和团结的理想。

２． 经典是历史性的

这些奠基性的准则并非一成不变， 它们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经典有其

自身的历史， 且在这段历史形成前还有一些零散的实证经验。 经典最初是

由塔尔科特·帕森斯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 （１９３7） 的自发行动理论建立的，

该理论基于马歇尔、 帕累托、 韦伯和涂尔干著作中偶然的相似之处。 这些

人物成为奠基性的人物， 但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 因为帕森斯自己在发展

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相关的现代化理论时就放弃了马歇尔和帕累托。 涂尔干

和韦伯的理论结合在一起， 建构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这些基础建立

的前提是将社会团结在一起的潜在价值共识和所有社会必须履行的四种功

能。 结构功能主义的前提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受到猛烈抨击， 新兴的斗争不

仅出现在美国， 还席卷了全世界。 马克思主义、 女权主义和批判性种族理

论推翻并结束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统治性地位， 并创造了一种新的经典———

一种基于冲突而非和谐的经典。 涂尔干和韦伯并没有被排除在外， 而是在

二者的相互比较中不断被重读。 同时， 人们还开始阅读马克思———一位帕

森斯曾不屑一顾的人物的著作， 因为前者的思想局限于 １９ 世纪。

３． 经典是地理性的

如果我们说经典是历史性的， 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那么我们还

必须考虑它是不是地理性的， 即是否随着它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而变化。

一方面， 有部分人认为经典是 “西方的” 或 “北方的”， 因此在很大程度

上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关联。 他们可能支持的是一种不受西方经典玷污

的 “本土” 社会学的发展。 Ｒａｅｗｙｎ Ｃｏｎｎｅｌｌ （２００7） 对此观点做出过具体

阐述， 她主张一种和北方理论划清界限的 “南方理论”， 具体反映南方世

界的现实状况。 她拟出了一份学者名单， 包含一些自称但大多数并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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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的学者， 而这群人往往被北方的学界忽视。 可以肯定的是， 这是对所

谓北方社会学的某种狭隘性的重要纠正， 但话说回来， 她提到的理论家大

部分时间实际上都是在北方度过的， 往往是在北方接受了教育， 所以很难不

受到北方理论的影响， 因而使得她所倡导的彻底的两分是无法成立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领域， 其中西方

社会学， 尤其是美国社会学， 但同时也包含西欧， 占据霸权地位但同时也

并不排除其他社会学的可能性， 它们在全球领域内争夺着一席之地， 并试

图定义其自身的国家社会学。 在这种观点中， 冲突的焦点不在于 “本土”

和 “支配社会学” 之间， 或是在 “南方理论” 和 “北方理论” 之间， 而

是发生在支配社会学的领域。 换句话说， 问题的关键并非拒绝经典， 而是

针对特定的背景对其做出重新解释， 甚至需要 “本土化” 北方经典本身，

审视其自身的政治经济背景 （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ｙ， ２０００）。 这样， 各种国家的社

会学就可以各自从韦伯、 涂尔干和马克思那里汲取不同的养分， 形成对其

作品的不同阐释， 从而带来对经典的多样重构。

４． 经典是相对的

经典不仅是根本性的、 历史性的和地理性的， 同时也是相对的。 重构

经典不是仅仅叠加另一位理论家的问题。 经典不是简单加总， 它由其各个

组成部分的理论之间的关系组成。 因此， 塔尔科特·帕森斯对经典的看法

是基于各位理论家思想中相似的基础性的原则， 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理论框

架， 植根于对涂尔干和韦伯的具体解读以及对马克思的有意识的排斥。 然

而， 当马克思被放置回经典的框架的时候， 我们并非要排除涂尔干和韦

伯， 而是要将其放置在和马克思的对话中。 这就意味着对涂尔干和韦伯的

新的解读。 我们不再仅仅通过集体意识来解读涂尔干， 而是开始通过劳动

分工的异常形式来解读他的思想。 于是一个崭新的激进的涂尔干在旧的保

守主义的涂尔干的灰烬中重生， 预测着社会主义的未来， 即一种以职业群

体为中心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我们不再通过韦伯的不同类型的行动和价值

观的中心性来阅读他， 而是开始将他视为一位关于支配和国家理论的思想

家。 韦伯的历史变成了某种理性化的实现， 即支配与效率的独特组合。 社

会学不再被视为某种同质的、 单一的学科， 它成为各种相互竞争的研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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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施展的空间。 经典所提供的根本性原则是多样性而非趋同的起点。

帕森斯所提出的一种用单一性研究来全面定义社会学的想法， 在他最

疯狂的想象中或许的确定义了社会学， 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极权主义的

意味。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 这种社会学的总体化的愿景并不能持续很

长时间。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吵吵闹闹的学科， 其中没有人占主导地位， 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种竞争性的结构比之前的单一性框架更加稳定。 即

便如此， 后者仍受到去殖民化运动的猛烈批评， 其中， 杜波依斯即重建经

典的特洛伊木马。

三　由杜波依斯进入经典重构

经典并不是静止不变的， 而是与时俱进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在

２０ 世纪 7０ 年代出现， 以回应当时那些挑战了价值共识、 和谐、 意识形态

终结和现代化的理论假设的社会运动。 经典并非抛开了韦伯和涂尔干， 而

是意味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对其展开新的阅读。 如今， 我们经历

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尤其但不仅仅是在美国———这些运动呼唤着我

们对种族不平等与种族不公以及气候变化、 流行病、 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

题的关注。 杜波依斯之所以成为最可能被纳入经典的社会理论家， 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他的生活和理论深受其种族的影响。 但杜波依斯不仅是 “某

个种族的人”， 他还是泛非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与和平活动家； 他是一位

社会学家， 但同时还受过历史学和哲学的训练； 他不仅仅是一位学者， 更

是一位诗人、 剧作家和小说家。 将杜波依斯纳入经典， 带入与涂尔干、 韦

伯和马克思的对话， 将极大地改变社会学。 接下来我将试图勾勒一下这些

对话可能以何种形态展开， 以及它们对社会学有着怎样的影响。

１． 涂尔干与杜波依斯

奥尔登·莫里斯 （Ａｌｄｏｎ Ｍｏｒｒｉｓ） （２０１５） 在一项研究中重点关注了杜

波依斯写作 《费城黑人》 （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Ｎｅｇｒｏ：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Ｄｕ

Ｂｏｉｓ， １９９６ [１８９９] ） 时期及亚特兰大学派。 当时， 杜波依斯立志成为一

名专业社会学家， 遵从他在柏林大学读书时从其老师古斯塔夫·冯·施穆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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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 （Ｇｕｓｔａｖ ｖｏｎ Ｓｃｈｍｏｌｌｅｒ） 那里学到的方法， 进行细致的、 根植于历史的

实证社区研究。 当时的杜波依斯不仅在方法上， 而且在其基础性理论上都

是涂尔干式的。 杜波依斯的研究呈现了主要由非裔美国人聚居的费城第七

区作为城市病态的典型场景， 展示了由移民和种族歧视造成的社会解体，

不由得让人想起涂尔干提出的强迫性的、 失范性的劳动分工。 杜波依斯提

出了涂尔干式的道德诉求， 敦促白人意识到黑人上层阶级的存在。 杜波依

斯声称， 黑人中 “有才华的十分之一” 与白人精英有相似的文明意识。 在

杜波依斯的分层理论中， 他和涂尔干一样， 非常重视教育作为历史中的进

步性力量， 尤其是其对非裔美国人进步的影响。

除了 《费城黑人》 外， 杜波依斯在 《黑人的灵魂》 （Ｔｈｅ Ｓｏｕｌｓ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Ｆｏｌｋ） （Ｄｕ Ｂｏｉｓ， １９８９ [１９０３] ） 中令人动容的论文也受到了社会学的关

注， 尤其是他提出的 “双重意识” 的概念———生活在面纱之中的非裔美国

人还被迫用白人压迫者的目光来审视自身。 凯伦·菲尔兹 （Ｋａｒｅｎ Ｆｉｅｌｄｓ）

（２００２） 提出了涂尔干的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与杜波依斯的 《黑人的

灵魂》 的相似性， 认为杜波依斯和涂尔干都是作为被歧视的他者在体验着

世界： 他们一位是非裔美国人， 另一位是犹太人。 很多时候， 社会学对杜

波依斯的探讨就到此为止， 忽略了他接下来 ６０ 年成果颇丰的职业生涯。

杜波依斯对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种族主义感到忧心忡忡， 同时布克·

华盛顿与白人精英的妥协令他愈发感到绝望。 在研究资源越来越难以积累的

同时， 杜波依斯逐渐对科学对于黑人解放的作用失去了信心。 总体而言， 发

现自己并不能说服白人相信非裔美国人同样也是人的杜波依斯选择了在 １９１０

年离开亚特兰大大学。 之后， 他转向了政治， 联合创建了著名的民权组织

（ＮＡＡＣＰ）， 并成为杂志 《危机》 的编辑。 在接下来的 ２４ 年中， 他都没有离

开该职位。 １９０９ 年， 他为激进派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ｗｎ） 撰写

了一本传记 《约翰·布朗》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ｗｎ） （Ｄｕ Ｂｏｉｓ， １９９６ [１９０９] ）， 以支

持在哈珀斯费里 （Ｈａｒｐｅｒｓ Ｆｅｒｒｙ） 反抗奴隶制的一次失败的起义， 而这次起

义被视作美国内战的一次预演。 杜波依斯在赞扬约翰·布朗的文字中主要

传达的信息是， 黑人解放的代价固然高昂， 但绝没有被压迫本身的代价那

么大。 这是一个全新的杜波依斯， 在这里， 他终于意识到非裔美国人的解

·９·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版权所
有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3zq
rXO
jeeu
EBy
wU
60d
m0
Zm
5A
kfN
hsn
q4l
LPp
AQ
8aC
EkP
mb
iqB
tR8
Cjj
0Kn
I+6
n6v

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放不能依靠他人， 而只能依靠他们解放自身。

２． 韦伯与杜波依斯

接下来， 我们转向杜波依斯在 《暗水》 （Ｄａｒｋｗａｔｅｒ： Ｖｏ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ｉｌ） （Ｄｕ Ｂｏｉｓ， １９９９ [１９２０] ） 中对韦伯的含蓄批评。 这本文学社会

学合集以一篇著名的文章 《白人的灵魂》 开篇———这是与之前那篇 《黑人

的灵魂》 的刻意对比。 杜波依斯已经放弃说服白人， 让他们相信非裔美国

人也是人， 而是反过来向非裔美国人证明白人是非人道的， 这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残酷中得以体现———欧洲国家为了控制和剥削非洲相互斗争。 他

认为， 如果我们认为西方文明是优越的， 那是来源于其对世界其他地方的

暴力剥削———对人类、 艺术珍品、 原材料和思想的窃取盗用。 杜波依斯所

描述的西方历史与韦伯对理性化及其宗教起源的描述截然不同。 在韦伯看

来， 暴力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可能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 但在现代资

本主义的再生产和扩张中， 暴力完全被清除了， 现代资本主义仅仅基于形

式上的自由劳动、 会计、 家庭和工作的分离、 法律制度和科学的应用。 对

于杜波依斯来说， 资本主义的暴力， 尤其是种族暴力， 从未停止过。

《暗水》 中的文章坚信人类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于社会主义， 即生

产资料的公有制、 参与式民主和财富均等化。 杜波依斯关于 “男人的统

治”、 “女人的诅咒” 和 “工作与财富” 的论文均指向了社会主义对资本

主义的优越性， 但前提都是首先要解决种族问题。 他批评了那个时代许多

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人， 认为他们没有认真对待种族问题。 他们永远没有

办法实现另一种平等主义， 如果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即 “肤色更深的种族”

被排除在外的话。 马克斯·韦伯对社会主义的承诺———自由、 平等和民

主， 持更深的怀疑态度。 对于韦伯来说， 社会主义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任

何达成社会主义的企图只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即理性化和官僚主义的加

剧， 自由和民主的消亡。 在他看来， 社会主义将成为部分官员的专政， 而

非所有工作者的民主统治。 杜波依斯和韦伯都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表示怀

疑， 但其中一位拥护社会主义， 而另一位则对之不予理会。

３． 马克思与杜波依斯

《暗水》 代表着一个乌托邦式社会主义者的杜波依斯。 他提出了一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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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愿景， 但除了通过工人阶级统一的、 自发的行为之外， 没有其他办

法来实现它。 而对于工人如何实现自发行动， 杜波依斯没有提出清晰的路

径。 除了没有阶级形成理论， 杜波依斯也没有提出关于资本主义将如何动态

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理论。 这意味着他必然要等待他的马克思主义时刻的到

来。 尽管杜波依斯在 １８９２ ～ １８９４ 年在德国读书时曾参加过社会民主党的会

议， 也曾接受过柏林大学的教授们关于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的教诲， 但他似

乎从未真正严肃地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 更不用说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

了。 直到 １９２６ 年杜波依斯第一次访问苏联之后， 他才一头扎进了 《资本

论》、 《共产党宣言》 和马克思关于美国内战的写作。 这导致杜波依斯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巨大的志趣性转变， 为他在 １９３５ 年出版的杰作 《美国的黑人重

建》 （Ｂｌａｃｋ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ｕ Ｂｏｉｓ， １９９８ [１９３５] ） 提供了重

要的灵感。 这与当时主流的历史学派背道而驰， 使得历史学家们还需要整整

３０ 年才能赶上杜波依斯的思想。

美国内战 （１８６１ ～ １８６５ 年） 之后的重建时期 （１８６５ ～ １８77 年） 一直被

历史学家以及 （白人） 大众视作一场彻底的灾难， 他们认为将非裔美国人

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只会导致腐败和混乱。 杜波依斯站出来， 对这一传统

勇敢地提出了反对立场。 早在 １９１０ 年， 他在 《美国历史学评论》 上发表

的一篇文章中， 就已经指出了内战后重建的种种好处： 选举权的扩大让非

裔美国人得以成为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并带来了包括扩大全民

教育在内的进步性立法。 在 《黑人的天赋》 （Ｔｈｅ Ｇｉｆｔ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Ｆｏｌｋ） （Ｄｕ

Ｂｏｉｓ， ２００９ [１９２５] ） 中， 杜波依斯写到了非裔美国人从种植园到北方军

队的种种贡献。 这些主张后来在 《美国的黑人重建》 中以全新的理论框架

再次出现。

《美国的黑人重建》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开篇， 分析了美国内战的

起源。 以英国为主的纺织制造商对棉花的需求不断增长， 这为奴隶制带来

了土地和人口的巨大压力， 进而威胁到了北方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 这可

以说是内战的开端， 而其后续发展则主要靠杜波依斯所说的很重要的一部

分被奴役人口的 “总罢工” 来推动， 这场罢工使得他们被允许加入北方军

队， 因而战争逐渐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为了表彰非裔美国人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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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贡献， 林肯于 １８６３ 年宣布 《解放宣言》 生效， 该宣言即预示了战

后的一段时期的重建。 杜波依斯逐州考察了跨种族民主在这段重建时期的

发展———他也称之为 “废除民主”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以及资本主

义本身如何能够创造超越种族秩序的可能性。 而当奴隶制在北方被废除

后， 北方资本随即对如何促进南方非裔美国人的福祉失去了兴趣， 这导致

北方军队撤出南方， 南方民主的进程因而被搁置， 甚至发生了逆转。 此

后， 南方被交还给昔日的种植园主阶级， 他们着手建立了吉姆克劳的种族

隔离秩序， 通过建立白人所谓 “公共和心理” 工资将白人工人吸引到白人

资本的一边。 在整篇论文中， 杜波依斯采取了阶级分析的视角来研究那些

破坏和重建种族秩序的力量。 杜波依斯的研究很有效地展示了马克思的思

想如何能够被有效地重构并适用于分析美国历史上的这一关键时刻。 杜波

依斯并不将重建时期视作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而将其视作一次壮阔的失

败。 非裔美国人在重建时期的斗争所预示的某种真实的乌托邦， 已将杜波

依斯从 《暗水》 里想象的乌托邦中解放出来。

杜波依斯在罗斯福新政期间继续保持着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 提出了非

裔美国人社区应该利用种族隔离的现状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合作共同体。 而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杜波依斯进一步将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向了全球， 将

他的泛非主义思想与非洲蓬勃发展的反殖民运动结合起来。 同时， 他成为当

时国际和平运动的一位领袖， 并选择站在冷战中苏联的那一边。 因此， 他成

为美国政府的敌人， 被指控私下为外国机构提供情报。 在 １９５１ 年的审判中，

该案因缺乏证据而被驳回。 气急败坏的美国国务院在接下来的 ８ 年中都拒绝

为杜波依斯出具护照， 而苏联和中国则向杜波依斯敞开了大门。 杜波依斯公

开支持苏联和中国推动国际社会主义的发展， 并支持非洲和亚洲的反殖民运

动。 他在美国的公民身份逐渐变得岌岌可危， 最终他在 １９６１ 年加入了共产党

并前往加纳以表示对美国政府的不满。 １９６３ 年， 他在加纳去世， 享年 ９６ 岁。

四　今日社会学：重构经典与去殖民化社会？

以上即为对杜波依斯非凡的人生与思想的快速回顾。 在其中我们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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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如何从涂尔干、 韦伯和马克思的视角来阅读杜波依斯， 进而形成对他的

著作更为理论化的系统的认识。 这一过程同时也引导我们重新阅读杜波依

斯之前的经典， 在这里我不再赘述。 但我想要试着简单概括一下杜波依斯

对传统社会学经典提出的五个挑战。

１． 一门解释性科学， 透过全球性和历史性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

义。 除了阶级外， 也将种族纳入研究的核心， 从奴隶贸易开始， 一直

延续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２． 一门道德科学， 提供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的维度， 但同时呼吁

对不断变化着的、 阻挡人们实现这种可能的种种限制条件进行反乌托

邦分析。

３． 一门反思性科学， 社会科学家全然置身于他们所研究的世界之

中， 同时又身处各种各样的研究领域。

４． 一门跨学科科学， 通过辨别学科边界以跨越边界， 尤其注重社

会科学、 历史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

５． 一门公共科学， 将社会学推出学术的茧房， 通过构建公共辩论

和公共问题进入公共领域。

将杜波依斯带入与经典的对话有彻底变革社会学的可能， 但前提是我

们对杜波依斯的生活和工作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进入经典的一种可能的

代价在于， 我们仅仅考虑了杜波依斯早期的经验主义， 而忽略了他的一些

更为激进且重要的作品， 这会大大削弱他的影响力。

严肃对待这样一种激进的社会学， 即意味着承认这里生发出的观点，

尽管呈现在普遍的、 全球的语境下， 但本质上是来自北方， 尤其是美国社

会学的观点。 从中国社会学的角度看， 杜波依斯进入经典意味着什么？ 这

种重建对于关于中国的研究， 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研究有怎样的相关性？ 这

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我所描述的重建是学术帝国主义的表现吗？ 中国社

会学家或许对杜波依斯对于学术的贡献没有兴趣， 而更愿意发展出更符合

本土现实情况的、 自己的经典。 尽管杜波依斯的研究充分展现了全球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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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以及他对苏联、 中国和要求独立的非洲抱有认同并对美国政府秉持敌

意， 但杜波依斯的社会学仍然来自美国， 即便其在美国处于边缘地位。 因

此， 中国社会学家的确有可能会质疑杜波依斯与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的相关

性， 而更致力于发展一种抛开西方经典的本土社会学。 无论是否去殖民

化， 经典仍然是西方的。 或者， 中国社会学家可能希望继续对迫在眉睫的

社会问题展开实证研究， 而不受东西方经典研究的兴趣所在的束缚。 对他

们来说， 所有这些关于经典的讨论都是无关紧要的， 就如同在巴黎城内燃

烧着熊熊大火时在一旁点燃火柴。

然而， 西方霸权无法被我们如此简单地抛在一边。 其背后支撑着它的

是对这种霸权感兴趣的国家分配的制度性资源。 举例来说， 上海交通大学

的大学排名系统旨在将中国大学的学术质量与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做比较。

而这些 “世界一流大学” 往往就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 培养了大量获得

诺贝尔奖和其他学术奖项的学者， 以及在 “高影响因子”、 “国际性” （主

要是美国） 期刊中具有高引用次数的学者。 世界上各个国家也会根据自己

的大学在全球排名中的位置来评估这些大学并相应地分配奖励。 而这些都

是巩固美国霸权的方式。

而美国学术界的全球霸权在中国社会学的领域内不断被再生产， 导致

中国本土社会学本身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这引起了西方社会学的不同

兴趣。 那些从美国或欧洲的学术训练中受益的人可以在中国大学获得工

作， 他们对美国的霸权及其经典的延续或许会感兴趣。 正如萨里·哈纳菲

（Ｓａｒｉ Ｈａｎａｆｉ） 曾经写过的那样， 西方的霸权让世界上其他学者陷入了两种

选择： 在全球出版发表并在本土被消解， 或在本土出版发表并在全球被消

解。 只有少数人能够挣脱这两种选择。

在一堆排名、 评估和审计的纷繁复杂中， 我们绝不能忽略了社会学的意

义。 对经典的去殖民化———对社会学的殖民化起源及其如何在当代社会学中再

生产形成自觉———的确是一种进步性的、 令人兴奋的、 迟来的发展， 但它不应

分散我们对社会学在社会去殖民化中的作用的注意力。 通过杜波依斯的视角重

新阅读马克思、 韦伯和涂尔干， 为今天的这种社会学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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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经典的去殖民化：与中国社会学家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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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学自由主义：从全球南方 ／东方出发重构社会学经典

　徐晓宏*

布洛维教授的演讲非常令人振奋， 我很荣幸能在这里对之做出回应。

我从讲座和讲座所依据的两篇文章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想从一个观念开

始， 我认为这一观念是布洛维教授讲座的基础， 即 “社会学随着 １９ 世纪

欧洲和美国市民社会的出现而成长， 并采用市民社会———这个在分析上不

同于经济和国家的领域———的立场”。 在布洛维教授 ２００３ 年发表的文章

《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Ｆｏｒ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 中， 他提出了 “行动

的社会”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的概念来描绘这样一个领域 （Ｂｕｒａｗｏｙ， ２００３）。

我的回应将聚焦于社会学作为一门采用 “行动的社会” 立场的学科这一

观念。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回答。 在智识上， 社

会学应该辨识出社会中种种因果关系的力量： 各种社会力量———无论是物

质的还是象征的———如何塑造我们的个人成就、 心态、 个性、 惯习和生活

方式等。 在行动上， 社会学需要发挥其知识上的诸多洞见， 以建立一个

“行动的社会”、 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 这些社会力量可以

通过公共辩论、 审议以及公共政策而被社会全体认识、 论辩和应对。 也就

是说， 它应该让人们意识到， 作为一个社会， 我们大家同舟共济， 可以一

起对社会问题、 不平等和权力悬殊做出改变， 而不是屈服于失败主义和宿

命论。

杜波依斯的著作也有这两个方面的意涵。 一方面， 它丰富了我们对社

会因果关系力量的理解： 他对双重意识的分析， 对沿着肤色区隔的 “面

·６１·

** 徐晓宏， 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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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学自由主义：从全球南方 ／东方出发重构社会学经典

纱” 的分析， 对黑人妇女的性别化劳动的分析， 对种族和资本主义的深刻

关联如何塑造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的分析， 都采取了那些被边缘化然而又

充满韧性和行动力的人们的视角， 为我们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学洞

察。 另一方面， 他对内战后种族间民主 （ ｉｎｔｅｒ⁃ｒａ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的兴起和

衰落的剖析很好地示范了一个 “行动的社会” 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和动态

关系。

我完全认同布洛维教授的观点， 即社会学是一门采用 “行动的社会”

立场的学科， 在建设这样一种 “行动的社会” 中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 而

我的问题在于， 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 建设这样一种行动的社会的努

力是否面临不同的障碍， 以及需要不同的社会学工具。 现场包括我在内的

一些人在美国做教授， 在那里， 社会学要对抗的主要是资本主义文化产业

的霸权， 这一霸权将社会问题个人化， 遮蔽了社会的存在， 并不断使商品

拜物教翻出新花样。 然而， 在我所说的 “全球南方 ／ 东方”， 社会学还面临

着更多的复杂问题。

我使用 “全球南方 ／ 东方” 的概念， 而非 “全球南方”， 原因在于除了

“全球南方” 这个概念所隐含的全球经济不平等和殖民主义历史的内涵之

外， “全球南方 ／ 东方” 同时还明确地要求人们去关注挑战建设 “行动的社

会” 的政治问题。 我想澄清的是， 我并不是想要复用冷战时期的东西方的

两分， 而只是想要承认一种经验性的事实， 即在全球南方 ／ 东方， 存在积

极寻求对 “西方” 的政治替代的努力。

在我看来， 在全球南方 ／ 东方， 建设行动的社会的最大挑战是社会的

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在现代性中有着悠久的谱系历史， 对此我在其他地方

有更详细的论述。 在这里， 我只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 一个行动的社会需

要有政治化的空间。 所谓政治化， 我指的并不是党派性和两极分化， 而是

指把看似是个人的问题变成公众讨论、 辩论甚至争论的议题， 并在此基础

上通过公共立法和政策， 作为一个社会集体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 在很多

全球南方 ／ 东方的语境中， 社会的去政治化意味着社会被剥夺了重构自身

的政治能动性， 同时社会被两种力量掏空： 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工具性理

性化和原子化， 另一方面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这样的背

·7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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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景下， 社会学面临着沦为社会管理和技术官僚体系治理术的工具的巨大

风险。

为了避免这种风险， 社会学必须维护个体发表观点、 自我表达和阐述

社会问题的权利， 也即政治化的权利。 在布洛维教授的 “社会学的马克思

主义” 概念的基础上， 我想提出一种 “社会学的自由主义”。 这种立场之

所以是自由主义的， 是因为它坚持个体在各种问题上发表言论、 表达观

点、 获得尊严和选择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但它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同之

处在于， 它的终极方向是建设一个具有强烈团结精神的行动的社会。 它将

社会， 尤其是那些被压迫者和被边缘化的人所主要面临的问题政治化。 它

对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及其西方左派评论家所经常强加给全球南方 ／ 东

方的错误选择采取坚决的拒绝。 这种错误的选择认为， 全球南方 ／ 东方必

须在两条道路中做出选择， 一条道路是世界主义精英所渴望的自由民主，

另一条道路是号称能满足穷人需求的专制的稳定体制和家长式保护。 对这

一错误选择的拒绝意味着我们需要接受一种远比资产阶级 “权利法案” 更

广泛的对自由的理解。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我认为重构社会学经典在当今很多全球南方 ／ 东

方社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它既要求对现有的各有侧重的经典进行重

新解释， 又要求提出潜在的新经典。 我想从东亚社会的背景中提出几条线

索， 并询问布洛维教授， 这些线索与他提出的关于建设全球性的行动的社

会的理论构想是否一致或有冲突。

我们先从马克思开始讨论。 值得强调的是，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核心

是自由， 而非平等。 在他设想的社会中，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

由发展的条件”。 他批评自由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并非不平等或工人被剥削，

而是因为工人被异化了。 他们经历着与他们自身的劳动产品、 劳动过程、

他们自身和其他人相疏离的四种异化过程。 也即意味着， 他们并不自由。

这种关于自由的概念与黑人激进主义传统中的自由概念相当接近： 这也是弗

兰茨·法农 （Ｆｒａｎｔｚ Ｏｍａｒ Ｆａｎｏｎ） （１９８６） 在 《黑皮肤， 白面具》 （Ｂｌａｃｋ

Ｓｋｉｎ， Ｗｈｉｔｅ Ｍａｓｋｓ） 中称其智识工作为 “去异化” 的原因之一。

类似地， 杜波依斯的作品对东亚社会学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它审视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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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学自由主义：从全球南方 ／东方出发重构社会学经典

看似遥远的美国社会中的种族问题。 种族问题与东亚民族主义的兴起有深

刻的关联， 就如同它与美国白人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一样。 但很遗憾的

是， 种族问题在东亚社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 而在种族问题的背后，

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概念对理解这些地方的社会排斥还有着更广泛的意

义。 他对黑人为了种族间民主展开的斗争的分析， 可能会促使人们注意到

劳工群体———而非传说中的 “新中产阶级” ———在东亚民主斗争中的关键

作用。

尽管韦伯没有致力于建设行动的社会， 甚至对其持怀疑态度， 但他

始终坚持多元主义的价值， 强调在面对诸神纷争的世界时保持智识诚信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的必要性， 并推崇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平衡， 及

其关于各种形式的权威和行政控制手段的见解， 都对于建设一个真正的行

动的社会大有裨益。 同样， 涂尔干对道德个人主义的辩护， 及其对社会团

结的社会政治基础的探索亦是 “社会学的自由主义” 的珍贵思想来源。

同样， 在建设行动的社会的政治维度上， 我们还可以将更多理论家纳

入经典的范畴中来。 在我看来， 汉娜·阿伦特对于政治的理解及其对将社

会碾压于行政国家之下的观念的批判， 都是对社会去政治化的有力解药。

在这方面， 布达佩斯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基于其自身社会主

义经验与阿伦特思想的对话，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学家来说可能意味着

非常重要的价值。 同样值得解读的还有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家的

理论的政治维度， 他对于中国政治现代性探索的分析迄今并没有得到充分

重视和研究。

最后， 我想强调的是， “社会学的自由主义” 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全球

南方 ／ 东方正在打一场西方已经获胜的战斗， 而是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审视

一个行动的社会的社会条件。 在当前的民粹主义时代， 虚假信息和假新闻

的盛行， 以及最近埃隆·马斯克以言论自由的名义收购推特， 都引向了汉

娜·阿伦特所说的政治中的 “公共事实” 这一基本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凸

显了将社会问题政治化的空间需求与专业团体制度化的信任需求———这是

涂尔干特别强调的一点———之间的张力。

这些专业团体当然也包含了社会学。 今天， 重构经典是重构社会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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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职业的一部分。 这一任务似乎可以完美协调社会学对于建设全球性

的行动的社会及其自身专业整全性的双重使命。 而这就是我剩下的一个问

题。 这种协调看上去如此完美， 以至于我想知道这是否就能解释为何布洛

维教授能够在热情倡导公共社会学和热情介入社会学经典的辩论之间无缝

转换。 我对达成二者之间的协调并没有异议， 但我不禁想到， 这种调和是

否与布尔迪厄的那种理论性的协调相似？ 正如布洛维教授曾敏锐而批判性

地指出的那样， 这种理论性协调只将解放性的角色赋予了理论， 而没有给

予实践以解放性的角色， 我想知道布洛维教授对超越这样一种完美的理论

性协调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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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波依斯与重构理论经典之争：一项知识社会学考察

　谢　雯*

有关去殖民化的思考已成为近年来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旋律， 各大高校

的学术项目———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的项目———开始进行教学大纲和

培养计划的 “去殖民化”。 我们今天与布洛维教授的讨论核心是杜波依斯

思想遗产的再发现， 以及美国社会学界如何试图将杜波依斯的作品 “经典

化”， 以达成学科经典 “去殖民化” 的目的。 在中国读者眼中， 这一争论

可能会被解读为美式政治正确的一部分， 似乎有矫枉过正的嫌疑。 而本文

以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检视这场杜波依斯与社会理论经典重构的争

论， 将其视为一场 “学术运动”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知识社会学内的

讨论已指出， 几乎每一个研究领域的历史都是一部学术运动的历史， 这些

学术运动挑战既定的学术范式和探索模式， 重新定义争论的主题， 重塑学

者们的 “智识注意力空间”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 这样的学术运动可

能会赢得大量的追随者， 并在一段时间内制度化， 直到下一个运动出现， 也

有可能在学术史的长河中逐渐被遗忘 （Ｋｕｈｎ， １９６２； Ｃｏｌｌｉｎｓ， １９９８； Ｆｒｉｃｋｅｌ

ａｎｄ Ｇｒｏｓｓ， ２００５）。 那么， 这一重构经典的学术运动能够走多远？ 杜波依斯

的写作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称为社会学 “经典”？ 将杜波依斯列入经典理

论的局限是什么？ 中国社会学界能否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可以说， 最新一轮围绕杜波依斯讨论的出发点是西北大学奥尔登·莫里

斯 （Ａｌｄｏｎ Ｍｏｒｒｉｓ） 教授于 ２０１５ 年出版的著作 《被否定的学者： 杜波依斯与

现代社会学的诞生》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Ｄｅｎｉｅｄ： Ｗ． Ｅ． Ｂ． Ｄｕ Ｂｏ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在这本书中， 莫里斯认为杜波依斯本身的学术贡献以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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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所建立起来的亚特兰大学派， 可以和芝加哥学派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相

媲美。 而学界长期以来对于杜波依斯贡献的漠视， 正是由于美国学界内部

的种族歧视。 莫里斯对于杜波依斯的大力推崇， 首先与他作为一名非裔美

国人对于社会学学科的课程内容的长期不满有关。 他在整个社会学训练中

发现， 学界现有的理论常常忽视自己的族裔， 而黑人社会学家杜波依斯的

写作完全可以超越很多被捧上神坛的核心理论家。 莫里斯的博士生导师刘

易斯·科塞 （Ｌｅｗｉｓ Ｃｏｓｅｒ） 是很多社会学学生在入门时阅读的 《社会思想

名家》 一书的作者。 莫里斯曾询问科塞为什么没有将杜波依斯列为社会学的

大师之一， 科塞回答道： “社会学思想的大师是那些罕见的、 建立起一整套

理论体系的学者， 而杜波依斯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体系。” （Ｍｏｒｒｉｓ， ２０１５：

ｘｖ） 莫里斯并没有被说服。 他暗下决心， 以后一定要证明杜波依斯确实是一

位社会学思想的大师。 这部关于杜波依斯的著作， 便是他的一个尝试。

《被否定的学者》 甫一问世， 便受到了学界的关注。 莫里斯掀起的新

一轮杜波依斯之争虽然看似是社会学内部的争论， 但也反映了其背后的社

会症候。 自奥巴马上台后， 平权话语表面的进步掩盖了美国社会内部日益

严重的不平等， 以及黑人地位的进一步下滑。 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和美式

民主的华袍之下， 是美国社会内部的撕裂以及群体性不满。 “黑命贵” 运

动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ｖ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始于 ２０１３ 年 7 月， 前两年的抗议还只

是局限在几个城市， 而 ２０２０ 年的 “弗洛伊德事件” 在美国各地引发了大

规模的反对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的抗议和示威活动。 这样的社会层面的情

绪也侵入到了学界内部。 近年来学界内 “去殖民化” 运动以及大学内部针

对少数族裔的招生政策等便是整体社会变化的缩影。

过去几年， 围绕杜波依斯的讨论持续发酵： 学界已经不仅在讨论是否要

恢复杜波依斯在美国社会学史中的地位， 而是开始争论我们是否要将其视为

社会理论 “经典”。 而具体如何将杜波依斯 “经典化”， 美国社会学界内部有

着不同的声音。 有学者坚持认为， 现有的经典理论以欧洲为中心， 对种族、

性别以及帝国主义的秩序视而不见， 因此 “在根本上是不完整的 ”， “有致

命的缺陷”， 社会学需要彻底改变经典 （Ｍａｔｌｏｎ， ２０２２： ５５３）。 杜波依斯从

全球性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 强调种族因素经由殖民主义、 帝国主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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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波依斯与重构理论经典之争：一项知识社会学考察

义、 奴隶制时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本塑造作用。 对于杜波依斯来说， 肤

色线问题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ｌｉｎｅ） ——— “亚洲和非洲、 美洲和海洋岛

屿的深色人种与浅色人种的关系” ———是二十世纪的重要问题， 构成了现代

性的核心 （Ｄｕ Ｂｏｉｓ， １９０３： １）。 伊齐格森和布朗则在杜波依斯思想遗产的

基础上提出了 “种族化的现代性” （ ｒａ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的命题， 推动了杜

波依斯社会学的经典化运动 （Ｉｔｚｉｇ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Ｂｒｏｗｎ， ２０２０）。 而布洛维教授认

为， 在这一系列讨论中， 社会理论经典的 “革命派” 和 “拒绝派” 过于激

进， 学界不应该彻底推翻现有的经典， 社会理论三大家 （马克思、 韦伯、 涂

尔干） 提供了这门学科的基本假设， 社会学仍然可以从中发展出新的研究项

目。 布洛维强调， 虽然把杜波依斯带回来很重要， 但我们要将其放置在与三

大家对话的脉络中， 社会学的发展应建立在与经典人物对话的基础之上。

这里， 我们首先要厘清一下什么是社会学 “经典” （ ｃａｎｏｎ）。 每一个

学科都会关注自己的起源。 在任何最近的社会学入门教科书中， 几乎肯定

会在最初的几页中讨论创始者。 被重点介绍的往往是社会理论三大家———

卡尔·马克思、 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 介绍性的一章也有可能

会提到奥古斯特·孔德、 费迪南德·托尼斯、 赫伯特·斯宾塞、 格奥尔

格·齐美尔和乔治·赫伯特·米德。 这样一组社会学家以及他们的写作也

被称为 “古典社会学理论”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对于古典社会

学理论的关注和社会学 “经典” 的讨论有所重合， 但是 “经典” 的范围会

更窄一些。 经典文本是一套有特权的文本， 其解释和重新解释定义了一个

领域。 人们可以不断地重新阅读 “经典”， 以寻求新的理解。 只有少数理

论家的写作能够被视为 “经典”， 并且值得学界不断地品读。 比如说， 社

会学家们可以发现并阅读韦伯的不被大众熟悉的文本， 也可以不断重读学

界已经熟悉的文本； 人们可以通过亚里士多德的视角来阅读涂尔干， 或者

通过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阅读涂尔干 （Ｃｏｎｎｅｌｌ， １９９7）。 布洛维提出的重

构经典的方式便是指出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 韦伯和涂尔干的视角来阅读杜

波依斯， 从而进一步发掘杜波依斯的思想遗产 （Ｂｕｒａｗｏｙ， ２０２１）。

经典社会学文本的选择， 并不是在学科建立初始便达成了共识。 直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美国社会学界还没有意识到某些核心文本是可以定义学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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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性质的， 是需要特别研究的 “经典”。 相反， 学界认为科学知识的进步

是基础广泛的， 一些著名的人物只是学科先锋当中的部分成员。 社会学家

们接受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ｅｔｏｕｒｎｅａｕ （１８８１： ６， 引自 Ｃｏｎｎｅｌｌ， １９９7） 在学科史早

期所阐述的观点， 即 “任何科学的开始， 无论多么简单， 都是一项集体工

作， 并需要许多有耐心之人的持续劳作”。 在二战后的 ３０ 年里， 社会学作

为一项教学事业在美国有长足的进步 （Ｔｕｒ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ｅｒ， １９９０）。 这背后

有两点原因。 首先， 美国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 开始积累巨大财富，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 其次， ２０ 世纪 ６０ ～ 7０ 年代的

学生运动使得年轻学生们对于社会学兴趣陡增， 美国社会学这时也迎来了

扩张最迅速的时期。 学生数量的增长需要教学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 个性

化的培养逐渐被标准化的培养计划所取代。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依托于

“经典” 文本的社会学教学计划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自 ８０ 年代开始， 伴随着知识社会学视野的不断开拓， 人们逐步意识到，

经典理论的选择和讲授虽说为学生培养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教学方案， 但其

代价是缩小了社会学的知识范围并掩盖了大部分的学科史。 知识的传播与承

认不总是由知识本身的绝对 “质量” 决定的， 而是受到大量社会因素的制

约， 因此， 对于学科 “经典” 的批判、 反思与改进也随之开始。 人们开始寻

找被忽视的理论家， 并修正本科生的教科书， 在熟悉的创始人名单中加入了杜

波依斯和简·亚当斯等人 （Ｍａｃｉｏｎｉｓ， １９９３； Ｔｈｉｏ， １９９２； Ｒｉｔｚｅｒ， ２０１０）①。 然

而， 这些早期的尝试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美国社会学家对该学科历史的一

般性看法， 学界依然认为， 一小群来自欧洲内部的杰出的作者所书写的关

·４２·

① 沿着美国社会学科学化的发展脉络， 学者们往往围绕芝加哥学派、 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

几位重要社会学家构建美国本土的社会学史 （Gouldner， １９7０； Steinmetz， ２００５）。 杜波依斯以

《费城黑人》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Ｎｅｇｒｏ） 为代表的早期研究和他建立起来的亚特兰大学派， 是偏

向学术的。 在这一时期， 杜波依斯更倾向于成为一名专业的社会学家。 然而， 出于对当时的政

治界和学界的失望， 杜波依斯离开了学术界， 致力于黑人的解放运动， 转向政治， 联合建立

NAACP， 并在二战结束之后， 投身泛非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 （Lewis， ２０００）。 芝加哥学派中常

常被忽视的女性社会学家简·亚当斯 （Jane Addams） 反对学术社会学、 精英主义、 偏执主义

和知识主义。 亚当斯建立了 Hull House， 于 １９３１ 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美国新政期间， 她

的许多关于社会保障的思想和价值观在建立美国福利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Deegan，
１９８８）。 这两位社会学家的被忽视， 一方面是由于学界内部的种族与性别歧视， 另一方面是因为

他们的写作传统在战后美国的实证主义主流范式下成为 “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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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代性发生的文本， 决定了学科的起始点和性质。 美国社会学界虽然承

认了黑人和女性社会学家对于学科史的贡献， 但这些工作仍然停留在 “装裱

门面” （ｗｉｎｄｏｗ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的层面———在教科书当中象征性地加了几段话或

者一两章的内容———而在深入改变惯习与学术实践的意义上收效甚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新一轮对于杜波依斯的讨论是颇有成效的， 学者

们集体探讨挖掘了多部杜波依斯的作品， 推动了学界与大众对于杜波依斯

的了解。 但是， 将杜波依斯列为社会理论经典， 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

先， 杜波依斯的写作以描述性叙述居多， 偏向经验， 而非抽象的理论。 笔

者在芝加哥大学教书时， 曾带领学生读过 《费城黑人》 中的部分章节。 尽

管学生们感叹杜波依斯早在 １８９９ 年就开始使用调查研究方法， 但在此之

外， 学生们表示缺少与杜波依斯跨越时空的理论共鸣。 如果学界要把杜波

依斯提至社会理论经典的地位， 那么需要将他的作品进一步抽象化， 并对

他的 “历史性的具体描述加以概括” （Ｂｕｒａｗｏｙ， ２０２１： ５５１）。

学界仍需从杜波依斯的写作中提取出更多理论概念，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

出更完整的理论论述， 激发新的社会学研究视野。 杜波依斯的 “双重意识”

是学界现在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概念， 它是杜波伊斯在 １９０３ 年的 《黑人之魂》

（Ｔｈｅ Ｓｏｕｌｓ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Ｆｏｌｋ） 中提出的： “人们总是感觉到自己的双重性———一

个美国人， 一个黑人； 两个灵魂， 两种思想， 两种不协调的努力； 在一个黑

暗的身体里有两个交战的理想， 只有顽强的力量使它不被撕碎。” 在杜波依

斯的笔下， 美国黑人的历史就是这种双重自我争斗的历史， 黑人一直在试图

“将他的双重自我合并成一个更好的、 更真实的自我” （Ｄｕ Ｂｏｉｓ， １９０３： ３）。

莫里斯在他的书中特别强调， 杜波依斯的 “双重意识” 概念， 是在帕克的

“边缘人” 概念之前提出的， 并且帕克的 “边缘人” 概念正是受到了杜波依

斯的启发 （Ｍｏｒｒｉｓ， ２０１５： １４7）。 莫里斯看重的是概念提出的先后顺序， 以

及杜波依斯的原创性， 而我们可以将这两个概念的 “理论性” 进行对比。 帕

克提出的 “边缘人” 概念指的是在人类迁移和现代城市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

一种独特的人格类型 （Ｐａｒｋ， １９２８）： 他们生活在边缘地带， 不忠于或定居

在一种文化中， 拥有独特的立场， 可以比其他人更客观地评估社会关系。 对

比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出， “边缘人” 强调的是在一个异质性的社会中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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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结构所造就的人格特征， 而 “双重意识” 的概念想要捕捉由种族偏见造

成的美国黑人受压迫的情况， 在抽象的理论概念当中多了一层道德控诉的意

味。 杜波依斯的 “双重意识” 的概念是否能够取代帕克的 “边缘人” 的概

念， 以及在 “双重意识” 这一概念的启发下， 是否会生发出真正创新性的研

究成果， 这都需要后续学者的进一步解读和实际应用。

经典理论能够影响社会学家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语言说话， 如果杜波

依斯在这场经典化运动之后仍能够保留影响， 那么他的一些核心理论概念

就需要进入社会学的理论 “工具箱”， 或者说社会学家的 “语言体系”， 否

则这场杜波依斯经典化运动又将是一场昙花一现的学术运动。 学界仍需纠

正根深蒂固的对于 “谁是经典” 的偏见。 阿伯特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在

“经典理论” 的来源这一问题上， 美国学界仍然不自觉地偏重欧洲传统，

轻视美国本土的理论传统， 而这显示出帕森斯对美国学界的影响之深远

（Ａｂｂｏｔｔ， ２００６）。 照此看来， 将杜波依斯列为社会学经典的一部分， 并将

其在学科教育体系内制度化， 其实不难； 但最终， 杜波依斯的理论建构和

思想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进入社会学家的语言系统， 成为学者们习以为常引

用的理论来源， 仍需要时间来检验。

讨论至此， 我们会发现， 关于何为 “经典” 的争论在当下是有意义

的。 这样一个对于学科史的讨论会影响到我们的学科起源与认同、 当下的

学科建设方向， 以及社会学家本身的思考方式。 其实， 中国社会学家在知

识本土化过程中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中国社会学经历了重建初期对于西

方理论的崇拜与大力引进， 开始驻足反思， 希望提出基于中国历史和实践

的社会理论思考， 试图超越 “西方中心主义”。 那么， 在本土化的诉求下，

学界需要把哪些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写作列入学科理论 “经典”， 又应该如

何对待现有的西方经典？ 依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概

念是否能够进入中国以外的社会学语言体系， 并获得承认？ 这些都是摆在

中国社会学家面前的难题， 需要一两代社会学家携手去解决。

概而言之， 虽然这场重构经典的争论在中国读者的眼中， 可能是美式

“政治正确” 的矫枉过正， 但是这一争论在美国社会学界所激发的跨越世

代、 种族的社会学者的争鸣精神， 值得中国学界关注。 将这场学术运动视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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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知识社会学考察的对象， 会为我们在思考中国社会学学术史研究和本土

化等议题上提供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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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３（６）  ８８１-８９３．

Ｒｉｔｚｅｒ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１０．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６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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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０５．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ｏｓｔ⁃Ｆｏｒｄｉｓｍ Ｔｈｅ
Ｐｌａｕ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Ｕ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５． ” Ｐｐ． ２7５-３２３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 ｅｄ． ）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ｔｈｅｒｓ． Ｄｕｒｈａｍ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Ｔｈｉｏ Ａｌｅｘ． １９９２．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３ｄ ｅ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ｅｒ ＆ Ｒｏｗ．
Ｔｕｒｎｅｒ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 Ｔｕｒｎｅｒ． １９９０．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ｂｕｒｙ Ｐａｒｋ ＣＡ Ｓａｇｅ．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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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学的去殖民化，还是再殖民化？

与迈克尔·布洛维商榷

　郑作彧*

Ⅰ

非常感谢布洛维教授的演讲， 这场演讲非常吸引人， 十分有趣。 我学

到了很多， 也很感谢这场讲座的组织者的邀请。

近年来， 杜波依斯获得了大量的关注。 虽然他之前在社会学领域， 或

者说至少在美国社会学界， 并非完全不为人知， 但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声

音认为杜波依斯应该被视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正如布洛维教授所提到

的那样， 有人希望重写整个社会学直至今日的历史， 将杜波依斯提升到独

一无二的地位。 另一些人则主张在社会学原有历史的基础上添加新的故

事， 将杜波依斯、 涂尔干和韦伯放置在同一位置。 布洛维教授无疑属于后

者 （Ｂｕｒａｗｏｙ， ２０２１）。 我和杜波依斯一样曾在德国的柏林学习过， 所以能

感到和他之间的联系， 并对他有一种强烈的亲近感。

在我看来， 任何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 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Ｃｏｎｎｅｌｌ，

１９９7）。 一个是纯粹的巧合， 另一个， 用黑格尔 （Ｈｅｇｅｌ， １９８7） 或霍耐特

（Ｈｏｎｎｅｔｈ， １９９４） 的话说， 是 “为承认而斗争” 的结果。 这两个原因有时

是重叠的， 因为成功获得承认往往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在不同的历史事

件中， 这两个原因的比重是不同的。 例如， 在我看来， 涂尔干和韦伯之所

·９２·

** 郑作彧，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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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为经典人物， 这在历史上的偶然性更大一些。 如果帕森斯没有在德国学

习， 或者如果他是在柏林或科隆而不是海德堡学习， 那么今天大家必须要阅

读的就会是特洛伊奇 （Ｅｒｎｓｔ 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 或冯·韦瑟 （Ｌｅ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 Ｗｉｅｓｅ），

而非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或者说， 如果帕森斯的著作没有大获成功， 美国

和全世界的社会学就不会实现学科独立， 涂尔干和韦伯也就不会获得大师

级地位。 而如果没有涂尔干和韦伯作为社会学的经典人物， 那将是一件非

常遗憾的事情。 因为， 正如布洛维教授所说的那样：

如果我们曾追随的是那些实证主义者， 我们就会回到经典之前的

世界———散乱而无目的的经验主义会把社会学变成经济学或政治学的

一个小分支。 我们也会失去社会学诞生以来予以立身的根基———反功

利主义———而这在现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 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其

在 １９ 世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性。 （Ｂｕｒａｗｏｙ， ２０２１： ５５１）

在我看来， 布洛维教授重新发掘杜波依斯的著作即一种 “为承认而斗

争” 的努力。 如果杜波依斯将来真的成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那我认为

这将会是布洛维教授和其他追随者努力争取承认的成果。 在这一过程中，

布洛维教授是历史的推动者， 而我充其量只是一位旁观者。 因此， 我感到

非常荣幸， 今天能有这个机会与历史的推动者交谈。

Ⅱ

我不太能直接做出杜波依斯是否应该成为经典的评论和判断， 因为我只

能是一个旁观者。 但我对历史的推动者， 即布洛维教授的动机很感兴趣。 换

句话说， 我想问布洛维教授的是， 为什么你对杜波依斯如此推崇？ 我们可以

看到， 米德 （Ｇｅｏｒｇｅ Ｈ． Ｍｅａｄ） 也是他们的同时代人之一， 但他顶多被认为

是符号互动主义或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而没有被提升到与涂尔干和韦

伯同样的高度。 在那个时代， 芝加哥的一些学者显然也很重要。 我们都知

道， 虽然你是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 但你并没有特别站在芝加哥学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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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那边。 你甚至说过： “现在谁还读罗伯特·帕克？” （Ｂｕｒａｗｏｙ， ２０２１： ５４7）

但我们今天仍然在阅读米德的著作。 为什么你和其他学者如今提倡将杜波依

斯纳入社会学经典， 而不是其他人， 例如米德？

我的问题又可以分为三个小问题。

第一， 布洛维教授强调， 在当代主流社会学的视角中， 即与涂尔干、

韦伯， 甚至是马克思的思想相关的理论体系中， 种族和殖民化的问题被忽

视了。 但为什么布洛维教授认为杜波依斯应该被认为是整个社会学的奠基人

之一， 而非像米德那样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的奠基人？ 也就是说， 为

什么杜波依斯不应该被认为与弗朗茨·法农 （Ｆｒａｎｔｚ Ｆａｎｏｎ）、 霍米·巴巴

（Ｈｏｍｉ Ｂｈａｂｈａ） 或爱德华·萨义德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 等人处于同一地位， 而

必须被放置在与涂尔干和韦伯同一的地位上？

第二， 杜波依斯常常因为他的黑人身份和他为美国黑人所做的努力而

被重视。 当下我们当然觉得这种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但问题是， 这种努力

的重要性如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而这种说法正变得越来越有争议性。

杜波依斯的重要性和他的贡献之所以在今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如今美国的 “保持警醒” 运动 （ ｓｔａｙ ｗｏｋ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使得在

所有领域的代表人物中都应该有黑人的身影， 这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在

美国社会学经典中纳入一位黑人可以避免逆流而行的麻烦。 但之所以这种

理所当然是有争议的， 正是因为这种警醒主义和政治正确在很多人眼里已经

成为一种压迫， 所以也就有了相应的反对警醒主义的斗争。 将杜波依斯纳入

经典的做法是否会将社会学轻易地推入支持或反对警醒主义的政治漩涡中？

你如何看待将杜波依斯纳入经典和保持警醒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 你曾说

过： “在这个种族、 阶级和性别都被推上政治舞台的时代， 我们迫切地需要

杜波依斯。” （Ｂｕｒａｗｏｙ， ２０２１： ５５２） 所以我很好奇： 将杜波依斯纳入经典是

否真的具有长久的学术重要性， 还是它只是当今美国的一项政治正确任务？

我的第三个问题与上述政治正确性的压迫性有关。 在殖民和种族问题

领域， 杜波依斯的许多努力无疑值得我们尊重， 但除了他之外， 还有其他

人， 尤其是非美国人， 他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做出了重要的根本性的贡

献。 例如， 许多学者对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伊本·赫勒敦 （ Ｉｂｎ Ｋｈａｌｄｕｎ） 推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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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备至， 认为他是社会学的创始人， 甚至早于涂尔干和马克思 （Ｄｈａｏｕａｄｉ，

１９９０）。 但我想， 想要提升伊本·赫勒敦的地位要比杜波依斯困难得多，

因为在 “文明冲突” 的背景下， 将一位伊斯兰学者纳入经典在西方世界是

很难被接受的。

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 例如， 我来自中国台湾， 如果我想要在国际社会

学领域有所作为， 那么我就必须符合主导国际社会学发展的国家， 也即美国

的偏好， 这将使我不敢推崇伊本·赫勒敦。 但这个例子让我想到， 也许我们

可以把 “社会学的去殖民化” 和 “去殖民化的社会学” 区分开来。 事实上，

布洛维教授的一篇出名的文章 《社会学的去殖民化》 引起了一些学者， 甚至

是布洛维教授的学生， 疑惑 “去殖民化” 究竟有何意涵 （Ｏｅｕｒ， ２０２２）。 虽

然围绕着这个问题有过一些讨论， 但我仍然没有看到一个对之明确的解释，

相反， 我在想， 将杜波依斯的 “去殖民化的社会学” 纳入经典， 是否意味着

对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了一种社会学的殖民化， 这意味着一种二次殖民。

那么， 第一次的殖民化是什么时候呢？ 答案是将涂尔干和韦伯奉为

经典时。 布洛维教授的一些文章提到， 社会学经典人物是以欧洲为中心

的 （Ｂｕｒａｗｏｙ， ２０２１） 。 但事实上， 如今的这些奠基性人物根本不是以欧洲

为中心的， 因为将涂尔干和韦伯奉为经典的实际上是美国人。 虽然涂尔干创

立了法国社会学， 但在帕森斯的 《社会行动的结构》 出版之前， 他在整个法

国社会科学中并不占显著地位。 就韦伯而言， 情况也是如此。 在帕森斯之

前， 德国学界并不认为韦伯是一个关键人物 （Ｋａｅｓｌｅｒ， ２０１６）。 仅仅是在帕

森斯在美国高度赞扬韦伯之后， 德国才在 １９６４ 年讨论是否应该从美国引进韦

伯。 而在那个时候， 一些德国社会学家， 例如霍克海默 （Ｍａｘ 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

仍然对韦伯持相当否定的态度 （Ｔｏｐｉｔｓｃｈ， １９６５）。 也就是说， 如今德国把

韦伯视为社会学的创始人， 并不是因为德国自己如此提倡， 而主要是由于

美国社会学对德国社会学的一次学术殖民。

更不用提的是， 在中国或其他地方， 布洛维教授所谓的欧洲中心的社

会学经典其实是由美国提供的话语想象出来的。 因为大多数中国社会学家

和其他地方的社会学学者都无法使用法语或德语阅读， 而只能用英语阅读

由美国提供的欧洲社会学。 因此， 大多数地方的学者理解这些经典人物都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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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采用了美国的视角 （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２１）。 我们知道， 布

洛维教授本人来自英国， 在赞比亚和匈牙利等地进行了多年的调查， 无疑

具有非常广阔的国际视野 （Ｂｕｒａｗｏｙ， ２０００）， 但并非所有地方的学者都有

丰富的资源或条件来摆脱美国的学术霸权。 然而， 由于涂尔干和韦伯都不

是美国人， 我们仍然可以具备想象其他世界图景的可能。 但是， 如果杜波

依斯作为一位美国人， 真的成了社会学的典范人物， 那么， 整个世界的社

会学图景会不会完全变为美国人的想象？

也就是说， 尽管杜波依斯努力在创造一种去殖民化的社会学， 但是否

有一种可能性， 即把杜波依斯奉为经典实际上会在许多地方造成一种社会

学的再殖民化？

Ⅲ

我相信， 修订社会学经典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布洛维教授在此过

程中难免会遇到一定的挑战。 以你的地位， 你明明可以选择不用走这样一

条困难的路。 这就是为什么我钦佩你的勇气。

同时， 像布洛维教授这样站在国际学术金字塔顶端的学者， 之所以能

取得这样的成就， 我相信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 而是因为他有

毅力和能力冲破各种阻挠。 我还发现， 布洛维教授在演讲中也提到并讨论

了我提出的一些问题。 因此， 我提出的问题与其说是批评， 不如说是渴望

通过这些问题向布洛维教授的回答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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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Ｂｕｒａｗｏ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２０２１．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ｉｎｇ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Ｗ． Ｅ． Ｂ． Ｄｕ Ｂｏｉｓ．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４7 （４-５ ）  ５４５-５５４．

Ｃｈｅｎｇ Ｔｓｕｏ⁃Ｙｕ ａｎｄ Ｘｉｎｙｅ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２１． “Ｄｉｅ 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Ｒｅｚ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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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 Ｈｉｎｔｅｒｇｒｕｎｄ 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ｅｎ ｕｎｄ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ａｎｓäｔｚｅ． ”
Ｐｐ． ２２９-２５９ ｉｎ Ａｎｄｒｅａ Ｍａｕｒｅｒ（ｅｄ． ）． Ｍｉｔ Ｌｅｉｄ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Ａｕｇｅｎｍａß Ｚｕｒ Ａｋｔｕａｌｉｔäｔ ｖｏｎ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ｐｕｓ．

Ｃｏｎｎｅｌｌ Ｒａｅｗｙｎ． １９９7． “Ｗｈｙ 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２
（６） １５１１-１５５7．

Ｄｈａｏｕａｄｉ Ｍａｈｍｏｕｄ． １９９０． “ Ｉｂｎ Ｋｈａｌｄｕ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５（３）  ３１９-３３５．

Ｈｅｇｅｌ Ｇ． Ｗ． Ｆ． １９８7． 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Ｇｅｉｓｔｅｓ．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Ｒｅｃｌａｍ．
Ｈｏｎｎｅｔｈ Ａｘｅｌ． １９９４． Ｋａｍｐｆ ｕｍ 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 Ｚｕｒ ｍｏｒａｌｉｓｃｈｅｎ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ｋ ｓｏｚｉａｌｅｒ Ｋｏｎｆｌｉｋｔｅ．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Ｋａｅｓｌｅｒ Ｄｉｒｋ． ２０１６．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Ｎｅｖｅｒ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Ｂｕｔ Ｗｈｏ Ｍａｄｅ Ｈｉｍ ａ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ｅｎｄｉｐｉｔｉｅｓ １（２）  １２１-１３7．
Ｏｅｕｒ Ｆｒｅｅｄｅｎ Ｂｌｕｍｅ． ２０２２． “ Ｃａｎｏｎ Ｆｏｄ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４-５ ）  ５５９-５６９．
Ｔｏｐｉｔｓｃｈ Ｅｒｎｓｔ． １９６５．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ｕｎｄ ｄｉｅ 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ｅ ｈｅｕｔｅ． ” Ｐｐ． １９ - ３８ ｉｎ Ｏｔｔｏ Ｓｔａｍｍｅｒ

（ ｅｄ． ） ．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ｕｎｄ ｄｉｅ 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ｅ ｈｅｕｔｅ 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 １５．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ｅ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１９６４． 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Ｍｏｈｒ Ｓｉｅｂｅ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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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技术与工作·

巴西的社交网络与集体行动：卡车司机与外卖员的经验

　约克·诺瓦克　马可·桑塔纳*

摘　要：本文探讨巴西的卡车司机和平台外卖员如何以社交媒体为工具进行工人

组织和集体行动，尤其关注社交媒体在２０１８年卡车司机罢工及２０２０年平台外卖员所组

织的名为“手机软件刹车”（“Ｂｒｅｑｕｅ ｄｏｓ ａｐｐｓ”）的全国性行动中的作用。作者旨在探

索工人使用社交媒体来组织行动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检视互联网 ２． ０ 的有效性对工

人运动的正面作用以及社交媒体可见性对工人动员的负面作用。因工人行动的方式不

同，这两种因素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关键词：社交网络　集体行动　连结行动　卡车司机　外卖员　巴西

一　引言

工人集体行动和社交媒体的作用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Ｌａｚ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Ｇａｒｅｌｌｉ， ２０２０； Ｍａｆｆｉｅ， ２０２０）。 本研究基于一个更大的

关于连结行动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逻辑的理论框架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Ｓｅｇｅｒ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区别于早期的集体行动逻辑 （Ｏｆｆｅ ａｎｄ Ｗｉｅｓｅｎｔｈａｌ， １９８０）， 连结行动表

现出一种更加独特的组织行动力。

在本文中， 我们探讨了巴西的卡车司机和外卖员的经验， 他们将社交

·５３·

** 约克·诺瓦克 （Jörg Nowak）， 巴西利亚大学环境与农村发展研究系教授； 马可·桑塔纳

（Marco Santana），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 译者： 初静怡、
肖扬霏，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硕士研究生； 校对： 黄瑜，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

学院副教授。 本文的一个较早的英文版为： Nowak， Jörg and Marco Santana． ２０２３． “ Social
Media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Brazil： The Experience of Truck Drivers and Delivery Workers． ”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DOI： １０． １０８０ / ０８８５４３００． ２０２３． ２２０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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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作为工人组织的工具和集体行动的要素。 我们尤其关注社交媒体在

２０１８ 年卡车司机罢工和 ２０２０ 年平台外卖员所组织的一场名为 “手机软件

刹车” 的全国性罢工中的作用。 本文旨在探索工人使用社交媒体来组织行

动的可能性及局限性。

在工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文献中， 学界有个共识， 即互联网 １． ０ 对工人的

集体行动并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 （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２０１４； Ｓａｕｎｄｒ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 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 互联网 ２． ０ 才真正产生了影响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 ａｎｄ Ｗｏｏｄ， ２０１８； 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Ｌｅｈｄｏｎｖｉｒｔａ， ２０１９； Ｗｏｏ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Ｍａｆｆｉｅ， ２０２０）。 虽然互联网 １． ０ 对传播的形式以及思想的流通已经

产生了影响， 但由于它不具备互联网 ２． ０ 的普及性、 个人性和日常使用性

等特点， 因此并没有对工人阶级的交流形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外， 从电

脑到智能手机的发展也增加了工人阶级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

有学者对连结行动持乐观态度， 认为其可以激发自下而上的力量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２０１５；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Ｓｅｇｅｒ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但实际上， 工人在社交媒

体上的可见性对他们来说也是危险的。 因为除了一般的社会运动行动者所

面临的风险之外， 工作场所的行动主义还伴随其他风险， 如工人会被他们

的现任雇主解雇或不被未来的雇主录用 （Ｌａｚ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４４０）。 因此，

在 Ｔｒｅｅｍ 和 Ｌｅｏｎａｒｄｉ （２０１２） 所指出的社交媒体的四种功能中， “可见性”

对工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在这个过程中， 伪造身份或集体身份可以降低

一些风险。

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是： 互联网 ２． ０ 对于工人行动的有效性以及社交媒

体可见性对工人动员的负面作用， 会因工人动员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

结果。 其中， 不同类型的工人抗争方式包括： ａ． 街头抗议和占领广场运

动， 如欧洲的愤怒者运动 （ Ｉｎｄｉｇｎａｄｏ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巴西的

抗议活动； ｂ． 主要发生在工作场所或某个特定企业公司的抗争； ｃ． 不同

企业和工作场所工人之间的联合抗争。

通常， ａ 类抗争———我们称之为 “街头抗议” ———往往用来证明社交

媒体的正面作用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２０１５；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Ｓｅｇｅｒ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但 ｂ 类

抗争———我们称之为 “工作场所抗争” ———才是学者研究社交媒体对工人动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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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作用的主要议题 （Ｌａｚ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Ｍａｆｆｉｅ， ２０２０）。 我们所关注的卡

车司机和平台外卖员动员的两个例子属于 ｃ 类， 在该抗争类型中社交媒体的

作用还未得到广泛的研究。 我们称作 “普通工人抗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的 ｃ 类具有 ａ 类的一些特征， 例如呼吁加入行动的是街头大众，

因此行动者能被匿名保护。 但它也具有 ｂ 类的一些特征， 例如抗争中提出

诉求议题会受限， 以及可见性所带来的一定危险。

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 社交媒体作为动员的工具可能存在一些局限

性。 社交媒体在运动爆发的初期对于动员可能是有用的， 但从中长期的角

度来看， 它对于巩固工人的动员工作帮助不大。 因此， 问题在于， 我们讨

论的是完整意义上的、 涵盖传播和组织双方面的连结行动， 还是社交媒体

只起到局部作用的集体行动？ 在后一种情况中， 社交媒体起到的作用更多是

一种交流和信息的传播与宣传， 而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组织。 Ｍａｆｆｉｅ

（２０２０） 发现， 工人在线上社区与其他工人的互动， 使得大家形成了对工会

更积极的看法， 并提高了参与组织工作的兴趣。 因此， 社交媒体可能有鼓

动作用， 但我们认为下一步的组织工作在更大程度上必须在线下完成。 考

虑到这一点， 我们还需要考察， 集体行动和连结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

策略上的互补性。 （Ｋｈａｌｉｌ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ｉｅ， ２０２１）

连结行动的文献还存在一个不足， 那就是这些文献没有调查以下问

题： 如果社交媒体推动了最初的大规模动员， 那该技术对于后续的行动是

否继续起促进的作用？ 前后的行动是如何延续的？ 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同意 Ｌａｚａｒ 等人 （２０１８） 的看法， 强调需要了解工人运动中社交媒体

的使用， 并且要注意技术的使用并非没有矛盾性。 也就是说， 在工人使用

社交网络时， 运动的进展实际上会受社交网络的逻辑支配， 始终不要忘记

这些网络平台是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的逻辑下产生的。

本文将分析巴西的两个行业群体近年来所开展的抗争， 包括卡车司机

和平台外卖员运动。 卡车司机的罢工爆发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这场运动让整个

国家停摆了 １０ 天。 自雇卡车司机抗议燃油费的上涨以及价格变化的不可预

期性。 他们支持取消燃油税并要求国家出台法律对最低运费进行保底。 我们

所感兴趣的关注点在于， 这次罢工可以说是巴西工人在罢工中使用社交媒体

·7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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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 第二个抗争是 “手机软件刹车” 运动， 由平台外

卖员发起，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7 月 １ 日和 ２５ 日分别进行。 在新冠疫情蔓延的紧

急关头， 外卖员们停止了送单， 他们要求更高的单价以及更好的工作条

件。 这次运动的特点也在于社交媒体的大力使用， 但使用方式与卡车司机

罢工有所不同。

二　网络化的社会运动和数字网络行动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抗议热潮席卷全球，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占领华尔街运

动”。 卡斯特尔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２０１５） 在专著中对技术在这些社会运动中的使用

抱有十分积极的态度， 他把这种现象称为 “网络化的社会运动”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这些运动被认为是在铺开 “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变革的新

路径”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２０１５： ４）。 运动通常在社交网络的自治空间中发起， 之后

行动者将这种讨论带入公共空间， 从而在公共空间中发展出自由的社群。

由于制度性的公共空间， 即宪法所授权的议事空间， 已被当权的

精英及其关系网络的利益所主导。 因此， 社会运动需要开辟一个新的

公共空间， 这个空间不应受限于互联网， 而应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场所

中。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占据城市空间和象征性的建筑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２０１５： １０）。

因此， 我们在构建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时， 要实现现实和虚拟的对接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这个连接起数字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场所， 将成为一个自治

的交流空间。 交流的自治性将成为社会运动发展的关键， 并将使运动与社

会大众的关系超越现有的控制， 包括交流方面的控制。 此空间将成为反权

力的网络， 与权力的网络对抗。 当社会行动者发现行动难以推进时， 交流

就会起根本性的作用。 在行动者发现同伴遇到困境时， 他们就会将自己的

愤怒转化为行动， 并升华为更激进的愤怒以克服恐惧。

Ｂｅｎｎｅｔｔ 和 Ｓｅｇｅｒｂｅｒｇ 合写的文章也发表于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的社会运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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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社交网络与集体行动：卡车司机与外卖员的经验

潮中， 他们 “研究了当交流成为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时， 组织动力所产

生的变化” （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Ｓｅｇｅｒ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7３９）， 认为要理解这个过程，

必须要区分两种逻辑： 一种是集体行动的逻辑， 另一种是连结行动的逻

辑。 尽管两者会出现在相同的行动生态中， 但我们仍需要对它们进行学理

上的区分。 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在于通信技术的使用， 而在于通信技术使用

的方式。 在集体行动中， 技术和通信网络的使用不一定会改变群体组织的

基本原则， 也未必改变行动的动态 （ａｃ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相比之下， 数字媒

体网络可以改变组织规则， 促进技术和个人行动之间的良好互动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Ｓｅｇｅｒ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7５１）。

从这个意义上看连结行动的逻辑的话， 通信网络的作用就不仅是减少

组织和动员的经济成本， 也不仅是加速信息的传播。 Ｂｅｎｎｅｔｔ 和 Ｓｅｇｅｒｂｅｒｇ

所要强调的是， 基于信息共享的通信网络即使在组织层面也发挥着核心的

作用。 通信网络自身就是组织者， 就是组织结构本身。 连结行动的核心内

容是 “数字网络行动”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ＤＮＡ）。 在当下社会，

正式的组织 “越来越难以吸引个体的参与， 而群体的纽带逐渐被大规模

的、 流动的社会网络所取代”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Ｓｅｇｅｒ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7５１）， 因此，

连结行动的模式在当今能发挥积极作用。 当政治行动自身对个人和集体来

说都在发生变化时， 思考连结行动的意义将非常重要。

Ｋａｖａｄａ （２０１８） 强调线上人群与线下社会运动之间的学理性的区别， 认

为两者虽然有交叉重合的趋势， 却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她认为， 线上群

众的出现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 他们正在为社会运动搭建一个新的舞台。 在

这里， 集体行动与连结行动不会有严格的区分。 Ｆｏｍｉｎａｙａ （２０２０： ３０５） 则

认为， 有学者太过于强调连结行动的动员能力， 这种观点带有片面性， 因为

它忽略了现有集体行动结构对支撑社会运动所起的作用， 这些线下网络是大

多数线上动员的支柱。

在 Ｚｅｙｎｅｐ Ｔｕｆｅｋｃｉ ２０１7 年出版的题为 《推特和催泪弹》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ｅａｒ

Ｇａｓ） 的书中， 她强调社交媒体的使用推动了社会运动的迅速发展， 使人

们在不加入机构的情况下也能被组织起来 （Ｔｕｆｅｋｃｉ， ２０１7）。 但她在书中

也提醒读者， 这往往意味着运动的参与者无法掌握政治行动的要领。 她用

·９３·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版权所
有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3zq
rXO
jeeu
EBy
wU
60d
m0
Zm
5A
kfN
hsn
q4l
LPp
AQ
8aC
EkP
mb
iqB
tR8
Cjj
0Kn
I+6
n6v

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攀登喜马拉雅山来做类比： “珠峰毕竟是珠峰： 攀登的过程极其艰辛危险，

不容任何闪失。” （Ｔｕｆｅｋｃｉ， ２０１7： ｘｉｉ） 虽然网络动员可以使组织者跳过传

统组织的第一阶段， 但它往往是在 “没有事先培养起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

能力和其他集体动员能力的情况下发生的， 而这些能力能帮助他们迎接下

一步不可避免的挑战” （Ｔｕｆｅｋｃｉ， ２０１7： ｘｉｉｆ）。 从长远来看， 网络动员虽

然规模壮大且发展快速， 但会出现缺乏弹性的问题。 就 ２０１１ 年以来的社会

运动而言， Ｔｕｆｅｋｃｉ 断定， 这些运动将难以根据情况来调整策略。 例如， 美

国 １９５５ ～ １９６４ 年的民权运动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它经历了各种策略的创

新。 相比之下， ２０１１ 年之后的抗争运动虽然在起始阶段有策略创新， 但运

动无法调整策略来适应第二阶段的情况。 “因此它们在萌芽阶段就面临最

危险的处境， 运动虽然规模庞大、 人力充足， 却往往准备不足且不堪一击。”

（Ｔｕｆｅｋｃｉ， ２０１7： ｘｉｉｉ）

Ｔｕｆｅｋｃｉ 认为在非数字化的运动中， 大规模的游行和占领运动往往发生

在运动的晚期， 而在许多数字化的组织运动中它们却在早期就出现了， 因

此， 两种运动呈现不同的轨迹。 Ｔｕｆｅｋｃｉ 用 “临时性组织” （ａｄｈｏｃｒａｙ） 一词

来指称缺乏周密计划的数字化组织运动， 而用 “策略僵局” （ 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ｆｒｅｅｚｅ）

来形容 “这些运动没有能力推动策略调整和诉求的协商， 以至于无法推动有形

的政策改变” （Ｔｕｆｅｋｃｉ， ２０１7： ｘｖｉ）。

我们认为关于利用数字网络进行快速大型动员的研究， 可以应用于

那些大型的召集跨企业工人群体参与的工人运动。 虽然， 相较于民主运

动或反紧缩运动 （ ａｎｔｉ⁃ａｕｓｔｅｒ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的参与者， 外卖员或卡车司

机的职业身份更趋同， 但后者的动员也仍是建立在薄弱的社会联结之上

的。 这是因为他们受制于多个雇主、 中介公司和托运人， 另外也面临着

法定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的多样性。 因此， 我们认为跨企业的大规模工

人动员的潜力和所面临的挑战与连结行动相似， 而连结行动所面临的情

况已在关于街头抗议的文献中分析了。 接下来， 我们的问题是， 与街头

抗议相比， 连结行动在工人运动中的实施在哪些方面改变或调整了其整

体特征， 又在哪些方面与街头抗议一样受到了 “临时性组织” 与 “策略

僵局”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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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２０１８年卡车司机罢工

巴西的卡车司机是一个多元化的职业群体， 主要分为拥有自己卡车的所

谓自雇卡车司机和作为运输公司雇员的卡车司机。 在大约 １５０ 万名卡车司机

中， 大约有 ５５ 万名注册的自雇卡车司机和 ３４． ４ 万名有正式雇佣合同的卡车

司机 （ＣＮＴ， ２０１９ａ： １１； ＣＮＴ， ２０１９ｂ： ２２）。 自雇司机的卡车比运输公司的

小得多， 平均载货量不到后者的十分之一。 然而， 托运人更愿意使用自雇卡

车司机， 因为他们的运费更低， 而且他们无法将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托运人。

相反， 运输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就考虑随柴油价格上涨而调整运费。 自雇卡车

司机因此必须承担从合同签订到货物运输完成两个时间段之间任何的成本上

升。 这个时间间隔往往是一个月或更长， 这使得自雇卡车司机很难计算成本。

卡车司机所面对的不仅是孤独的旅程， 更是艰苦的劳动过程。 巴西大

多数地区路况很糟， 如马路在雨季变泥泞、 路面缺乏铺设和养护， 这导致

了大量的事故发生， 也增加了车辆的维修费用。 除了休息时间短和睡眠不

足之外， 卡车司机还要承受其他让人不堪重负的困境， 包括道路基础设施

的缺乏， 如修理店、 餐馆和旅馆很少， 再加上抢劫和盗窃货物的发生率很

高。 他们常常因要获取新的货运合同、 交通堵塞或在港口排队而经历漫长

的等待， 这会导致带薪工作时间的减少， 另外， 延期交货也会被罚款。 有

关货运价格的研究显示， 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 年， 除了在农忙收获季节， 普通自雇

卡车司机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内都没有盈利 （Ｃｏｓｔ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由于这

种价格-成本的差价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不断扩大， 许多卡车司机负债累累。

在巴西， 卡车司机的代表权是个众人皆知的头疼问题。 全国自雇运输

商联合会 （ＣＮＴＡ） 这个工会在 ２０１２ 年合并了代表自雇卡车司机的各种组

织， 随后却在 ２０１7 年 １２ 月加入了由大型运输公司控制的全国运输联合会

（ＣＮＴ）。 运输公司所隶属的 ＣＮＴ 成功地游说推动 ＣＮＴＡ 并入 ＣＮＴ， 从而

使前者中立化 （Ｈｕｅｒｔａｓ， ２０２１）。

有许多像 Ａｂｃａｍ （隶属于 ＣＮＴ） 和 ＣＮＴＡ 这样的机构声称它们代表

7０ 万名自雇卡车司机， 但这些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值得商榷。 大多数卡车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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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协会和工会是在地区的基础上运作的， 通常是基于一个州， 甚至是州以

下的区域， 因此行业的代表性相当碎片化。 ＣＮＴＡ 被并入 ＣＮＴ 已经暗示了

这样一个事实： 巴西卡车司机代表权长期以来受运输公司的 “幽灵” 所困

扰， 这些企业协会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动员自雇卡车司机参加如 ２０１２ 年

的罢工， 以及 ２０１８ 年的部分罢工。 在公路运输行业， 司机与雇主之间会有

一些利益重叠， 如希望改善道路基础设施、 降低油价以及提高运费。 同

时， 我们也很难明确区分工人和雇主， 因为自雇卡车司机往往有 １ ～ ３ 辆卡

车， 其中一些人会将车辆出租给其他司机。

巴西的卡车司机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也发动过大规模的罢工， 例如，

在 ２０１５ 年的罢工中卡车司机封锁了 １２０ 条街道。 但 ２０１８ 年的卡车司机罢

工规模更大， 有将近 ４０ 万人参与了为期 １１ 天的行动， 封锁了 7００ 条街道

（Ｎｏｗａｋ， ２０２２）。 其他职业群体的工人， 例如网约车司机、 平台外卖员和

校车司机也加入了这场运动。 而石油平台的工人先是在卡车司机罢工爆发时

进行了小规模的停工， 随后又在卡车司机罢工的最后两天发起了全面罢工。

各行业不满情绪的爆发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如特梅尔政府当时只有 ８％

的低支持率。 这次罢工也得到了运输业部分企业的大力支持， 因为它们对柴

油价格的下调感兴趣。 与早期的卡车司机罢工相比， ２０１８ 年罢工的关键在于

因其参与人数众多、 规模庞大而受到抵制。 卡车司机强烈要求对最低运费进

行立法， 这引起了部分运输公司和中介机构的不满， 因为最低价格能赋予自

雇卡车司机更多的自主权以对抗运输公司和中介机构。 另外， 自雇卡车司机

往往不能自主地签订合同， 而需要在法律上依赖于这些公司。 代表农业企业

和工业界的强大游说团体反对关于最低运费的立法， 并最终阻止了该法律的

实施。 他们在 ２０２０ 年初成功地发起了针对该法律的宪法诉讼， 目前该案件尚

有待裁决。 但最高法院已经宣布在案件作出裁决之前， 暂停所有基于该法律

的处罚。

尽管 ２０１８ 年卡车司机的罢工运动规模庞大， 并且能够摆脱运输行业企

业协会的控制， 但结果并没有成功地改善卡车司机的状况。 其所争取到的

大多数条款只执行了 ６ 个月， 而法定的最低运费即使在最高法院废除对违

反该法的处罚之前， 也很少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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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在巴西口语中被称为 “Ｚａｐ” ） 在 ２０１８ 年的罢工中作为动

员的媒介经常被新闻媒体所渲染。 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更容易、 更快速的动员

方式， 卡车司机组织的代表也一直对社交媒体的动员效果持积极的态度。 但

如果我们从 Ｔｕｆｅｋｃｉ 对 “临时性组织” 和 “策略僵局” 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的

角度来看 ２０１８ 年的卡车司机罢工， 我们会看到一个矛盾的结果。 卡车司机

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早期行动中也是以社交媒体为手段进行动员的， 但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作为大众媒介只在 ２０１８ 年的罢工中才得以广泛使用， 并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正如它对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和 １１ 月的总统选举也有影响）。 由于卡

车司机运动不是新近爆发的， 而是早有历史传统， 因此 “临时性组织” 不是

一个大问题。 虽然参与的组织机构数量众多， 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以前没有过

组织经验的卡车司机和其他职业群体， 但幸好最重要的组织机构已具有丰富

的动员经验。 这场运动在摆脱了 “临时性组织” 的弊端的同时， 面临 “策略

僵局” 的消极影响： 设置路障的做法卡车司机长期以来一直在使用， 已经发

展成熟且被证明是有效的， 在此次罢工中司机还把路障设置在一些关键地

带， 如石油仓库和港口。 但除了更有效地使用这类既定策略之外， ２０１８ 年的

罢工没有发展出其他新的策略。 该罢工动员了人数众多的盟友参加， 但没有

进一步推动他们之间的联合。 这些盟友包括要求调低汽油价格的优步司机和

外卖员， 以及石油平台工人。 石油平台工人坚持认为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应该

调整其价格政策， 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石油价格脱钩。

因此， “临时性组织” 对卡车司机来说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他们更受

到 “策略僵局” 的制约。 ２０１８ 年的罢工其实比早期的罢工运动提供了更多

的行动空间， 但组织者并没有很好地进行利用。 早期的罢工运动虽然参与

的人数不少， 但还没有达到那么大的规模。 到 ２０１８ 年罢工时， 大家面临的

一个问题是运动变得规模庞大和不可控制， 以至于在这样一个拥有许多组

织核心的庞大而分散的运动中根本难以发展任何新的策略。 唯一值得注意

的策略创新是部分卡车司机要求军队介入①， 这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 估

·３４·

① 卡车司机中一小部分保守的群体要求军队介入， 这与 ２０１５ 年开始的弹劾罗塞夫总统的行

动有关联。 这样的诉求实际上是要让巴西回归 １９６４ ～ １９８５ 年的军事独裁时期， 因此是非

常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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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是因为没有其他重大的猎奇新闻可以捕捉。 另外， 除了联邦政府以外，

卡车司机和盟友并没有在行动中针对或点名其他人或机构， 但最终他们也

没有对政府采取任何直接行动。 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几十万人封锁

街道， 罢工变得规模庞大， 难以被有效地控制， 这是罢工难以实现战术创

新的重要原因。

在 ２０１８ 年的罢工之后， 有九次类似的罢工行动重演， 但都因为参与不

足而走向失败。 在这期间， 尽管有一些卡车司机的代表与石油工人和平台

外卖员的工会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 但也改变不了结局。 这些运动除了结

果不成功以外， 在战术创新方面也没有多少成果。 而新闻媒体和公众一直

将卡车司机罢工与堵路捆绑在一起， 或者说， 如果卡车司机没有成功进行

街头封锁， 新闻媒体就会认为罢工失败。

四　外卖员的“手机软件刹车”运动

快递 ／ 外卖行业在巴西已有很长的历史了。 其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7０ 年代和 ８０ 年代 （Ｌａｐａ， ２０２１）①。 新冠疫情使其从业人员在数量上

急剧增长， 在性质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般而言， 这个职业群体由配

送产品、 文件和商品的工人组成， 在传统意义上， 他们的身份是 “摩托小

哥”。 他们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被企业雇佣———从地方性的餐馆、 药店到

大公司———或者他们也可以与外包中介签订劳务合同。 在全国各地， 这些

从业人员都有代表他们的工会。

目前巴西的失业率攀高， 社会流行 “企业家精神” 的意识形态话语， 同

时， 所谓 “平台” 或数字应用程序 （如 ｉＦｏｏｄ、 Ｒａｐｐｉ、 Ｕｂｅｒ Ｅａｔｓ、 Ｌｏｇｇｉ

等） 快速发展， 这些平台通过宣扬快捷简单的赚钱方式招揽骑手。 在此背

景下， 平台工作成为大批工人谋生的主要方式之一。 在疫情前的 ２０１９ 年，

在平台上找工作的人数已呈爆发性增长。

·４４·

① 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 １９ 世纪， 当时就有奴隶和自由工人从事相关活动的记录， 他们

在城市里送货或者接送旅客。 他们被称为 “获奖者” （葡萄牙语为 ｇａｎｈａｄｏｒｅｓ） （ Reis，
２０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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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巴西进入突发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情

形。 疫情蔓延的风险迫使众多经济行业被关停， 政府也实施了隔离政策，

此时， 快递 ／ 外卖上门服务已不仅仅是出于方便的考虑， 更多的是为了安

全。 对快递 ／ 外卖业务的需求激增， 主要集中在家庭对食品外卖的需求。

同时， 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加， 平台外卖员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 此外， 不

像其他行业的人员， 这些外卖员需要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离， 他们需要冒着被

感染的风险一直上街工作。 他们成为疫情中一个 “必要部门”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即使官方并没有正式对此承认。

２０２０ 年， 平台外卖员人数的增多使得平台实现了扩张， 外卖员的组成结

构也起了变化。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该行业约有 ６８ 万名外卖员 （Ｌａｐａ， ２０２１），

主要是男性 （９５％）、 年轻人 （３８％在 ２０ ～ ２９ 岁） 和黑人 （６０％）。 女外卖

员尽管只占从业人数的 ５％， 但这个比例有上升的趋势。 人员结构的变

化， 再加上疫情的暴发， 使得送外卖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 除了传统的摩托车以外， 许多外卖员开始骑自行车———有时从某银

行资助的城市交通服务项目 “租用” ———甚至步行配送。 在整个过程中，

外卖配送者的身份突破了 “摩托小哥” 的局限， 而成为 “外卖员” （葡萄

牙语为 ｅｎｔｒｅｇａｄｏｒ）。

无论如何， 这些外卖员都与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相关联， 平台与他们

是控制与从属的关系。 尽管平台试图规避与外卖员的关系， 只把自己伪装

成餐饮服务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 但实际上， 这些应用程序自始至终都在

控制外卖员的行为。 比如说， 这些应用程序开启配送的进程， 规定配送的

时间并支付薪酬， 另外还建立了不透明的惩罚规则。 这整个过程是由算法

的逻辑来支配的。 通过规避与外卖员之间的劳动关系， 这些应用程序无视工

人权益， 从而剥削这群规模庞大、 零散化、 个体化和不稳定的劳动力。

在疫情的背景下， 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在数量和性质上都发生了变化，

他们的工作日趋不稳定， 此时， 名为 “手机软件刹车” （以下简称 “刹车”

运动） 的两次罢工爆发了。 这是发生在巴西的一系列零散工人运动和罢工

行动达到高潮的表现。 ２０２０ 年 7 月 １ 日和 ２５ 日发生的两次 “刹车” 运动

可算作工人运动成功的例子， 尽管它们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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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刹车” 运动， 平台外卖员形成了一个集体性主体， 明确地提出

了他们的诉求， 并在公共场合进行组织和动员。 具体来说， 外卖员在巴西

的不同城市发起了规模不同的罢工和示威， 甚至蔓延到几个重要的州首府

城市， 它对外卖配送服务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得到了

消费者的支持， 第一次 “刹车” 运动爆发期间平台的下单量明显减少了。

尽管平台试图缓和这些冲击， 但还是体会到了这场动员的影响。

外卖员是工人阶级中最弱势的群体， 基本不受保护， 他们不得不在感

染新冠病毒和挨饿之间做出悲惨的选择。 在疫情暴发之初， 面对政府发放

的微不足道的紧急防疫物品， 这些快递员不得不冒着感染和死亡的风险走

上街头谋生。 正如一首名为 Ｒａｐ ｄｏ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ｉｓ （非正式工人的说唱） 的歌

曲所说： “现在穷人有两种选择， 要么走上大街感染病毒致死， 要么躲在

家里饿死。 死在家里和死在街上， 两者我都不情愿。”

和其他行业类似， 平台公司利用疫情增加它们的收入并加强了对外卖

员的控制。 随着大量新人的涌入， 公司的收入增加了， 外卖员的收入却减

少了。 在疫情期间， 绝大多数人的工资和收入都下降了。 因此， 外卖员的

状况在疫情期间更加恶化。 他们开始提出诉求， 要满足 “基本保障中的基

本” （ｂａｓ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ｓ）。 最突出的要求包括提高工资、 提供个人防护物

品 （如酒精消毒液和口罩）、 开放厕所、 购买摩托车事故保险， 以及取消

不合理的惩罚措施 （如限制骑手接单的 “封锁” ） 等。 从这些诉求来看，

这明显是一场争取认可和工作尊严的运动。

平台并没有坐视不理。 它们的惯常做法是直接或间接地进入运动现

场， 对运动施压和进行阻碍， 至少也会挫伤运动的士气。 一些骑手公开披

露了他们的工作条件， 这些信息通过社交网络得到了广泛传播。 一个名为

“物流操作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的人力资源中介公司试图阻止这场运

动。 另外， 平台公司限制了一些运动参与者接单， 尤其是那些在组织动员

方面表现突出又被社交媒体曝光的人。

尽管罢工得到了其他不同工人团体的支持， 但这场运动仍远不是一个

严格意义上的工会运动。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 工会占领了外卖员代表权

的一席之地， 但也有许多行业协会和独立团体争夺代表权， 后者所支持的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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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很不一样。 与世界各地的经验相似，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组织

和动员方式同时起作用。 参与者建立一个职业团体， 虽然成员遍布国家的

各个不同区域， 且各自有自己归属的团体和协会， 但是大家通过社交网络

和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群建立紧密联系， 保证了运动的潜力和实力。 无论如何， 从

其自身的组织性和公开提出的诉求来看， 这场运动本身就已经取得了成

功， 它甚至是职业群体政治化的一个重要过程， 如建立了政治团体 “反法

西斯外卖员” （Ｅｎｔｒｅｇａｄｏｒｅｓ Ａｎｔｉｆａｓｃｉｓｔａｓ）①。

在这场运动中， 社交网络得到了深度和广泛的使用。 从这个意义上

说， 虽然社交网络已是外卖员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工具， 但在 “刹车” 运动

这个具体案例中， 它推动了职业群体政治组织的建立， 被称为数字行动主

义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毫无疑问， 使用最多的是 Ｚａｐ， 它在日常生活中被

广泛使用。 参与者建立了不同的 Ｚａｐ 群， 有地方性的， 也有全国性的， 甚

至还与国际同行建立了联系。 大家在群里交流信息， 互换意见并展开辩

论。 Ｚａｐ 群里总是有许多争议， 主要源于参与者的不同立场。 例如， 在其

中的一个群里， 不同群体就劳动法律是否适用于平台劳动者展开了争论。

有些人认为 《劳动法》 （ＣＬＴ） 的标准可以套用， 有些人则认为该法已经

过时， 要求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法规， 还有一些人反对任何形式的立法监

管， 因为他们认为立法会对他们的工作和收入进行限制。

除了 Ｚａｐ 之外， 另一类社交媒体也被广泛使用， 包括脸书、 油管和推

特。 这些工具既被工会、 协会和团体使用， 也被外卖员个人使用。 人们纷

纷在社交媒体的主页和频道上发帖。 巴西由北往南的几个城市的外卖员，

以个人或集体的名义发布视频， 描述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状况， 谴责平

台对外卖员的压榨， 呼吁大家动员起来， 还有人宣传他们在当地的组织情

况等。

这些社交媒体使用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在第一次 “刹车” 运动中， 外卖

员创建了一个呼吁消费者声援运动的网页， 在网页上描述了他们的艰苦工

·7４·

① 一些外卖员团体把他们的行动与反对博索纳罗法西斯独裁及争取民主联系起来， 见

https： / / www． instagram． com / entregadores_antifascista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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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环境， 敦促消费者支持 “刹车” 运动， 在罢工期间停止下单。 另外有一

些视频显示优步司机也效仿这个做法， 呼吁乘客参与 “刹车” 运动以支持

他们的诉求， 但这一举措似乎不太成功。

该运动清晰地展现了集体行动和数字行动的结合。 线下的组织活动多

种多样， 包括在整个城市布局外卖员的会合点、 在购物中心门口堵路， 以

及在城市的不同地区集结大批骑摩托的外卖员进行围堵。 这些策略创新会

根据运动开展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动。 所有这些行动都被实时记录并发布

在社交网络上， 进行广泛传播。 受众既包括无法加入运动的外卖员， 也包

括职业群体之外的更广大的公众。 这确保了在运动发生期间， 动员过程一

直在公众的视野范围内。

从某个角度来看， 网络上的行动也并非欠缺纲领性和组织性。 诸如在

运动名称的讨论上， 大家最后选择 “刹车”， 以区别于传统的用语 “罢

工”， 以强调 “刹车” 一词的象征性意义。 而实际上， 运动的组织者并没

有 “刹车”， 他们持续地监测运动的进展， 并在一些地点呼吁更多外卖员

加入纠察线或帮忙设置路障。

这场罢工也是一个不断随机应变的新构建运动 （ ｎｅｗ 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遵循 “临时性组织” 的原则， 很多行动并没有遵循既定的路

线， 而是被重新创造。 新的展演可以为将来的行动提供很好的剧本： 如在

行动的场所前堆叠外卖箱， 或是几十辆摩托一起穿越市区。 当然， 许多经

验是从小规模罢工或者其他工人运动中吸取的， 但组织者对其进行了策略

创新。

分析这一运动的影响需要我们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来考虑。 我们可以

说， ２０２０ 年 7 月 １ 日和 ２５ 日的运动推动了社会、 政治和工人世界发生改

变。 立法机器开始运转起来， 在像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这些地方， 市和州

两级的立法机关已经开始处理在运动中各群体提出的诉求， 即要求对平台

施行一定程度的监管； 在联邦层面， 众议院总统与平台外卖员代表进行会

晤， 而在巴西议会里已经开始对大约 ２０ 个法案进行处理。 因此， 我们可以

看到， 运动的其中一部分目的是尝试探索新的行动空间， 寻求谈判和政策

制定的渠道， 这样可以避开或至少降低 “策略僵局” 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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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这些运动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尤其是平台拒绝改变其

劳动管理和剥削的方式， 因为这是它们盈利战略的核心。

代表外卖员的团体和组织也遇到了不少问题。 不同的团体包括自治组

织、 工会和协会等自运动宣布开始以来就争相出场并表现活跃， 竞逐代表

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运动的内部分歧也很明显。 这些团体在两次 “刹

车” 运动中的参与度有明显下降。 在第二次罢工的日期确定之前， 圣保罗

工会发起了一场单独的行动， 而该行动并未被正式归属于几天后即 ２５ 日爆

发的 “刹车” 运动。 运动发展的重点在于在不同的机构之间找到了相似

性： 如在更横向的机构 （如所谓 “自组织” 和一些协会） 与更纵向的机构

（如工会） 之间， 或在更具社会运动结构的组织与更制度化的组织之间。

平台企业断定运动会失败， 也不遗余力地破坏运动。 这些企业受到了

冲击， 并试图通过公开宣传和广告， 在舆论中打造一个不同版本的骑手劳

动状况故事。 它们在这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 试图维护因被曝光而受损

的品牌形象。 但是， 平台也被迫坐下来进行谈判， 尽管这不意味着它们会

接受外卖员的诉求， 但至少可以看出它们不再那么高高在上， 好像什么都

没有发生过， 好像它们的 “伙伴” 生活在最好的世界上。

运动对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此之前， 外卖员是隐形的， 现在，

公众开始了解他们的工作状况。 他们在城市居民的房前屋后奔波， 在社会

上却不被关注。 “刹车” 运动的政治和组织效果及其影响仍是不确定的。

两次动员会将工人运动引向何方还没有定论， 且仍然饱受争议。 在很大程

度上， 这将取决于工人的、 政治的和组织性的选择。

五　经验的比较：社交网络的局限性与可能性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 ２０１８ 年卡车司机的全国性罢工和 ２０２０ 年平台外卖员

的 “刹车” 运动， 在这两种情况下， 传统集体行动和连结行动 （Ｋｈａｌｉｌ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ｉｅ， ２０２１） 的战术互补性是很明显的。 虽然 ２０１８ 年卡车司机的罢工只

简单重复了早年的抗争剧本而没有尝试策略创新， 但社交媒体的使用在很

大程度上增强了动员的能力， 有助于运动脱离早期组织者的掌控范围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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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去。 在某些方面， 这与发生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和 7 月的街头抗议很相似，

当时左派激进分子抗议公共交通票价的上涨， 进而使运动演变成一个涵盖

各种诉求的大型运动。 卡车司机的罢工吸引了同样受到高油价影响的其他

职业群体的广泛参与， 并推动了卡车司机与石油工人的联合行动。 矛盾的

是， 大量的抗议者和机构的参与反而变成了一个缺点， 这是由于运动没有

得到整体的协调， 也没有选出有代表性的机构。 这样的话， 运动的诉求难

以统一， 同时也很难为与石油工人和其他团体实现联盟打下良好的基础。

运动的参与者由多个怀有不同议题和诉求的组织组成， 其中一些组织甚至

代表运输公司， 但没有建立一个代表罢工的全国性论坛。

虽然一些卡车司机组织在罢工后组成了全国性的联盟， 但其代表性也

存在问题。 事实证明， 这个联盟难以在 ２０２１ 年发起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尽管至少有三个导火索事件得到了媒体的积极响应， 但卡车司机的反应却

很迟钝。 只有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在巴西最大的港口桑托斯进行了一场地方性的

罢工， 并随后促成了一项集体协议， 但这个例子没有在其他地方复制。 这

个例子得以打破卡车司机运动中的策略僵局而取得成功， 关键在于选取了

一个特定的咽喉点 （ｃｈｏｋｅ ｐｏｉｎｔ） ———一个主要港口。 桑托斯的卡车司机

们的另一项战术创新是他们在一次公开的听证会上与约 7０ 家运输公司谈判

最低运费价格， 因此他们改变了向政府请愿的举措， 而是要求运输公司负

责任。

在传统的集体行动中， 社交媒体的作用只是一个扩大动员规模的工

具。 与此不同， 平台外卖员从一开始就使用社交媒体。 卡车司机的堵路做

法已经有较长的历史， 但外卖员的大规模行动只在配送受平台支配以后才

出现。 虽然在平台出现以前已经有外卖员了， 但他们很少组织起来进行广

泛参与的集体行动。 因此， “刹车” 运动体现了连结行动和集体行动的共

同作用。 在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末一系列的地方性抗争发生之后， 该运动作为

第一次全国性的动员实现了策略创新。 这也是疫情期间巴西的第一次大规

模罢工， 疫情期间使用平台点餐的新需求也为罢工提供了动力。 但同样值

得关注的是， ２０２０ 年 7 月为期两天的全国性罢工仍然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

全国性动员。 这些运动的领导者试图将行动延伸到首都巴西利亚， 以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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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９ 月游说国会进行立法。 这是他们在全国性运动后试图打破策略僵

局的第一次尝试， 但并没有取得太大成功。 直到 ２０２１ 秋天， 外卖员才实施

了一种新策略， 这似乎又回到了全国罢工之前的地方动员阶段， 主要是在

圣保罗州和里约热内卢州的中型城市开展为了满足在地诉求的行动， 包括

地方性的罢工及阻止下单的行动。 这场运动在大约 １０ 个城市蔓延爆发了，

其中一些运动持续了几天， 迫使国内最大的外卖平台 ｉＦｏｏｄ 宣布上调配送

费。 几周后， 最高劳工法院 （ＴＳＴ）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做出了一项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决定， 宣布优步的网约车司机与平台有正式的雇佣关系， 这个做

法可能会扩展到其他平台。 这是继西班牙、 意大利和英国通过立法之后，

劳动关系正规化趋势扩大化的又一个例子。

两个运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 诉求

卡车司机提出多项诉求， 而各项诉求之间有矛盾之处。 另外， 不同的

卡车司机组织之间难以对诉求达成共识。 相反， 外卖员群体尽管对于政府

立法监管问题有不同意见， 但他们的诉求基本是一致的。

２． 动员方式

卡车司机使用传统的手段进行抗争， 如设置路障 （而不是封锁政府大

楼或大型的仓库）， 但也通过社交媒体的使用吸纳了更多同行及同行机构

的加入。 相反， 外卖员一开始就展开全国性的动员， 包括呼吁消费者停止

下单， 也鼓励外卖员开展街头示威。 到了运动的后期， 他们转向餐馆和商

场， 进行堵路。 社交媒体从一开始就是行动的组成部分。 相较之下， 卡车

司机是到后期才借用社交媒体这个既有的动员手段， 而外卖员从行动一开

始就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动员。

３． 策略改变

卡车司机在 ２０１８ 年的罢工中沿用了传统的抗争剧本， 通过设置路障来

阻止货物的运输， 尽管该策略使得运动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动员，

却没有带来明显的效果改善。 组织者缺乏策略创新， 导致运动陷入僵局。

对比之下， 外卖员依据形势的变化， 及时把全国性动员转变为地方性行

动， 推进了封路等行动， 从而迫使平台快速地回应他们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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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探讨了社交媒体使用对工人行动的促进性及局限

性。 我们分析了两个不同职业群体的运动， 它们有着不同的轨迹、 历史以及

背景， 在组织和动员方面以各自的方式广泛地使用了社交媒体。 我们的案例

表明， 互联网 ２． ０ 对工人行动主义的促进作用及社交媒体可见性对工人运动

的负面效果， 在不同情境中的影响程度不一， 取决于工人动员的具体类型。

我们可以看到， 社交媒体对于推进行动是有用的， 但从中长期来看， 很难巩

固工人的运动。 这需要集体行动和连结行动之间进行战术互补。

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平台外卖员的例子中， 集体行动和

连结行动的结合利用促进了工人能力的提升。 当全国性罢工只在运动最初

取得成功但难以作为一个永久性的战术继续推广时， 外卖员通过尝试克服

策略僵局得到了能力提升。 而在卡车司机罢工的案例中， 集体行动与连结

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 通过运用社交媒体， 设立路障的效果得到了

加强， 但这并没有解决卡车司机之前在政治领域所面临的问题， 如把运

输公司和司机的利益混在一起， 结果使得运动在诉求和行动方面缺乏连

贯性； 连结行动发动了大批抗争者加入， 但这只是激化了这个老问题，

而没有提供解决方案。

因此， 连结行动并不是工人运动的万能药， 尽管技术看起来能有效地

促进人们的参与， 但它可能会激化劳工运动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如何处理

集体行动和连结行动之间的具体关系， 对劳工运动的成功很重要。 在集体

行动层面持续存在的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连结行动来解决， 需要通过战术

创新来给连结行动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很明显， 这两类工人 （平台外卖员和卡车司机） 的组织工作所面临的

问题都集中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 他们对所要寻求的法律地位缺乏共

识。 他们是愿意继续当自由职业者， 还是更倾向于在 《劳动法》 的框架下

建立正式的雇佣关系以享有法定的相关权利和义务？ 两个职业群体存在分

歧的第二个方面是， 他们是更愿意加入像工会或协会这样的法团组织，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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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喜欢更政治化和战斗性强的组织？ 两种倾向在两个职业群体中都不相上

下， 所以这两种倾向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内共存， 并使工人内部产生分裂。

对外卖员群体尤其重要的工人自组织和协会， 也可能表现出一些弱点， 如

工人代表性的碎片化。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两个职业群体之间的关系： 一些平台外卖员在

２０１８ 年加入了卡车司机的罢工。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的小规模卡车司机罢工期

间， 也常常可以见到卡车司机和外卖员一起参加公共集会。 虽然两个职业

群体所面对的实际情况不同， 但他们碰到的许多问题都是相似的。 但目前

他们的连结是短暂的， 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社交媒体已被证明是一种至关

重要的连结工具， 它将那些工作过程不在共同的工作场所而四处分散的工

人真正地联系起来。 但每个职业群体的诉求各不相同， 政治倾向也各异，

这些问题难以通过社交媒体解决。 因此， Ｔｕｆｅｋｃｉ 提出的 “临时性组织”

的问题与本文涉及的两个案例研究关联性不太大， 而策略僵局却是工人运

动中政治问题悬而未决的一个征兆。 因此， 片面地依赖连结行动可能会深

化这种策略僵局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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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社交网络与集体行动：卡车司机与外卖员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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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后不可或缺的“人工”

 ———关于贵州自动驾驶汽车的图像数据标注员的调研*

　黄　瑜　旷轶丹**

摘　要：２０２０年，数据标注员成为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人工智能训练师。但颇

具争议的是，劳动者到底扮演着“训练师”还是“ＡＩ 富士康工人”的角色？本文结合

ＳＴＳ 对人工智能的探讨，对贵州自动驾驶汽车的图像数据标注员的劳动贡献和劳动状

况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一方面，人力贡献因其“具身性”和“默会知识”的特征而

对算法的机器学习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图像数据标注员在众包的劳动关

系中面临权益无保障及身心受损的困境。

关键词：人工智能　数据标注员　具身性　默会知识　不稳定劳动

一　引言

近日， 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出台再次把人工智能推上热搜。 这个号称 “最强 ＡＩ”

的技术， 突破了谷歌和百度的关键词搜索功能， 可以与人聊天、 帮助写论

文甚至协助法官进行判案。 对比之前的人工智能热点新闻， 如 ２０１６ 年谷歌

旗下的 “阿尔法围棋” 系统击败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和 １９９7 年 ＩＢＭ 开发

的 “深蓝” 程序战胜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 ＯｐｅｎＡＩ 公司所研发的这

个程序因其深入大众日常的技术而被广泛关注。

·６５·

*

**

* 本研究获得中央民族大学 “双一流” 队伍建设子项目 “技术与劳动的社会学研究” 的

资助。
** 黄瑜，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旷轶丹， 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硕士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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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后不可或缺的“人工”

基于大预言模型 （Ｌａｒ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ＬＬＭ） 技术， 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

爆红引发了各界的争论。 业界声称 ＬＬＭ 技术代表着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之

前 ＡＩ 判别式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ＡＩ） 模型的训练方式， 而发展为生成式 ＡＩ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Ｉ） 的方式 （ Ｈｓｕ ａｎｄ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２０１０） ， 因此代表着机器已

接近人类的智能。 但也有不少反对声音认为 ＬＬＭ 技术仍是基于对已有数

据库的搜索， 所以算法本身并不会进行创新性的思考。 举出的例子包括：

对于现有研究不多的前沿课题， ＣｈａｔＧＰＴ 所给出的信息往往是不准确的；

ＣｈａｔＧＰＴ 也无法自己过滤有毒有害信息， 甚至有引文曝光 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开发公

司 ＯｐｅｎＡＩ 曾在肯尼亚以低于 ２ 美元的时薪雇用工人来筛选有害信息； 有两

家知名的 ＡＩ 绘图软件甚至被三名艺术家起诉 “侵犯版权” （Ｓｔｏｋｅｔ⁃Ｗａｌｋｅｒ

ａｎｄ Ｎｏｏｒｄｅｎ， ２０２３； Ｐｅｒｒｉｇｏ， ２０２３）。

这些争论的焦点其实还是 ＡＩ 诞生以来大众所关注的老话题， 也就是

关于 “强人工智能” 的争论： ＡＩ 能否达到人类的思维水平， 是否会取代

甚至控制人类 （Ｓｅａｒｌｅ， １９９２； 王彦雨， ２０１８）？ 不少持乐观态度的科学家

认为， 凭借大量数据的出现和算法模型的成熟， 机器像人类一样思考是指

日可待的事情。 但是， 也有不少持谨慎甚至悲观态度的人文学者， 如德雷

弗斯和柯林斯， 对人工智能研发中的形式化建模取向感到不满， 认为其忽

视了人类学习当中体现的具身性和互动性。

本文援引 ＳＴＳ 研究中对人工智能的讨论， 探讨人工智能行业中一群被忽

视的 “人” ———无人驾驶汽车图像数据标注员。 他们通过调动自身的具身性

和互动性知识， 识别各种包括模糊和阻挡的路况， 把一张张图片转变成机器

可以读懂的结构性数据， 为后续的算法模型运算奠定了基础。 当下的算法学

习基于概率论的推演原理， 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集作为归纳总结的基础。 因

此， 向算法提供数据集的数据加工产业得到了大力发展。 再加之样本数据集

的加工属于 “莫拉维克悖论” （Ｍｏｒａｖｅｃ‘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 中对于机器而言困难但

对于人类而十分简单的基础性任务， 所以其所需技能门槛较低， 以数据加工

为主的 ＡＩ 人工辅助产业呈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征。

因此， 尽管数据标注员在 ２０２０ 年成为国家认定的人工智能训练师， 但

是他们的劳动并没有得到认可和尊重。 ２０１7 年国务院印发 《新一代人工智

·7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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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展规划》， 随后人工智能行业被炒作， 市场规模从 ２０１7 年的 ５４４． ９ 亿元

扩大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８５８． ２ 亿元。① 但与行业的 “一夜暴富” 相比， 贵州的数

据标注员承担着低薪的 “微工作” （Ｔｕｂａｒ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为何高科技技术

仍需要劳动密集型的人工劳动？ 在这一劳动过程中， 数据标注员究竟扮演着

“训练师” 还是 “ＡＩ 富士康工人” 的角色？ 数据标注员的劳动对人工智能的

未来发展起什么样的作用？

二　人工智能的 ＳＴＳ研究

（一）符号人工智能

在 “人工智能” 这个词正式发明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关于 “强人工智

能” 的讨论。 最早可以追溯到人工智能计算机之父图灵在 １９５０ 年发表的一篇

题为 《计算机与智能》 的文章， 他提出 “机器能思考吗？” 的问题 （Ｔｕｒｉｎｇ，

１９５０）。 为了确定答案， 他设计了一个其称作 “模仿游戏” 的试验。 游戏中

有一男一女的参与者 Ａ 和 Ｂ， 询问者 Ｃ 需要进行一系列发问， 从而通过 Ａ

和 Ｂ 的文字作答来判断两人的性别。 接着， Ａ 的角色被机器取代， 如果询

问者所作错误判断的次数像一男一女真人参加时一样多， 就证明机器 “会思

考” （ｔｈｉｎｋ）。 但随后， 这个试验被哲学家质疑能否为智能属性提供充分的解

释， 因为数字计算机所展示的只是一种符号处理的功能 （德雷福斯， １９８６）。

“人工智能” 这个词真正进入历史是 １９５６ 年的事情， 由约翰·麦卡锡

（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在一次学术会议中提出， 他当时与哈佛的明斯基、 ＩＢＭ 以及

贝尔实验室组成团队， 研究如何把机器变得智能。 他提出 “人工智能” 这个概

念， 目的是要与当时流行的 “控制论” 区别开来 （Ｅｎｇ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ｏｒｅ， ２０２０）。

随即，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 人工智能进入了早期 “符号人工智能”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Ｉ） 的发展阶段， 也被称为 “有效的老式人工智

能” （Ｇｏｏｄ Ｏｌｄ⁃Ｆａｓｈｉｏｎｅｄ ＡＩ， ＧＯＦＡＩ）。 符号人工智能将人类的认知过程

·８５·

① 《预见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 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全景图谱〉 》， https： / / www． qianzhan． com / analyst /
detail / ２２０ / ２１０８０３-dad３４c８d． html，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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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化和逻辑化， 认为这一认知过程可以让计算机通过符号模拟的方式实

现 （高新民、 付东鹏， ２０１４）。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

纽厄尔和西蒙。 他们首先让计算机获得有关初等逻辑中问题求解过程的经

验数据， 如证明数学定理、 进行棋类博弈和理解英文散文的意义等； 随

即， 他们把这种逻辑中的启发法抽象出来， 用在通用问题当中， 解决像如

何使三个食人族和三个传教士过河而不让食人族把传教士吃掉的类似问题

（德雷福斯， １９８６）。

尽管符号人工智能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也暴露了这一研究范式巨大

的弱点。 其相信人类行为肯定能形式化为数字计算机的启发程序， 因此专

攻的领域主要为棋类博弈、 语言翻译、 问题求解和模式识别， 但对不确

定、 高度情景化的任务难以胜任。

人文社科领域对符号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开始进行反思， 其中， 哲学家

德雷福斯 （Ｈｕｂｅｒｔ Ｄｒｅｙｆｕｓ） 与社会学家柯林斯 （Ｈａｒｒｙ Ｃｏｌｌｉｎｓ） 的讨论尤

其引人注目 （德雷福斯， １９８６； Ｃｏｌｌｉｎｓ， １９９０）。 二人都指出人工智能在可

见的未来不可能具备真正的人类智能， 这是因为科学家还没有很好地理解

人认识世界的方式， 但前者从现象学出发， 后者则从知识社会学出发。

德雷福斯 （１９８６） 首先批判符号人工智能对理性主义传统的预设， 这种

观点认为， 思维的作用就是让外在的特有原则 （笛卡儿） 或规则 （康德） 来

指导无结构的经验。 但这种认识论把形式和内容截然分开， 忽视了知识是具

有情境性和具身性的。 德雷福斯以著名的彼得-保罗酒杯 （见图 １） 为例，

说明并不存在所谓图像与背景的先天区别。 人们在识别普通的空间和时间中

的物体时， 根本不需要事先查找列表来参照那些可分离的、 中性的、 具体的

特征。 如同样一层模模糊糊的东西， 当人们知道面前是一个蜡制的苹果时，

会把它看作灰尘； 而当看到的是一个新鲜的苹果时， 它就变成了水汽。 各

个细节的意义及它们的样态是由人对整体的感知来确定的。

援引梅洛-庞蒂的理论， 德雷福斯 （１９８６） 说明了人的学习主要不是

依靠对形式化规则的表征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来实现的， 而是通过躯体作为

一种 “协同系统” 不断与外部环境互动而掌握的。 梅洛-庞蒂提出了两个

概念： “意向弧” （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 和 “最有效控制”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ｇｒｉｐ）。 意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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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彼得－保罗酒杯

资料来源： 德雷福斯， １９８６： ２４８。

向弧是指学习者在行动中对情境 （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的变化进行细致的辨别， 从

而进行调整和回应以达到目的。 以学习开汽车为例， 新手起初是在老师的

指导下缓慢地遵守一些脱离情境的规则， 但是随着驾驶技术不断成熟， 当

学习者达到专家水平的时候， 他的注意力则放在路况上面， 从而形成应对

策略， 此时开车成为一种针对情境的直觉反应。 如果说意向弧描述的是一

种无表征的学习方法， 那么最有效控制则表达了无表征目标的行动过程。

他举了一个人们去美术馆看画的例子， 人们去美术馆看画时， 自然会调整

到一个很适合看画的不近不远的最佳距离， 既能够完整地看到整幅画又不

至于看不清细节。 人们之所以能做到， 不是因为大脑有一个预设的目标，

而是基于感官对情境的反应和调整所形成的技能 （Ｄｒｅｙｆｕｓ， ２００２）。

总而言之， 德雷福斯认为不具备人类身体的机器绝不可能具备真正的

人类智能， 其论证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出发。 其一， 符号人工智能在设计

中要求计算机必须遵循严格定义的规则、 对完全确定的数据进行运算， 所

配的程序充其量只是对一系列假说进行检验， 以确定哪一组同固定的数据

最相符， 这与人类的认识方式大相径庭。 人类认识方式的特征是高度情境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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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 将身体作为整体与外部环境互动。 其二， 人类面对不确定性很大的

问题时具有抽象出本质的能力， 并且能够在目标模糊的情况下迸发出创造

性。 这是由于人类是通过反馈来学习的， 从而能在身体上形成直觉的认知。

德雷福斯从现象学出发， 分析了身体在认知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 而柯林斯从知识社会学出发， 强调人类知识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以语言学习为例， 德雷福斯会强调学习者必须亲自去讲这门语言的地方，

与那里的人切身互动， 这要求先具备身体条件。 但柯林斯认为现有的计算

机之所以不能流利地掌握人类语言， 除了缺少大脑和其他器官以外， 是因

为还缺少社会化过程。 两人曾就 “轮椅上的玛德琳” 这个例子进行了针锋

相对的争论。 玛德琳是英国神经内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 （Ｏｌｉｖｅｒ Ｓａｃｋｓ）

所著 《错把妻子当帽子》 （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ｈｏ Ｍｉｓｔｏｏｋ Ｈｉｓ Ｗｉｆｅ ｆｏｒ ａ Ｈａｔ） 一书

中的一个病人 （萨克斯， ２０１６）。 玛德琳天生是个盲人且身体残疾， 在早

年几乎全身都不能动。 尽管 “身体” 在她的认知中所发挥的作用很小， 但

是她还是能通过学习书面和口头的表达获得知识和文化素养。 玛德琳的例

子证实了 “最小的具身性论断”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ｔｈｅｓｉｓ）， 即具备学习

语言的最少的身体条件就可以习得语言。 用柯林斯的话说， “她是通过沉浸

在语言世界中学习语言的， 而并不是身体力行地存在于生活形式中” （柯林

斯、 埃文斯， ２０２１： 7６）。 但实际上， 在玛德琳这个例子中， 柯林斯的结论

与德雷福斯的观察并不矛盾。 德雷福斯所指的 “身体” 并不是纯粹生理性

的， 而是包含象征意义上的身体 （“类人的身体” ）。 其强调的是需要具备和

人类相同的基础生理结构和思维结构， 保证其认识世界所依赖的物质载体的

基本结构和运作原理与人类是相同的， 这样的物质载体即可被称为 “人类身

体”， 局部的残缺 （如残疾人的身体） 并不影响。

与德雷福斯强调个体性的路径不同， 柯林斯强调专长所属的社会群体

性。 他认为个体必须先实现语言上的社会化， 融入一个社会群体， 才有可能

具备该群体的互动型专长。 他在对横向激励大气压 （ＴＥＡ） 激光和引力波的

案例分析中， 提出了两种专长概念： 可贡献型专长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与互动型专长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前者指具体完成某件事的能力， 也

就是科学家投入科研的能力， 如操作引力波探测的仪器、 记录实验数据、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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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存在故障的机器等， 但仅仅有可贡献型专长并不能实现成功的实验复

制， 科学家的个人交往、 亲身接触所传递的默会知识也同等重要。 互动型

专长是指与同样具备专长的人谈论某个科学议题的能力， 就像柯林斯自己

通过对引力波探测领域发展的调研， 尤其是长年累月对科学家进行访谈和

对实验室进行参与式观察， 使得他对与引力波相关的概念了如指掌， 可以

熟练地与其他引力波专家进行交流 （贺久恒， ２０２０）。

柯林斯认为互动型专长来源于非形式化的或默会知识 （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默会知识” 这一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 （Ｐｏｌａｎｙｉ， １９６7； 波兰尼， ２０１7）， 他

认为知识的获取是一个主观过程， 有许多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的方面，

与个人的直觉和领悟能力相关。 因此， 知识的掌握离不开个体的阐释， 而这

个阐释的框架又与学习者观察的双眼密切相连。 这个理论挑战笛卡儿的身心

二元认识论， 强调认知是一个充满情境性的过程。 之后有不少持实践论的社

会学家和管理学学者拓展了波兰尼的理论， 强调动态的认识过程， 而不是静

态的知识获取， 因为人类的行动需要基于社会成员在特定情境达成共识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ｒｌｉｋｏｗｓｋｉ， ２０１１； Ｎｉｃｏｌｉｎｉ， ２０１１）。 这些实践论者超越了波兰尼

的个体认识论， 强调社群互动对形塑个体行为的重要性 （Ｐｅｔｔ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８）。

柯林斯则把默会知识这一概念应用到互动型专长的分析当中， 强调默会知

识的掌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文化适应” （ 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是掌握默会知

识的唯一途径， 只有沉浸在拥有该知识的社会群体中才能获得该知识 （柯

林斯、 埃文斯， ２０２１）。 但波兰尼把这个概念用于分析科学家的时候， 他陷

入了一种精英主义的误区， 认为科学家是唯一拥有默会知识的人， 是唯一了

解自己能力和目的的人， 因此他们必须自治 （ ｒｕｌ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柯林斯认

为， 波兰尼意图建立一个 “科学王国”， 只有拥有可贡献型专长的人才能

评论自己的同行。 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 即使在科学共同体中， 科学决

策往往也是由那些拥有互动型专长的人做出的。 因此， 外行并非不能领导

内行， 但掌握默会知识是关键。

回到人工智能这个议题上， 在柯林斯看来， 机器若要达到人类的智力

水平， 则必须先习得人类的所有知识与技能；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又必须

以社群互动为中介， 否则无法习得所有的知识， 故而其格外强调交流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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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后不可或缺的“人工”

（ “语言上的社会化” ） 的重要性。 柯林斯认为， 在达到语言的社会化之

前， 人工智能不可能在其他领域具备与人类同等的智能 （Ｃｏｌｌｉｎｓ， １９９０）。

总结一下德雷福斯与柯林斯对人工智能的争论， 二者实际上都认同且

强调人类认知中情境性、 社会性、 整体性的特征， 但是两人争论的起因则

是二者对这种认知特征产生来源判断的差异。 德雷福斯认为， 这种认知特

征是人的身体、 生理特征使然； 柯林斯则认为， 这种认知特征是人的社会

性使然， 而这种社会性又集中表现在语言交流和社会化上。

（二）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

符号主义引领的人工智能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遭遇寒冬之后， 接下来

的 ３０ 年间， 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开发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但即使当

代科技的进步使得算法和机器学习技术日渐成熟， 人工智能也仍难以克

服情境性应对这一薄弱环节。 斯蒂格尔通过对特斯拉 ２０１６ 年无人驾驶汽

车撞车事故的科技社会学分析 （Ｓｔｉｌｇｏｅ， ２０１８） ， 揭示出无人驾驶汽车在

数据生产、 技术设计与应用的各个环节都大量地与人、 与社会、 与具体

情境相关： 一方面， 制造商希望借助无人驾驶技术算法的不可解释性与

现实世界切割， 从而规避监管与相应的责任追究； 另一方面， 算法迭代

需要依赖实操情境中的试错经验以及算法与人类司机、 其他无人驾驶汽

车的合作与联系， 在系统无法起作用的关键时刻做出必要的人为干预。

撞车事故发生之后， 各制造商纷纷增配人为干预检测系统， 这些做法证

实了情境性感知的不可缺失以及 “完全自动化” 的不可实现。

由上可知， 虽然 “强人工智能” 的论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而

呼声渐高， 但是它在社会科学领域被相对悲观的学者反驳， 他们强调人类

知识独特的整体性、 情境性、 默会性与具身性等， 指出人类认知在人机互

动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而二者的统合———人类认知的独特性与重要性

以及数据的情境性和社会性———在即使号称 “最自主” 的算法数据技术中

仍得以体现， 表明了人类认知作用的不容忽视。

上述文献对本文分析贵州自动驾驶汽车的图像数据标注员的劳动具有

很大的启示意义。 尽管媒体一再渲染人工智能可以进行 “机器学习”，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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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没有人工劳动对数据进行标注预处理， 那么算法模型的深度学习是

不可能做到精准的。 在数据标注的过程中， 图片识别和标注环节均需要运

用人的具身性知识 （德雷福斯， １９８６）， 而审核环节所需的技能在社会性

互动中产生 （柯林斯、 埃文斯， ２０２１）。 本文的贡献在于把德雷福斯和柯

林斯的争论从对抗性的变为互补性的， 两人所推崇的知识类型不再是对立

的， 而是算法数据标注不同环节所需要的不同知识来源。

尽管人工智能的发展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极大关注， 但是目前的关注点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科技哲学角度出发， 围绕 “强人工智能” 议

题进行争论， 即 ＡＩ 能否达到人类的思维水平， 并对人类社会造成威胁

（王彦雨， ２０１８； 顾骏， ２０１８； 金观涛， ２０１7）； 二是从社会学和管理学出

发， 讨论如何对人工智能实行社会治理， 以降低其风险 （刘露等， ２０２１；

陈小平， ２０２１）。 但这些文献较少进行实证研究， 因此难以理解人工智能

是否可以结合情境性知识和互动性实践来模拟人类的智能。 例外的是贾

文娟和颜文茜 （２０２２） 对数据标注员的研究， 他们从 “认知劳动” 的角

度出发， 指出管理方如何通过劳动控制使数据标注员的自然认知转化为

与计算机程序相匹配的产生式认知， 从而生产出符合电脑需要的标准化

数据。 这一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悖论， 也就是人工智能的生产

过程实质是让人学会像机器那样思考， 而不是反过来。 但是， 她们的调

研对象主要是一个开发 ＡＩ 教育产品的公司， 因此数据员所标注的图片大

多是算术题， 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将自然符号转化为算法模型使用的

标准化数据。 他们所处理的是已经形式化的知识 （数字和方程式） ， 所

以该例子难以和上述人工智能的 ＳＴＳ 争论形成对话。 而我们的研究主要

关注无人驾驶汽车的图像数据标注， 是对图片而不是数字进行处理， 所

以需要的不是标注员的理性逻辑运用能力， 更多的是情境化、 具身性和

互动交流型的知识。 因此， 我们的调研能填补人工智能 ＳＴＳ 研究中实证

方面的空白， 通过具体的田野调研案例解释人工智能知识生产面临的认

识论和社会学方面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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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一）田野点概况

贵州省于 ２０１６ 年获批中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并先后与阿

里巴巴、 华为、 苹果、 腾讯等科技巨头公司签订协议， 在数据业务方面开

展深度合作。 本文所调研的企业 Ａ 公司为贵州省贵阳市一家以承包 ＡＩ 数

据标注为主要业务的 ＡＩ 数据生产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根据该公司

的官方介绍， 其总公司于 ２０１7 年在杭州成立， 除贵州省外， 还在浙江、 江

西等地设有 ８ 家分公司。 据观察， 笔者所在的这家分公司应属于加盟性质，

其加工数据的来源多是国内某数据标注众包平台， 其具体标注也多是由该

平台操作。 同时， 由于政府实施大数据产业扶持政策， 贵州省大量同类型

企业得到了来自政府的政策补贴。 该公司在笔者离职不久后①搬迁至本地

的大数据核心建设区， 获批了新的办公场地， 在场地租金以及员工宿舍租

金上都得到了一定补助。

目前公司承接的业务类型以 ＡＩ 自动驾驶汽车方面的图像标注为主，

如车辆、 车道线标注。 截至笔者离职前②， 该公司共有 ６２ 名员工 （普通标

注员及小组长）、 ４ 名项目经理及 １ 名总经理。 其中， 小组长 ６ 名， 负责监

督组员并承担质检员工作； 项目经理中， ２ 名负责标注辅导和监督， １ 名

负责员工招聘， １ 名负责日常工作管理。 在员工方面， 男女比例为 ２ ∶ １；

年龄段在 １８ ～ ２５ 岁； 学历上本科学历的占 ２５％， 高中、 专科及技术院校学

历的占 ４５％， 专科以下 （小学及初中） 学历的占 ３０％。 员工的平均工作时

间为 １ ～ ２ 个月， 以笔者工作时此批员工为例， 大部分员工为 ２ 月中旬入

职， 到 ４ 月初时， 人员已更换 ８０％以上。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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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参与式观察及访谈为主。 本文第二作者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通过某招聘 Ａｐｐ 联系该公司进行应聘， ２ 月 ２６ 日到该公司面试， ２

月 ２８ 日至 ３ 月 ２２ 日以数据标注员的身份在该公司从事汽车图像 ３Ｄ 框标注

的工作， 每日工作时间为 7． ５ 小时； 在标注的同时， 记录标注的具体步骤

及出现的问题等。 同时， 笔者利用每日的工作间隙以及休息时间同公司员

工进行无结构及半结构访谈， 参与访谈的总人数为 １５ 人， 每日访谈时间在

１ 小时左右。

四　无人驾驶中的算法与技能

无人驾驶系统大致可分为感知、 规划、 控制三个部分， 每个部分都包

含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 硬件系统主要负责 “执行” 层面的操作工作， 且

其生产构成也多涉及装配、 制造等工程学部分， 而非知识生产的部分， 故

而在讨论 “无人驾驶的知识生产” 时， 多指代无人驾驶系统中作为 “大

脑” 存在的软件系统部分。 无人驾驶的软件系统基本是由不同类型、 不同

功能的算法构成的， 因而， “无人驾驶的知识生产过程” 实则指向 “无人

驾驶的算法生产过程”。

无人驾驶的算法生产主要由三个关键部分组成： 数据、 模型结构及训练

过程。 其中， 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大体决定了模型的性能， 模型结构决定了模

型效果的上限， 训练过程决定了逼近上限的速度与程度 （Ｐａｔｅｌ， ２０１８）。 涉

及低技能知识生产的部分集中在数据环节， 高技能知识生产的部分则集中在

模型设计环节。 对应感知、 规划、 控制这三个无人驾驶系统组成部分的， 分

别是感知和定位算法， 预测、 决策和规划算法， 以及控制算法 （Ｐｅｎｄｌｅｔ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7）。 以上三种算法中， 其数据的现阶段处理仍需借助大量人工劳

动力的———包含 “低技能” 环节———主要为感知算法。 感知算法依靠传感

器拍摄的图片， 将图片中的汽车以及车道线等准确定位 （ “目标检测” ）

或划清边界， 从而判断前方物体、 方位及可行驶的路段， 以作为之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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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后不可或缺的“人工”

的先决条件。 而感知算法的训练需要大量高质量、 场景丰富的人工标注汽

车及车道线图片， 在经过此 “低技能” 环节的数据预处理后， 生产出的数

据用以训练由数据科学家、 人工智能专家设计的数学模型， 即 “高技能”

环节。 通常而言， 无人驾驶系统的训练流程为： ①将几十万张人工标注的

图片混合上百万张虚拟图片传送给算法进行训练； ②无人驾驶系统上路测

试并收集反馈， 其中重点记录效果不好的情况； ③收集至少上千张与造成

效果不好的情况相似的图片， 再次进行人工标注； ④再用这上千张图片对

算法进行训练； ⑤再上路测试。 如此循环往复， 直到无人驾驶系统的准确

率和安全性达标为止。

由此可知， 无人驾驶知识生产过程中的 “低技能” 和 “高技能” 环节

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持续性的 “鸡生蛋， 蛋生鸡” 的过程。 现阶段数据的

预处理以及特殊情况的数据处理离不开人工标注 （ “低技能” ）， 而算法模

型的建立 （ “高技能” ） 又离不开数据的训练。 算法模型的建立需要人工

标注数据的支持， 但出于希望减少对人工标注数据依赖的原因， “高技术”

人员又在不断建立新的模型， 引发对新的人工标注数据的需求。 简言之，

无人驾驶知识生产中的 “低技能” 环节和 “高技能” 环节与其说是一条单

向而层级分明的链条， 不如说是首尾相接、 不断往复的循环。

笔者所进行的数据标注任务为汽车图像 ３Ｄ 框标注， 经标注后的图

像将服务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感知算法训练。 汽车图像 ３Ｄ 框标注是由数

据标注员在特定标注平台上借助简单的标签选择和拉框工具， 在提供的

道路实况图片中框出所出现的车辆， 并对车辆的相应属性进行标签选择。

其中， 车辆图像是 “输入项”， 而人工所标注的车框和标签是 “输出项”，

一张经过标注的图片则是 “输入-输出” 相匹配的样本 （见图 ２）。 当算法

接触足够的显示 “输入-输出” 对应关系的样本后， 就能够自主判断出新

的、 未被标注的图片中的车辆情况 （Ｓｈｅｓｔａｋｏｓｋｙ， ２０１7）， 从而使得以摄

影成像为主要传感方式的自动驾驶汽车实现判断路况的目标 （见图 ３）。

下文通过对 “识别”、 “标注” 和 “审核” 这三个汽车图像标注主要环

节中人力贡献的详细分析， 引出对 ＡＩ 数据标注中人力贡献之价值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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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人工标注的单辆汽车

图 ３　 一张完整的经过标注的汽车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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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数据标注中的具身性与互动性知识

（一）识别：整体性的认知

认车是汽车图像标注的基础。 首先， 识别出车辆的存在并判断车的类

型所需的分类观和认知， 本来就不是算法预先具备的知识， 而是人工需要

去 “教” 给它的； 其次， 这一环节同样是操作意义上的基础， 只有先判断

出图片中是否存在车辆、 是否需要标注， 才能进行之后的工作。 根据前述

标注步骤， 识别工作主要包含三个面向： 识别 “出” 车、 识别车的类型以

及识别车辆体积的范围。 然而， 作为标注过程中的基础环节， 指导资料中

涉及 “认车” 领域尤其是判断车辆是否存在的规则基本缺失。 原因看起来

似乎不言而喻： 识别出一个模糊的图像是不是车， 不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

事情吗？ 然而， 这一项对于人而言再 “自然” 不过的技能， 对于 ＡＩ 来说

是最为困难的， 因此， 该环节成为汽车图像标注过程中人力发挥最大作用

的一个环节。

ＡＩ 领域长期以来一直持有一条被称为 “莫拉维克悖论” 的准则， 以

纪念机器人学先驱汉斯·莫拉维克 （Ｈａｎｓ Ｍｏｒａｖｅｃ） ， 即 “困难的问题很

容易， 而简单的问题却很难” 。 意思是， 对于早期的 ＡＩ 而言， 人类无须

思考就能做的事情 （比如走路） 似乎无法模仿， 而国际象棋等具有认知

难度的任务对于计算机来说却非常容易 （Ｋｅｌｌｏｇ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 人类对

生活情境中熟知物体的感知和判断更多是基于长期的情境化知识积累，

以遇到相似情境时做出推演和联想。 以汽车图像标注为例， 基于笔者自

身经验以及对其他数据标注员的采访调查， 模糊情况、 黑夜情况、 遮挡

情况被一致认为是车辆识别、 判断及其他环节中最难标注的类型， 而其

困难程度的区分可用表示三种情况且互相之间各有重合的圆圈来呈现，

情况重合越多， 识别的困难程度就越高 （见图 ４） 。 原因在于， 在此三种

情况下， 车辆图像只能呈现局部特征或者非常模糊的轮廓， 而这种 “残

破的局部特征” 对具有不同视觉感知观的人类和计算机所造成的辨识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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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难程度是不同的。 计算机模拟人类进行视觉识别的方式主要基于特征搜

索， 即将 “角” “弧线” 等形状概念转化为计算机语言形式， 使得计算

机能够通过搜索相应形状特征来识别图形 （ Ｆｏｕｒｃａｄｅ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 ２０２０） ，

即 “从局部推导整体” 。 而人类的视觉感知则建立在事先对整体的预设

上， 即通过物体所处的具体情境， 先对其整体状态做出推论， 再基于此

状态， 将识别到的局部与脑海中认为符合该状态的整体进行连线。 因此，

和人的识别方式相比， 计算机的识别仍是基于对形式化规则的表征， 而不

是基于情境化的推导。 正如学者所总结的那样， 人脸识别系统尽管能把一

张图片和身份证上的照片对上号， 但它根本不知道它所识别的是一张脸，

因为它在设计上只是把新输入的数据与用之前输入数据所建立的模型进行

对照 （Ｅ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Ｂｏｙｄ， ２０１８）。

图 ４　 三圆圈图例： 标注中常遭遇的困难情况及对应的困难程度

以汽车标注中常见的一种视觉偏差为例， 汽车的后视镜在图像像素低

的远景情况下， 很容易被识别为另一辆车。 这种错误对于计算机而言基本

上是难以避免的， 因为基于特征搜索， 模糊情况下的后视镜轮廓与面包车

的外形轮廓相近。 对于人而言， 标注员最常用的分辨此类情况的方法， 就

是观察目标图像与路面相接的位置是否与周围其他车辆处于同一水平线

上， 因为同一道路上的车辆， 其底部连线应与道路面水平或贴合。 这样先

关注物体所处具体情境， 之后再对其进行识别判断的认知观即 “从整体推

·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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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局部”。 这种识别方式类似于梅洛-庞蒂的 “意向弧”， 标注员的观察不

是从形式化的 “长方形” “直角” 等类别出发， 而是通过对汽车所在路面

的情境进行细致辨别得出的结果。 因此， 对于识别困难的情况而言， 人所

具有的独特的整体认知观有助于车辆图像的识别。

在汽车图像 ３Ｄ 标注的识别环节中， 一方面需要借助人类的汽车认知

观和分类观进行车辆识别， 另一方面对判断进行再审核时借助的也是人

力。 这在印证 “莫拉维克悖论” 的同时， 再次肯定了人的整体认知观和具

身性知识经验对训练自动驾驶汽车算法的价值。

（二）标注：情境化知识的效力

不同于识别环节， 标注环节相关规范与要求的示例和客观技巧较多，

仍然需要以人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 而这一需要在被标注员称为 “脑

补” 的情况下最为明显。

此处的 “脑补” 指的是， 在 ３Ｄ 框的绘制中， 标注员遇到汽车图像不

完整 （有截断、 遮挡或者像素过低、 过于模糊） 时， 需要运用自身的想象

力对图像的完整形态进行想象， 然后根据想象出来的完整汽车图像对其进

行立体几何的标注。 这一过程不同于图像完整情况下 ３Ｄ 框的绘制， 前者

具有相对明晰、 细致的规范要求 （见图 ５）； 在 “脑补” 情况下， 相对于

后续的车框绘制， 更为重要的是先行的对于图像完整态的想象， 而这一

“想象” 依据的更多是主观方法。

“脑补” 的诀窍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较为量化的方法， 如比例缩放。 以 “已知部分车辆图像大

小 ∶ 完整车辆图像大小=现实车辆部分大小 ∶ 现实车辆整体大小” 为公式，

通过比例关系推算完整图像大小。 但若处于模糊、 黑夜、 大面积遮挡等难

以标注的情况下， 量化方法的效力就极其有限， “比如说这车只露了一个

车顶， 就很难去判断它的大小， 因为首先连它是什么类型的车都不好确

定， 大部分四轮车的车顶都长得差不多”。①

·１7·

① 来自标注员 HY 的访谈。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版权所
有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3zq
rXO
jeeu
EBy
wU
60d
m0
Zm
5A
kfN
hsn
q4l
LPp
AQ
8aC
EkP
mb
iqB
tR8
Cjj
0Kn
I+6
n6v

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２． ２． １． ２ 伪 ３Ｄ 几何

１． 伪 ３Ｄ 框具体形式及几何要素要求：

①想象存在一个立方体， 贴合车辆， 绘制标注该立方体投射到图片后的可见顶点。 标注结果可能是 ６ 个点

或 ４ 个点。

②点位顺序： 先标注车头面的四个顶点， 再标注车尾面的四个顶点。 每个面从左上角顶点开始， 按顺时针

顺序依次标注。 如下图所示， 标注顺序为 ０→１→２→３→４→５→６→7。

注意： 将车辆实际朝向作为判断左右的依据， 不以画面左右判断。

对于不可见的点位， 不需要在照片上进行标注， 按顺序输出空坐标即可。

２． 整车标注伪 ３Ｄ 框的边界位置如下：

①当车辆可见面为一个面， 可见车头或车尾。

ａ． 伪 ３Ｄ 框标注结果为 ４ 点框；

ｂ． 伪 ３Ｄ 框要求： 左右边沿紧包车辆两侧且垂直； 下边沿为车尾面接地位置， 与车辆保险杠基本平行； 上

边沿包围车辆顶部， 与车辆顶部轮廓基本平行。

ｃ． 如下左图所示， 车辆发生倾斜时的标注结果。

ｄ． 如下右图所示， 车辆未发生倾斜时的标注结果。 此时需要注意伪 ３Ｄ 框标注与 ２Ｄ 框标注的差异。 通常情

况下， 伪 ３Ｄ 框下边沿位置， 相对于 ２Ｄ 框下边沿位置更偏下。

·２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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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当车辆可见面为一个面时， 可见车辆某一侧身。

ａ． 伪 ３Ｄ 框标注结果为 ４ 点框；

ｂ． 伪 ３Ｄ 框要求： 左右边沿紧包车辆两侧， 需垂直； 下边沿为车辆侧身接地位置， 前后车轮角点位于该边

上； 上边沿包围车辆顶部， 需符合车辆整体趋势；

ｃ． 如下图所示， 注意上边沿， 需符合其他车辆趋势， 避免突变。

图 ５　 来自标注平台所发布的汽车标注手册中关于标注框绘制的规范及要求

资料来源： A 公司内部发布的标注工作指导手册。

在实际情况中， 第二类主观方法的可适用性更强。 第二类主观方法主要

基于情境化知识， 标注环节的 “情境化” 具体指以图片中车辆所处的周边

环境及物体为参考系， 对需想象车辆图像的完整态进行合乎情境的推理。

一个常见的例子即为根据道路上的车道线对行驶中被严重遮挡车辆的 “脑

补”， 标注员在此情况下易犯的一个错误是， 因车辆被严重遮挡而过大地

“脑补” 被遮挡车辆的大小 （如过分地拉长）。 而参考地面上的车道线则可

·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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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帮助校正这个拉长的范围， 因为在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是不能超出既定车道

的， 所以若 “脑补” 出的车辆大小已经超过车道， 则说明 “脑补” 过大。

另一个例子则是对路边连排停车中被高度遮挡的车辆的脑补， 在此情况

下， 通常是根据临近车辆的大小和类型来对目标车辆进行推想的。 如被遮

挡车辆的临近车辆为一辆越野车， 而被遮挡车辆的车顶与其平行， 那很大

概率上该车也为相似大小的越野车。

由上述内容可知， 在标注环节中， 由于实际的图片情况并不总是如指

导资料中的示例图片那般清晰无遮挡， 形式化知识的效用是非常有限的；

相反， 以标注员为主体的具身性知识所发挥的效力更大。

（三）审核：互动性知识的生产

审核环节不仅指代质检员的审核工作， 还包括标注员在完成识别、 标

注环节后， 对所标注结果在提交前的自我审核和确认， 以及被打返重做后

的修改过程。 因此， 审核环节同样是知识生产的重要一环， 其知识来源于

员工之间的互动。 柯林斯强调， 人工智能要达到人类的智力水平， 首先得

学会与人交流， 因为交流互动是形成 “默会知识” 的重要途径。 柯林斯、

埃文斯 （２０２１） 把互动型专长看作公民民主参与科学决策的重要条件， 却

没有看到互动不一定能打破权威， 甚至互动自身也可能是基于一定等级架

构的。

数据标注的审核是不同主体在知识权威链条之间互动的结果。 经过前

面分析的识别和标注两个环节， 标注员积累了基于整体观和情境性的具身

性知识， 但各自的具身性知识的权威程度具有差异， 需要审核员进行纠

错， 然后重做， 这样才能使结果更接近可被机器识别的结构性数据， 形成

标注默会知识。 在客观标准所发挥的效力极为有限时， 标注员会依据自身

经验总结出一套判断原则和标准， 如遮挡和截断程度如何选择等。 但如果

标注仅仅涉及主观经验， 那么标注的结果将会千差万别， 无法帮助机器进

行深度学习。 因此， 默会知识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依赖审核环节的互动。

然而， 不同标注员个体对自身的这套知识的信任度具有差异， 有的标

注员认为自己的标准正确无误， 甚至敢和经理、 钉钉工作群线上 “小助

·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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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或甲方质检员对抗； 有的标注员则是通过不断试错， 由提交后被打回

重做的情况， “看运气” 地试探自己的这套知识和审核系统标准的重合性，

由此在试错过程中不断修改自身的知识标准。

根据所涉及主体及其标注知识权威性的差异， 笔者总结出一条关于规

范标注知识的传导路径， 即标注知识权威链条， 具体如下：

⑥甲方质检员>⑤钉钉工作群线上 “小助手” >④经理≥③公司质

检员 ／ 小组长>②标注老手>①标注新手

此链条彰显了标注员主观具身性知识与质检员形式化的结构性数据之

间的张力。

①标注新手、 ②标注老手： 对于标注新手而言， 由于具身性知识的缺

乏以及在权威链条中互动所积累的经验的缺乏， 其处于链条的底端。 表现

形式为， 对标注规范不熟悉， 在遇到相异的标注见解时没有任何发言权，

需要听从链条上端其他主体的意见。 新员工入职时有简短的培训， 但是笔

者基于自身的培训经验认为， 实际上观摩 “老手” 标注过程 １ 小时左右，

比自行阅读指导手册更能上手， 这也体现了数据标注形式化知识的有限

效力。

③公司质检员 ／ 小组长、 ④经理： 相较于标注新手和标注老手， 此二

者的具身性知识积累更加丰富， 故其标注默会知识与规范知识的重合度更

高。 两者的区别在于， 后者往往较前者的经验更加丰富。 但需注意的是，

不同于组织管理结构上经理优于公司质检员 ／ 小组长的默认关系， 在实际

的标注知识权威链条中， 公司质检员与甲方的互动频率更高， 所以其更能

实时调整以适应变动的标准。 而经理虽然有丰富的标注经验， 但是在业务

上脱离于具体流通的标注任务链， 所以有时对标注规范变化的敏感度不如

公司质检员 ／ 小组长。 就标注知识的权威性而言， 经理在经验上占优势，

公司质检员在把握规范变动上占优势， 二者的标注知识权威性不相上下。

⑤钉钉工作群线上 “小助手”、 ⑥甲方质检员： 他们处于权威条链中

的顶端， 其要求和标准被视为 “规范”。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 “规范”

·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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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非静止不变的， 这种变动性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基于其具身性知识

的本质， 无法规避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差异 （如不同的质检员对于某些模

糊情况下的标注， 判断和要求不一）； 二是其规范受到甲方需求变化的影

响， 甚至有可能出现前后抵牾，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做出调整。 如在笔

者入职早期， 对于机动二轮车的标注要求是， 车框上边高度以车把手为标

准， 不能包含后视镜； 后期却突然做出调整， 转变为以后视镜高度为准。

更为明显的一种情况还在于已被严重遮挡 ／ 截断的车辆图像是否还标注出

来的问题。 规则上表示的是只要被遮挡 ／ 截断部分超过 ９０％即可忽略不标

注， 然而在实操中， ９０％的量化标准很难进行判断； 有时明明标注员在询

问线上 “小助手” 时后者表示可以忽略标注， 但是提交后， 甲方质检员却

打回图片要求标注出来重做。 这种不断处于变动状态的规范标准， 使得标

注权威条链中标注知识的能动性特征更加显著。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标注员与 “知识权威” 的互动过程

中， 标注员的主观具身性知识不断被 “规范”， 成为可供机器学习的结构

性数据， 同时， “规范” 也因标注员的纠错和重做过程而得到完善。 但不

同于柯林斯设想的民主式互动， 数据审核环节的互动是一个底层被规训、

高层权威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

在这一小节中， 我们对自动驾驶汽车数据标注中汽车图像 ３Ｄ 标注环

节进行了拆解， 展现了各环节中人为主体的劳动贡献。 在识别环节， 人类

独特的整体认知观有助于在困难情况下对物体识别的判断； 在标注环节，

情境化知识解决了残缺图像的补足问题； 在审核环节， 员工的互动使得标

注员的行为更规范， 也使得甲方质检员所依赖的 “规范” 得到不断完善，

进而使得高效地适应变动的需求标准成为可能。 由此， 可以进一步尝试打

破先前对 ＡＩ 数据生产中人力因素的贬低： 在试图对算法进行 “社会化”

时， 也必然需要传递给它们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 即认知观和分类观。 在

这个层面上， 算法训练所需的数据标注工作实质上是一种认知观教学。 因

此， ＡＩ 数据生产中的人工数据标注劳动的重要性理应受到重视， 且其劳动

价值也应该得到肯定。 但在实际情况中， 数据标注员所拥有的具身性和互

动性知识在资本主导的社会分工体系中， 因所需要的教育投入不高而只属

·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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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后不可或缺的“人工”

于 “简单劳动” （马克思， ２００４）。 数据标注员因此也难以获得较高的回

报， 甚至面临令人担忧的劳动状况。 下文的第二部分将聚焦数据标注员的

劳动境况及其成因， 呈现这对关系之中应给予重视的张力。

六　作为“微工作”的数据标注劳动

（一）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数据外包与“微工作”

近年来， 神经网络人工智能被炒作起来， 声称通过机器的深度学习能使

算法具备人类的智能， 从而实现各种 “无人” 技术 （ Ｍｎｉ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ＬｅＣｕ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但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得知，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依

靠 “高技能” 的算法建模， 而且离不开 “低技能” 的数据预处理。 如果没

有海量的稳健的基础数据来 “投喂” 模型， 那么模型的深度学习也不可能

是准确的。 数据在整个 ＡＩ 系统中尽管处于首要地位， 但是在整个产业链

当中是价值最低的 （Ｓａｍｂａｓｉｖａｎ， ２０２１）。 因此， 媒体往往把数据标注产业

称为人工智能的 “富士康” （轩中， ２０１８； 易柏伶， ２０２０）。 这里既指数据

标注在 ＡＩ 产业中所占的价值份额类似于富士康工人在苹果产业链中的占

比那么低， 也指数据标注员的劳动如富士康工人般廉价和异化。

最近， 社会学家开始把数据预处理工作称为 “微工作” （Ｔｕｂａｒ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这形象地揭露了数据外包与平台劳动不稳定性的双重特征。 谷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微软等科技巨头作为承包商， 出于训练其人工智能技术的目的，

将对大量的经过处理的数据集的需求进行切割， 依托给各数字平台分派为

片段处理。 其中， 数字平台作为任务托管处和数字劳动力中介， 一方面负

责将大型项目数据分解为一系列小任务， 分发给匿名的全球劳动力， 从每

笔交易中抽成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另一方面和劳动力之间构建 “一次性交易”

的劳动关系， 劳动力根据平台发布的任务选择领取或拒绝， 劳动成本更

低， 且周转时间更快。 由此可见， “微” 工作的 “微” 具有多个层面的指

代意义。 下文主要从数据标注工作在薪酬和劳动者地位两个方面的 “微”，

讨论 “莫拉维克悖论” 所暗示的人类优势中的巨大阴影。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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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二）“微”薪酬：高替代性的互动性知识的贬值

前文有关 “莫拉维克悖论” 的分析， 主要侧重于该准则对人类相较于

机器所具有的独特优势的强调。 然而， 需要认识到， 这些独特优势———具

身性和社会性的技能———对于人类而言并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进行培养，

所以标注员的工作极易被取代。 这种高替代性所带来的弊端之一， 就是降

低了标注员的市场谈判能力。 如前文所提及的， 一名新手标注员入门， 大

概只需观摩 １ 小时的老手标注操作， 再辅之以标注手册等相关指导资料即

可。 所以， 尽管成为 “老手”， 即对标注的具身性和互动性知识的熟练掌

握， 是一个日积月累且需要和其他相关主体不断互动的过程， 但是准入的

低门槛仍然限制了标注员与资方谈判的能力， 由此带来一个最为直观的影

响， 即标注员无保障的低薪酬。 表 １ 为笔者进行田野调查时所在 Ａ 公司标

注员的实际薪酬收入标准。 一般情况下， 工作一个月左右的熟练工能够达

到的单日标注框数在 ２０００ 个左右。 因此， 熟练标注员的每月工资通常稳定在

３１００ 元左右， 低于贵阳当地私营企业的月平均工资 ４7２６ 元的水平。①

表 １　 Ａ 公司标注员的实际薪酬收入标准

标注框数 （个 ／ 天）
底薪

（元）
全勤奖励

（元）
提成 （元）

综合工资

（元）

１３００ （最低标准） ２０００ ２００ — ２２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 （实际标框数-１３００） ／ ２×０． １２ ２２００～ ２２１２

１５００～ １7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００ （实际标框数-１５００） ／ ２×０． １２ ２7００～ ２7１２

１7００～ １９００ ２7００ ２００ （实际标框数-１7００） ／ ２×０． １２ ２９００～ ２９１２

１９００ 以上 ２９００ ２００ （实际标框数-１９００） ／ ２×０． １２ ３１００～ ３１１２

此外， 数据标注外包途径的差异对互动性知识的生产以及具体的薪酬

·８7·

① 《贵州省 ２０２１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统计公报》 ，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https： / / rst． guizhou． gov． cn / zwgk / zfxxgk / fdzdgknr / tjxx / tjgb / ２０２２０６ / t２０２２０６２０7５０８３５８２．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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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后不可或缺的“人工”

获得过程也有影响。 当前数据标注工作的外包主要有两种途径： 专门的线

上数据标注平台和线下的标注承包团队。 前者是个人以自雇佣者的身份直

接通过平台领取完成标注任务， 并由平台发放薪酬； 后者则是通过加入线

下的承包团队， 由团队布置标注任务和发放薪酬。 需要注意的是， 线下承

包团队的任务领取和标注工作仍然需要在标注平台进行， 区别在于是以团

队身份而非个人身份。 在互动性知识生产的层面， 线上平台的自雇佣者只涉

及与平台审核员的互动， 所以其互动性知识积累的周期更长 （ “上手慢” ），

早期标注任务的通过率更低。 相反， 线下承包团队的标注员由于互动主体

和层次的多样及分化， 互动性知识积累的周期短 （ “上手快” ）， 早期标注

任务的通过率更高。 在薪酬计算方面， 线上平台的自雇佣者没有最低任务

量的要求， 其薪酬按完成任务数计件结算， 且标注框单价略高于线下承包

团队； 其弊端在于， 平台没有底薪和任务分配保障。 与之相反， 线下承包

团队的标注员在有底薪和任务量分配保障的情况下， 需要面临的是相对低

的标注单价、 因无法完成最低任务量而面临被清退的风险， 以及底薪要求

标准不断提升的霸王条款。

因此， 这两种外包途径在互动性知识生产和具体薪酬方面有各自的优

势和弊端， 在实践中其实相互抵消了。 以笔者在 Ａ 公司的经历为例， 若相

同标注熟练度 （相等的互动性知识积累量） 的标注员选择在平台接单， 在

完成相同任务量的情况下， 越熟练的标注员在平台获得的薪酬比在线下承

包团队中获得的越多； 因为此时他们的互动性知识积累已经足够， 在标注

单价更高的平台可以获得更高的薪酬。 然而， 在前期， 在线下承包团队中

比直接在平台接单更具优势， 因为此时团队工作互动的情境能更快地增加

标注员互动性知识的积累， 使得他们的任务通过率高于平台自雇佣者， 底

薪也使得他们的收入更有保障。 然而， 互动性知识的积累对薪酬差异的影

响始终是短期的， 一旦达到了足够的熟练度， 互动性知识积累量的增加对

薪酬水平的提升作用就越来越小。 标注单价仍然对标注员的收入起着决定

性作用， 甚至在实际中还难以达到上文所提的 ３１００ 元这个工资标准。

除了低廉的标注单价， 标注员的实际薪酬待遇及加薪、 升职的考核标

准还是一个动态变化且要求不断提高的过程。 公司所要求的 “基础任务

·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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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量” 会随着标注员平均标注完成量的提升而不断提升， 底薪却保持不变。

譬如在笔者当初入职两周的节点， 公司管理层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发现，

标注员每日的平均标注图片数量增加了 １０ 张， 由此决定将底薪要求的每日

任务量的标准也增加了 １０ 张。 并且， 这样的趋势和标准还会不断保持，

“以后只会不断提高， 大家就会标得越来越快”①。 这造成的结果就是， 虽

然标注员的标注速度和熟练度在不断提升， 但是他们的收入水平没有随之

提升， 因为底薪的达标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干得越多， 并不会挣得越多，

反而面临不断被清退线驱赶的境地。

（三）“微”地位：从具身性劳动变为“人工”机器人

从表面上看， 图像数据标注的知识是具身性的， 来自人的直觉， 完成

任务似乎不费什么力气。 但在利益的驱动之下， 承包公司希望通过不断压

低成本在同行竞争中取得优势， 所以 “莫拉维克悖论” 所指的对于人类而

言十分简单的基础性任务渐渐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劳动者的身心都造

成巨大的冲击。 比如， 上文提到的底薪要求标准不断提升造成的一个直接

影响是， 员工为完成任务不断延长工作时间。 在笔者入职第一周时， 单日

的最低图片标注数量为 ５０ 张， 所以在午休时间很少有加班的现象； 然而，

到了第二周提至 ６０ 张并声明清退政策后， 几乎所有的标注员在午休时间都

在加班， 并且有大量的标注员因在下班时间后没有达到任务要求量而只能

被迫加班。 据笔者了解， 他们的加班时间在 ２ ～ ３ 个小时。 这样综合下来，

大部分标注员每日的实际工作时长约为 １１ 个小时。 尽管规定每周有 １ 天的

休息时间， 但是多数情况下， 这仅有的 １ 天休息时间也同样被占用， 这种

情况多发生在负责更多数量的标注图片审核工作的质检员身上。 需要注意

的是， 这样被迫加班情况的普遍出现并不是由于标注员自身的能力不足，

而是管理层有意识地以超过单位时间以及平均标注速度的任务量布置工作

产生的结果。 在和该公司一名项目经理的交谈中， 笔者曾经以调侃的方式

表达了不断提升最低任务量要求的不合理之处， 该经理则表示： “就是需

·０８·

① 来自公司 H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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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逼一逼， 才能把潜力激发出来。 你看看你们原来每天只能标 ５０ 张， 现在

基本上每个人都能标 7０ 张以上了。”

然而， 这种所谓的 “潜力激发”， 是以员工的超负荷工作和巨大的心

理压力为代价的。 长时间、 相对静止、 重复的工作姿势使得大部分员工都

在休息间隙以及加班时间抱怨过自身生理上的不适， 如眼部疲劳、 视线模

糊、 肩颈酸痛等， 这与指、 腕关节劳损有关。

该公司的工作环境看似和白领工作高度接近， 实际上， 工作内容的分

异使得标注员的劳动境况更像是电脑屏幕前的 “人工” 机器人。 为了最大

限度地提升标注速度， 标注员多半选择以固定的姿势长时间地紧盯屏幕。

在此过程中， 唯一活动的只有手部———进行鼠标的挪移， 以及在键盘上简

单地输入。 为了更加清晰地辨认图片， 尽管座椅有靠背， 但笔者发现几乎

所有标注员都选择了以更为前倾的姿势凑近屏幕， 根本无法以更加轻松的

靠坐形式进行工作。 笔者曾多次听见标注员暗含担忧地调侃道： “你说我

们这样一直标去， 会不会瞎啊， 我感觉我这段时间看东西都眼花了。” 在

心理方面， 不断提升的基础任务量以及日渐紧张的工作氛围也使得部分员

工出现了强烈的焦躁和挫败情绪。 在笔者工位旁边、 和笔者同一时间入职

的标注员小 Ｔ 曾多次表达了对自己被清退的担忧以及对自身能力的怀疑：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 但我真的不行， 我觉得我可能真的不

行。” 并且她在后期对标注工作出现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标注量远低于其

他标注员以及要求任务量。 最后， 在其小组长 （其工位旁边、 同一时间

入职的另一位员工 ＨＷ） 的劝解、 辅导下， 酌情略微降低其任务量后，

这种情况才得以缓解。 然而， 小 Ｔ 最终还是在领取了 １ 个月的薪酬之后

便离职。

在笔者开展田野调查期间， 尽管标注员在闲聊时会透露出对低薪酬的

抱怨和不满， 但从未有人从自身技能价值的角度向资方表达过提薪需求。

在他们的自我认知以及资方的流行话语中， 对标注工作的定义是 “有手就

能干”， 这种对其劳动价值的贬低， 也进一步限制了标注员的市场谈判能

力。 由于工作零散化， 工人流动性大， 虽然标注员在工作过程中有一定的

互动， 但是其组织性和团结性都有待加强。 这样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他们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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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抗多是 “用脚投票”， 而不是集体行动。 如上文提及的小 Ｔ， 她作为

一名普通的新手标注员， 被分配到的任务是切割的、 片段化的， 为数不多

的需要和其他员工互动的时刻， 就是当其标注操作出现阻碍和困难， 需要

请教他人、 获取他人帮助的时候。 而在此时， 小组长尽管可以为其提供个

人辅导， 但是并不会鼓励她并且与她联合起来对公司制定的任务量标准提出

质疑。 她最后的反抗， 也是以个人的离开为结局， 并没有对不合理的薪酬体

制、 任务制定标准产生任何影响和改变。

七　结语

本文以笔者在贵州省贵阳市一家 ＡＩ 数据标注承包公司担任数据标注员

的经历为例， 呈现了在 ＡＩ 数据标注中的人力贡献与其劳动状况之间的张力。

一方面， 在 ＡＩ 数据标注的各个环节， 以人为主体的具身性知识与互

动性技能发挥了最大作用， 这使得算法对人类社会分类及认识的学习成为

可能。 这样的 “认识观” 教学的可行， 得益于两个方面： ①识别数据的整

体性要求与人类认知的情境性认识观， 这对应了德雷福斯关于人类知识具

身性特征的论述； ②人类认知的社群性特征， 使主观的具身性知识通过审

核和纠错得以变为机器可以学习的结构性知识， 这对应了柯林斯关于互动

型专长以及语言上的社会化的论述。 通过揭示在标注各个环节中具身性知

识与默会知识的相互转换与相互支持， 笔者统合了二者的争论： 默会知识

的形成需要具身性知识的社会实践， 而具身性知识的形成同样是建立在既

有的默会知识之上的。 对数据标注环节的分析， 使我们看到 ＡＩ 的 “高技

能” 算法建模是建立在 “低技能” 的数据预处理基础之上的。 虽然机器能

自己 “深度学习”， 但是人力的贡献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 由于 ＡＩ 标注产业的结构性边缘地位， 数据标注员的 “微

工作” 难以获得合理的回报。 由于互动性知识的需要， 单纯的线上众包模

式不利于新人的培训， 因此催生了像 Ａ 公司这样的数据标注承包公司。 但

劳动者面临的不断提高的绩效考核标准， 使得薪资实际上被不断压榨。 本

来看似简单的具身性、 凭借直觉就能完成的任务， 变成不断加班的劳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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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型工作， 劳动者的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 ＡＩ 的产业链上， 数据的重要性处于首位， 但是数据预处理的低价

值使得整个行业面临发展瓶颈。 学者已经提出我们需要关注 “数据级联”

（ｄａｔａ ｃａｓｃａｄｅｓ） 这一现象， 这是指因低估数据的质量而对下游模型任务造

成负面影响的复合事件。 如在人工智能的疾病诊断系统中， 尽管模型是通

过在无噪声的数据上训练而建成的， 但是对原始数据处理不重视， 没有认

真清理图像上的小灰尘斑点， 妨碍了后续对眼科疾病的预测 （Ｓａｍｂａｓｉｖａｎ，

２０２１）。 目前， 业内已经形成共识， “有多少智能， 就有多少人工”， ＡＩ 要

真正获得人工智能， 就必须在认识论和劳动价值论上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奥利弗·萨克斯， ２０１６， 《错把妻子当帽子》， 孙秀惠译， 中信出版社。
波兰尼， ２０１7， 《个人知识： 朝向后批判哲学》， 徐陶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小平， ２０２１， 《人工智能： 技术条件、 风险分析和创新模式升级》， 《科技与社会》

第 ２ 期， 第 １～ １４ 页。
德雷福斯， １９８６， 《计算机不能做什么： 人工智能的极限》， 宁春岩译，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顾骏主编， ２０１８， 《人与机器： 思想人工智能》， 上海大学出版社。
高新民、 付东鹏， ２０１４， 《意向性与人工智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贺久恒， ２０２０， 《机器习得人类知识的前提： 具备身体抑或掌握语言？》， 《清华社会学

评论》 第 ２ 期， 第 ４６～ ６２ 页。
金观涛， ２０１7， 《反思 “人工智能革命” 》， 《文化纵横》 第 ４ 期， 第 ２０～ ２９ 页。
贾文娟、 颜文茜， ２０２２， 《认知劳动与数据标注中的劳动控制———以 Ｎ 人工智能公司为

例》， 《社会学研究》 第 ５ 期， 第 ４２～ ６４ 页。
柯林斯、 埃文斯， ２０２１， 《反思专长》， 张帆译， 科学出版社。
刘露、 杨晓蕾、 高文， ２０２１， 《面向技术发展的人工智能弹性治理框架研究》， 《科技与

社会》 第 ２ 期， 第 １５～ ２９ 页。
马克思， ２００４， 《资本论》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莫里斯·梅洛-庞蒂， ２００１， 《知觉现象学》， 姜志辉译， 商务印书馆。
王彦雨， ２０１８， 《基于历史视角分析的强人工智能论争》，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第 ６

期， 第 １６～ ２7 页。
轩中， ２０１８， 《人工智能行业中隐藏的 “富士康” 式劳动密集型产业》， 《互联网周刊》

第 ２１ 期， 第 ２６～ ２7 页。
易柏伶， ２０２０， 《人工智能背后的 “人工”： 数据标注时薪缩水一半， 欠薪高发》， 《第

·３８·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版权所
有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3zq
rXO
jeeu
EBy
wU
60d
m0
Zm
5A
kfN
hsn
q4l
LPp
AQ
8aC
EkP
mb
iqB
tR8
Cjj
0Kn
I+6
n6v

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一财经》，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ｃａｉ．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００８５２９０１． ｈｔｍｌ。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Ｈａｒｒｙ． １９９０．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Ｄｒｅｙｆｕｓ Ｈｕｂｅｒｔ． ２００２．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ｓ Ｃ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 ３６7-３８３．
Ｅｌｉｓｈ Ｍ． Ｃ． ａｎｄ Ｄａｎａｈ Ｂｏｙｄ． ２０１８． “Ｓｉｔｕａ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ｇｉｃ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Ｉ．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ｇｒａｐｈｓ ８５ （１ ）  ５7-８０．
Ｅｎｇｓｔｅｒ Ｆ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Ｐｈｏｅｂｅ Ｖ． Ｍｏｏｒｅ． ２０２０． “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ｌａｓｓ ４４（２）  ２０１-２１８．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Ｍａｒｔｈａ Ｓ． ａｎｄ Ｗａｎｄａ Ｊ． Ｏｒｌｉｋｏｗｓｋｉ． ２０１１． “ Ｔｈｅｏｒｉｓ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２（５）  ２４０-１２５３．
Ｆｏｕｒｃａｄｅ Ｍａｒ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ｌｅｕｒ Ｊｏｈｎｓ． ２０２０． “ Ｌｏｏｐｓ Ｌｉｎｋｓ ａｎｄ Ｌａｄ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４９ ８０３-８３２．
Ｈｓｕ Ａｎｎｅ Ｓｈｏｗ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Ｅ．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２０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ｎ Ｕｓｅ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２ ２４２-２４7．

Ｋｅｌｌｏｇｇ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Ｃ．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Ａ．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ｎｇèｌ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 ２０２０． “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ｔ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ｎａｌｓ １４（１）  
３６６-４１０．

ＬｅＣｕｎ Ｙ．  Ｙｏｓｈｕａ Ｂｅｎｇｉｏ ａｎｄ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Ｈｉｎｔｏｎ． ２０１５． “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Ｎａｔｕｒｅ ５２１ 
４３６-４４４．

Ｍｎｉｈ Ｖｏｌｏｄｙｍｙｒ Ｋｏｒａｙ Ｋａｖｕｋｃｕ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 Ｈｕｍａｎ⁃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ｅｐ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５１８ ５２９-５３３．

Ｍｏｒａｖｅｃ Ｈａｎｓ． １９９０． Ｍｉ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ｏｂｏ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ｉｃｏｌｉｎｉ Ｄａｖｉｄｅ． ２０１１．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ｔ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２ （３ ）  ６０２-６２０．

Ｐａｔｅｌ Ａｓｈｉｓｈ． ２０１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６ Ｈｏｗ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ｄｉｕｍ １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Ｐｅｎｄｌｅｔｏｎ Ｓｃｏｔｔ Ｄ．  Ｈａｎｓ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7． “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５（１）  ６．
Ｐｅｒｒｉｇｏ Ｂｉｌｌｙ． ２０２３．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ＯｐｅｎＡＩ Ｕｓｅｄ Ｋｅｎｙ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ｏｎ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 ２ Ｐｅｒ Ｈｏｕ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ＣｈａｔＧＰＴ Ｌｅｓｓ Ｔｏｘｉｃ． ” Ｔｉｍｅ １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ｍｅ． ｃｏｍ ／ ６２４7６7８ ／
ｏｐｅｎａｉ⁃ｃｈａｔｇｐｔ⁃ｋｅｎｙａ⁃ｗｏｒｋｅｒｓ ／ ．

Ｐｅｔｔｅｒｓｅｎ Ｌｅｎｅ． ２０１８． “Ｗｈｙ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Ｏｕｔ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ｋ． ”Ｗｏｒｋ，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３（６）  １０５８-１０６7．

Ｐｏｌａｎｙｉ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９６7． Ｔｈｅ Ｔａｃｉ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ａｒｄｅｎ Ｃ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Ａｌｅｘ Ｎ． ２０２１． “Ｍｉｃｒｏ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ｒｅ ‘ Ｄｉｓｅｍｐｏｗｅｒｅｄ ｔｏ ａ Ｄｅｇｒｅ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Ｕｎｓｅｅｎ ｉｎ

·４８·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版权所
有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3zq
rXO
jeeu
EBy
wU
60d
m0
Zm
5A
kfN
hsn
q4l
LPp
AQ
8aC
EkP
mb
iqB
tR8
Cjj
0Kn
I+6
n6v

人工智能背后不可或缺的“人工”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Ｊａｃｏｂｉｎ ２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Ｓａｍｂａｓｉｖａｎ Ｎｉｔｈｙａ． ２０２１． “Ｓｅｅ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ａ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２８

（４）  7６-7８．
Ｓｅａｒｌｅ Ｊｏｈｎ． １９９２． Ｔｈｅ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Ｓｈｅｓｔａｋｏｓｋｙ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２０１7．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 ４４（４）  ３7６-４２３．
Ｓｔｉｌｇｏｅ Ｊａｃｋ． ２０１８．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ａ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８（１）  ２５-５６．
Ｓｔｏｋｅｔ⁃Ｗａｌｋｅｒ Ｃｈｒｉｓ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Ｖａｎ Ｎｏｏｒｄｅｎ． ２０２３．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ｌ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Ｉ． ”Ｎａｔｕｒｅ ６１４ ２１４-２１６．
Ｔｕｂａｒｏ Ｐａｏｌａ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Ａ． Ｃａｓｉｌｌｉ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ｏｎ Ｃｏｖｉｌｌｅ．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ｅｒ ｔｈｅ Ｖｅｒｉｆｉ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ｉｔａｔ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Ｗａｙ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ｕｍａ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7（１） １-１２．

Ｔｕｒｉｎｇ Ａｌａｎ． １９５０．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Ｍｉｎｄ ５９（２３６）  ４３３-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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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霸权”的建构与解构：基于南方某自动化

工厂的案例分析

　许　怡*

摘　要：在中国制造业经历的新一轮产业升级当中，先进制造业所使用的自动化

技术如工业机器人、数控设备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甚至凌驾于工人之上的霸权地位。

这种霸权地位，不仅体现为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中心作用，即人的劳作以机器的运转

为中心，还体现在机器对人的观念和认知的垄断——让资本、舆论甚至工人自身都普

遍认为机器比他们更优越。本文结合了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双重分析视角，意在

探讨机器作为一种人造器物是如何获得这种霸权地位的，以及这种霸权是否可能在具

体的生产场景中被解构。基于笔者在南方某自动化工厂的田野调查和对数十家自动化

工厂的一手调研资料，本文尝试破除自动化机器在效率、质量、稳定性及安全性方面

必然优于工人这一迷思。破除机器迷思，将有利于人们重新反思和解构机器霸权，有

利于工人提升其议价能力，并且重新回到指向“以人为中心”、真正意义的“人机协

作”，以及可实现技术与社会双重升级的技术选择的讨论中。

关键词：机器换人　技术选择　机器霸权　机器意识形态　机器迷思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十年来， 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以自动化和 “机器换人” 为

路径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浪潮。 据统计， 中国自 ２０１３ 年起已成为全球最

大的机器人销售市场， 增速蝉联全球第一；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底， 中国的机器人

·６８·

** 许怡，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 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智能制

造趋势下的劳动体制变迁研究” （１９BSH０８６）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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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首次超过美国， 达到 ３２２ 台 ／ 万人， 成为全球排名第五的国家 （ ＩＦＲ，

２０１7， ２０２２）。 在中国制造业经历的这一轮技术升级当中， 先进制造业所

使用的智能制造装备如工业机器人、 自动化高档数控机床等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重视， 不仅被国家列为重点发展领域， 还成为企业技术改造和生产运

作的中心———工序的调整、 岗位的安排、 人员的配备和裁减等均围绕机器

而设计。 机器不仅在资源获取上专享政策优待， 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也凌

驾于工人之上， 这种类似于霸权式的地位， 本文称为 “机器霸权”。

“机器换人” 代表的是一种以高度自动化、 智能化的工厂为发展目标

的技术升级路径， 它不仅将工作流程直接自动化， 还使用自动化及数字化

体系来监控及管理人工作业。 “机器换人” 涉及的是技术升级路线的选择

之争， 但当人们质疑机器是否应该取代工人的时候， 质疑之人通常会被贴

上 “反对技术进步” 的标签， 甚至被认为是当代 “卢德分子”。 事实上，

德国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对于制造业的升级路线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

除了高度自动化的路线， 另一条路线强调的是人类在生产流程中起到的中

心作用， 如使用小组作业、 机床的厂内编程、 员工参与自动化解决方案的

构建及实施等。 德国后来的实践表明， 他们放弃了前者， 选择了后者。

然而， 在中国， 对于技术选择想象的匮乏常常使人们陷入讨论的误区，

即认为技术升级的路线必然要经历高度的自动化和 “机器换人”， 反对自动

化则是反对技术进步， 有悖历史发展趋势。 而对于技术进步持审慎态度的立

场往往基于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 如担忧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问题， 或者

对工人产生去技能化 ／ 技能两极化的后果。 从技术的社会影响切入的视角似

乎暗含着一种潜台词， 即如果某项技术伴随着什么负面后果， 那我们去修补

这种后果即可。 这种视角或多或少承认了技术的必然性。 反之， 如果我们关

注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影响， 而是技术选择的社会建构过程， 我们或许可以更

好地分析这项技术的合理性， 以及其是否具有必然性。

因此， 本文认为， 技术的选择和发展方向应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

它的发生受诸多政治、 经济及社会因素的影响。 正如工业社会史学家戴

维·诺布尔 （２００7： ３８８） 所言， “应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社会进程， 而不

是一种自动的超越性的决定力量……它与其他社会进程一样， 充满了冲突

·7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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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斗争， 而其最终结果总是无法预测的”。 国内学者黄瑜 （２０２０） 也指出，

“机器换人” 不应该是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 要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社会，

前提是让工人参与到技术决策中来， 成为机器的主人。

基于以上背景， 本文认为， 有必要对当下中国制造业所采取的技术发

展路径进行回溯性思考， 分析 “机器换人” 所面临的宏观、 微观环境以及

相关社会群体 （政府、 企业、 工人） 在此环境下如何形塑 （或被塑造） 他

们的态度认知和行动策略。 本文提出了 “机器霸权” 这一概念框架， 意在

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机器作为一种人造器物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是如何获得这种

霸权地位的？ 这种霸权地位由哪些相关社会群体或部门参与建构， 以及经

由怎样的过程而形成？ 这种被建构出来的 “机器霸权” 或称 “机器迷思”

在具体的生产场景中可否被解构？ 其对于工人来说有什么潜在意义？

二　机器霸权：一个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相结合的分析框架

本文提出的 “机器霸权” 这一概念框架， 主要基于对四类文献的思考：

第一类是经典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于机器生产的讨论； 第二类是关于技术的社

会建构研究； 第三类是有关霸权的理论及其在劳工治理领域的运用； 第四类

是对于技术垄断文化的剖析及新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表现分析。 以下将对这

四类文献进行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整合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经典劳动过程理论中的机器生产

劳动过程理论最早的奠基人是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中即有关于

劳动过程的论述； 一百多年后， 布雷弗曼的 《劳动与垄断资本： 二十世纪

中劳动的退化》 则标志着劳动过程理论的形成。 以上两部著作堪称经典，

本部分将简要回顾二者对于机器生产的讨论。

回溯机器发展的历史， 机器在资本增殖过程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

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马克思 （２００４） 在 《资本论》 第一卷中指出， 资本

家使用机器的目的不仅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还有通过机器占有妇女、 儿童

等补充劳动力、 延长工作日以及强化劳动， 以此使得工人的劳动从属于机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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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在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中， 机器与工人之间是对立的、 支配与被支

配的关系：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 是工人利用工具， 在工厂中， 是工人服

侍机器。 ……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 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

资本， 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 ……生产过

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 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 是在以

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 （马克思， ２００４： ４８６～４８7）

继马克思之后， 布雷弗曼 （１９7９） 进一步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的各个历史

阶段和不同行业中， 资本家如何通过对劳动过程进行 “分工” 和 “科学管

理”， 以及利用 “机械化” 等科学技术手段， 将劳动控制权从工人手中转移，

从而导致劳动的全面退化。 他指出， 机械化是造成劳动退化的关键因素———

现代意义上的机器， 就是机器本身具备了确定的运动路线， 并可通过内部的

运动进一步控制工具或工件的运动， 以此把工人降低为生产过程中的工具。

在布雷弗曼看来， 机器运转的控制方式是机器演变的关键性因素， 而这种控

制方式则完全由资本家所操控。 因此， 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个重要职

能是 “使工人群众不能控制他们自己的劳动” ———资本主义这个 “主人”

站在了机器后面， 支配和吮吸工人的劳动 （布雷弗曼， １９7９： １7２）。 布雷弗

曼和马克思一样看清了机器的阶级属性， 但他认为机器不过是资本家意志的

体现， 只是阶级矛盾的替罪羊， “使人类衰弱下去的不是机器的生产力， 而

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使用机器的方式” （布雷弗曼， １９7９： ２０６）。

马克思和布雷弗曼关于机器的论述可归纳为两点： 一是机器不生产剩

余价值， 但它支配和剥削工人的活劳动； 二是机器作为一种生产力包含在

阶级关系中， 成为资本家进行阶级控制的工具。 尽管马克思和布雷弗曼都

揭露了机器作为一种技术具有政治、 经济和社会属性， 其形成与发展遵循

资本的意志， 为资本服务， 但他们并未向人们展示其他技术选择的可能

性。 这不禁让人疑惑： 我们反对的是技术？ 还是那些只服务于资本的技

术？ 对此， 工业社会史学家诺布尔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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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的社会建构观

诺布尔的观点代表的是一种技术的社会建构观， 其核心在于解释技术

如何被社会所形塑。 有别于探讨技术会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 建构论者想

要回答的问题是： 在这些影响发生之前， 在技术生成之前， 社会是如何形

塑技术的？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ａｎｄ Ｗａｊｃｍａｎ， １９９５） 诺布尔 （２００7） 的研究揭示

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兴起的 “数值控制技术” 实际上是一种 “社会选择”，

政府、 美国军方以及企业管理者在影响机器设计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了历史

性角色。 在自动化的技术选择上， 决策者们最终选择了对工人去技能化的

“数值控制技术”， 而非另一种需要依赖熟练技术工人的 “记录-回放” 技

术。 在长达二十年的技术选择和落地过程中， 工会作为 “相关社会群体”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企业工会和地方工会从最初的技术设计、 选择， 到后

来的技术试点应用， 再到为工人争取不变的薪资待遇和劳动控制权， 一直

在与资方进行协商和抗争。 但工会最终落败———从 “技术动力”① 的角度

理解， 军方对性能与命令的重视、 管理层的传统意识形态， 以及技术狂对

技术的迷恋， 都成了刺激这种不计成本与生产率的自动化浪潮的强大动

力， 其力量远胜于工会。

诺布尔的研究一方面说明了技术进步是一种社会进程和社会选择， 其

发展的方向并不具有必然性； 另一方面也警醒人们应该重视争夺对技术的

控制。 他列举了一些对抗资方技术选择控制的例子， 如欧洲工会团结了科

学家和工程师来设计偏向于劳工的技术； 国际机械师协会提出了一个 “技

术的权利法案”， 对新技术的采纳设置条件以保障工人的利益。 简言之，

社会建构观让我们看到了技术发展的不同可能性， 对于技术的社会科学研

究不应仅仅局限在其影响上， 而应探讨如何形塑对工人乃至对人类社会有

·０９·

① “相关社会群体” 和 “技术动力” 这两个概念均来源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 （ SCOT）， 前

者指的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将会对技术做出特定的理解， 并对技术的设计进行谈判协商；
后者指的是当一个技术系统靠资本、 技术和人来增值时， 它就建构起了技术动力， 这种

动力赋予了技术系统特定的方向感和速度感。 受篇幅所限， 无法对 SCOT 进行详细介绍，
可参见 Bijker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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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技术， 以及弱势方如何加强对技术发展路径的争夺。

（三）霸权式劳工治理

本文的分析框架同时借用了葛兰西 （２０００） 的 “霸权”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概念。 葛兰西提出的 “霸权” 概念是一种有别于国家暴力的统治手段， 它

指的是统治阶级通过对文化、 意义的建构和操纵， 使被统治者自愿臣服于

统治者的意愿和治理手段。 有别于历史上的封建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的统

治集团不再仅凭武力来对付它的反对者， 而是通过建立 “智识与道德的领

导权”， 将其道德、 政治及文化的价值观建构成日常行为和习俗， 并获得

被统治者的积极认同 （葛兰西， ２０００： ３８）。 结合福柯 （２００３） 后来发展

的理论， 霸权的实施可以理解为统治集团经由论述和规训的方式， 让被统

治者从内在认同统治者的治理方式并按照其要求行事， 同时统治者也赋予

被统治者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使其自愿地服从于这种支配。 在资本主义社

会， 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支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占领。

霸权式统治也被用于基层的劳工治理。 葛兰西 （２００８： ３３６） 评价泰

勒制， 认为劳动群众有 “通过互相劝说的方法或通过个人提出意见和个人

接受意见的方法养成与新的劳动方法和新的生产方法有联系的新的心理生

理的本领和习惯”。 劝说、 自愿认同成为工人参与现代工厂劳作的心理基

础。 然而， 葛兰西 （２００８： ３４４） 也指出， 泰勒制虽然可以让劳动者的身

体 “机械化”， 即以很紧张的速度重复着简单的姿势和动作， 但工人的脑

子被解脱出来进行其他思维活动， 这种思考使工人不大可能保持其驯服

性， 这正是工业家们所担心的。 由此可推断， 霸权式治理具有两面性： 一

方面， 资本家通过塑造积极认同获得了劳工的配合， 似乎更有利于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延续； 另一方面， 霸权式治理也包含了反霸权的潜能， 即这

种意识形态的支配经由批判性思考可以被打破。

当代不少劳工社会学家受到了葛兰西思想的影响， 他们借鉴霸权理论

解释资本家对工人的治理和控制， 其中最经典的当属布洛维 （Ｂｕｒａｗｏｙ）

的研究。 布洛维 （１９８５） 对 “强制”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和 “同意” （ｃｏｎｓｅｎｔ） 两

种劳工治理的方式做了详细的区分， 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的 “工厂政体”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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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霸权” 式的， 其特征是国家通过立法等手段干预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

生产， 从而促使工厂的控制手段由强制向 “制造同意” 转变。 资本家通过

“赶工游戏”， 让工人从生产过程中和生产工具上获得一种驾驭感， 工人仿佛

成为生产过程的主宰者， 而不是被机器控制的 “异化者” （Ｂｕｒａｗｏｙ， １９7９）。

机器也成为资本家形塑工人 “认同” 的工具， 这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机器与

工人之间的紧张斗争看起来截然不同。 然而， 这并非工人的胜利， 而是资

本主义 “工厂政体” 从专制体制向霸权体制转变的结果。 可见， “专制”

与 “霸权” 两种 “工厂政体” 的主要区别在于， 前者依赖强制的手段驯服

工人， 而后者则通过说服、 观念灌输、 内化、 规训等非强制的方式获得工

人对生产活动的自愿服从， 从而使工人参与对 “自我” 的剥削。

（四）技术垄断与数字专制

葛兰西的 “霸权” 概念及布洛维对其在劳工治理中的运用帮助我们理

解了技术如何参与霸权式治理。 而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技术逐渐

获得一种垄断地位———技术不仅仅是霸权式治理的参与方， 其本身亦成为

一种霸权。

文化批评家波斯曼在 《技术垄断》 一书中指出， “技术垄断就是一切

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 （波斯曼， ２０１９： ５８）。 他认

为技术垄断文化的起点正是泰勒制， 因为泰勒的思想勾勒出了技术垄断世

界的预设， 如效率是劳动和思想的首要目标； 技术在精打细算方面总是胜

过人的判断； 人的评判并不稳妥可靠； 等等。 波斯曼 （２０１９） 将技术垄断

界定为一种文化， 即认同它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产物。 他把技术垄断比喻

为一种游戏机制———新的技术摧毁了传统的知识垄断， 造成了一种新的知

识垄断。 与此同时， 新的技术也持续不断地对文化和制度进行入侵， 以使

整体环境适应该技术的发展。

相对于波斯曼主要批判的电脑技术和医疗技术， 对于现代生产技术垄

断文化的批判则主要出自劳动过程研究者。 例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当信

息和通信技术被应用于劳动过程的控制管理时， 有学者将其比喻为 “电子

化的全景敞视监狱” ———管理者通过掌握信息即可监控工人的日常工作、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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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效率， 以及其是否遵守生产流程和规章制度， 同时也让工人内化了这

种管理策略以实现自我规训 （Ｓｅｗｅｌｌ， １９９８）。 到了 ２１ 世纪初， 劳动过程

研究者开始关注数字技术。 菲佛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２０１7） 在布洛维的 “工厂政

体” 的基础上提出了 “数字专制政体” ———数字化的人造器物成了资本家

控制工人和使工人原子化的工具， 并且强化、 结合了此前的自动化、 计算

机技术和新兴的数字技术控制策略： 借助电脑对工人进行官僚控制， 通过

机器、 流水线实现对工人的物理控制， 以及使用可佩戴的身体设备监控个

体的行为从而实现对工人的身体控制。 菲佛认为， 在数字专制政体中， 数字

技术所扮演的角色是 “无声的强制”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２０１7： ３５）。 国内学者邓韵

雪 （２０２３） 对于中国智能工厂的研究也发现， 智能摄像头、 物联网、 工业

信息管理系统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资方监控劳动者的新方式， 并形

成了一种 “数字理性霸权”。 但她也指出， 这种数字化监控并非没有漏洞，

工人可以通过拒绝分享数据而削弱劳动控制的有效性。

基于对上述四类文献的回顾， 我们已经意识到新的技术正在无孔不入

地渗透到我们生活、 文化、 制度的各个层面， 它不仅在物质上改造着人们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同时也通过各种论述和文化入侵塑造着人们的意识形

态。 从这个角度而言， 技术具有葛兰西提出的霸权统治的特征。 也正因

此， 我们不能仅看到技术对劳动过程的影响———尽管生产制造技术实施的

具体范围在生产制造和劳动过程中， 我们还需要借助建构主义的视角， 追

问这种影响是如何形成的， 甚至这种技术取向是如何形成的。 这就需要研

究者把视野扩展到劳动过程之外， 考察关于机器的主流论述是如何形成

的， 哪些机构和群体在影响相关论述的形成， 又或者是这些论述如何塑造

相关社会群体的认知和态度， 并最终导致某种技术实现了它对生产和意识

形态的占领。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采用了多种质性研究方法。 对于制造业企业一手资料的获

取主要采用了访谈法、 实地调研法以及田野观察法。 笔者于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１ 年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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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对广东省近 ４０ 家制造业企业进行了访谈或实地调研， 其中主要包括实

施了 “机器换人” 的企业， 以及少量机器人制造商、 集成商和机器人应用

培训机构。 在企业层面， 访谈对象主要为企业管理层， 包括人力资源部门

管理者、 技术部门管理者等， 这部分访谈对象可以为企业的技术升级状况

和劳动力状况提供整体性介绍。 另外， 笔者也通过多种渠道访谈到了拥有

相关经历的一线工人， 包括正经历着企业自动化升级的工人和机器人培训

学院的学员。 在调研的近 ４０ 家企业里， 笔者可以实地参观车间的共有 ２０

家。 通过短暂的实地参观， 可以了解工厂的自动化升级和机器对工人的替

换情况， 也可以简单观察机器与工人之间的分工， 但是无法深入了解机

器、 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互动以及车间的微观政治。 于是， 笔者从中选取

了三家企业并设法进入其中展开较为长期的田野式观察。 ２０１８ 年 7～８ 月， 笔

者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应聘， 先后进入了一家家电厂和一家办公家具厂。

２０２０ 年 7 月， 笔者获得了一家足球厂 （代号： Ｄ 工厂） 的管理层允许， 以研

究者身份在厂里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田野观察。 基于上述方法， 笔者共累积了

近百份小组访谈及个人访谈记录、 １０ 余家企业的车间观察记录， 以及约 ６ 万

字的田野观察记录。

除了通过多种方法获得一手资料， 本研究还使用了文献分析法。 文献

主要是 ２０１２ 年以来主流报刊媒体的报道， 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相关政

策文件。 笔者以 “机器换人” 为关键词， 检索并浏览了近千条相关报道；

借助对 ５０ 余篇典型报道的话语分析， 得以了解媒体报道所呈现的对机器的

看法和报道倾向。 同时， 笔者也收集整理了近 １０ 年来与产业升级转型、 智

能制造、 机器人产业发展、 技能发展相关的政策文件， 包括国家级的指导

性文件， 以及各省份、 珠三角各城市的地方性政策文件， 从而了解整体的

政策导向和各地的具体实施方案。

本文第四部分主要结合了文献分析法以及笔者在多家企业调研所获

取的资料和信息， 第五部分则主要基于对 Ｄ 工厂的案例分析。 Ｄ 工厂成

立于 ２０１４ 年， 是一家生产足球、 运动水壶等运动用品的小规模民营企

业， 全厂员工仅一百余人， 生产工人不足百人， 其业务既包括给国外运

动品牌代工， 也有自主品牌生产。 ２０１８ 年， 该企业全新投产了一条高度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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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的足球球片生产线， 开始生产热拼贴款的高端足球。 次年， 企业

主在看到收益后， 又相继投产了第二、 第三条不同型号的自动化生产线，

产能更高， 每条生产线所需工人数量更少。 尽管球片生产工序实现了较

高程度的自动化， 但位于后端的拼贴和检测工序仍然是劳动力密集型工

序， 依靠的是熟练的拼球女工， 从技术上而言其暂时无法被机器所替代。

相较于在前两家工厂开展的参与式观察而言， 笔者在 Ｄ 工厂有比较充

分的行动自由和交谈自由， 可以自由出入车间观察各个生产工序流程， 并

且在不打扰工人工作的前提下与工人交谈。 而在前两家工厂， 由于笔者进

厂的身份是普工， 工作时间必须在固定工位上工作， 笔者能够观察和了解

到的情况受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 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劳动过程和

人机分工的情况， 却较难对所在工位和生产线以外的情况有更深入的观

察。 从样本选择来看， 选取 Ｄ 工厂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并非刻意选择， 因

为绝大多数企业并不会同意研究者在厂里进行长时间的调研。 尽管本文以

Ｄ 工厂作为主要案例进行分析论证， 但也辅以其他研究方法所得的资料加

以佐证， 因此本文的研究发现并非基于孤例。

四　机器霸权的建构过程

如前文所述， 机器霸权是一套以自动化机器体系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

管理体制。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管理体制， 机器霸权的形成必然经历了一

系列的建构过程。 本部分， 笔者将分析机器霸权的建构， 并将其归纳为三

个过程： 机器意识形态的打造； 政策倾斜和资源汇集； 机器对劳动过程的

支配。 以下将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一）机器意识形态打造

“机器意识形态” 一词首先由波斯曼 （２０１９） 提出， 他借此批判人们

对医疗技术设备的迷信以及对计算机技术的盲目崇拜。 在本文中， “机器

意识形态” 指的是一种对机器生产的盲目崇拜， 相信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

生产装备必然更高效、 更保质、 更稳定可靠、 更安全。 这套信念认为机器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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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让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 占领市场高位， 还能引领国家发展，

在此基础上甚至发展出一种认为机器全方位优于工人的 “机器神话” 。

我国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就提出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发展

战略， 这无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然而， 科学与唯科学主义却有着

实质上的区别。 如果说科学是一种基于实证研究和理性分析的综合性知识

体系， 那么唯科学主义则是一种相信科学可以解释一切现象、 也可以解决

一切人类社会问题的信仰体系。 它成为一种新的道德权威， 主宰人们对一

切的认知和行为模式 （波斯曼， ２０１９）。 机器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唯科

学主义， 相信只要借助机器的力量、 只要机器足够先进， 就可以解决生产

中的一切问题， 实现高质高产的生产目标。 机器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于， 它

忽视了人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机器本身的发明和生产凝聚了科学家、 工

程师、 技术工人等的劳动， 而机器的操作和使用维护也离不开技术工人和

普通工人的劳动。

在中国， 机器意识形态的萌芽最早出现在 ２０１３ 年， 并于 ２０１５ 年达到顶

峰。 经检索发现， 标题包含 “机器换人” 的报刊报道在 ２０１２ 年仅有两条，

２０１３ 年激增到 ２7０ 条，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年更是爆发式增加至 ６０６ 条和 ８３９ 条， 若

包含资讯类网站的报道和转载， 后两年的检索结果则多达每年数千条至近十

万条。① “机器换人” 的话题在 ２０１３ 年主要出现在浙江省的地方日报以及一

些以企业家为读者群的工商类、 市场类报纸上， 从 ２０１４ 年起开始蔓延至长三

角、 珠三角的媒体， 随后更成为全国性主流媒体经常报道的对象。 结合政策

文件分析， “机器换人” 是一项始于浙江省的区域性政策和实践， 随后快速

蔓延至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其他地区， ２０１５ 年后更成为全国性的政策实践。

在浏览了近千条关于 “机器换人” 的报道后， 笔者发现这些见诸报端

的关键词多为 “减员增效” “提高生产率” “解放劳动力” “技术红利”

“推动产业升级” “拉动投资” “必然趋势”， 等等。 绝大多数报道从正面

积极阐述了 “机器换人” 在各方面的作用， 仿佛只要机器 “上马”， 制造

·６９·

① 若以 “机器人” 为标题关键词检索， 报刊报道的数量自 ２０１３ 年起高达每年六七千条， 网

站覆盖数量则为每年近十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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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霸权”的建构与解构：基于南方某自动化工厂的案例分析

业企业面临的各种发展瓶颈和挑战都能迎刃而解。 只有极少数报道关注到

“机器换人” 可能带来的问题和潜在威胁， 但这些为数不多的报道几乎淹

没在一片叫好声中。 其中一篇被广泛转载的报道可能代表了企业主们的理

性逻辑——— 《温州老板的精明账本： 招千人不如花 １ 亿元买机器》。 该文

通过两家企业的成功案例分析了 “机器换人” 的投入与产出， 其结论是使

用机器不仅节约了用人成本， 还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张文婷、 章

斐然， ２０１５）。

如果说 “划算” 是企业主的基本理性逻辑 （尽管可能是缺乏远见的），

那还未形成一种机器意识形态。 媒体对于机器意识形态的塑造作用在于，

它们只关注 “机器换人” 这一高度自动化的技术升级路线， 而鲜少报道那

些渐进型的、 更注重劳动者的技能养成但同时收效缓慢的技术改造路线，

这使得其他的技术选择未能进入大众视野， 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化机器成了

技术升级的唯一选项。 例如， 媒体广泛宣传了东莞的首家 “无人工厂”，

尽管 “无人工厂” 实际只是一个车间， 只适用于部分工序， 且同样需要工

人看管， 但它可能迅速成为一种导向。 又如， 有报道宣称机器可以数十倍

地提升生产效率， 而实际上这只发生在个别行业的极个别工序， 但这足以

驱使很多中小企业哪怕贷款也要上机器。 在夸大机器作用的同时， 这些报

道却甚少提到大规模引入机器可能出现的问题， 如机器的调试和维护所需

要的人力、 物力； 产品品种或型号切换后机器的适用性； 特殊工序自动化

成本过高或难以自动化； 等等。 极具倾向性的媒体背后是代表这一技术选

择的利益相关方———机器人制造商、 自动化装备供应商等资本力量。 他们

为媒体提供了大量成功的案例和数据， 并且常常作为访谈对象、 专业人士

出现在报道中。 作为技术红利的受益者， 他们也必然成为机器意识形态的

支持者和鼓吹者。

不仅是媒体， 许多地方性政策也陷入了这种机器意识形态。 事实上， 关

于制造业升级的全国性政策文件中并未明确提出 “机器换人” 的策略， 但许

多地方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却把智能制造的目标简化成了 “机器换人”， 因为

直观而言， 机器代表的是先进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而工人代表的则是

落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广东省的一份规划文件公开明确地提出了若干指

·7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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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如要求到 ２０２０ 年， 机器人产业产值达到 １０００ 亿元， 机器人数量达到 １００

台 ／ 万人 （广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５ａ）。 从实际完成情况来看， 广东省的机器

换人率远超预期， 而这一成果又促使政府部门制定了新的目标———２０２１ 年

出台的 《 “十四五” 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 到 ２０２５ 年， 制造业机器

人密度要实现翻番， 即接近 ５００ 台 ／ 万人。 如无意外， 中国届时将成为全球

机器人密度最高的国家。

当机器成为先进制造的代表时， “机器换人” 成了一种 “竞赛”， 企业

主通过竞赛比拼市场竞争力， 地区之间通过竞赛比拼产业升级速度， 国家

则通过比较机器人的产量、 销量、 密度等数据比拼制造业发展水平。 对于

是否引入机器以及在多大范围内使用机器已经不仅仅是出于理性的计算和

分析， 对机器的狂热崇拜、 对机器作用的夸大想象都成了 “机器换人” 热

潮的背后推手。 机器意识形态一旦形成， 关于 “机器优越” 的神话便开始

主宰一个企业、 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关于何为发展、 何为升级的想象。

（二）政策倾斜和资源汇集

在 “机器神话” 的宏大论述中， 产业升级政策不断向 “机器换人” 式

的技术路径倾斜， 极大地加快了企业 “换人” 的步伐。 率先通过政策倾斜

推动 “机器换人” 的省份是浙江省， 早在 ２０１３ 年， 浙江省就提出五年内

投入 ５０００ 亿资金推动机器换人 （仇锋平， ２０１３）； 广东省紧跟其后， 计划

在三年内投资 ９４３０ 亿元推动两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机器换人 （广

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５ｂ）。

但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有机会获得政府的政策、 资金支持。 政府在制定

当地产业升级转型的规划时已决定重点扶持哪些产业， 逐步淘汰另一些产

业。① 由此， 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使得资源逐步汇集到了与机器人

研发及应用密切相关的行业， 使得那些难以应用机器人的行业或是需要渐

进式技术积累的企业在此浪潮中不断被排斥和边缘化。 一些转型升级成本

·８９·

① 如广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５ 年制定的 《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５ 年） 》 就对各

市重点发展的产业作出了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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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或难以转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例如制鞋业、 服装业等， 则在缺乏

政府扶持和成本上涨的情况下不断外迁、 内迁或关停。

在政策扶持和资源汇集下， 我国的机器人产业发展空前迅速。 在 “机

器换人” 的早期， 大多数企业购置的机器设备多从国外进口， 价格昂贵且

后期维护不便。 但随着资源的聚集， 国内机器人制造商和集成商的发展势

头如雨后春笋， 国内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和其他机器设备价格不断下调， 性

能也不断提高， 销量更是节节攀升。 据笔者持续数年参观某大型自动化装

备及工业机器人展览会了解到的情况， ２０１８ 年售价为十几万元的国产工业

机器人， 到 ２０２０ 年价格已下降至不到 ５ 万元， 个别制造商的产品甚至卖到

了 ３ 万元左右； ２０１９ 年时市场上的协作机器人主要为国外品牌， 每台本体

机价格即高达 ２０ 多万元， 到 ２０２０ 年时则已出现国产品牌的协作机器人，

售价约为 ９ 万元 ／ 台。 另有报告显示， 工业机器人的成本回收期在 ２０１２ 年

时为 ５． ２ 年， ２０１５ 年时已降至 １． 7３ 年， 到 ２０２０ 年时估计下降至 ０． 77 年

（前瞻产业研究院， ２０２０）。 机器人价格的下调使得 “机器换人” 的成本大

大下降， 也使得对机器的推崇不再停留在意识层面， 机器开始大规模、 全

面地 （不仅是试点） 在大大小小的工厂里落地了。

政策的支持不仅在实施层面推动了机器意识形态的落地， 也在认知层

面进一步强化了 “机器优越” 的观念， 从而巩固了 “机器霸权”。 由于政

府和企业都以机器替代率、 生产效率等作为技术评估的主要指标， 而这些

指标无疑可以获得大量正面的案例和数据， 从而证明了这项技术选择的正

确性和合理性。 问题是： 这样的技术评估体系是否经过了不同政府部门和

相关社会群体的全面综合论证？ 技术的评价指标是否过于单一？ 技术对社

会各个面向的影响是否被充分考察？ 很显然， 经济指标之外的技术影响并

未得到全面的考量和评价。

（三）劳动过程支配

机器霸权的最终建立还是要回归到劳动过程中， 即资本通过机器实现

对劳动过程的支配。 当绝大多数企业选取了以自动化机器系统为中心的技

术改造路径时， 机器便成为生产过程的中心。 与此同时， 工人在生产中需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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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掌握的技能不断被机器取代， 自主性逐渐丧失， 而工人 “去技能化” 的

结果又进一步加强了机器所享有的霸权。

对于机器人等新兴技术如何导致工人面临新一轮的 “去技能化” 以及

资方如何借助新技术强化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笔者在以往文章中已有讨

论， 在此不再赘述 （许怡、 叶欣， ２０２０）。 此处主要讨论机器意识形态如

何在生产过程中被转化成机器霸权。

一是管理层对机器与工人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管理层的眼中， 机器高

效稳定且不带情绪， 而工人却会犯错、 偷懒、 情绪化； 机器是提质增效的

动力， 工人则是增加经济和管理成本的负担； 机器若出现故障问题会被宽

容， 会被归结为是人的问题， 是使用者没有调试好或者配合好机器， 工人

若犯错则是他们自身的能力问题或者主观态度问题。 如何强化工人的服

从？ 那就是想方设法将核心工作从工人身上转移到机器上， 让机器成为生

产过程的主导和中心。 这种核心工作和技能的转移也是劳动过程控制权的进

一步转移， 相对于泰勒制流水线的 “概念” 与 “执行” 分离 （布雷弗曼，

１９7９）， 机器人技术的应用则是将分工中执行的部分也转移给了机器。

二是工人对机器霸权的接受。 笔者发现， 工人对机器的认知并非都是

基于自己的经验， 有时候是不经思考地接纳了媒体所宣扬的那套 “机器优

越论”。 比如， Ｄ 工厂的工人被询问 “觉得机器快还是工人快” 时， 他们

大多数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机器快。 如果笔者出示数据说明工人比

机器更快， 有些工人甚至会下意识地带入管理者的那套说辞——— “工人做

久了会累， 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得就会慢； 但机器就不会， 机器是稳定的”。

在其他工厂的访谈也显示， 不少工人认同 “机器承担了大部分的、 最重要

的劳动， 而工人只是起辅助性作用” 的说法。 可见， 在机器意识形态之

下， 工人也对自身的劳动价值产生了怀疑并且自我贬值。

但仅仅在意识层面认可机器还不够， 资方还通过各种策略让工人主动

或被迫接纳机器。 一种情况是在自动化程度高、 机器运行稳定的生产线

上， 工人的工作很轻松， 甚至可有可无。 例如， 笔者调研了一家高度自动

化的电子产品企业， 其每条生产线只保留一个 “开机员” 的岗位， 从事该

岗位的开机员表示： “每天上班， 只要把料放好， 机器就自己做了……不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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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什么技术。” 可有可无的主观感受让工人觉得自己的劳动完全附属于

机器， 并产生了 “机器确实比人优越” 的认知。 另一种情况是工人被迫接

受机器的支配。 在一些人工辅助的半自动化生产线上， 机器往往会加快工

人的工作节奏、 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 也因此导致了工人和机器的冲突，

只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往往是工人的退让和被迫接受。 笔者在调研中曾观察

到一个例子： 在一家生产办公椅的工厂里， 管理层将后段工序的包装和搬

运机器人的工作节拍设定得太快， 给前段工序的工人带来一种强烈的赶工

压力， 有老工人偶尔破坏包装箱的外形使机器无法识别从而暂停运转。 但

这种夺回工作节奏掌控权的尝试很快被管理层识破， 老工人被调离原岗

位， 原岗位由新工人接替。 机器对工作节奏的掌控权再次被确立， 工人不

得不适应这样的节奏和强度， 否则就只能离开。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不

管工人是主观上认可机器的优越性并臣服于机器， 还是迫于管理层的权

威、 被动接受机器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者， 机器霸权终究在生产车间中建立

起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 机器霸权建构的三个过程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先后顺

序。 尽管从逻辑上来说似乎有先有后， 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

程。 机器对车间生产的掌控可以强化机器意识形态， 政策的出台也可以强

化机器意识形态， 而机器意识形态的巩固又进一步促进了政策的倾斜并扩

大车间的机器霸权。 也正因此， 如果有一个环节受到质疑或被打破， 那么

整个机器霸权也将受到挑战。

五　车间机器霸权的解构与再建构

（一）在具体生产场景中解构机器霸权

在产业升级的宏大话语中， 中国制造业已经历了近十年的技术改造实

践， 机器生产从宏观的意识形态到具体的车间生产运作都获得了其霸权地

位。 然而， 正如一些劳工学者所言， 车间是一个劳资双方角逐的 “战场”，

霸权统治亦是一个开放性的、 争夺性的历史过程 （Ｅｄｗａｒｄｓ， １９7９； Ｌ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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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 机器霸权亦不例外。 在工人不断被机器排挤和替代的过程中， 工

人也在挑战着机器的权威和中心地位。 本部分将围绕论述中常见的三个

“机器迷思”， 在具体的生产场景中解构所谓的 “机器霸权”。 这三个机器

迷思分别是： ①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更快； ②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

产品质更高； ③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更稳定。 所谓 “迷思”， 代表的

是一种盲目的崇拜和迷信， 即相信机器必然在各方面比工人更优越。 这种

对机器的盲目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唯科学主义， 忽视了机器的不足， 也贬低

了人的劳动在生产中的重要性。

１． 解构机器迷思之一： 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更快

提高生产效率无疑是机器展示其优越性的主要方面。 确实， 许多证据

表明， 机器在生产制造的很多环节都可以发挥提效的作用。 在广东省， 过

去十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近一倍 （广东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广

东调查总队编， ２０２１）。 这些证据也造就了一个机器迷思———机器生产必

然比人工生产更快。 然而， 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 以及在不同的生产工序

和工艺中， 机器在生产效率上并不总是优于工人，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

是机器与工人共同协作的结果。

笔者在 Ｄ 工厂的田野观察当中， 比较了同一工序机器的生产效率和工

人的生产效率， 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 熟练工人的生产效率和机器相当甚

至比机器更高， 而新手工人的生产效率则比机器低。 由于 Ｄ 工厂运行中的

自动化球片生产线有两条， Ａ 产线生产六边形的 ３ 号小球片， Ｂ 产线生产

１ 号、 ２ 号大球片———其形状和面积相当于 ４ 块连在一起的小球片， 因此笔

者需要分别对不同产线、 不同型号球片的特定工序进行比较。 于是， 笔者

选取了折边工序和涂边胶工序进行观察和记录。 这两道工序也是 Ｄ 工厂仅

有的两道可供比较的工序， 原因是大部分生产工序要么由机器完成， 要么

由工人完成， 只有在产量要求较大的时候， 管理者才会把原本由机器生产

的工序分配给工人生产， 从而增加产量。

第一道比较的工序为折边工序， 即通过热压技术对球片各边进行压模

定型。 Ｂ 产线的折边工站加工一片 １ 号球片的平均用时是 ４５ 秒； 而在另一

处人工操作的非自动化机台上， 工人加工一片 ２ 号球片的平均用时是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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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工人加工球片的用时仅为机器的三分之一。 惊讶于工人相较机器的效

率之高， 笔者询问了一位生产主管， 得知两种型号的球片材质不同， 压模

时长有大约 ５ 秒的差异， 而在扣除压模时长差异后， 自动化机器生产仍需

约 ４０ 秒 ／ 片， 比工人加工要慢得多。

第二道比较的工序是涂边胶工序， 即为完成折边的球片各边涂上胶

水。 笔者记录和比较了机器、 熟练工人以及新手工人加工两种型号球片各

自的生产效率。 同样是 １ 号球片， Ｂ 产线的边胶工站加工一片的平均用时

为 １7 秒； 熟练工人加工一片的平均用时为 １５ 秒； 对于新手工人， 其上岗

头一个星期加工一片的平均用时为 ３４ ～ ６０ 秒———上岗前两天用时接近 １ 分

钟， 几天后效率提升将近一倍， 但仍低于机器和熟练工人。 对于生产另一

型号即 ３ 号球片的 Ａ 产线， 机器加工平均用时 ８ 秒 ／ 片， 熟练工人平均用

时 ９ 秒 ／ 片， 新手工人平均用时 ２５ 秒 ／ 片。 表 １ 是对两个生产工序机器和工

人生产效率的比较。

表 １　 机器生产与工人生产用时比较

工序 自动化机器
工人

熟练工人 新手工人

折边 １ 号球片： ４５ 秒 ／ 片① ２ 号球片： １５ 秒 ／ 片 —②

涂边胶
１ 号球片： １7 秒 ／ 片 １ 号球片： １５ 秒 ／ 片 １ 号球片： ３４～ ６０ 秒 ／ 片

３ 号球片： ８ 秒 ／ 片 ３ 号球片： ９ 秒 ／ 片 ３ 号球片： ２５ 秒 ／ 片

  注： ①扣除材质区别导致的压模时长差异， 机器用时仍需约 ４０ 秒 ／ 片。
②由于折边工序的人工生产需要操作机台， 因此管理者只安排熟练工人操作， 不会安排

新手工人操作。

在 Ｄ 工厂中， 除了可以直接比较机器与工人的生产效率， 还有其他的

证据可以说明机器生产并不总是比工人更快。 例如， 在笔者调研期间， Ａ

产线的分拣工站已经停运多时。 分拣工站位于生产线的最末端， 其功能是

将前段工序加工好的球片按照一定规律分拣摆放， 最后再传送到拼球线。

对于分拣工站停运的原因， Ｄ 工厂的设备工程师张工解释说， 由于 ３ 号球

是 ３２ 片式的， 分拣机器在抓取球片时速度跟不上， 只能停运。 现在取而代

之的是由两名工人进行人工分拣。 Ａ 产线出现的这个问题恐怕在产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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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已经注定了， 但要通过产线改造纠正这个缺陷所投入的成本是资方短

期内不愿意承担的， 于是通过灵活的、 廉价的工人来弥补机器的缺陷成了

权宜的选择。

对 Ｄ 工厂多个工序的观察比较至少可以说明， 机器并非必然比工人更

快。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或由其生产工艺所决定， 或是

受加工材料特质的影响， 又或是产线本身设计就存在问题。 Ｄ 工厂所生产

的产品足球相较于其他工业机器人应用广泛的行业产品， 如电子电器、 汽

车汽配等， 生产的材料和工艺差异较大： 一是材料软， 二是涉及多次刷

胶， 造成球片易粘连， 这些都是机器生产的不利因素。 事实上， 不仅是 Ｄ

工厂的例子， 一些其他证据也表明机器并不总是比工人快。 笔者调研的一

家齿轮生产企业曾进行过两个机器人实验项目， 但比较后发现自动化产线

的生产效率还没有人工产线高， 自动化产线产量是 ３２０ 件 ／ 天， 而非自动化

产线产量是 ４００ 多件 ／ 天。 其原因是他们公司产品 “种类多、 批量小”， 产

品切换后机器调试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有些种类的产品甚至无法用机器

生产。 对于产品多样化， 或者使用的材料、 工艺特殊的企业， 机器效率反

而更低的情况其实非常普遍。 归根结底， 工人在灵活性、 适应性和能动性

方面还是优于机器的。

既然机器生产未必比人工生产更快， 那么许多企业主为什么还是要用

机器来取代工人呢？ 笔者认为， 企业主建立自动化产线有双重动机： 一方

面是为了减员以便管理，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技术升级提升企业形象和竞争

力， 从而获取更多的订单。 虽然熟练工人的速度比机器快或者和机器相

当， 但是新手工人的速度则比机器慢多了。 一旦人员流动率变高， 过分依

赖工人则会导致生产速度的不可控。 另外， 受机器意识形态的影响， 机器

人代表着先进生产力， 在特定行业建立自动化产线也为企业带来了 “行业先

驱” “科技创新” 等荣誉， 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形象， 从而进一步扩大市场。

２． 解构机器迷思之二： 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品质更高

尽管普遍认为机器生产的产品质量比人工生产更有保障， 但实际上 Ｄ

工厂的情况恰恰相反。 笔者通过与质检员的对话了解到， 在自动化产线的

折边和涂边胶工序中， 机器生产的不良率比人工生产更高， 原因仍然与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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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球片材料的特性及生产工艺有关———球片材质偏软， 影响机械手的抓取

和摆放的准确度； 涂胶后球片黏度高同样影响机器操作。 质检员表示， 机

器生产的不良率是动态变化的， 在设备调试好的时候， 不良率较低； 经过

一段时间的运作后， 不良率会变高 （比如机器臂的末端沾上了过多的胶），

这时候就要找设备工程师重新调试机器了。

为了验证机器生产不良品的情况， 笔者曾特地在 Ａ 产线的折边工站旁

观察过该工站机器的运作， 并记录下三种或导致不良品的失误情况： 第一

种是机械手抓取球片后没能准确地把它摆放在模具里， 从而导致热压时把

球片压坏， 变成废品； 第二种是传送带运来的球片有重叠， 机械手无法抓

取， 需要工人暂停机器并将来料清走； 第三种则是机械手漏抓， 来不及抓

取传送带上的球片， 导致球片掉落， 需要人工再次投料。 笔者测算了折边

机器在某一个时间段内的报废量， １５ 分钟报废了 ４ 片球片； 而工人通过人

工操作机台完成的折边工序， 几乎不会出现不良品。

自动化产线不仅在折边与涂边胶两个核心工序中容易生产不良品， 在

后端分拣工序中也经常出现差错。 如前文所述， Ａ 产线的分拣工站因其设

计上的缺陷已被停用， 经过改良的 Ｂ 产线分拣工站也被停用了一段时间。

笔者询问 Ｂ 产线的组长和工人， 他们都说因为觉得机器不好用， 所以没有

开。 该分拣工站的一名女工反映说： “机器分拣拣得不好， 胶涂得合不合

格它分辨不了， 拣完以后我还得人工再拣一遍。” 这名女工提到的机器分

拣不良的情况， 指的是机械手目前的能力只能通过识别球片上的二维码，

将球片抓取后按照设定的程序进行分拣。 然而机器无法识别前段涂胶工序

的合格情况， 因此仍然需要工人用荧光检测笔照射球片胶面， 用肉眼判断

是否有断胶、 漏涂等不合格情况。

通过上述观察和访谈可知， 在 Ｄ 工厂的案例中， 机器在折边、 涂边胶、

分拣三个工序中都比工人更容易生产出不良品。 在实际生产当中， 由于质检

员只是定时巡检、 抽检， 而机器本身又无法识别不良品， 机器生产的不良率

并不能被完全统计， 其生产的不良品也未必可以被完全筛查出来。 如果没有

后端分拣工人兼任质检工作， 这些不良品将被传送到更后段的拼球工序， 并

由拼球线女工承担相应责任。 数名拼球线女工均表示， 在产品最后的全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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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如果发现不合格的球会找到负责拼球的工人———每个拼好的球上会贴上拼

球工的编号， 可以修补的就要修补， 无法修补的则要罚款。 “不管是折边的

问题， 还是涂胶的问题， 上面 （管理层） 不管的， 都是找我们 （负责）。 所

以我们拼球的时候就要看下球片的折边好不好， 不好的话就不要用。”

３． 解构机器迷思之三： 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更稳定

人们对于机器性能和运作都比工人更稳定的迷思常常来源于他们对机

器作为一种人造器物的迷信。 他们认为机器既不会感到疲劳， 也不会产生

情绪， 更不会像人一样具有自由意志， 因此认为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

更稳定。 然而， 在现实的生产场景当中， 频繁的机器报警、 或大或小的机

器故障引发的生产线停顿才是自动化工厂的常态。

笔者在 Ｄ 工厂田野调查期间曾记录了多次生产线机器故障或报警， 以

下是其中的两段记录：

7 月 １６ 日， Ｂ 产线翻转工站， 从 １６ ∶ ５０ ～ １7 ∶ ２０， ３０ 分钟内出现

９ 次报警， 包括停顿、 卡料， 不包括漏抓 （漏抓后球片掉落到传送带

下方， 需要重新人工投放， 但不会引起报警）。 每次工人都要从背胶

工站跨过产线的梯子过来处理， 主要是看下有没有卡料， 然后再按启

动按钮。 该工人负责看管两个工站， 因此当他站在一个工站的时候，

他需要时时留意另一个工站的报警指示灯。

7 月 ２３ 日， Ｂ 产线的分拣工站早上运行了一会儿就因故暂停了，

张工在检修， 机器的操作界面上显示 “存在寿命预警器件”， 询问

得知有一个灯源坏了。 这边还没修好， 组长又来叫张工去看另一边

的点胶机， 说是球片出现断胶， 点胶嘴不出胶了， 张工只好又跑去

调试点胶机， 所幸那边的故障比较快就处理好了。 后来张工又得外

出采购维修分拣机器所需的配件， 只好让电工也来帮忙修理。 直到

中午吃饭时间， 分拣工站的机器才修理好。 停工期间， 一直由工人

人工分拣， 但是也不耽误生产进度。 下午的时候， 分拣工站虽然已

经开始运作了， 但是短时间内发生了多次异常， 从 １４ ∶ ２０ ～ １４ ∶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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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５ 分钟内， 发生了 １０ 次异常， 其中约有三四次报警， 另外六七

次则是未报警的失误： 漏抓、 卡料、 摆放错位等， 都是需要人工介

入处理的。

由上述观察可见， 自动化机器远不如人们想象的运行稳定。 Ｄ 工厂的

证据显示， 小到耽误一两分钟的常规化报警， 大到耽误数小时的零部件故

障， 再到因生产线设计缺陷或加工材料特性导致的长期运行不良， 机器的

不稳定给生产运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亚于工人因疲倦或偶尔情绪不满所

造成的影响。 事实上， 在 Ｄ 工厂调研期间， 笔者虽然不时听到工人对薪资

待遇或管理方式有所抱怨， 但这些不满并未转化为实际行动， 也并未因此

影响生产。 相对于机器， 工人 “情绪化、 会怠工” 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是管

理层的担忧和想象， 而非经由比较得出的客观事实。

工人通过长期与自动化机器共事， 不断地看清机器的各种不足和漏

洞， 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相对于机器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 工人可以在机器

产能不足的时候补足产能， 甚至做得比机器更好更快； 工人也可以协助处

理机器生产过程中所遗留的各种问题， 如处理卡料、 帮机器捡漏、 识别不

良品； 个别熟练工人甚至可以在机器运行过程中对机器进行即时调试， 如

擦掉多余的胶水、 调整摆放不正等。 尽管某些操作不符合安全生产规范，

却显示出一种工人对机器的优越感———因为工人可以预知机器的运行轨

迹， 所以无须畏惧。 而管理层对于这种违规操作持默许态度， 因为如果每

次卡料或小故障都要停机后再处理， 生产速度将大大降低。

因此， 笔者认为， 受产品本身的特性、 工艺要求以及自动化产线研发

和运作的成熟度等多种因素的限制， 机器生产并非总能在效率、 品质和稳

定性上优于人工生产， 所谓的 “机器神话” 并不必然成立， 机器生产只适

用于特定产品类型、 工序或工艺条件。

（二）资方对机器霸权的维护与再建构

在实际生产中， 当工人自然而然地发现机器的漏洞并破解机器迷思

后， 工人重新看到了自己的劳动价值， 他们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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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然而， 这与资方采取 “机器换人” 策略的初衷背道而驰。 为了持续维

护机器的霸权地位， 管理层需要重新确立机器的权威及其在生产中的中心

地位。 通过对 Ｄ 工厂的田野观察， 笔者发现管理层采取了科学的改进方法

以及强化管理权威两种方式维护机器的霸权。

如前文介绍， Ｂ 产线的分拣工站由于报警过于频繁及无法识别不良球

片等问题， 负责该工站的组长和看机员停止了分拣机器的运作， 看机员采

用人工分拣的方式保持该工序的正常运转， 上级管理者在日常巡视的时候

也默许了这种方式。 如此， 工人发挥了自主性以应对机器运行不良， 生产

的进度和质量得以保证， 本应是好事。 然而， 当该厂的最大股东———李总

来巡厂的时候， 果断中止了这种工人 “自由发挥” 的工作方式。 李总把现

场的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训斥了一通， 指责他们 “不会用科学的方法分析

问题， 总是用 ‘土方法’ 解决问题”， 并强调 “不能让工人自行发挥想

象”， “标准化作业是很重要的， 否则我们投入的机器全白费了”。

在李总的指示下，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尝试了多种 “科学的改进方

法” ———提高烤箱温度、 给机器涂抹防粘涂层、 降低球片黏性等。 在尝试

了这些方法后， 生产总监吴总反馈说：

翻转工站现在很少报警了， 之前老报警是感应器的问题， 已经做

了调试， 机身也做了清洁保养， 涂上一层铁氟龙可以防止胶水粘上

去。 机器运行顺畅的话， 这个岗位和投料的岗位可以合并， 一个看机

员就可以了…… （针对球片太黏导致的机器报警） 我们调高了烤箱的

温度， 由 ６５℃调至 7０℃， 让球片黏度没那么高了……机器就是这样，

要不断去调试。

与此同时， 为了强化管理权威， 避免工人发挥自主性， 管理人员在机

器上方加了一个显眼的提示牌， 写着 “禁止随意关机， 有异常按灯通知组

长”。 如此， 工人的自主性被剥夺了， 工人只能依上级主管指示完成相应

的工作， 哪怕遇到容易解决的机器生产导致的问题， 也无权自主处理。

在运用了科学的改进方法后， 机器频繁报警的问题确实得到了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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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闲置的机器重新被启用。 然而， 机器的恢复运作并没有减少工人的工

作量， 也无益于提升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 相反， 机器的正常运行仍然处

处依赖工人 “土方法” 的介入。 例如， Ｂ 产线的分拣工站仍然需要工人完

成机器未能完成的工作， 如人工分拣不良球片、 未喷码及没有位置存储的

球片， 以及人工下料和添加料。 折边工站和点胶工站的看机员的日常工作

是在机械手运行的间隙伸手进入加工区以抚平球片、 处理卡料。 这种操作

既不符合安全规范， 也不符合管理层的 “科学设定”， 但是脱离了工人

“土方法” 的干预，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机器将无法正常运作。 可见， 所谓

的 “科学方法” 和 “土方法” 之间未必存在一条客观的界线。 科学的方法

不过是将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在生产中积累的知识与智慧转移到机器上

面， 以此来改良机器。 但讽刺的是， 来源于人的劳动价值的机器最后却被

用于替换人的劳动。

另外， 强化管理权威的方法虽然在短期内维护和再次确立了机器霸

权， 并且削弱了工人的自主性， 贬低了工人的劳动价值， 但是长期而言，

车间里的机器霸权可能让企业陷入无人可用的困境。 出于机器意识形态，

高层管理者总是习惯把机器的故障和问题归咎于人， 人成为机器缺陷的

“背锅者” 和 “补锅者”， 这种处理方式最终将反噬企业， 影响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

举例来说， 在 Ｄ 工厂， 因为机器故障导致生产延误等问题而挨训最多

的是生产线的主管或组长。 Ａ 产线主管小徐， 入职两年多， 从 Ａ 产线投产

之初就负责该产线。 小徐告诉笔者， Ａ 产线刚上线的时候问题多， 他天天

工作到晚上十二点才能下班。 工资是固定的， 每月七千多， 加班也没有加

班费。 在高强度高压力之下， 小徐提出辞职。 他说： “老板没有挽留我。

现在产线顺了， 只需要找一个组长来负责就可以， 工资只要四五千。 我走

了老板还可以省些钱。” 在小徐提出离职后， 负责管理整个车间的吴总先

后约谈了两名有经验的一线工人， 想要提拔他们为组长， 但都遭到了拒

绝。 以往的工厂研究通常反映基层工人晋升困难、 晋升渠道太少， 这也是

导致工人流动率高的因素之一， 但是 Ｄ 工厂的工人却拒绝晋升， 这有悖常

理。 对此， 小徐解释说： “他们都看得到 （组长） 这个活儿不好做， 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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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高多少。” 笔者又找到了其中一名拒绝晋升的工人刘姐询问原因，

她觉得做组长压力太大了承担不了， “我自己看机器， 就知道这些机器是

不是会出问题。 看一台还好， 要管一条线就顾不过来了。 到时候产量做不

出来， 又要被老板叫去骂。 每个月就多三五百元， 不值得”。

不仅基层管理岗位面临无人可用的困境， Ｄ 工厂看机员岗位的流失率

也非常高。 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 7 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Ｂ 产线的看机员已经换

了两拨， 原因据说是工资待遇不高， 工作内容单调， 年轻人都不愿意干。

事实上， 在自动化产线投产之初， Ａ 产线的看机员岗位是有一定技能要求

的， 工人承担着 “多能工” 的角色———上下料、 处理卡料、 机器报警后的

复位重启、 球片的初步检测和摆放等。 当时为了激发工人的积极性， 管理

层允诺给看机员发放岗位津贴， 每人每月 ３００ ～ ５００ 元， 这批享有岗位津贴

的工人基本都留下来了。 然而随着生产线运转逐渐稳定， 后面入职的看机

员不再享有此待遇， 其薪资水平下降为普工标准， 于是工人不断流失。 遗

憾的是， Ｄ 工厂的管理逻辑仍然是机器优先， 同时想方设法地削减岗位和

节约用人成本。

六　结语：探索解构机器霸权的意义

在 ２０１６ 年南京召开的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 上，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

会董事、 中德智能制造研究院的负责人霍尔格·科尔博士对中国兴起的

“机器换人” 热潮发出提醒， 他说： “发展智能制造， 不能用机器来挤压

人； 人拥有最高智能， 任何时候都不该被忽略。” 他指出， 德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无人化工厂” 设想已经被证明行不通， 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

都要以人为中心， 而不是以机器为中心 （颜芳， ２０１６）。 科尔博士的看法

也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之一。 遗憾的是， 作为智能制造的德方专家， 他的提

醒似乎没有得到政府和企业界的足够重视———从后续几年机器人等自动化

装备的销量来看， “机器换人” 的热度有增无减。

本研究基于对数十家自动化工厂的一手调研资料和大量的文献分析，

提出了 “机器霸权” 这一概念框架， 并阐述了机器霸权的一般性建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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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以及解构此霸权的微观实践。 机器霸权的一般性建构经由三个过程，

即机器意识形态的打造、 政策倾斜和资源汇集， 以及机器对劳动过程的支

配。 机器霸权的建构过程体现了在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的特定情境下机器

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属性如何被塑造。 但霸权式治理的特点在于它仍然是

一个开放性的、 争夺性的历史过程， 存在反霸权和被解构的可能性。 因

此， 本文通过一个工厂案例， 在具体的生产场景中发现和解构了三个机器

迷思， 即 “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更快” “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品

质更高”， 以及 “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更稳定”。 借此， 我们至少在某

种程度上破除了 “机器必然比人更优越” 的迷思， 挑战了机器的霸权地位

和千篇一律的 “机器换人” 式的技术改造路径。

本文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了 “机器换人” 式的技术升级路径存在的问

题， 同时也试图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还原这一技术选择的建构过程并对其进

行解构。 剖析机器霸权的建构过程是为了揭示技术的选择是一个社会进

程， 但它并非中立，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在这个进程

中争夺着对技术的控制权。 但这还不够， 只有对其进行解构， 才有可能打

破机器霸权、 澄清机器迷思、 消除机器意识形态。 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意

义上的尝试。

本文认为， 解构机器霸权的意义可以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是对于企业

的意义。 企业应该意识到， 对机器和技术的盲目崇拜并不总能提升效率和

改善产品品质， 提质增效往往是人与机器共同努力、 相互配合的结果； 尊

重劳动者， 提升其技能水平、 改善其劳动待遇、 充分发挥其能动性更有利

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竞争力提升。 其次是对于政策制定者的意义。 政策对

于技术选择的方向和最后落地起着极大的作用， 然而目前大多数政策考虑

的只是技术的经济效益， 忽视了技术的社会影响。 技术对劳动者的就业、

收入、 技能等各方面的影响， 以及更广泛的对于劳动力的迁移、 家庭消费

能力、 劳资关系及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影响均应被评估并纳入考量。 除此以

外， 产业政策的制定应该有相关社会群体的代表参与， 工会、 社会保障、

民政等部门均应参与其中， 而非仅由科技、 经贸或工信等部门主导， 这些

部门也应该充分聆听相关社会群体的声音。 未来的技术扶持政策， 应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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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以人为中心”、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人机协作”， 以及可实现技术与社

会双重升级的技术选择。 最后是对于工人的意义。 目前大多数制造业企业

缺乏有效的工人代表机制， 在此情况下， 如果工人能够看到机器的局限与

不足， 则可能从个体层面尝试把机器的不足转化为自己的议价能力， 例如

要求涨薪； 同时， 这也有利于激励工人提升其技能水平， 重拾在工作中的

主体性。 然而， 这些个体层面的行动尽管并非无益， 却难以对企业的技术

选择产生影响。 只有当工人群体的组织基础和代表机制变得更强大、 更有

效时， 才有可能把对机器霸权的解构真正转化为集体的议价能力， 也才有

可能对技术改造的方向和方法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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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劳动监控：基于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

　邓韵雪*

摘　要：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展，数据的生产、收集、集成和分析成为劳动

监控的关键环节。基于对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本文分析了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劳动监

控的影响。本文发现，智能摄像头、物联网、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工业互联网平台等

数字技术已经成为资方监控劳动者的新方式，并推动了数字驱动的劳动监控的兴起。

本文分析了工厂中的员工活动监控、生产过程监控和算法监控的主要方式，并指出数

字驱动的劳动监控呈现三个新的特点：第一，监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资

方通过生产数据和劳动者个人数据的生成、流通、集成和分析自动化，使得劳动监控

更为全面、持续、精准；第二，数字化劳动监控突破了工作场所和劳动过程的范围，

使得劳动监控的时空范围进一步扩张；第三，在监控的技术方面，数字化劳动监控的

运行关键在于塑造劳动者对数字技术的全能性的想象。但是，一些工人积极通过日常

抵抗的方式削弱了数字化劳动监控的有效性。本文认为，在数字化劳动监控快速发展

的背景下，应重视对工人数字权利的保护。

关键词：数字技术　劳动监控　智能制造　数字权利

一　前言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 大数据、 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

能等数字技术被加速应用于制造业的工作场所中。 ２０２２ 年工信部公布的数

据显示， 我国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试点示范类项目超过 １５００ 个， 工

业 Ａｐｐ 数量达到 ２８． ３２ 万个 （张辛欣， ２０２２）。 随着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４１１·

** 邓韵雪，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制造

业 ‘机器换人’ 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及干预机制研究” （１９CSH０４５）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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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劳动监控：基于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日益被运用于劳动监控领域， 对劳资权力关系造成了重要影响

（Ｗａｒｉｎ ａｎｄ ＭｃＣａｎｎ， ２０１８）。

劳动监控是指管理层实时监控、 记录和跟踪员工绩效、 行为和个人特征

的行为 （Ｂａｌｌ， ２０１０）。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工作场所中的劳动监控是资方在

劳动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 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

（Ｌｙｏｎ， １９９３）。 ２０ 世纪以来， 随着技术的发展， 监控的主要方式经历了从

“具身的监控”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到 “技术驱动的监控”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的转型 （Ｌｙｏｎ， ２００３）。 在早期的劳动监控中， 主要是

由工厂主、 管理人员、 工头等对劳动者进行直接观察、 测量和记录。 例如，

在 ２０ 世纪初期，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亨利·福特就通过计时器记录工

人完成生产动作的时间， 以提高生产效率； 他甚至雇用了专职人员调查员工

在厂外的私人生活， 以发现可能干扰其工作表现的个人问题 （Ａｊｕｎｗ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7）。 随着电子摄像头、 远程监控体系、 计算机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 资方在工作场所中的监控能力获得了突破性的提升， 监控的范围、

程度和有效性大幅拓展。 技术驱动的监控使得资方可以获得大量关于生产过

程和工人个人的信息， 从而加强对工人日常工作的直接监督， 更及时精确地

测量工人的生产绩效， 更严密地考核其是否遵守标准操作流程 （Ｆｒｅｎｋｅｌ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姚建华， ２０２１）。

随着物联网、 人脸识别摄像头、 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数字技术的应用， 工

厂中劳动监控的方式和逻辑可能出现新的变化。 但是， 现有关于中国技术升

级与劳动的研究主要关注数字技术对劳动者就业、 技能水平、 议价能力的影

响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ｆ， ２０１7； Ｓｈａｒｉｆ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９； 许怡、 叶欣， ２０２０），

较少关注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劳动监控的影响。 因此， 一些重要的问题尚没

有得到深入探讨。 例如， 在数字化转型升级背景下， 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监

控呈现怎样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数字驱动的劳动监控对劳动者造成了哪些

影响？ 劳动者的抗争方式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将

主要基于四个工厂的案例研究， 分析数字驱动的劳动监控的主要方式和特

点， 并讨论劳动者应对数字化劳动监控的行动策略。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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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二　文献回顾

（一）监控理论：全景敞视主义与后全景敞视主义

关于监控的研究主要受福柯对全景敞视监狱 （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 的研究的

影响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２００３）。 全景敞视监狱是由边沁提出的一种可以实行自

动化监控的建设原则和空间策略。 该建筑物包括一个位于中心的哨塔， 以

及以其为圆心的一圈牢房。 牢房之间彼此分隔， 每间牢房都有一扇面向哨

塔的窗户。 米歇尔·福柯 （２００３） 指出， 这种空间设计导致了监视者和囚

犯间的 “不对称的注视”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ｇａｚｅ）： 监视者可以从哨塔中随时

观察囚犯的饮食起居、 一言一行， 而囚犯却无法看到监视者的行为。 这种

不对称的注视创造了不确定性， 即囚犯虽然知道自己处于监控之下， 但又

不确定监视者是否正在注视他。 为了避免言行被惩罚， 囚犯内化了监视者

的目光， 并通过观察自己、 调整自己的行为参与到对自身的监视中。 在此

基础上， 福柯 （２００３） 进一步分析了学校、 军营、 医院和工厂的运作机

制， 展现了权力如何通过全景监控塑造了驯服和具有生产力的现代主体。

总体而言， 全景敞视主义 （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ｉｓｍ） 的核心机制是利用空间技术制造

注视和知识的不对等， 以实现监控的自动化和可持续化， 从而塑造自我规

训的主体。

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理论主要基于对 １９ 世纪到 ２０ 世纪初的资本主义

社会监控机制的分析。 随着计算机、 互联网等通信信息技术的发展， 监控

模式开始出现一系列重要的变化。 一些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当代社会中监控

机制的转型， 并建构了后全景敞视主义 （ ｐｏｓｔ⁃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ｉｓｍ） 的理论框架

（Ｗｏｏｄ， ２０１０； Ｂｒｉｖｏｔ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ｒｏｎ， ２０１１； Ｃｌａｒｋｅ， １９８８； Ｈａｇｇ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Ｅｒｉｃｓｏｎ， ２０００； Ｄｅｌｅｕｚｅ， １９９２）。 研究认为， 与全景敞视监控相比， 后全

景敞视的监控机制呈现一系列显著的差异，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

一， 在监控技术方面， 全景敞视的监控权力主要通过对空间的封闭、 分

割、 塑造可见性程度等实现对主体的管控与塑造， 而在当代社会中， 监控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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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劳动监控：基于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

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空间设计， 而主要基于对个人行为的数据痕迹的追踪和掌

握 （Ｃｌａｒｋｅ， １９８８； Ｚｕｂｏｆｆ， ２０１９）。 例如， 罗杰·克拉克 （ Ｃｌａｒｋｅ， １９８８）

提出了数字监控 （ｄａｔａ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的概念， 认为后全景敞视监控主要基于对

海量数字信息的识别、 收集和分析， 从而管理和影响主体行为。 第二， 在

监控的权力结构方面， 全景敞视主义强调监控权力的中心性， 监控主要表

现为等级式的、 自上而下的单向注视， 而在当代社会中， 监控权力具有

“去中心化” 的特点， 主要呈现 “根茎状” （ ｒｈｉｚｏｍａｔｉｃ） 结构①， 监控权力

具有非等级化、 分散和灵活的特点 （Ｈａｇｇ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Ｅｒｉｃｓｏｎ， ２０００）。 第三，

在监控对象方面， 全景敞视监控关注的主要对象是身体， 重点是通过规训

权力的运作对身体进行调节和矫正， 而后全景敞视监控关注的主要对象是

去肉身化的数字化个体 （Ｈａｇｇ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Ｅｒｉｃｓｏｎ， ２０００） 或个人行为的数据

痕迹 （Ｚｕｂｏｆｆ， ２０１９）。 例如， 凯文·哈格蒂和理查德·埃里克森提出了监

控组装 （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的概念 （ Ｈａｇｇ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Ｅｒｉｃｓｏｎ， ２０００）。

他们认为， 当今社会的监控机制的运作逻辑是先把身体从具体的物理属地

和社会环境中抽离出来， 将身体分割、 转化为数据流， 然后再将碎片化的

数据流在不同的计算中心 （如金融机构、 购物中心、 警察局） 中重新组装。

监控的主要目的是塑造方便移动和测量的 “数字替身”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ｏｕｂｌｅｓ）②，

以便对个人行为进行预测、 诱导和调节 （Ｈａｇｇ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Ｅｒｉｃｓｏｎ， ２０００）。 第

四， 在监控权力与主体的互动关系方面， 全景敞视主义强调监控是全能

·7１１·

①

②

凯文·哈格蒂和理查德·埃里克森的研究提出了 “监控组装” 的概念， 指出当代监控的

特点之一是监视网络中存在多种不同的监视技术和实践 （如社交媒体监视、 全球定位系

统、 电子监控摄像头等）。 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是中心化的， 而是呈现分散、 非层次

化的特点， 类似于植物多分枝的根茎。 不同的监控技术收集的离散数据流可以在不同的

时空情境被组合起来， 从而使得监控网络更具灵活性， 以适应不同情况的监控需要。 因

此， 他们提出了监控权力的根茎状结构的比喻。 （Haggerty and Ericson， ２０００）
在凯文·哈格蒂和理查德·埃里克森的研究中， “数字替身” 是指通过数字技术对个人的

碎片化信息和行为数据进行收集、 整合和分析， 从而创建关于个人的虚拟数字形象。 通

过生成数字替身， 监视机构可以在个人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 对个人行为进行模拟、
预测和操纵。 例如， 当一名消费者在网络购物平台浏览和购买商品时， 该消费者的购物

时间、 购买的商品、 浏览记录等数据可能被平台进行汇集和分析。 在此基础上， 购物平

台可以创建关于该消费者的数字替身， 从而更好地掌握其个人特点、 购物习惯、 消费喜好

和行为模式等。 网络购物平台可以进一步基于数字替身预测消费者未来的购买行为， 从而

开展更精准的广告推送和个性化的营销服务。 （Haggerty and Ericson，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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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的、 无处不在的， 个人难以逃离监控， 因此不得不内化观察者的目光并参

与到对自身的监控中， 而后全景敞视监控理论强调， 虽然监控在现代社会

普遍存在， 但并不是全能的， 主体有资源和能力对监控体系进行操纵和利

用 （例如， Ｂ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０）。 此外， 被监控主体的行动策略更加多

元、 复杂， 不是简单地服从和默许监控， 而是积极地渗透、 抵抗， 甚至积

极利用监控体系， 从而塑造了监控机制的运作 （Ｔｉｍｍｏｎｓ， ２００３； 韩炳哲，

２０１９）。 因此， 监控系统不能只被视为资方强制或者技术进步的产物， 而

应该从具体的权力关系中进行理解， 并分析多元行动者在塑造监控系统中

的角色和互动 （Ｓｅ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１９９２； Ｍａｒｘ， ２０１６）。

全景敞视主义和后全景敞视主义的监控理论对于劳动监控研究具有重

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全景敞视主义与后全景敞视主义之间虽然存在显

著差异， 但二者并不是对立或割裂的关系。 在现实的监控情境中， 往往存

在二者的交织与融合， 因此需要具体分析监控技术背后的运行逻辑和权力

机制。 一些学者将上述理论的成果应用于劳动监控的分析， 重点分析了技

术变迁背景下劳动监控的性质的转变与新形态。

（二）技术驱动的劳动监控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 数字技术的应用， 一些前沿研究分析了资方运用

新技术开展劳动监控的实践、 劳动者对技术驱动的劳动监控的看法和行动

策略， 以及围绕劳动监控展开的权力博弈。 其主要研究内容可以被划分为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一些研究分析了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如何影响了技术驱动

的劳动监控的运作， 特别是法律制度、 国家政策框架、 工会和集体谈判制

度等对劳动监控模式的影响 （Ｐａｙ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Ｋｒｚｙｗｄｚｉｎ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其中， 乔纳森·佩恩等学者 （Ｐａｙ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对比了英国和挪威的零售业中数字化劳动监控的情况， 发现挪威更有效地

限制了资方在工作场所应用数字技术。 他们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挪威有更

强有力的保障劳动者数字权利和个人隐私的法律制度， 这使得工人和工会

有更强的 “制度性力量”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因此， 即使在工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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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劳动监控：基于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

性力量比较薄弱的行业中， 工会也能通过动员法律等制度削弱资方应用数

字化监控的能力。 而在英国， 由于法律保护比较薄弱， 工人更多地依靠结

社性力量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 但是， 在一些工会组织比较薄弱的超市

中， 工人就很难与资方就数字技术的应用开展博弈。 此外， 马丁·克日夫

津斯基等学者 （Ｋｒｚｙｗｄｚｉｎ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的研究指出， 由于德国工会和

资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相对均衡， 德国采用了 “统合主义”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的模式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统合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工会参与了人工智能国

家发展战略的制定， 还参与了人工智能的行业标准的制定。 此外， 根据德

国劳动法律的有关规定， 在引入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时， 资方必须咨询工

会并与其进行协商， 而且用于监测工作表现和工人行为的技术系统必须经

由劳方和资方共同审查和决定。 在塑造技术形态的过程中， 德国工作委员

会和工会建构了 “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 （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Ｉ） 的理念，

强调人工智能技术的首要目的是促进人的福祉和尊严， 并在人工智能的设

计、 规范、 应用等过程中有效地保障了工人权益。 因此， 这些研究认为，

技术驱动的劳动监控实践是嵌入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 并受到法律、

劳动关系等制度的制约。

第二， 一些学者基于工厂案例研究， 重点分析了工作场所中以信息通

信技术为基础的劳动监控的运作机制及特征 （ Ｚｕｂｏｆｆ， １９８８； Ｓｅ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１９９２）。 其中， 肖莎娜·祖博夫 （ Ｚｕｂｏｆｆ， １９８８） 基于对美国

工厂的分析， 提出了 “信息化的全景敞视监狱”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

的比喻， 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强化了资方收集、 记录和分析信息的能力， 从

而加强了劳动监控。 她指出， 一方面， 在智能工厂中， 资方对 “信息” 的

掌握构成了劳动监控的核心。 资方通过运用计算机自动测量和记录工人的

生产活动， 使得工人的工作表现被量化为客观的数据， 并实时展示给管理

者。 在这种情况下， 信息系统如同一个 “单面镜”， 可以让资方随时随地

观察工人生产活动的情况， 还可以对工人的工作效率进行比较和排名， 并

纠正工人违反标准生产流程的行为。 由于资方可以实时了解工人的生产情

况， 使得工人不得不调节自己的行为， 从而使得劳动监控内化了。 但另一

方面， 祖博夫认为， 为了让这套信息化管理系统发挥效果， 需要让工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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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查看和理解有关生产的数据， 以进一步提高其工作表现 （Ｚｕｂｏｆｆ， １９８８：

３５６）， 从而为工人操纵和利用数据创造了空间 （Ｚｕｂｏｆｆ， １９８８： ３５１）。 此外，

格雷厄姆·苏埃尔和巴里·威尔金森 （Ｓｅ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１９９２） 也分

析了信息技术对工厂中劳动监控的影响， 并提出了 “电子化的全景敞视监

狱”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 的概念。 他们的研究强调， 除了管理者对员工

的纵向监控之外， 资方运用电子信息系统建构了生产小组内部的横向监

控。 通过电子信息系统， 资方可以公开展示各生产小组的生产效率、 产品

质量和出勤信息， 促使小组内部进行横向监控， 加强工作小组各成员的互

相观察和自我规训。 与传统的全景敞视监视不同， 权力的运作不是制造被

观察者之间的彼此隔离， 而是促成他们之间的连接和信息交流， 通过测

量、 排名、 组间竞争等策略推动劳动者间的相互竞争。 因此， 在电子监控

系统中， 工人处于电子眼的纵向监控和同事的横向监控的双重压力下， 从

而推动工人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规训。

第三， 一些研究分析了工会等工人集体组织限制和调节技术驱动的劳

动监视的行动策略 （Ｐａｙ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Ｌｌｏｙ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Ｃｉｒｉｌｌ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研究指出， 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工会提出了新的挑战， 资方往往通

过不召开协商会议、 不通知工会代表等形式拒绝工会参与关于技术改造的

决策 （Ｐａｙ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但是， 工会通过塑造内部团结、 积极运用集

体谈判制度、 动员社会力量的支持等策略， 有效地影响了数字技术的应用

范围、 方式、 时空等， 保护了工人的数字权利和隐私权。 例如， 卡洛琳·

劳埃德等学者 （Ｌｌｏｙ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基于对英国和挪威食品和饮料加工业

的研究发现， 虽然英国的法律对于劳动者数字权利的保护比较薄弱， 但一

些工会通过组织集体行动成功地限制了资方在工作场所中监控工人的做

法。 例如， 在一家饮料加工工厂， 工会要求资方在安装摄像头时， 必须与

工会签订协议， 列出所有摄像头的清单， 并限制摄像头安放的位置和拍摄

的内容； 工会还规定， 资方在调看摄像头拍摄的内容时， 必须有工会代表

在场。 西里洛·瓦莱里娅等学者 （Ｃｉｒｉｌｌ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对意大利汽车制造

业工厂的研究发现， 工会成功地通过签订集体合同的方式限制技术监控的使

用范围， 规定工业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制造执行系统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０２１·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版权所
有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3zq
rXO
jeeu
EBy
wU
60d
m0
Zm
5A
kfN
hsn
q4l
LPp
AQ
8aC
EkP
mb
iqB
tR8
Cjj
0Kn
I+6
n6v

数字时代的劳动监控：基于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ＥＳ 系统） 不能用于采集劳动者个人的工作速度和生产绩效数据，

也不能用于对工人的纪律处分。 此外， 乔纳森·佩恩等学者 （Ｐａｙ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的研究发现， 挪威工会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公开 “点名并指责” 滥用

数字技术监控劳动者的公司。 由于挪威的消费者比较关注劳动者的隐私权

和个人信息权， 因此这一策略往往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第四， 一些学者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劳动者个人对技术驱动的监控体系的

态度和看法， 以及他们影响和塑造监控体系的多样化的行动策略 （Ａｎｔｅｂ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 ２０１８； Ｂ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０； Ｂｒｉｖｏｔ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ｒｏｎ， ２０１１）。 米歇

尔·安特比和柯蒂斯·陈 （Ａｎｔｅｂ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 ２０１８） 分析了美国机场安检

工作中的技术监控与个人化的抗争策略。 他们的研究发现， 当安检员工将

技术监控视为资方强制的管理策略时， 不是简单地内化监视的目光， 而是

会尽量逃避监控 （如借上厕所离开工作岗位）， 但员工的逃避策略也会促

使资方进一步增强技术监控。 彼得·贝恩和菲尔·泰勒 （Ｂ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０） 基于对英国客户服务中心的研究， 强调了工人的集体抗争在塑造技

术监控中的作用。 他们的研究认为， 电子全景敞视监狱的隐喻夸大了技术

监控的有效性， 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 技术监视并不是全能的、 无法逃避

的， 而是存在诸多权力的间隙， 为工人的日常抗争提供了空间。 此外， 研

究发现， 除了抵抗劳动监控的策略外， 劳动者还会通过自我展示、 监控他

人等方式主动参与到劳动监控的建构中。 例如， 马里恩·布里沃和伊夫·

根德龙 （Ｂｒｉｖｏｔ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ｒｏｎ， ２０１１） 基于对法国巴黎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民

族志研究， 呈现了劳动者建构技术监控网络的复杂图景。 他们的研究发

现， 资方应用了电脑信息管理系统来呈现律师的工作成果， 其本意是加强

对工作质量的监控。 但是， 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 律师一方面通过主动展

现和暴露有利于自己的工作信息来建构自身的可见性， 从而影响他人对自

身工作的评价； 另一方面， 他们也会积极审查其他律师 （包括级别更高的

律师） 的工作成果， 从而形成横向监控和自下而上的监控。 在这一情境

中， 劳动监控不是简单地体现了资方的意图， 而是被塑造为建构可见性和

监视他人的游戏。

在国内研究方面， 一些前沿研究分析了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劳动监控的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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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征， 分析重点是网约车、 外卖、 快递等服务业平台经济中的算法监控

（冯向楠、 詹婧， ２０１９； 庄家炽， ２０１９； 陈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韩文龙、 王凯

军， ２０２１；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２１）。 这些研究认为， 基于数据收集、 互联与分析的

劳动监控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劳动控制的基本特征之一， 对平台工人的自主

性与劳动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例如， 冯向楠、 詹婧 （２０１９） 的研究指

出， 外卖平台通过智能手机、 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可以对骑手的位置、 送

餐路线和工作进度进行实时监控和记录， 并在此基础上基于算法派送订

单、 增加劳动强度、 加强劳动控制。 陈龙 （２０２０） 分析了外卖行业中的

“数字控制”， 指出平台系统通过收集骑手的运动轨迹和运动状态等数据，

将骑手转变为数据生产者， 并通过分析算法组织和调节骑手的劳动过程，

从而强化劳动秩序、 降低骑手的工作自主性。 韩文龙、 王凯军 （２０２１） 的

研究指出， 外卖平台通过将骑手的行动路线等信息实时传递给消费者， 实行

算法与消费者的共同监督， 从而将消费者转变成劳动监控的主体。 庄家炽

（２０１９） 对平台企业快递员的研究发现， 资方通过包裹上的条形码和信息监

控系统加强了对工人的劳动管控和工作追查。

国内研究也生动地展现了平台工人如何反过来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抗争， 挑

战资方的算法监控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８； 孙萍， ２０１９； Ｌｅｉ， ２０２１； Ｌｉｕ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２０２１）。 这些研究指出， 平台工人通过积累有关算法的知识和经验、 动员社

会关系、 形成在线集体组织等方式对抗数字化劳动监控， 提高劳动报酬和

权益。 其中， 陈羽洁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８） 对网约车平台的研究指出， 司机会采

取 “算法行动主义” 的策略。 例如， 她通过调查数据发现， 约 ４０％的网约

车司机会在手机里安装抢单软件， 或者在多个手机设备上注册车辆， 以绕

过平台企业的算法监控， 争取回报更高的订单。 与此类似， 孙萍 （２０１９）

的研究发现， 外卖骑手会采取 “逆算法” 的劳动实践， 如通过与店家合作

下虚假订单以获得平台的奖金， 或与其他骑手私下进行转单来逃避算法的

时间监控。

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技术如何形塑劳动监控和劳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

思考维度。 但是， 这些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 现有关于技术进

步与劳动监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 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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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劳动监控：基于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

由于中国的资方-国家-劳工-技术关系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新

技术对中国劳动监控模式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 其次， 国内的研究主要关

注新兴的服务业平台经济企业， 较少关注传统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

监控的影响。 考虑到制造业工厂的工作组织、 劳动过程等与外卖、 网约

车、 快递等服务行业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具体分析两种

产业中劳动监控的异同。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 本文将主要分析中国智能

工厂中，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了劳动监控的模式， 以及工人针对数字化劳动

监控的抗争方式。

三　研究方法

２０１８ 年 7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笔者在广东省和湖南省对超过 ５０ 家制造

业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 参观了企业的生产车间， 并开展了问卷调查和访

谈。 在调查的基础上， 本研究选取了 ４ 家工厂进行案例研究。 选取这 ４ 家

工厂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在制造业中属于数字化转型比较深入的企业， 已经

应用了物联网、 工业信息管理系统、 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数字技术。 其中 ３

家企业被政府或行业协会评选为数字化转型的示范工厂。 因此， 这 ４ 家企

业为我们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劳动监控的影响提供了窗口。 笔者在这

４ 家工厂中共收集了 ４８ 个深入访谈案例， 访谈对象包括管理人员、 专业技

术人员和普通员工。 针对管理人员， 访谈的重点主要是企业开展数字化转

型的动因、 现状， 数字化转型对生产过程、 员工管理、 劳动关系的影响。

针对专业技术人员， 访谈的重点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 遇到的困难，

以及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绩效的影响。 针对普通员工， 访谈的主要内容

是数字化转型对工人技能、 劳动体验、 劳资互动的影响， 以及员工关于数

字技术驱动的劳动监控的看法。 以下对 ４ 家工厂应用数字技术的情况做简

要介绍。

Ａ 工厂是一家位于长沙市的机械装备制造业工厂， 共有员工约 ５００ 人。

Ａ 工厂所属企业为上市公司， 该工厂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推行企业数字化转型，

并自主研发了工业互联网平台。 到 ２０１８ 年， 该工厂基本实现了数字化转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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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并于 ２０２２ 年被评为全球 “灯塔工厂”① 之一， 属于数字化转型的全球

标杆企业。 在被调研的 ４ 家企业中， Ａ 工厂的数字化程度最高， 应用了智

能摄像头、 物联网、 工业信息管理系统、 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

Ｂ 工厂是一家位于汕头市的玩具制造业工厂， 所属企业为上市公司，

共有员工 ４９６ 人。 该工厂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推行数字化升级， ２０１7 年成为智能

工厂， 是粤东的智能制造样板工厂。 该工厂应用了工业物联网和工业信息

管理系统， 后者主要包括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ＲＰ 系统） 和制造执行系统 （ＭＥＳ 系统） 等。

Ｃ 工厂位于深圳市， 是一家汽车电子制造业工厂。 该工厂是汽车配件

行业的二级供应商， 共有员工约 １7０ 人， 主要生产汽车点火模块、 传感器、

微电机控制器等产品。 该工厂从 ２０１7 年开始推行企业数字化转型， 主要应

用了工业信息管理系统， 包括 ＥＲＰ 系统、 ＭＥＳ 系统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系统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Ｌｉｆｅｃｙ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ＬＭ 系统） 等。

Ｄ 工厂位于深圳市， 是一家电子制造业工厂， 全厂约 １１００ 人， 主要产

品是键盘、 鼠标等。 Ｄ 工厂所属企业为上市公司， 该工厂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探

索数字化转型， ２０１５ 年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第一批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工厂。 该工厂主要应用了人脸识别摄像头、 物联网和工业信息管理系统

（ＥＲＰ 系统、 ＭＥＳ 系统） 等数字技术。

四　数字化劳动监控的主要方式与特征

根据对智能工厂的实地调研情况， 本部分将重点分析资方如何运用数

字技术实施劳动监控， 主要介绍智能摄像头、 物联网、 工业信息管理系

统、 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技术在建构员工活动监控、 生产过程监控、 算法监

控方面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智能工厂中数字化劳动监控的主

要特征。

·４２１·

① “灯塔工厂” 项目由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咨询公司发起， 目的是在全球寻找制造业工厂

数字化转型的标杆。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全球共有 ９０ 家工厂入选， 其中 ３１ 家位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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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劳动监控：基于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

（一）智能工厂中劳动监控的主要方式

１． 智能摄像头与员工活动监控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智能摄像头日益成为资方增强对员工的活动监

控、 提高劳动者可见度的新方式。 据咨询公司 ＩＨＳ Ｍａｒｋｉｔ （２０１９） 的报告，

到 ２０２２ 年， 全球新生产的网络摄像头中， 有 ５０％将配备深度学习功能，

能对被拍摄的物体进行识别和分类。 基于机器视觉的监控系统日益被应用

于分析工作场所摄像头捕捉的实时视频。

智能摄像头通过结合人脸识别技术和行为分析系统， 使得资方可以对

员工活动进行自动化的观察、 记录和分析。 以笔者调查的 Ａ 工厂为例， 该

工厂共安装了 ３００ 多个智能摄像头， 实现了对生产车间的监控视频全覆盖。

这些智能摄像头具备人脸识别和行为识别功能， 能自动识别员工的一些

“异常行为”， 如工作时间看手机、 长时间离开工作岗位、 违规摆放物料、

不按规定着装等。 因此， 与传统的电子摄像头相比， 该工厂的智能摄像头

不仅能记录和观察工人的行为， 而且能识别工人的脸和身份、 判断工人的

行为是否属于违规行为的范畴。 例如， 如果一名工人在工作时玩手机， 智

能摄像头会自动识别工人的违规行为， 然后抓拍人脸， 识别其身份， 并把

照片作为证据上报给信息管理系统， 之后管理人员会根据系统记录和证据

对工人做出扣除绩效的惩罚①。 系统会自动保存员工违规的有关记录， 包

括违规行为发生的地点、 发生时间和持续时间、 抓拍的照片等， 如果工人

对惩罚有异议， 管理人员还可以调取视频和抓拍的照片作为证据。

与传统的电子摄像头相比， 智能摄像头不仅制造了 “持续的凝视”，

而且通过对工人行为的自动识别、 分类、 判断， 实现了 “行为即数据” 的

转变， 使工人在工厂空间中自动变成了数据生产者。 此外， 智能摄像头取

代了管理者的部分监视职能， 可以自动地对工人实施持续的、 具有认知和

判断功能的监视。

·５２１·

① 据 A 工厂的工人介绍， 如果在厂区内违规玩手机， 每被抓拍一次会被罚款 ２００ 元， 罚款

会直接从工资中扣除。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版权所
有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3zq
rXO
jeeu
EBy
wU
60d
m0
Zm
5A
kfN
hsn
q4l
LPp
AQ
8aC
EkP
mb
iqB
tR8
Cjj
0Kn
I+6
n6v

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２． 物联网、 工业信息管理系统与生产过程监控

物联网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是实现工业 ４． ０ （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核

心技术之一。 通过将传感器、 机器设备、 产品和系统等连接到互联网， 物

联网可以实现对物体的实时数据采集和交换， 使得物与物、 人与物之间可

以进行数据的互联互通。 中国互联网协会 （２０２１） 的报告显示， ２０２０ 年中

国物联网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１． 7 万亿元。 在应用物联网的基础上， 制造业

企业开始应用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对物联网收集的海量信息进行分析和管

理。 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包括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ＥＲＰ 系统）、 制造执行系

统 （ＭＥＳ 系统）、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ＰＬＭ 系统） 等。 以制造执行系

统为例， 根据 ＩＤＣ 公司的报告， ２０２１ 年中国该软件系统的市场达到 ３８． １

亿元， 年增长率为 ２３． ３％ （ ＩＤＣ， ２０２２）。 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增强企业

对人力、 物力、 设备、 资金、 技术等资源的数字化管理， 增强资方对生

产、 销售、 客服等经营环节的信息掌控能力。

物联网的应用使得资方可以进一步对生产过程进行数据化改造， 实现

海量、 细颗粒的生产数据的生成和上传， 从而可以对工人的生产表现进行

实时测量和掌握。 Ａ 工厂的一名经理介绍， 该工厂有 １５４０ 个传感器和 ２００

多台机器人， 每天产生的数据量超过 ３０ＴＢ。 通过物联网技术， 资方可以掌

握每台关键设备的实时工作状况， 如机器正在运行的订单、 开机率、 故障

率、 电流电压数据等。 物联网的应用显著地提高了资方的数据采集能力，

使得物品的生产过程被转变为虚拟的数据生成过程， 实现了 “生产即数

据”。 物联网使得资方可以直接获得关于机器运作和生产情况的大量数据，

从而增强资方对工作环境和工人工作表现的监控。

物联网和工业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推动了劳动监控从在场监控到远程

监控的转型。 例如， 制造执行系统 （ＭＥＳ 系统） 可以监控、 追踪、 记录

产品的制造流程的情况， 以提高生产过程的协调性和效率， 加强质量控

制。 管理者不用前往生产车间， 只要登录该系统， 就可以了解生产情况的

实时数据。 Ｂ 工厂的一名管理人员介绍道：

通过 ＭＥＳ 系统， 就是我坐在办公室， 我可以看到每一台设备的生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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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劳动监控：基于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

产状态， 我点每一台设备我都知道当前生产什么机型、 它的过程不良

率， 以及过程中的成品直通率、 不良率或者是生产效率， 甚至是哪个员

工在这个线体操作， 全部在系统上可以查得到。 （访谈， ２０１８０９１０）

当笔者在办公室访谈这名管理人员时， 他就现场演示了该系统。 笔者

在田野笔记中写道：

他在系统中随机点开了一个生产部门的监控画面， 我通过电子画

面能清晰地看到一名工人正在向一台注塑机器中投入原料， 工人在画

面中被用绿色的画框标记， 而机器和物料分别用红色和蓝色的画框标

记， 这表明系统能够对监测对象的类型进行识别和分类。 在监控画面

中， 还可以局部放大一台机器或者一名工人， 观察设备和工人工作的

细节。 （田野笔记， ２０１８０９１０）

远程监控系统极大地降低了管理者视察生产情况的成本和难度。 任何

登录该系统的人员都可以进行实时监控 （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了解整个

生产系统中每台机器、 每名工人的工作进度和实时生产情况， 这使得现场

工人不仅可能受到基层管理人员的注视， 而且可能受到中高层管理人员的

注视， 因此提高了工人和生产过程在资方眼中的可见性。 用 Ｂ 工厂管理人

员的话说， 就是 “董事长坐在办公室， 就可以了解所有设备生产的情况”

（访谈， ２０１８０９１０）。

此外， 通过物联网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ＰＬＭ 系统）， 资方可以

将劳动者的个人信息与产品信息进行绑定， 从而建立劳动者对产品质量的

长期责任制度， 实现 “回溯监控” （ｂａｃｋｔｒａｃｋ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Ｃ 工厂主要生

产汽车的电子产品， 该工厂采用了物联网和 ＰＬＭ 系统， 每个产品上都会

标记一个二维码， 要求每个工序的工人在加工产品时， 扫描该二维码， 以

记录工人的工号、 加工程序等信息。 Ｃ 工厂的一名管理人员说道：

我们每个产品有一个唯一的二维码， 可进行追溯， 也就是说这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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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发到外面去以后， 三年、 五年出现问题以后， 还可以把那个二维码告

诉我， 我还可以追溯， 当时的生产情况、 哪个操作员、 用的是哪一批的

物料、 用的是什么样的工艺都是可以追溯的。 （访谈， ２０１８０９０7）

据该管理人员解释， 该系统的作用之一是加强劳动者的个人责任， 万

一不合格的产品造成安全事故， 还可以追踪其生产责任。 通过将工人的个

人信息与产品信息绑定， 该工厂促使工人确保产品质量， 并为自己生产的

工序负责。 工人通过扫描二维码等数字劳动， 实际上也参与到了对自己的

数字化监控中。

３． 工业互联网与算法监控

在大量收集和占有数据的基础上， 资方还会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对大数

据进行互联和分析， 从而为决策和管理提供依据。 祖博夫 （Ｚｕｂｏｆｆ， １９８８）

的研究展示了资方如何通过运用计算机记录的数据分析工人的生产效率、

检查工人是否遵守了标准作业流程。 但是， 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 当

时还难以实现数据之间的互联互动以及对海量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 而随

着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的发展， 资方对于海量生产数据的集成和分析的

能力大为增强。 工业互联网不仅包括物联网技术， 还涵盖了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 云计算、 虚拟现实 ／ 增强现实等多种数字技术的应用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7； 邵占鹏， ２０２１）。 笔者对案例工厂的调查发现， 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

将企业内部的人脸识别与行为分析系统、 物联网、 各类工业信息管理系统

等多种方式收集的离散数据整合起来， 通过挖掘数据与数据之间的关系，

提高资方对生产信息和工人工作表现的掌控。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 资方通过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试图实现以算法

为基础的劳动监控。 以 Ａ 工厂为例， 该工厂在建设智能工厂时， 强调的一个

原则是要 “打破数据孤岛， 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 通过将多层次的数据

（如机器人的生产数据、 人脸摄像头的数据、 电表数据等） 集成到工业互联

网平台， 分析工人的在岗率、 所操作的设备的运作情况、 消耗的原材料和物

料情况等， 通过多维度数据的对比分析综合衡量工人的生产绩效， 考察工人

的生产表现是否符合标准操作流程。 Ａ 工厂的一名技术经理介绍道：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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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加工设备， 这个工人首先会用氧气去加

工物料。 加工完之后他的作业台是会有废屑的， 按照正常的流程， 我

们培训你这个时候应该是用空气去吹的， 但现场的工人不这样， 为了

省事， 我手上就有氧气， 用氧气吹。 我们通过 （算法） 把它检测出来

了。 你说拿着这个氧气去吹， 第一个造成浪费， 第二个是安全隐患。

这个都是可以通过算法给它全部检测出来的， 所以这个威力就很猛。

（访谈， ２０２０１０１7）

在这个案例中， 在应用算法技术之前， 管理者很难对工人违规使用氧

气的行为进行准确的识别， 因为监控摄像头不能从视觉上分辨氧气和空

气， 管理人员也不可能实时盯着工人的操作流程。 此外， 由于每名工人的

生产效率不同、 产量也会根据订单的变化而存在差异， 所以也不能简单地

通过记录工人的氧气消耗量来判断其是否遵守生产流程。 但在应用算法技

术之后， 算法可以计算每名工人的实时产量数据、 工作时长和氧气消耗量

等数据， 通过将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就可以算出这名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加

工产品所消耗的氧气量是否存在异常偏高的情况， 从而减少工人违规使用

氧气的情况。 因此， 以算法为基础的劳动监控使得资方对劳动者生产表现

的测量和观察更为复杂、 全面和系统， 从而增强了对工人的劳动监控。

（二）数字化劳动监控的特征

资方通过运用智能摄像头、 物联网、 工业信息管理系统、 工业互联网

平台等数字技术， 提高了对生产信息的收集、 集成和分析能力， 为企业提

高生产效率、 改善生产流程、 减少能源浪费、 提高产品质量等提供了数据

依据， 从而进一步加强精益生产、 提高利润率。 但在此过程中， 数字化劳

动监控也可能损害工人的数据权利和个人隐私， 增加工作压力， 进一步降

低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 笔者认为， 与传统的劳动监控方式相比，

数字化劳动监控的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 数字化劳动监控的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其核心特点是监视

者的非人化。 随着机器 ／ 算法取代人类观察者， 劳动监控变得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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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 精准。 案例研究发现， 人脸识别摄像头和行为分析系统、 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数字技术不仅使数据的采集和流通自动化了， 而且使数

据的分析和利用自动化了。 以电子摄像头和智能摄像头的对比为例。 在电

子全景敞视监控模式中， 虽然电子摄像头可以实现持续的监控， 但监控体

系并非全能的、 密不透风的 （Ｂ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０）。 因为虽然电子眼可

以不知疲倦地记录工人的日常行为， 但是仍然需要管理者去识别和分析工

人的行为。 工人们知道摄像头可以看到每个人， 但监控摄像头的人会有选

择地观看 （Ｂｒｏｗｎｅ， ２０１５）。 因此， 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了解

管理人员的行为模式， 从而判断和预测自己何时更可能不被观察 （Ｂ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０： １２）。 例如，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 选择上夜班是我国制

造业工人逃避资方监管的日常策略之一。 由于中高层管理者通常不会上夜

班， 夜班的监管比白班更为放松， 工人偶尔打瞌睡、 玩手机也不会受到

惩罚。

但是， 智能摄像头具有人脸识别和行为分析的功能， 可以实现对违规

行为的自动识别、 记录和上报， 从而进一步压缩了工人在工作场所中的自

主性。 Ａ 工厂的一名车间管理人员说道：

以前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工人比较喜欢上晚班……以前我很不能

理解， 为什么？ 白天上班多好， 我的生物钟也正常是吧？ 我上晚班我还

得熬夜， 这对身体就是一个很大的损耗。 但其实不是的， 他们工人宁愿

上晚班， 为什么？ 白天的话有人管， 晚上自由度非常高。 ……以前没有

数据， 你不可能总是盯着他。 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数字化 （监控） 系统，

你逃不了了。 现在 Ａ 厂的工人你问他喜欢上什么班， 大家都会说上白班

好一点。 （访谈， ２０２０１０１４）

因此， 随着监控流程的进一步自动化， 劳动监控变得更加有效和难以

逃避。

第二， 数字化劳动监控突破了工作场所和劳动过程的范围， 使得劳动

监控发生在多种时空情境中。 如前文所述， 资方应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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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后， 当下游厂商、 消费者发现产品的质量问题时， 可以反馈信息给工

厂， 工厂管理者还可以再追查劳动者生产时的具体情况和有关责任， 从而

使得对生产责任的追溯变得更为精准。 随着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资方

还可能加强对供应商生产情况的数字化监控， 从而使得劳动监控扩展到生

产链的上游。 因此， 劳动监控的时空正在变得更广泛、 更多样、 更复杂。

第三， 在权力技术方面， 数字化劳动监控的运行关键在于塑造劳动者

对数字技术的全能性的想象。 通过数字技术的日常运作， 资方试图让工人

相信， 人工智能摄像头 “总是能知道你是谁， 总是能知道你是否违规”，

从而促使工人自动观察自己的行为， 以符合资方的行为规范。 以 Ｄ 工厂为

例， 在日常的劳动监控中， 智能摄像头的使用频率很高。 Ｄ 工厂实行 “人

脸考勤”， 工人每天上班都需要通过刷脸进入厂区。 当工人刷脸时， 摄像

头旁边的显示屏会显示工人的身份信息， 包括姓名、 工号和证件照， 及其

打卡时被抓拍的照片。 与此类似， Ａ 工厂会对工人的违规行为进行 “每周

通报”， 公开展示智能摄像头抓拍的违规工人的个人信息和照片， 例如展

示工人违规看手机被抓拍的照片， 以及这名工人的姓名和工号、 违规行为

的文字描述、 罚款的金额等。 笔者通过访谈发现， 在密集的人脸识别摄像

头和行为分析系统的监视下， 工人会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 从而不得不在

一些情况下自我观察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一名已经从 Ａ 工厂辞职的技术工

人在解释离职的原因时说：

公司内外几百个摄像头， 无死角监控抓拍， 这就是所谓数字化管

理…… （被抓拍） 看手机罚款、 吸烟罚款、 没戴安全帽罚款， 下班忘

记关公共 区 的 灯 还 是 罚 款， 有 的 部 门 一 个 月 抓 拍 罚 款 能 罚 好 几

万。 ……在这里上班的时候， 感觉时时刻刻都在被监视， 真是战战兢

兢， 就怕哪里违规了要罚款。 （访谈， ２０２３０１０５）

与格雷厄姆·苏埃尔和巴里·威尔金森 （Ｓｅ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１９９２）

的发现不同， 资方的逻辑不是让监控更隐蔽， 而是让监控更可见， 并建构

工人对数字技术是无处不在、 明察秋毫、 自动监管的想象。 在此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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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方试图向工人强调数字化监控的权力和能力， 从而引导工人规范自身的

行为， 塑造自我规训的主体。

此外， 笔者认为与外卖、 网约车等服务业平台经济相比， 制造业工厂的

数字化劳动监控存在两点显著的差异。 首先， 在监控的持续性方面， 服务业

平台经济中的劳动监控具有离散性、 间断性、 相对易脱离的特点， 而制造业

工厂中的劳动监控更为持续、 整合性更高、 相对更难脱离。 在前者中， 平台

工人的工作时间和空间呈现高度碎片化和流动化的特点， 而且工人与平台之

间的劳动关系具有非正规性， 这使得平台工人在退出工作应用程序时， 就

可以暂时脱离算法监控和消费者监控。 换句话说， 平台工人可以比较方便

地实现从被凝视的 “前台” 到不被凝视的 “后台” 的转变———通过在手机

中退出登录应用程序暂时脱离角色、 避开算法和消费者的视线①。 这一情

况有利于平台工人增强对工作和自我的控制感， 从而为他们带来一些积极

的心理和情感效果。 但是， 在制造业工厂中， 工厂空间具有封闭性， 且工

作时间具有连续性， 使得工人不得不长时间处于被观察的 “前台”， 受到

算法的实时凝视和管理者的不对称凝视。 与服务业平台经济中间断性的劳

动监控相比， 持续性的劳动监控更可能降低工人的自主性、 深化无力感，

从而造成更为负面的情感体验。

其次， 在监控对象方面， 服务业平台经济中的劳动监控的主要对象是

劳动者的数字痕迹， 平台工人通常被抽象为数据流或数字符号。 例如， 消

费者在手机应用程序上监控骑手在电子地图中的位置和行动轨迹时， 看到

的并不是肉身化的骑手， 而是去实体化的、 抽象化的图形符号。 通常只有

当消费者与骑手直接接触时， 才会激活对平台工人的着装、 行为、 情感等

的直接身体监控， 但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通常不存在对肉身的实时监控。

而在制造业工厂中， 劳动监控的重点既包括工人的行动和生产的数字痕

·２３１·

① 在这里， 笔者借用了欧文·戈夫曼 （１９８９） “拟剧理论” 中 “前台” 与 “后台” 的概念。
前台是指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公开展示自我的领域， 个体在前台进行角色表演， 通过运用

语言、 行为举止、 外表、 仪态等塑造自我在观察者眼中的印象， 以符合社会对某一角色

的期待； 后台是指个体在社会互动中不被观察的私密领域， 个体在后台可以脱离观察者

的凝视， 因此可以放松社会期望， 展现真实的情感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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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也包括对工人的肉身的实时监控。 在封闭的工厂空间中， 由于电子 ／

智能摄像头的应用， 以及工厂管理人员 （如工头） 与工人较为频繁的直接

接触， 工人的一举一动可能都处于机器 ／ 算法与管理者的凝视之下。 在这

种情况下， 工人在观察者眼中的暴露度更高、 更具有可见性、 隐私性更

低， 同时导致工人对身体和自我的控制度更低。 更具持续性的、 严密的劳

动监控可能是劳动者 （特别是青年） “逃离制造业” 的原因之一。 总体而

言， 智能工厂的监控技术同时体现了全景敞视主义和后全景敞视主义的特

征， 既存在基于空间封闭技术的对肉身的直接监控， 也有基于对抽象化

的、 作为数字流的劳动者的数字化监控。

五　数字化劳动监控体系下工人的日常抵抗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 笔者没有发现工人为了反对数字化劳动监控而

开展集体行动的案例。 总体而言， 制造业工人在资方推行数字化劳动监控

的过程中处于 “失语” 的状态， 难以限制数字技术在工作场所的应用。 例

如， ＭＥＳ 系统的环节之一是负责工序的工人需要扫描产品的二维码， 以记

录产品和工人信息， 这需要工人付出采集数据的劳动， 从而增加了他们的

工作量。 笔者访谈了一名 ＭＥＳ 系统供应商， 问她会不会有工厂工人抵触

ＭＥＳ 系统的应用， 这名供应商回应道：

对我们来说， 工人的抵触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我们会把扫码和

绩效结合起来， 如果不扫码， 那就不承认你完成了这个产量， 绩效考

核就不合格。 （访谈， ２０２０１０１５）

这一回答反映了工人在数字技术的应用方面比较缺乏议价的能力。 研

究显示， 工人集体行动的主要目标至今仍然是维护合法权益， 或者争取更

高的工资 （例如， Ｅｌｆｓｔｒｏｍ ａｎｄ Ｋｕｒｕｖｉｌｉａ， ２０１４）， 反对人脸识别摄像头、

算法技术对工人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利用还没有成为当下工人集体行动的主

要诉求。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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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 工人在日常生产活动中仍然会积极利用数字技术的权力

间隙， 通过拒绝分享自己的经验、 协作数据造假等行为来挑战数字化劳

动监控的有效性。 例如， 笔者在 Ｄ 工厂发现了一起工人拒绝分享自己的

观察和生产经验从而造成工厂损失的案例。 Ｄ 工厂的一名员工在上夜班

时， 根据自己的经验发现设备自动生产的产品有异常， 他猜测应该是工

程师在设备中输入的参数有问题。 按照工厂的规定， 他应该把设备停下

来， 并上报有关情况。 但是， 他并没有将这一情况上报， 而是在监控镜

头前开始了 “劳动表演” ， 他像往常一样正常地给设备上下料， 整个夜

班都在按标准作业流程继续工作。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整晚都在认真地

生产废品” （访谈， ２０２０１０１7） 。 等第二天管理者上班时， 发现昨晚生产

的产品存在瑕疵， 这造成了大量物料的浪费， 使得工厂损失了 ６０ 多万

元。 这名工人说：

我们老员工凭经验有时目测就能发现 （产品） 问题， 但就是不

管。 这种情况半年内就发生了两次， 我们都心照不宣了。 （访谈，

２０２０１０１7）

有趣的是， 数字化监控系统反而成了证明这名员工 “无辜” 的证据。

当管理者检查监控录像和设备数据时， 发现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工程师输入

的参数有误， 而不是员工的操作失误或违反生产流程。 这名员工也 “装

傻”， 表示自己不清楚正确的参数应该是什么， 也没有发现产品问题。 最

后， 这名工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研究认为， 严密的监控体现了资方对劳动者的不信任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可能会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 增加工人抗争、 采取破坏行为

或不配合的情况 （Ｂａｌｌ， ２０１０）。 本文也发现， 严密的数字化劳动监控使得

工人缺乏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从而不利于提高工人的生产主动性和

积极性。 例如， 在访谈过程中， Ａ 工厂的一名工人吐槽道：

摄像头无处不在， 让人感觉全方位不被信任。 ……每天都有人被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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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拍， 然后就是通报和罚款。 让人感觉你想把公司当家， 但他们只想

薅你羊毛。 （访谈， ２０２３０１０５）

研究指出， 尽管当下的大众舆论在不断强调技术在生产中的中心性

（具体可参见本辑中许怡的论文） ， 但技术本身并不是万能的， 在技术升

级过程中仍十分需要基层工人的参与和贡献。 例如， 在本辑中， 黄瑜和

旷轶丹的研究指出人工劳动在人工智能的训练过程中仍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 在缺乏工人合作的情况下， 数字化劳动监控在提升劳动效率和产

品质量方面的作用往往比较有限。 有时工人仅仅是简单的不作为、 不配

合， 就可能对资方造成生产损失， 从而削弱数字化监控体系的有效性。

六　讨论与结论

随着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劳动监控的主要方式也在发生

重要变化。 笔者认为， 在数字化劳动监控体系中， 资方运用数字技术将

工人的日常行为、 劳动工具、 生产活动、 产品等数据化， 并基于对这些

数据的占有、 收集、 分析和应用， 深化了对工人生产表现的测量、 量化

计算以及多维度分析。 本文分析了智能工厂中的员工活动监控、 生产过

程监控和算法监控的主要方式， 并指出数字化劳动监控的特征表现为监

控流程更加自动化和非人化、 监控的时空范围进一步扩张以及积极塑造

劳动者对数字技术的全能性的想象。 与服务业平台经济的劳动监控相比，

工厂的劳动监控更具持续性、 整合性、 相对更难脱离， 不仅包括基于空

间封闭技术的肉身监控， 也包括基于数据捕捉技术的数字化监控。

工人并不是简单地被迫接受数字化劳动监控， 而是通过拒绝分享生产

经验等行为削弱了资方劳动控制的有效性。 在一些情况下， 工人反过来利

用了数字化劳动监控技术， 给资方造成了生产上的损失。 尽管如此， 我们

不能夸大工人的日常抵抗的力量。 目前， 我国工人在企业数字化升级过程

中仍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 很难以集体的形式参与到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

决策中来。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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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 数字技术的设计、 应用和运作是嵌入具体的权力关系和制度

环境中的。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法律制度、 劳工政策、 劳动关系制度 （如

集体协商制度）、 工会组织、 社会力量 （如消费者运动） 等约束和调节了资

方开展数字化劳动监控的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劳动者的隐私权和数据

权 （Ｐａｙ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Ｌｌｏｙ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Ｇａｓｐａｒｒｉ ａｎｄ Ｔａｓｓｉｎａｒｉ， ２０２０；

Ｃｉｒｉｌｌ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Ｋｒｚｙｗｄｚｉｎ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例如， 在法律方面， 欧

盟成员国从 ２０１８ 年开始实行的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赋予了员工更为广

泛的数据权利， 并增强了对资方收集、 传输、 保存和处理员工个人信息的

监管①。 该条例有利于提升员工的数据保护意识， 并为员工反对资方的数

字化劳动监控行为提供了法律基础 （Ａｈｏ ａｎｄ Ｄｕｆｆｉｅｌｄ， ２０２０）。 在劳工政

策方面， 挪威政府为工会代表提供了关于数字技术的培训， 帮助工会更好

地了解数字技术的特点及其对工作的影响， 以帮助工会参与到数字技术应

用的谈判过程中 （Ｌｌｏｙ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此外， 英国、 挪威、 德国等国的

工会通过集体谈判、 社会倡导、 政治游说等策略， 积极影响和参与制定国

家关于技术发展的战略、 技术的行业标准和发展理念、 企业的技术升级计

划， 从而有效地限制了数字化劳动监控对工人权益的侵害 （例如， Ｌｌｏｙ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Ｋｒｚｙｗｄｚｉｎ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因此， 尽管数字技术也被广泛

应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作场所， 但资方采集和分析工人个人数据的方式

和程度受到了诸多限制 （Ａｈｏ ａｎｄ Ｄｕｆｆｉｅｌｄ， ２０２０）。

与上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 我国保护工人的数据权和隐私权的

制度框架和社会力量比较薄弱， 导致数字化监控技术对工人的数字权利和

个人隐私造成了更大的损害。 例如， 在工厂应用人脸识别摄像头、 制造执

行系统、 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时， 被访谈的工人反映企业并没有告知员工收

·６３１·

① 根据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数据主体对于数据

有知情权、 访问权、 更正权、 可携权、 删除权、 反对权等权利。 例如， 知情权是指企业

在收集员工的个人数据时； 必须告知员工收集数据的目的和法律依据， 以及个人数据的

保存期限； 删除权是指员工有权要求删除其个人数据； 等等。 该条例还规定， 企业必须

任命一名数据保护官， 负责监督公司的数据保护政策及其实施情况。 如果企业违反该条

例， 可以被处以最高 ２０００ 万欧元或其全球营业额 ４％的罚金 （以高者为准）。 具体可参见

https： / / gdpr． eu / tag / gdp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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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信息的目的和方式， 员工也没有签署书面的授权同意， 也不清楚工会是

否参与了关于应用数字技术的协商。 本文认为，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

景下， 保障工人的 “数字权利”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 应成为重要议题。 目前，

十分有必要通过相关法律保护工人的隐私权和数据权， 限制人脸识别摄像

头等数字技术在工作场所中的使用， 发挥工会在参与国家关于技术升级的

战略制定和企业的技术升级改造中的作用， 提高工人在应用数字技术过程

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本文初步分析了数字化劳动监控的主要方式和特征， 但仍然存在诸

多不足。 第一， 本文重点分析了资方对劳动者的纵向监控， 没有探讨劳

动者之间的横向监控以及自下而上监控的可能。 在调查过程中， 笔者发

现一些工厂会在车间中用显示屏展示不同生产线、 不同班次 （如白班 ／ 夜

班） 的产量， 公开对比生产小组之间的生产绩效。 那么， 这种数据公开

是否会促成工人之间的生产竞争和相互监控？ 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的研

究。 第二， 本文只讨论了工人如何通过日常的抵抗回应工厂的数字化劳

动监控体系， 没有探讨数字技术制造同意的可能。 在本辑中， 许怡的研

究指出， 塑造 “机器霸权” 是新一轮产业升级的重要特点之一。 这一机

器霸权主要体现为机器在生产中的中心作用， 以及机器人劳动优越于人

工劳动的观念和认知。 与她的研究发现类似， 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也观察

到资方在有意塑造 “数字理性霸权” 。 资方在论述中强调， 算法不会受

到人情、 个人偏好的影响， 能更真实、 客观地反映员工的工作表现， 因

此管理更为可靠、 公平， 从而减少工人对算法控制的质疑。 因此， 在以

后的研究中， 可以进一步探讨工人对数字技术多元化的看法和回应。 第

三， 随着数字化监控技术的应用， 工人不仅表现为具体的、 从事生产的

劳动者， 也表现为抽象的、 被数据化的虚拟劳动者 （数字替身或作为数

据流的劳动者） ； 同时， 生产过程不仅表现为生产物质产品的过程， 也

表现为生产非物质的数据的过程。 那么， 这两种类型的劳动者之间存在

怎样的关系和互动？ 数字替身 ／ 作为数据流的劳动者如何具体影响了劳动

者的工作体验、 意识形态和劳资互动？ 物质化的生产过程与非物质化的

生产过程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与张力， 二者的关系如何影响了劳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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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在本文中没有被分析和讨论。 笔者认为， 以后的研究可以进一

步探讨上述三方面的问题， 从而深化关于数字技术与劳动监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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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劳动监控：基于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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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取暖与游牧接单：虚拟社群中的网约车司机

如何应对平台劳动原子化挑战*

　梁　萌　周文泰　么珈仪　李　尧**

摘　要：平台经济灵活用工模式和个体化的劳动过程，使平台劳动者的原子化问

题越发严峻。本文将网约车行业作为平台行业中原子化问题的典型行业，通过半结构

式访谈和微信群线上观察所获得的田野资料，试图呈现平台劳动者基于租赁公司的中

介型虚拟社群和司机个体的自发型虚拟社群所促发的社群关系和应对策略。在两类虚

拟社群中，网约车司机群体都自主地发起了信息、情感的互助行为，形成了突破物理

空间和虚拟空间局限的可持续社群关系，并发展出应对平台管控和原子化的隔空取暖

与游牧接单等策略，虽然范围有限（仅限于劳动领域）、应对路径单一（仅限于个体

化的行动），但是我们看到了网络社会、数字零工双重冲击下劳动者应对与调适的可

能性，以及该群体的能动性与自主性。

关键词：平台劳动　网约车　原子化　虚拟社群

一　去垄断化时代网约车司机如何应对平台劳动的挑战

网约车行业的蓬勃发展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 一方

面， 它的出现给交通出行领域的商业运营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它

在为民众出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出行策略和消费偏好； 另一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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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北京市社科青年项目 “北京市互联网＋服务业和谐劳动关系建构及社工实务干预模

式研究” （项目编号： １９SRC０１６）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

李玉燕、 张家齐、 刘紫涵同学也参加了本文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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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取暖与游牧接单：虚拟社群中的网约车司机如何应对平台劳动原子化挑战

方面， 它给就业形态、 就业结构和用工模式带来了显著影响。 相关报告显

示， ２０２１ 年网约车客运量占出租车总客运量的比重约为 ３１． ９％， 在网民中

的普及率为 ４６． ３６％。 在就业人数方面， 以网约车行业最大的平台企业滴

滴公司为例， ２０１８ 年通过滴滴平台注册并至少完成一单获得收入的司机数

量为 １１６６ 万人， 其中广东、 江苏和山东三省的网约车新就业总量位列前

三。 网约车司机有 ２１％来自一人就业家庭， １２％是退役军人， ５１． ５％是进

城务工人员， ６． 7％为重点扶贫人员， 大家出于要获取额外收入、 灵活、 可

长期从事等原因选择网约车这一职业。 “８０ 后” 已经成为网约车司机的中

坚力量 （占比 ４６． ９６％）。①

数据表明， 网约车行业的确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然而， 不能

忽略的事实是， 劳动者从网约车等行业得到了就业机会、 获得了劳动报

酬， 却也因平台经济整体呈现 “零工经济” 的特征而身处非正规就业的不

利境地。 平台企业将劳动者作为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 双方之间不签订劳

动合同， 仅签订了信息服务合同， 名义上是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 因此

也不会提供与雇佣关系相关的劳动保障 （吴清军、 李贞， ２０１８）。 不仅如

此， 基于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平台运营模式的开发， 平台劳动者面临多途

径、 多主体的管理控制， 平台 Ｃ２Ｃ、 Ｂ２Ｃ 等业务模式， 又使平台劳动者失

去了大部分传统工作中所能获得的工作内的社会网络及其支持， 从而形成

了极具原子化的工作关系特征。 因此， 网约车司机等平台劳动者虽然可以

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 但其处于弱势地位也是不争的事实 （ 杜鹃等，

２０１８）。

从网约车行业的特征来看， 车既是生产工具也是劳动空间， 其所具有

的流动性和封闭性， 使网约车司机相较于外卖骑手和家政劳动者更难以形

成工作领域的支持网络。 一方面， 他们难以像家政工那样通过与客户建立

起长期服务关系而维持零工工作中稳定的订单来源 （梁萌， ２０１7）， 也没

有如外卖骑手一样拥有较为明确且聚集的劳动空间， 从而形成工作伙伴关

·３４１·

①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 《滴滴平台就业体系与就业数量测算报告》，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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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陈龙， ２０２０）； 另一方面， 他们面临着全方位的电子监控、 算法规训

和企业管理控制。 因此， 网约车司机显然是在工作中更加弱势同时也更加

原子化的平台劳动者群体 （陈龙、 孙萍， ２０２１）。

基于以上特征， 既有研究一直关注有关劳动者的自主性、 社会支持等

问题， 提出平台运营机制建构了劳动者的认同， 从而在主观方面产生了对

平台劳动的 “同意” （吴清军、 李贞， ２０１８）。 但是这种被建构的 “同意”

是否足以缓解平台的强控制给劳动者带来的压力？ 在网约车平台一家独大

的垄断阶段， 由于劳动者选择空间有限且难以澄清， 近年来在网约车平台

去垄断化、 多元化发展的竞争阶段， 网约车司机的劳动策略显然已经做出

了多方面调整， 其中包括个体化的反抗和组织化的支持。 本文基于对这一

现象的观察， 试图梳理澄清作为平台劳动者的网约车司机如何应对平台劳

动的强控制与原子化等弊端， 以及进一步探究其中的策略选择、 机制特

征， 同时鉴于既有研究对网约车司机自组织的关注， 以及随着行业发展中

介组织及其虚拟社群影响的日益显著， 本文将后者作为分析重点， 尝试对

网约车劳动者应对原子化挑战的组织模式类型进行补充和丰富， 并通过其

与自组织等模式的对比， 对该模式下网约车司机的行为模式和社群关系实

践策略等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而这种特征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工作

中， 也是网络社会中整体社会结构和社会整合的重要议题。 因此， 对网约

车司机原子化现象背后的本质特征和应对方式进行讨论， 有利于我们理解

当代社会结构与变迁。

二　文献回顾

１． 网约车的实证研究： 车既是资产也是生产工具的行业特点

从平台劳动视角对网约车领域展开的研究较为丰富， 同时， 网约车行

业虽然与外卖、 家政等同属于平台经济， 但其所具有的鲜明特征也使相关

研究观点具有行业特色。 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 网约车行业最初是以共享

经济面貌出现的， 因此其行业核心劳动者群体是自有车的车主， 这些人利

用空闲时间分享车的使用权， 也是典型的共享经济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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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框架。 然而， 基于空闲时间分享的目的很难保障市场的稳定且持续增

长， 也不符合政府对行业规范等方面的政策要求， 因此平台企业将劳动力

的主体由兼职共享车主逐步转换到全职网约车司机 （杜鹃等， ２０１８）。 这

一转换带来了两点变化。 一是就业群体由有固定资产 （车） 且时间宽松灵

活的城市中产群体转换为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转移的体力劳动者、 流动人

口群体和城市再就业群体， 前者对运营车辆带来收入的依赖程度并不高，

而全职司机则以网约车为主要收入来源。 二是车作为生产资料的从属性问

题。 共享经济中车是车主所有的， 而大部分全职网约车司机入行时都难以

负担购车成本， 因此网约车产业开始以租赁、 金融贷款等方式解决这一问

题。 这虽然解决了全职司机入行的门槛问题， 但是在租赁、 贷款等环节再

次让渡了本就微薄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 这一解决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重塑

了网约车行业的产业结构， 由原来的平台、 乘客、 司机三方主体演变为平

台、 租赁公司、 乘客和司机四方主体。

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劳动关系。 有学者从控制程度和控制方法等角度提

出平台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应该属于雇佣关系 （齐昊、 马梦挺、 包倩文，

２０１９； 赵磊、 韩玥， ２０２１； Ｗｏｏ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也有学者提出平台劳动者

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 因此， 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平台劳动者是独立承包

商， 而非雇佣劳动者 （李敏、 符平， ２０１９）。 另外， 结合与平台之间的经济

从属性， 还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在雇员和独立承包商之间设立一个新的中间

类型 （王天玉， ２０２０）。 因此， 虽然既有研究对平台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

是否属于雇佣关系整体上存在争议， 而网约车行业由于车作为大额固定资

产是由劳动者提供而非平台提供， 使得雇佣关系的判断更加具有张力， 但

是显然这一争议混淆了共享车主和全职网约车司机与资产之间的关系。 在

两类司机经济收入本就悬殊的基础上， 共享车主对车的购置是主动的， 是

基于其经济基础的自然购置， 其有关车的产权是明晰和全面的， 而全职司

机对车的购置是被动的， 这是其就业的唯一策略，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全职

司机的车辆并不能全然被认定为资产， 反而是贷款或租赁的风险和代价

（赵磊、 韩玥， ２０２１）。 也因此， 车辆的租赁或购置实际上加剧了全职司机

的弱势地位以及对行业、 平台以及租赁公司的从属性。 当然， 这也体现出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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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同时作为资产和生产工具是网约车行业相对于其他平台经济行业的显著

特征。

在这一特征之下， 网约车劳动在平台劳动的另一个核心研究议题———

劳动过程方面也呈现独有的特点。 当然， 首先网约车司机的劳动是具备一

般平台劳动控制的普遍特征的， 既存在技术与算法方面对接单和驾驶的控

制 （张樹沁、 户雅琦， ２０２１）， 也存在平台在劳动规范、 薪酬激励方面的

运营控制， 还包括平台对其与乘客之间互动的情感劳动方面的管理控制

（吴清军、 李贞， ２０１８； 赵磊、 邓晓凌， ２０２１； 杜鹃等， ２０１８）。 而在这些

普遍的控制类型之外， 车作为该行业的主要劳动空间， 具有流动性和封闭

性的特征。 在政府政策和平台企业对乘客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关注下， 政府

和平台企业引导司机在车内安装了全方位监控的电子设备， 使得网约车在

接单期间的位置、 声音和影像等信息都是被收集并保留记录的 （赵磊、 邓

晓凌， ２０２１）， 从而更加接近于福柯意义上空间内的人有着被时时监控感

受的环形监狱比喻 （福柯， ２００３； 郑广怀、 朱苗， ２０２２）。 同时， 政府出

于安全因素和竞争等方面的考虑要求网约车行业平台、 车辆和司机需要分

别具有从业资格证， 特别是车辆和司机的证件， 成为大部分司机选择通过

挂靠来规避政策风险而不得不被租赁公司管理的重要前提。 因此， 虽然一

般意义上的平台劳动存在多种控制策略和多元控制主体， 但是在网约车行

业整体控制策略的形成过程中， 车既作为资产又作为生产工具、 既是劳动

工具又是劳动空间的复杂属性是相关策略形成机制的核心影响要素。

２． 社会整合危机与原子化问题

社会整合危机是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而产生的。 在现

代社会转型过程中， 随着工业发展和个体主义的兴起， 在由乡村向城市转

移的过程中， 劳动力的代际关系、 家庭结构和社区网络都发生了根本变

迁， 绝大部分传统社会的联结方式因此消失， 个体虽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

要性， 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团结危机， 也即社会原子化危机， 这一危机

之下是传统社会结构的解组和社会整合的危机， 从而导致社会整体的失序

和失范问题 （鲍曼， ２００２）。

面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原子化问题， 社会学家从理论层面给出的解决方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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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建构适应工业社会的联结宏观国家和微观个体的中间组织， 其中的重

要类型就是基于工业社会分工特点的组织———职业团体。 以职业团体来重

构人们的集体意识和有机团结， 使社会在此基础上再次整合， 以应对现代

化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原子化危机 （涂尔干， ２０１7： ４０）。 后继学者意识到

这一理论框架的价值 （田毅鹏、 吕方， ２０１０）， 进而在这一宏大框架之下

陆续开展了针对现代企业组织、 职业团体等方面的实证研究。

针对企业内部关系结构的实证研究认为， 现代企业组织内部存在两种

团结关系： 一种是正式的契约关系， 强调企业需要用正式的制度规范来建

构组织内部关系， 包括正式且明确的薪酬激励、 奖惩规则和生产安排等制

度体系规范， 以明确个体之间， 层级之间， 以及个体与层级、 组织之间的

关系结构和互动规则 [Ｍａｙｏ， １９３３ （２００３）]； 另一种是非契约关系， 即

劳动者的社会关系， 这些关系源自生产组织之外， 劳动者进入组织后为了

应对环境变迁的挑战仍然会运用其原初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来应对工作

中的问题， 进而影响正式契约关系的构成。 然而， 这两种关系也并非二元

对立、 非此即彼的， 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正式的契约关系嵌入在非正式的

社会关系中更有利于组织内部关系的和谐与结构的稳定 （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１９９２）， 也进而发展出在具体组织研究领域的组织忠诚度、 心理契约等经

济学、 心理学领域相关的研究议题。 以我国市场化改革后的农民工进入制

造业工厂的企业组织内关系研究为例， 相关研究证实了农民工之间传统的

地缘、 血缘关系在工厂中仍然发挥作用， 并成为该群体应对正式制度挑战

的重要资源 （闻翔、 周潇， ２００7； 朱妍， ２０１7）。

然而， 平台经济中的数字零工问题再次破坏了工业社会将企业作为中

间组织促进社会整合的既有方式。 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不再结成正式的

契约关系， 而传统社会关系也在网络社会发展过程中越发疏离 （田毅鹏，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江虹、 林滨， ２０１7）， 从而使平台劳动者再度面临更加严峻

的原子化危机 （陈晓、 王道勇， ２０２０）。 虽然人力资源等学科已经开展了

针对此议题的探索性研究 （刘艳巧、 王佳玮， ２０２０； 何建华、 高永端、 常

莉俊， ２０２２）， 但是其仍然在工业组织的传统框架下讨论已经发生本质变

化的数字经济时代的关系与结构议题， 难以突破既有框架给出产业组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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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劳动关系发生根本变革以后的劳动者之间、 劳动者与企业组织之间关

系的本质特征， 也难以呈现数字经济、 网络社会的极速发展对社会结构和

整合方式产生影响的具体线索。

３． 平台劳动者应对原子化挑战的组织类型及实践

在平台劳动的研究领域中， 平台劳动者应对原子化挑战的组织类型主

要有三种： 工会组织、 非工会组织和自组织。 工会组织包括源自制造业时

代的传统工会， 这类工会在集体谈判方面比较擅长， 但在那些将平台劳动

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的国家或地区比较难以扩大其在新型产业非正规用工模

式中的影响力， 而新兴工会组织则比较擅长吸纳和动员平台劳动者参与针对

具体大公司的倡导活动， 但也会因创办时间较短、 规模较小和激进的诉求而

限制了其影响力。 非工会组织是指平台劳动者联合建立的合作社性质的组

织， 这类组织的设立并非直接指向劳动者权益议题， 但在全球南方国家非正

规就业劳动者争取权益的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自组织是指平台

劳动者长期或临时组成的人数范围较小的、 诉求较为一致的小组， 这类小组

开展集体行动也可能仅维系日常互动 （Ｂｅｓｓ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当然， 这些组织类型在集体行动、 集体谈判或社会对话等方面都有利

于帮助平台劳动者应对原子化状态的挑战和争取合理劳动权益。 同时， 这

些组织在平台劳动者组织和动员的方式方面存在共同点： 一方面， 使用社

交软件促进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信息的传递； 另一方面， 虚拟社群的进入和

集体行动的发生又直接植根于线下面对面的活动组织。 因此， 在这三种组

织中线上虚拟社群主要作为线下活动的支撑工具而存在， 并非组织的核心

活动目标 （Ｓｃｈｏｕ ａｎｄ Ｂｕｃｈｅｒ， ２０２２； Ｌｅｉ， ２０２１； Ｙ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基于网约车行业车既是生产工具又是劳动空间的流动性和封闭性的特

点， 线下联络与互动更加困难， 网约车司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进行组

织？ 虚拟社群的作用又是怎样的？ 既有研究发现， 网约车行业呈现鲜明的

国别、 地区间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差异。 针对印度网约车司机的研究发

现， 该国网约车司机的整体文化水平较低， 因此司机的智能手机和社交软

件使用技能较低， 极大地妨碍了司机直接通过线上方式建构虚拟社群， 而

是首先通过在司机日常聚集的线下地点进行面对面的游说、 聚合和寻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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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取暖与游牧接单：虚拟社群中的网约车司机如何应对平台劳动原子化挑战

术支持， 进而才能建立起虚拟社群开展线上互动。 由于司机首先是基于日

常聚集地高度重合而建立的群体， 这类虚拟社群也较为容易转换为线下同

一物理空间范围内的互助和互动 （Ｐａｒｔ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有关我国珠三角城

市中网约车司机虚拟社群的研究则发现， 网约车司机虚拟社群的形成主要

包括基于地缘 （老乡）、 业缘 （前工友） 和性别 （男性气质） 等一般社会

经济特征形成的个体间线下社会关系， 线上虚拟社群的司机将与自己存在

线下社会关系的其他司机纳入虚拟社群， 其社会关系既是虚拟社群接纳与

信任的基础， 又是线上关系的纽带 （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Ｐｕｎ， ２０２２）。

因此， 有关网约车司机应对原子化挑战的现有研究主要体现出司机以

自发方式形成自组织， 但在组织过程中与其他平台劳动相同之处在于同样

存在线上和线下的双重沟通和互动， 也都能形成线下基于一致利益的诉求

行动。 因此， 从既有研究来看， 网约车行业面对的原子化挑战更加具体和

严峻， 也出现了网约车司机自组织模式下的联合方式， 且线上虚拟社群同

样偏重于作为向线下活动转换的中介和工具。

基于以上对既有相关研究的梳理， 本文选取平台经济中的网约车行业

作为典型行业， 对平台经济中的零工化用工模式所带来的劳动者原子化趋

势及其应对机制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获得田

野资料，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３ 年我们访谈了 ３２ 名全职网约车司机和 １ 名租赁公司的

总经理， 地点在北京、 杭州、 兰州、 广州等多个城市， 工种方面包括专车

和快车司机， 平台方面以网约车头部企业 Ｄ 平台为主， 由于司机的跨平台

操作涉及主流市场中的多个中小型平台， 车辆所有权性质方面则包括自有

车辆、 租赁车辆、 以租代购和自营车辆。 除此之外， 笔者亦在 ８ 个网约车

司机微信群中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观察， 将通过观察获得的对话线索和图片

资料作为田野资料纳入本文后续的分析当中。

三　自发组织与中介组织：网约车司机应对

　　原子化的组织方式

  在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 我们明显感受到网约车行业发生了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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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即以 ２０２１ 年 7 月为分水岭， 网约车行业实际上经历了一次整体的生态调

整。 ２０２１ 年 7 月， 网约车行业当时的头部 Ｄ 公司被责令整改， 相关 Ａｐｐ

下架。 这一事件给了其他中小平台突围的机会， 它们纷纷开始推出招募司

机和客户的优惠政策， 同时一些平台也得以进行跨领域经营， 例如， 高德

开始重点推动其聚合中小平台入驻的网约车综合平台业务。 网约车行业也

因此由一家独大的垄断阶段再次进入百家争鸣的竞争阶段。 这一行业生态

的变化， 给司机、 租赁公司等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以本文所关注的全

职网约车司机为例， 既有研究观察到司机针对平台高压政策的调适或反抗

以消极的个体化方式为主， 如 “用脚投票” 也就是离开网约车行业。 另

外， 抱怨和吐槽是司机日常中使用比较多的自我调适方式 （赵磊、 邓晓

凌， ２０２１）， 而行业垄断被打破之后， 为了争取司机、 保障运力， 平台企

业特别是中小平台纷纷制定了相对友好的运营政策， 网约车司机也因此获

得了更大的行动空间。 本文对原子化现象下网约车司机工作领域中的社会

支持与关系实践的梳理也正是基于这一变化。

本文所涉及的大部分网约车社群成员虽然来自各地， 但是主要以北京

为接单工作地点。 这一城市中劳动者入行前的职业背景更加多元且居住更

加分散， 因此区别于作为制造业劳动者聚集的珠三角地区， 这些网约车司

机的地缘、 业缘所结成的一般社会关系影响更小， 虚拟社群的作用也更加

突出。 整体来看， 本文认为网约车司机工作中社会关系的建构主要来源于

两类虚拟社群组织： 一类是中介组织， 这是租赁公司为了招募和管理司机

而建立的， 会按照司机与公司的关系分类建群； 另一类是自发组织， 这是

由某个网约车司机作为群主建立的微信群， 通过群成员各自拉熟识的司机

入群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几百人的以网约车司机为职业身份的微信社群。 这

两类社群的形成基础不同、 司机来源不同， 互动互助等行为模式也存在差

异， 本文接下来将分别予以介绍。

１． 中介组织： 基于租赁公司司机招募和管理形成的虚拟社群

平台发展的关键一方面是吸引乘客， 另一方面是保证运力稳定。 因此，

在多平台竞争的局面中， 通过租赁公司批量招募司机就成为平台间争夺运力

的重要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 网约车司机群体实际上成为租赁公司负责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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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取暖与游牧接单：虚拟社群中的网约车司机如何应对平台劳动原子化挑战

和管理的对象， 也是租赁公司从与平台的合作中获利的重要筹码。

而从司机的角度来看， 他们没有选择直接在平台企业注册而是通过租

赁公司第三方协助注册，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部分司机本身承担不起全款

买车的费用从而不得不以租赁、 以租代购或者入职车队①等方式解决问题，

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为租赁公司旗下的自营司机； 另一部分司机虽然已有车

辆或者自行贷款购置了车辆， 但是由于自身能力或证照、 资质等原因而无

法直接在平台注册， 他们带车挂靠到租赁公司， 由租赁公司协助其处理注

册问题， 这部分司机被租赁公司称为挂靠司机。 对于这两类司机， 租赁公

司会分别设立微信群。 除此之外， 租赁公司还会建立一类蓄水池的司机微

信群， 即在一些网约车司机聚集的场景下 （如疫苗注射或者体检培训等） 邀

请网约车司机入群， 然后在群中发布招募广告。 因此， 由租赁公司组织的网

约车社群存在自营司机社群、 加盟司机社群和招募司机社群三种类型。

围绕这三种社群， 租赁公司的管理和服务也是差异化的。 在管理方

面， 针对自营司机， 租赁公司负责司机入行时的注册支持和接单与驾驶规

范培训， 虽然名义上有车队和队长， 但是租赁公司和队长实际上很少介入

个体司机的劳动过程， 对此管理策略的选择， 租赁公司经理的解释是：

（司机入职后） 队长领他们可以给他们一些跑车方面的指导。 队

长就是大概跟他们说一下怎么跑， 不会说得太详细。 我自己也试过，

一开始管太多， 他们就会依赖你， 有时候凌晨 ２ 点打电话给队长问车

没有油了、 车轮胎没气了、 跟乘客吵架了、 车脏了咋处理。 管太多

了， 他们就会没有轻重之分。 另外就是你给他们培训接单技巧之后，

其实效果也不一定好。 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有的人跑 １２００ 元一天，

有的人就只能跑 ６００ 元， 两人相差很大， 要是给 ６００ 元的培训接单，

很多时候他们其实听不进去， 受文化水平限制的， 他的思想更顽固。

·１５１·

① 租赁方式下司机需要按月向租赁公司支付车的租金， 租赁关系结束后车仍然属于公司；
以租代购的方式相当于贷款买车， 司机按月支付贷款， 贷款偿还完毕后车辆归司机所有；
入职车队的方式则是租赁公司以每月完成一定标准的订单量即可获得底薪的方式招聘司

机加入公司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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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所以我们也就不做这样的工作了， 从效果来说非常差， 浪费了很多时

间。 （租赁公司 Ｇ 经理，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访谈）

对于加盟司机， 与自营司机一样， 租赁公司会得到司机在平台上每月

流水中一定比例的抽佣， 这个抽佣主要是从平台的抽佣中提取， 不会使司

机端的收入减少， 因此司机加盟是受到租赁公司欢迎且司机自己没有经济

损失的。 而针对加盟和潜在招聘司机社群， 参照以上自营司机的情况， 租

赁公司也就更加没有进行管理的动力了。

因而， 对于租赁公司来说， 组建不同社群的目的主要是提供服务来留

住司机以形成稳定的运力池， 从而获得更大额度的平台抽佣。 租赁公司一

般会提供的服务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服务是平台选择建议。 租赁公司收集不同平台的派单和抽佣等

政策和运营情况， 汇总分析后会在群里不定期发布 （见图 １）， 从而建议司

机注册新的平台或者在运营过程中视不同情况切换平台接单， 实现司机劳

动收入的最大化。 当然， 最终平台选择决策权仍然在司机自己手里， 租赁

公司仅是建议而非强制。 当一个平台承诺给租赁公司更大额度的抽佣时，

租赁公司会更积极地推动司机转换平台或拉拢司机注册， 但能否实现目标

图 １　 租赁公司在虚拟社群中发布的平台免抽佣信息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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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取暖与游牧接单：虚拟社群中的网约车司机如何应对平台劳动原子化挑战

最终也要视司机是否能真正留在该平台且获得收益来决定。 从这一角度

看， 在面对多元网约车平台和利益分享的情况下， 租赁公司与网约车司机

之间的利益是绑定的， 二者不存在明显的利益矛盾。

第二种服务是与平台谈判。 一方面， 租赁公司在选择合作平台时会和

司机一道向平台争取最大利益。

关于大家关心 Ｘ 平台加盟的事情， 目前正在商谈细节， 我要求①给

我们车队倾斜派单； ②少抽佣。 Ｘ 平台的答复是原则上没问题， 对我

们车队的规模也是有要求的。 Ｘ 平台目前难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正在

招聘 ＩＴ 技术来写代码以实现这些功能。 （租赁公司经理在车队群里向

司机汇报与平台的谈判结果， ２０２２ 年 7 月）

从以上信息来看， 租赁公司将司机规模作为基础条件， 在派单规则、

抽佣水平等核心平台运营原则方面都拥有谈判空间， 从而给租赁公司和司

机群体带来利益， 这是个体司机完全难以做到的。

另一方面， 当自营司机或加盟司机在平台上被乘客投诉而面临比较严

重的惩罚时， 租赁公司会出面为司机争取，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例如：

在我们车队， 司机跟乘客吵架了， 或者车有问题， 我们从中能起

到协调的作用。 相对来说， 司机处理这些争议很难， 比如可能跟乘客

吵起来或者有的乘客也提一些过分要求， 就是把手机丢车里了， 让给

送到北六环， 那司机可能在城里面或者南六环， 司机说我有时间成本

我也烧油， 我给你送过来要 ２００ 元钱， 乘客说你讹诈。 经常会出现吵

起来的情况， 这时候他就会投诉司机， 公司就起到沟通的作用， 说明

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 所以司机是无责的。 或者说司机被封号了， 我

们会跟平台说这个司机我们来教育教育， 然后让他注意改善避免这种

行为， 然后你再给他开放。

如果是他自己注册的话， 平台给他封号就封号了， 平台不可能会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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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给他沟通的机会， 沟通也有成本并且也不值得冒风险这么去做。 而有

车队相对来说就会稍微好一点， 毕竟有业务联系， 经常沟通是不一样

的， 但是其实作用也是有限的。 （租赁公司 Ｇ 经理，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访谈）

虽然在惩罚方面谈判的作用是有限的， 但也仍然有司机从中获益， 因

此这也是司机们看重的一个方面。

第三种服务是行业信息的分享。 租赁公司会在所有类型的群里不定期发

布与网约车行业密切相关的信息， 包括车辆保险折扣、 国家政策法规及其变

化和解释、 车辆运营管理风险等 （见图 ２）。 特别是车辆运营管理风险提示，

租赁公司会有选择地按照自营群、 加盟群和招募群三个类别进行逐级递减式的

信息发布， 也即自营群内发布最详细和及时的执法部门检查风险地点， 加盟车

队次之， 招聘群则主要在组建初期发布， 一旦招募潜力耗尽就会较少发布了。

图 ２　 租赁公司在虚拟社群中发布的行业相关信息

因此， 从租赁公司对三类司机社群的管理和服务策略来看， 在自由竞

争阶段， 租赁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被头部平台绑定并不得不代替平台

履行管理司机职责的原有合作框架， 进而争取到一个更加独立的经营空

间， 与此同时， 与司机之间的关系也因管理职责的消解而更加松散疏离。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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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取暖与游牧接单：虚拟社群中的网约车司机如何应对平台劳动原子化挑战

即便是合作最为紧密的自营司机， 租赁公司也并没有像垄断阶段一样对其

进行严密的控制和管理， 而是在二者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保留了司机运营的

较大决策权。

从这一角度来看， 相关研究者在垄断阶段所观察到的平台—租赁公

司—司机这一跨越组织边界的控制链条 （赵磊、 韩玥， ２０２１）， 正在因竞

争阶段多平台生态的出现而消解。 从网约车司机原子化趋势的角度来看，

控制链条的消解实际上也将部分地降低其在组织内部基于契约关系等正式

制度而获得支持或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当然， 以上判断是仅从正式制度所形成的契约关系视角来看的， 这也

是传统组织分析框架的重点， 但数字劳动领域的组织特征是基于正式制度

的运营建立起与之相对应的虚拟社群。 这些虚拟社群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

下具有了跨越时空边界的功能， 从而将物理空间分散、 工作时间错位的司

机群体重新聚合， 且群内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和平等的群体关系， 使得虚拟

社群在租赁公司的管理之外具有自主发展出互动关系的可能性。 从本文对

这些虚拟社群的观察来看， 主要有三个层面的促进作用。

第一个层面是对职业群体和职业身份的认同。 各类社群里经常会有司

机抱怨平台， 其他人也会对其观点表示赞同， 也有司机会吐槽乘客， 例如

在群里有司机提到有问题的乘客一旦 “上车后你给赶下去也不行也扣分”

“投诉乘客也没用， 拉黑也没用” “之前乘客也有星级， ３． ０ 以下的可以无

责取消， 现在没有了， 一看全是垃圾乘客没法弄了”， 会引起其他司机的

共鸣， 大家正向诉苦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其他成员的理解和安慰， 或者司

机晒出 “好单” 或 “差单” 也会得到群成员的祝贺或者安慰， 在群里有司

机会在获得高额奖励的时候晒出手机里的订单付款页面， 更多的时候是司

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将当天的流水页面分享出来， 虽然收获有大有小，

但是大家在群里交流讨论也让彼此对近期的订单情况和基本收入水平有所

了解， 缓解一些个体的不安情绪。 在互动过程中， 司机建立起对这个虚拟

社群的认同， 也建立起全职网约车司机这个职业身份的边界。

有关劳动者认同的既有研究提出， 劳动者群体间的抱怨是其建立共识

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 （Ｌｅｉ， ２０２１； Ｙ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从社群的以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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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聊中也可以看到劳动者在日常话语中不仅将对乘客、 平台的不满表达出

来， 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作为劳动者的利益、 结构位置等方面的认

知， 从而成为其认同自身职业身份的重要意识前提。

第二个层面是形成了互助关系。 租赁公司的信息并不是永远及时和全

面的， 虚拟社群中的司机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有关平台抽佣优惠、 运营规则

修改以及查车罚款信息等都会第一时间在群内发布， 提醒大家抓紧转换新

平台、 兑现优惠以及规避惩罚； 另一个明显的互助则体现在提升接单技

能、 分享跑车经验这方面， 只要群里有司机提问， 就会有人热心分享经验

而不会考虑大家实际上也部分地存在竞争关系。 例如， 我们在群内看到有

司机询问 “哪位知道 ＡＡ 限号给派五环里边的单子吗”， 很快就有群友回

应 “不派”； 有司机提出到京南某机场要么线下排队好久才能上客， 要么

线上订单很少， 当即就有司机给出了自己摸索的接单技巧——— “我们首汽

约车都是证照齐全的， 到机场排队有单， 但我就不用排队马上就能走， 停

车楼的订单竞争激烈， 但是如果打开美团， 然后去机场东边的航油站听单

就能马上走”。 这些信息使虚拟社群成员之间形成了对社群的依赖， 使群

成员在主观认同的基础上能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

因为我们有这个群， 人们没事发发牢骚什么的， 都是开网约车

的。 有认识的朋友加到里边了， 这个朋友给那个朋友加进去， 那个朋

友给这个朋友加进去， 越来越多了， 有的大部分不认识， 有的根本都

没见过面， 只是在群里说说话。 在外头开车肯定挺无聊的， 没事不忙

的时候唠唠嗑， 缓解压力。 也有呢一般哪块活好， 有的人就在群里

说。 有的堵车也在群里说一声， 尽量别往这儿来。 （哈尔滨网约车司

机 Ｌ，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访谈）

司机群基本上都有， 每个平台都有。 群里会说一下哪里单多。 然

后就是都在交流查车， 我们一天到晚在查车这块提心吊胆的。 关键查

车还挺多。 （北京网约车司机 Ｙ，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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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取暖与游牧接单：虚拟社群中的网约车司机如何应对平台劳动原子化挑战

有时候也看群消息， 我们跑 Ｄ 平台的一个群， 我们私家车也加入

一个租赁公司， 然后一个月开一次会， 我们都有群， 查车什么的大家

互相提醒一下。 还有也就是各个平台通过我们司机在群里介绍。 （北

京网约车司机 ＸＨ， ２０２１ 年 7 月访谈）

当然， 在信息分享的过程中， 个体间的沟通互动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

社群以及对自身作为网约车从业劳动者身份的认知和认同。

第三个层面是线上虚拟关系可以转化为线下实地活动。 网约车司机在

劳动过程中的流动性非常大且日工作时间较长， 这些都不利于线下面对面

活动的开展， 即便是租赁公司出面组织也未必能成行。 但基于线上关系，

司机群体能够开展线下互动。 当然， 在这一类型的虚拟社群中， 线下互动

的可能性更小、 频率更低， 但同时又是摆脱了租赁公司管理而自发组织的

活动， 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线上虚拟社群关系的强度。

这个线下见面也分人。 有的人就比较热心， 喜欢说你今天跑到哪

儿了？ 我们一起见个面。 有时候就是在那儿一起抽根烟聊一聊， 或者

说约定一天一起吃个饭， 他们都是比较喜欢聚餐， 之前还有好多司机

约我一起吃饭， 确实有。 （租赁公司 Ｇ 经理，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访谈）

由此可以看到， 虽然虚拟社群是由租赁公司组织建立的， 但是租赁

公司在自由竞争阶段的经营策略选择和线上社群的特点又为司机在其中

自主建构关系、 自发互动提供了机会。 也因此， 司机才得以在与平台、

租赁公司的正式契约关系、 管理关系双双消解的情况下， 仍然建构起基

于职业群体和职业身份认同的非正式关系， 并且这种关系没有止步于虚

拟空间， 而是在主观认同、 利益分享、 线下互动等多维度互动基础上形

成了稳定的社群关系。

２． 自发组织： 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交叉形成的虚拟社群

除了租赁公司之外， 我们也观察到另外一类网约车司机自发组织的虚

拟社群， 这类社群没有任何正式组织基础， 只是由某个热心司机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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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之后大家各自邀请同行入群， 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职业身份为边界的虚

拟社群。 但这类社群与既有研究中基于传统社会网络延展的自组织社群不

同， 一般它的建立需要具备两个方面的特征： 一个是会结合某一类具体的

社会身份， 另一个是会设立群主审批入群的半封闭社群边界。 在社会身份

方面， 开展田野调查时我们遇到的主要是以工作地域和性别两类社会身份

为社群边界补充要素的虚拟社群类型， 例如， 以北京、 杭州等城市工作为

识别司机身份的补充维度。 这类社群只接纳在某个具体城市工作的司机入

群， 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都是入群的必备条件。 同时， 我们遇到了基于女

性和网约车司机双重身份形成的虚拟社群。 这类建构虚拟社群的社会身份

与职业身份交叉， 主要是为了在数以千万计的网约车司机中划分出自己社

群的边界， 以建立社群的合法性和成员对社群的认同。

在自发组织的虚拟社群内部的互动和关系方面， 我们发现与中介组织

的虚拟社群在大部分功能上具有一致性， 既包括在主观方面建立起对职业

身份的认同， 也包括在客观方面的互助行为和少量的线下互动。 而其与中

介组织的虚拟社群相比最大的差异是， 一旦社群成员获得群内认可， 则无

论司机辞工或转行都不会引发其在群体身份方面的合法性危机。

疫情期间， 我们在某个以工作地点为交叉社会身份的司机社群中观察

到两个案例。 一个案例是 Ａ 司机由于跑网约车收入不理想， 在群里告知大

家他将车转手后回老家做餐饮生意去了， 生意开业后他在群里发布了招揽

顾客的广告， 虽然限于地理位置， 群内成员无法照顾他的生意， 但是大家

仍然热情地与他聊天， 他也回应大家 “过来请你吃羊汤， 顺带炖大鹅”。

另一个案例是疫情期间网约车整体收入水平严重下降， 于是一部分司机选

择转行成为闪送员， 他们注册且接单成功后也会在群里和大家分享信息，

告诉大家现在闪送 “单量可以， 单量多” 以及 “网约车以前能注册闪送，

但现在不能用车注册闪送了”。 离开网约车行业转行成为闪送员的先行者

们会一一详细解答并愿意提供支持和帮助。

自发组织的虚拟社群， 相比于中介组织的虚拟社群更体现出超越职业

关系形成的社群关系的牢固性和认同度。 虽然两者都是基于职业身份认同

建立起来的， 但是自发组织的虚拟社群在运行过程中具备了脱离职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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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 也即自发组织的司机之间的社群关系具备更明显的独立性， 这

也从另一个角度呈现这种关系的稳定性。

由此可见， 虽然平台的零工化用工推动了网约车司机的原子化， 但是司机

群体基于行业内的丰富生态体系， 也在能动地寻求建立起各类基于职业身份、

社会身份的关系网络。 这部分地缓解了平台劳动原子化给司机带来的压力。

当然， 囿于发展阶段和地域分布的限制， 本文所观察到的网约车司机

虚拟社群表现出与既有研究之间的较大差异。 在社群形成方面， 既有研究

提出虚拟社群的形成是以面对面的互动为前提的 （Ｐａｒｔ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Ｐｕｎ， ２０２２）， 而本文中的中介组织是基于租赁公司的管理意图建立起

来的， 自发组织则是由熟人拉入群的， 因此群内大部分司机没有面对面的

线下互动基础， 大家沟通和互动的起点主要是虚拟社群和网约车司机的职

业身份， 这实际上使得认同和团结的形成更加困难， 当然， 一旦产生也更

加弥足珍贵。

四　网约车司机的调适与反抗策略：隔空取暖与游牧接单

有关组织忠诚和心理契约的既有研究认为， 工作中的社会关系将会极

大地影响劳动者的劳动行为 （李原、 郭德俊， ２００６）。 那么以上虚拟社群

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对群内网约车司机的劳动行为影响又是怎样的？ 确切地

说， 这种社群关系如何帮助网约车司机应对行业生态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并

获得更好的收益？

一方面， 网约车行业竞争阶段形成的平台和租赁公司管理责任的消

解， 使网约车司机原子化问题更加严重。 然而， 由虚拟社群形成的职业身

份认同与线上线下社群关系和互动， 使网约车司机得以在传统企业组织和

基于地缘、 血缘的关系之外获得了基于职业身份的虚拟社群认同。 基于这

种认同， 社群成员们在情感、 信息和技能等各方面都发展出较为深入的互

动和联结， 并突破了物理空间限制使这种虚拟互动得以部分地转化为线下

互动， 也突破了职业身份的固有边界使这种关系不因该行业的高流动性而

被削弱， 显示出社群关系在时间维度的可持续性。 因此， 虚拟社群中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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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成员可以持续稳定地从社群中获得主客观的支持和帮助。 当然， 鉴于线

下活动偶发和小众的特点， 以及主要以聚餐等休闲活动而非利益诉求为

主， 司机更多的是以虚拟社群中的联结和互助为主， 呈现基于该关系的社

群隔空取暖的集体行为特征。

群里有联系， 你看我们之间是很熟悉的， 经常能碰到的我们那几个

司机， 我们之间会有微信群， 然后没事也聊聊天， 去聊接单的经验之类

的东西。 一般就是说， 有的时候会聊什么地方一说爆单了， 我们的爆单

就是说单量一下特别多的地方， 就聊这些问题， 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我们

很多人都是家属在老家， 然后一个人在北京， 有时候生活方面的也是在

群里边瞎聊。 （北京网约车司机 Ｇ，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访谈）

女司机这个比例倒是越来越大， 要是女司机联络上了就会加个微

信， 我们加了微信就会建一个群， 然后有什么事可以在群里面互相沟

通， 能帮的就帮帮忙。 我前一阵子， 疫情前一段时间跑夜班的， 轮胎

没有气了， 晚上的时候群里说了一声， 看看谁离得近谁就过来。 两个

人一块帮个忙， 换换轮胎。 或者是有喝多了叫不醒的乘客， 群里问问

怎么解决。 反正要是一个女孩或者女的， 她就会有点无助， 不知道怎

么办好。 认识的人多了， 就有离得近的， 或者一块出个主意， 帮帮

忙。 [北京网约车司机 （女） Ｌ，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另一方面， 虽然网约车行业竞争给网约车司机提供了多平台接单的可

能性， 但是头部企业的黏性和惩罚条款， 必然会极大地阻碍个体司机对接

单策略的实践。 虚拟社群中成员间的信任， 使得先驱者的经验和建议会最

大限度地得到传播和认可， 从而更有可能转化为社群内司机的群体接单策

略。 实际上， 我们在相关社群中也会经常观察到司机展示不同平台的优惠

政策， 大家共同对信息进行比对和分析， 从而选择转换平台的具体策略，

例如是全职从一个平台切换到另一个平台， 还是在一天的不同时段或因应

城市不同区域而选择临时切换不同平台， 从而保证大家获得最大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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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内基于信任的传播和效仿， 使切换平台这种游牧接单的主动策略得以

取代之前只能被禁锢在头部平台等待接单的被动策略， 使游牧接单逐步发

展为现阶段大部分全职网约车司机的核心接单策略， 既提升了劳动者的报

酬水平， 又使劳动者在面对平台经济中的多渠道、 多主体的强管理控制策

略之时， 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能动性和主导权。

当然， 现在选择性大了， 网约车平台也多了， 都会有一个选项，

到时候对比一下哪个好、 哪个单量大， 最终回归到最原始最根本的就

是哪个挣钱多， 怎么挣钱怎么来。 （广州网约车司机 ＬＩＵ，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访谈）

我原来跑大平台， 现在也接了高德、 美团， 还有百度， 你只要想

接单， 就是所谓的快车单， 你就把人家平台的钮开开， 它就直接给你

派单， 或者你抢单也行。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闲着， 你索性就拉点是

点， 就凑凑流水。 大平台现在也不怎么管了， 因为疫情以来司机都交

车了， 它的生意做不好， 对吧？ 你把车送回去， 它三年包不出去， 那

是一堆废铁， 任何生产价值都没有， 所以它现在就不是像原先那样

了， 就不许你各平台接单， 它自己都是把别的平台引进来了， 还管我

们干嘛。 （北京网约车司机 Ｓ，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访谈）

需要说明的是， 游牧接单的策略虽然是虚拟社群内发起并取得共识的，

但在线下的实践仅限于个体的决策和行动， 在长期的观察过程中我们尚未发

现多人或团体以统一策略进行同步实践的迹象。 因此， 在虚拟社群内形成对

职业身份和接单策略等方面的集体认同， 最终并没有 （或者很难） 转化为线

下集体维度的具体实践或行动①。 这是该类型虚拟社群的重要特点。

·１６１·

① 在我们观察的社群中这并非偶然现象， 无论是中介组织还是自发组织， 为了虚拟社群的

长期存续， 群内讨论的规则倾向于较为严格的自我审查， 以防触发关键词而被解散， 从

而在某种程度上屏蔽了集体化的或反抗式的策略的讨论与实施。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版权所
有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3zq
rXO
jeeu
EBy
wU
60d
m0
Zm
5A
kfN
hsn
q4l
LPp
AQ
8aC
EkP
mb
iqB
tR8
Cjj
0Kn
I+6
n6v

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五　结论与讨论

基于本文前述部分的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 平台经济中劳动者原子化

问题并不是一个以单一维度衡量的发展程度问题， 而是涉及多主体、 多领

域的复杂系统。 从网约车行业来看， 平台整体零工化的设计确实促发了劳

动者原子化倾向， 且在平台从垄断阶段向竞争阶段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平

台、 租赁公司两个组织管理控制均有所减弱， 劳动者仅有的与租赁公司的

正式制度管理关系也被消解， 从而在基于职业组织的正式关系维度呈现较

为彻底的原子化状态。

然而， 基于租赁公司建立的中介型虚拟社群以及网约车司机发起的自

发型虚拟社群， 社群内司机群体间产生了超越组织边界的对广义网约车司

机职业身份的认同以及基于认同的信任和互助， 而这里的关系和互动更具

备突破虚拟空间限制而转化为偶发小众的线下互动的可能性， 以及独立于

职业身份仅凭借社群关系即可持续发挥作用的特点。 基于这种虚拟社群的

认同与互动， 网约车司机群体得以形成了隔空取暖和游牧接单的劳动策

略， 并使其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能从社群中获益。 这一方面体现了平台经

济背景下劳动者原子化问题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体现了平台劳动者的能动

性， 以及在网络社会时代应对原子化挑战的具体路径及其可行性。

当然， 作为平台劳动者应对原子化挑战众多策略和模式中的一类， 我

们也看到本文所涉及虚拟社群的独特性。 这类社群线上认同的形成并非基

于前期的线下互动基础， 也即其前期的社会经济背景多元且一般社会关系

网络薄弱， 而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司机们仍然能够形成职业身份认同和互

动互助等实践， 显示出劳动者极强的能动性和应对挑战的韧性。 这类社群

在线上职业身份和接单策略等方面的集体认同最终转化为线下个体取向的策

略实践， 而非既有研究中的集体取向 （Ｐａｒｔ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Ｐｕｎ，

２０２２）， 这显示出这一组织类型的局限性， 从而总体上呈现主观维度认同强

烈而客观维度行动乏力的特点。

Ｓｉｌｖｅｒ （２００３） 在其 《劳工的力量》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一书中提到基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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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劳动者因不具备技能和结构优势而主要选择以联合的方式开展与资本的斗

争， 并称其为联合的力量。 那么以上网约车司机虚拟社群产生的劳动策略是

否属于工业时代劳动者联合力量的延续？ 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 我们认为二

者存在较大差异。 虽然虚拟社群的确会产生身份认同， 但是其群体性仅存在

于认同的主观层面， 而在具体劳动行为中劳动者的接单策略是以个体化的决

策和实践展开的， 没有展现出集体联合的特征。 由此案例我们也需要重新思

考集体认同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 以及进一步看到有关联合的力

量讨论的局限性问题， 即联合未必会带来力量， 特别是未必会产生集体的力

量， 从本文的案例来看即表现出这种力量的个体化趋势。

同时， 这类关系的边界非常清晰， 即虽然虚拟社群可以产生突破虚拟

空间和脱离职业身份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 但是我们观察到这些互动和

关系的边界也仅限于职业相关的公共范畴而无法拓展到对于中国人来讲更

加核心的私人生活领域， 也即难以转化为一般社会关系。 因此， 虽然社群

关系的确有助于平台劳动者应对劳动挑战， 助力其与平台进行博弈， 但其

采取的行动策略仍然是个体化的且悬浮于本土社会关系之外， 影响的范畴

和作用都是有限的。

因此， 平台劳动者应对原子化挑战的模式在时间、 社会经济背景、 劳

动者特征等多维度的影响下形成了多元且丰富的实践， 对这些实践的梳理

和澄清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呈现平台劳动者及其困境与能动性， 从

而更全面地理解网络社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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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为家”者亦“为国”：家国情怀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胡安宁**

摘　要：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将其进行社会学意义上

的概念化时，需要在脱嵌历史传统制度背景的基础上，以一种中立、直接和经验的方

式来明晰个体、家与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家国情怀可以定义为行动者表现出的一种认

知倾向，即家与国在对个体的超越性上形成的正向关联。这一概念化有助于在更为广

阔的社会学理论背景下分析家国情怀。进一步，以多元行动理论为分析框架，凸显家

国情怀如何受文化意义诠释层次（宏观或者微观）影响。通过分析公众生活态度调查

数据，以下论辩得到了经验验证：对于儒家文化意义的宏观导向诠释有助于提升个体

的家国情怀水平，而对于儒家文化意义微观导向的诠释则伴随着更低水平的家国

情怀。

关键词：家国情怀　“扳道夫”理论　文化的动机功能　儒家传统文化

一　引言

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 也是国民基本文化素养和

道德追求的重要内容 （陈望衡、 张文， ２０２１）。 在转型期中国社会， 无论

是国家整体的文化政策导向， 还是个体日常的教育过程， 都强调了对家国

情怀的培育和弘扬， 实现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高昕、 杨威， ２０２１）。 然而， 当从社会生活中的日常用词上升到具

有社会科学意义的学理概念时， 家国情怀仍有进一步细化和明晰的空间。

·６６１·

*

**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社会

实现路径与机制研究” （２２ＺDA０８１） 的阶段性成果。
** 胡安宁，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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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者亦“为国”：家国情怀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例如， 既有对家国情怀的考察偏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附着于传统家国同构

制度设计之上的精神状态 （张军， ２０１９）， 这使得学者的分析聚焦于宏观

共同体， 社会现实中的行动者付之阙如。 仅就共同体而言， 家和国之间也

缺乏细致的区分， 而是以 “家国一体” 的论辩一言以蔽之 （刘余莉、 聂菲

璘， ２０２１）。 因此， 既有对家国情怀的分析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以及在不

同类型共同体之间仍需进一步的理论勾连。 这种理论层面的模糊性也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了在操作层面上， 家国情怀被简化为一种抽象的道德状态，

进而妨碍了社会科学研究者客观考察个体对家国情怀的接纳程度， 以及围

绕家国情怀所可能呈现的人际异质性。

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将家国情怀理解为行动者表现出的某种认知特

征， 即认可 “家作为私人共同体对个体的超越” 与认可 “国作为公共共同

体对个体的超越” 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换言之， “为家” 更有可能 “为

国”。 这一概念化以家与国两种共同体对个体的超越为线索， 让 “情怀”

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更加具体和客观； 以 “行动者” 所体现出的认知特征

为基本分析单位， 让家国情怀摆脱了对特定 （历史） 制度设计的依附， 使

其更具当下现实意义； 以集体-个体的动态关系为基础， 让家国情怀的研

究与社会学的理论关怀 （如社会资本与信任研究、 费孝通先生对于公与私

问题的经典分析等） 相衔接。 基于这一家国情怀的界定， 本研究进一步考

察了不同行动者所呈现的家国情怀 “程度” 如何与其对传统儒家文化观念

的接纳度相关联。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 本研究拓展了文化社会学既

有理论， 构建了一个多元行动分析框架来凸显传统儒家文化的动机性功能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这一理论拓展通过具体的实例分析进行展示， 以

此在实践层面上探索在当代中国社会如何提升个体家国情怀水平这一现实

问题。

二　理论背景与理论建构

（一）家国情怀：一个未尽的社会科学议题

家国情怀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 但是将其作社会科学

·7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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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意义上的概念化， 无论是在理论界定还是在经验测量方面都有进一步细化

的空间， 具体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把 “家” 带回来。 既有对家国情怀概念的使用， 常常偏重于

“国” 之一端， 将家国情怀诠释为一种类似于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情

感力量。 从这种理解出发， 国作为家的一种制度或者文化上的延续， 自然

成了分析的焦点。 与之相比， 家在家国情怀概念中的角色被严重削弱甚至

忽略。 但是， 单纯强调 “国” 而忽视 “家” 并非家国情怀理念的题中之

义。 例如， 张军 （２０１９） 指出， 家国情怀并不等同于爱国主义， 因为家国

情怀中包含了家之一侧朴素的乡梓之情。 陈望衡、 张文 （２０２１） 亦强调家

和祖先对于个体家国情怀塑造的重要性。 相比于 “重国轻家” 的诠释路

径， 对于家国情怀一个更加平衡的理解应当是认识到家国情怀中 “家” 的

作用， 以及 “家” 和 “国” 作为超越个体的共同体彼此之间所具有的内在

相和性。 在这方面， 刘余莉、 聂菲璘 （２０２１） 从词源学的角度， 提出传统

意义上 “国” 和 “家” 的区分只是在于治理主体不同， 前者由诸侯治理，

后者由卿大夫治理。 因此， 二者作为个体之上的共同体， 彼此之间存在共

生共存的关系 （高昕、 杨威， ２０２１； 张军， ２０１９）， 达成一种所谓的 “互

本性” （陈望衡、 张文， ２０２１）。 顺着这一思路， 家国情怀的基本内涵之一

应当是 “家” 和 “国” 两个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对个体的超越， 以及这种超

越之间的一致性， 而非片面偏向于 “国” 这一共同体。

第二， 把 “个体” 带回来。 家国情怀作为凸显 “家” 与 “国” 的概

念， 无疑重在共同体而非个体。 但是这种共同体导向的基础或曰出发点在

于个人。 换句话说， 家国情怀对于 “家” 和 “国” 的重视， 并非单就家国

谈家国， 而应当是以个体为参照来谈家国。 这一点在既有文献中也有所体

现。 例如， 经典的 “修齐治平” 一论呈现了从个人修养到家庭和睦进而到

国家稳定的顺次过渡。 正是在此意义上， 刘紫春、 汪红亮 （２０１５） 指出，

家国情怀的基本特点在于以个人为基石， 以家庭为纽带， 以国家为最大的

家。 刘松 （２０１９） 从主体自由和制度约束的角度论证了家国情怀所隐含的

共同体和个体之间的对立统一， 并将家国情怀理解为在个体自由的基础上

达成的民族和睦和文明提升。 可见， 对家国情怀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分

·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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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者亦“为国”：家国情怀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析， 需要关注的并非纯粹和抽象的 “家” 和 “国”， 而是要关注相比于个

人， 家和国所体现出的超越状态。 质言之， 家和国的共同参照点在于个体。

顺此分析路径， 在描述家国情怀的时候， 我们需要展现的并非脱离个人而就

家国进行抽象论辩， 而应当是以个体作为 “参照” 所形成的家国超越。

第三， 把 “传统制度” 带出去。 在现有研究中， 家国情怀作为一种情

感特征， 往往和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制度设计放在一起讨论， 即将家

国情怀视为家国同构制度设计的伴生物 （刘紫春、 汪红亮， ２０１５； 刘余

莉、 聂菲璘， ２０２１； 钱念孙， ２０２０）。 按照这一思路， 家国情怀往往类比

于移孝作忠等家国同构的内在文化意涵。 诚然， 个人主观偏好乃至文化禀

赋的培养都和特定的制度环境息息相关。 但是， 文化相比于制度所不同的

地方， 在于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胡安宁， ２０２０）。 在此意义上，

片面强调家国情怀对于特定制度设计的依附忽略了家国情怀相比于具体制

度设计所具有的长久文化生命力。 实际上， 在当代中国社会， 传统家国同

构的制度设计早已不复存在。 但即使如此， 我们今天仍大力提倡和鼓励家

国情怀， 这恰恰反映出作为个体文化倾向的家国情怀与传统制度设计之间

的脱嵌。 鉴于此， 在经验层面上考察家国情怀， 需要更加注重行动者的态

度与价值判断， 而不是强制将其安置于一种特定历史制度环境之中。 对家国

情怀的考察需要跳出历史制度设计的樊笼， 从行动者那里寻找经验证据。

第四， 情怀 “客观化” 与行动者 “具体化”。 从理论进一步落脚于经

验层面， 我们需要从两个方向对家国情怀的概念进行优化。 其一， 情怀一

词需要 “客观化”。 家国情怀常常被理解为某种眷念与爱戴的心境、 情感

上的认同或者自觉担当的意愿 （张军， ２０１９）。 这一理解虽不妨碍日常交

流， 但作为学理概念却仍显片面。 这是因为， 以正面情感来界定家国情

怀， 使得这一概念的经验表达容易成为基于个案特征所作出的 “非此即

彼” 的规范性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和规定性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的 “是非” 判断。 这

种判断容易因情感偏向而缺乏描述上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的客观性， 并疏于对

家国情怀 “程度” 的把握。 因此， 在经验操作上把握 “情怀”， 我们需要

更为具体和中性的表述。 其二， 我们需要对承载家国情怀的 “个体” 进行

具体化。 家国情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常被视为一种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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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性的宏观文化表现。 相比而言， 对于集体文化之下个体层次的文化表现却研

究甚少。 现有研究早已指出， 即便在特定集体文化之下， 个体层次的文化特

征也具有很强的异质性 （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１０）。 具体到家国情怀， 范可 （２０１６）

指出， 家国情怀这一概念应当被看作一个理想型而非现实生活的直接描

述。 即使在传统社会， 家国情怀的个体表现也呈现大传统-小传统之间的

差异： 有文化的士大夫与普遍缺乏读写能力的大众对于家国情怀的理解不

尽相同。 在当下中国社会， 个体之间的差异已超越教育水平， 涉及其他多

种社会人口学特征。 因此， 在经验层面上， 个体所呈现的家国情怀应当更

为 “具体”， 展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综上所述， 当我们从一般生活用语上升到社会科学学理意义上的理论

概念时， 家国情怀需要在脱嵌传统制度设计的前提下， 以一种更为中立、

客观的考量来明晰个体、 家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为家”者亦“为国”

顺着上文的思路， 本文提出一个具有社会学学理意义的家国情怀概

念： 家国情怀是行动者表现出的一种认知倾向， 即家与国在超越个体方面

达成的正向关联。 换言之， 从个体出发， “为家” 者亦 “为国”。 这一界定

有三个关键词， 分别是 “行动者”、 “超越” 和 “正向关联”。 从 “行动

者” 的角度出发， 我们可以更好地考察家国情怀在个体层面所呈现的人际

间差异， 并以此跳脱出历史制度设计的羁绊， 在当下社会围绕社会成员来

弘扬家国情怀。 从 “超越” 的角度出发， 可以把个人带入家国情怀的讨

论， 以其作为一个基本参照点来凸显 “家” 与 “国” 相对于个体所具有的

超越性、 独立性和共同体属性。 同时， 在共同体一端， 该定义注重 “家”

与 “国” 分别作为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共同体的区分及其各自相对于个体

的超越， 以此来避免 “重国轻家” 的局限。 从 “正向关联” 的角度出发，

我们让家国情怀一词变得可观察和可操作， 以此克服了 “情怀” 一词的模

糊性和情感导向上的片面性， 让我们可以从更加客观、 中立的角度来思考

家国情怀在个体层面上的经验表现。

以上对家国情怀的界定可以将对家国情怀的分析与社会学的主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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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者亦“为国”：家国情怀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对接。 例如， 福山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１９９９） 的信任半径理论强调了一个国家和

社会的社会资本并不必然体现在个人对他人信任水平的高低上， 而是体现

在个人对他人信任范围的大小上。 这也是班菲尔德 （Ｂａｎｆｉｅｌｄ， １９６7） 基

于其意大利田野调查所得出的主要结论： 一个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和保障

取决于社会成员多大程度上可以跳出自身小群体界限， 实现一种指向 “他

人” 的超越性。 可见， 无论是福山还是班菲尔德的分析， 其核心议题的重

要面向都是共同体对于个体的超越， 这与本文对家国情怀的界定是一致

的。 因此， 上述概念化让家国情怀的分析更具社会学的理论意义。 特别需

要指出的是， 从公私划分的角度来理解家国情怀也与费孝通先生所论述的

差序格局概念相关联 （费孝通， ２００４）。 在其差序格局分析中， 费老提出，

差序格局的交往模式关系到中国社会群己和人我界限的划分。 换言之， 中

国社会的公私问题就社会交往而言具有伸缩性。 如果我们将这一思路拓

展， 把各种共同体置于个体差序格局结构之中 （例如阎云翔， ２００６）， 那

么， 差序格局下公私关系的伸缩性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体之上面向特定共

同体的超越性。

综上所述， 对家国情怀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经验研究， 需要对其进行

更为审慎的概念化， 强调行动者表现出的 “为家” 与 “为国” 之间的正向

联结。 通过这种概念化， 我们可以借助更为丰富的国内外社会学理论资源

来提升对家国情怀问题的理解。 在此基础上， 我们下面所要回答的问题便

是， 如何达成这种超越以弘扬家国情怀呢？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文

化的动机功能入手进行讨论。

（三）文化动机功能的回归

在个体认知层面上谈及超越， 本质上涉及的是行动者在具体实践中在

个体和共同体 （家或国） 之间所体现出的侧重与偏好。 例如， 每个行动者

都有其自身的个体化的利益关注， 但是一个人之所以表现出家国情怀， 却

在于其可以将个人利益置于家和国的利益之后， 从而在利益导向上呈现家

国利益相比于个体利益的某种优先性。 如果说人们关注自身利益近似于一

种生物性的自发行为， 那么做到以家国为导向来超越个人利益就是一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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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文化行为了 （Ｂｅｒｇｅｒ ＆ Ｋｅｌｌｎｅｒ， １９６５）。 从这个简单实例可以发现， 家国情

怀的塑造和发展需要考虑社会文化因素。 正如韦伯经典的 “扳道夫” 隐喻所

言， 个体特定行动背后的动因取决于指导这一行动的文化轨道 （Ｅａｓｔｗｏｏｄ，

２００５）。 换言之， 人们之所以不将目光局限于个人自身而是转向家国并在家

国之间达成一致， 背后需要特定文化意义的引导。

文化意义对于个体行动或者倾向的引导可以说是文化社会学的核心议题

之一。 在既有文献中， 这一问题涉及文化动机功能与合法化 （ 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功能的争论。 如图 １ （ａ） 所示， 所谓文化的动机功能， 是指个体行动或者

倾向受到特定文化意义的影响。 不同文化观念塑造了不同的行动特点或者

偏好-倾向。 文化的动机功能集中体现于韦伯经典的新教伦理命题 （韦伯，

２００7； 叶静怡， １９９９）， 也与现代结构功能主义对于文化系统的讨论相一

致 （帕森斯， ２０１２； Ｍüｎｃｈ ＆ Ｓｍｅｌｓｅｒ， １９９２）。 与之相比， 文化的合法化功

能则质疑了文化的动机功能。 其基本论证逻辑是， 如果文化意义决定了行动

和倾向， 那么有同样行动模式或者倾向的行动者在谈到背后的动机时， 应该

可以表述出彼此一致的文化意义。 但是正如社会学者斯威德勒 （Ｓｗｉｄｌｅｒ，

１９８６） 的文化工具箱理论所指出的， 现实生活中具有同样行动模式或者偏好

的个体并不能在行动意义的陈述上体现出一致性。 据此， 斯威德勒 （１９８６）

提出， 文化意义更多地发挥了一种合法化的功能， 即人们基于所处的社会

环境来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文化意义来描述甚至 “包装” 自身的行动或者偏

好。 那么， 文化意义就成为行动之后的一个合法化工具。 这一 “行动中的

文化” 的论述进路如图 １ （ｂ） 所示。

文化的合法化功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了文化意义对于个体行动和偏

好所起到的作用， 但是无形中拒斥了文化对于行动的引导功能 （肖文明，

２０２２）。 如果文化意义只是行动之后的一种装饰性工具， 那么文化这一概

念的社会学价值也就被极大地削弱了。 实际上， 在文化工具箱理论之后，

亦有研究与文化合法化理论形成对话， 并试图回归文化的动机功能。 例

如， 维希 （Ｖａｉｓｅｙ， ２００９） 认为， 指导和规制行动以及偏好的是一种长时

间实践后形成的潜在认知模式。 因此， 个体并不一定能够明言或者系统阐

述这种潜在的文化动机。 按照这一分析逻辑， 斯威德勒所发现的明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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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者亦“为国”：家国情怀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意义上的不一致性并不足以否定文化的动机功能。 奎恩 （ Ｑｕｉｎｎ， ２０１８）

基于其自身所做的人类学研究指出， 斯威德勒过度关注了被研究者陈述中

过于分散的细节， 忽视了貌似散乱的陈述内容背后所存在的更高抽象层次

上的文化一致性。

在上述理论背景下， 本文提出， 在考察文化和行动或者偏好之间的关

系时， 需要超越传统文化动机理论对单一文化意义的关注， 也需要超越文

化工具箱理论对单一行动结果的文化意义反溯。 文化意义和行动之间的关

系应当是在行动者层面的 “多对多” 式的关联。 也就是说， 不同文化意义

和不同行动之间发生关联。 这一分析思路可以视作一种多元行动理论， 如

图 １ （ｃ） 所示。

图 １　 文化引导功能的多理论模型

    说明： 图 １ （a） 展示了文化的动机功能， 强调了特定宏观文化意义对于个体行动 / 偏好

的塑造； 图 １ （b） 展示了文化的合法化功能， 强调了个体利用特定的文化意义对行动 / 偏好

进行合法化； 图 １ （c） 展示了本文提出的多元行动理论， 涉及多种文化意义和多种行动 / 偏
好结果。 其中文化意义的落脚点不再是宏观层次， 而是微观个体层次。 同一个体可以同时运

用多种文化意义诠释， 并在特定的情境下促进行动 / 偏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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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具体而言， 所谓多元行动理论， 意指对于行动者而言， 其所持有的文

化意义是多样化的。 例如， 同样是儒家文化， 在个体层面可以落脚于日常

生活的道德规范， 也可以落脚于家国一体的宏大叙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

文化确实可以如工具箱理论所理解的那样， 可以被行动者所选择和使用。

但是和工具箱理论不同的是， 本文主张， 这种选择与使用并不是行动 ／ 偏

好事后的选择和合法化， 而是根据个人的生活环境或者自身社会属性， 对

文化进行的个性化的理解或者诠释。 因此， 多元行动理论与文化工具箱理

论相比， 在分析逻辑时序上是反过来的。 文化工具箱理论从结果推知原

因， 而本文提出的多元行动理论则遵循了文化动机分析的基本论辩逻辑，

从文化出发触发个体特定的外在表现。 只是与韦伯或者帕森斯所预设的文化

动机功能不同， 这里所谈的文化不是一种内部一以贯之的宏观文化叙事， 而

是经过个体理解和诠释之后所达成的一种个性化的微观文化诠释， 亦即个体

文化 （Ｌｉｚａｒｄｏ， ２０１7）。 换言之， 这里涉及的文化意义不是个体之 “外” 通

行的宏观建构， 而是个体之 “内” 对于某一文化的自身理解。 因此， 这一理

论进路强调了在同样的宏观文化之下， 个体文化层次上的异质性。 这些多

重文化意义并存于个人头脑之中， 基于情境的不同， 触发不同的行动模式

和倾向。

关于本文提出的多元行动理论的一个经验实例是胡安宁和周怡 （２０１３）

对儒家文化的经验分析。 虽然国人共同生活于同一宏观儒家文化下， 但个

体对于儒家文化会有不同的理解， 从而带来不同的行动表现。 胡安宁和周

怡 （２０１３） 的经验研究表明， 如果将儒家文化理解为一种家庭主义导向的

文化， 则儒家文化会妨碍个体一般信任水平的提升。 但是， 如果将儒家文

化理解为中国人共享的一种身份认同， 则儒家文化有助于一般信任的建

立。 可见， 从多元文化理论的角度出发， 文化的动机功能不再是宏观集体

文化的动机功能， 而是个体异质性文化诠释下， 特定个体文化的动机功

能。 从这一思路出发， 我们便可以克服传统文化动机理论和文化合法化理

论之间的张力， 通过考察行动者个体文化的动机功能来思考如何弘扬家国

情怀。 具体而言， 按照多元文化理论， 影响个体家国情怀 “程度” 高低的

社会文化因素在于个体文化的具体特点。 在这方面， 本文认为， 关键在于

·４7１·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版权所
有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3zq
rXO
jeeu
EBy
wU
60d
m0
Zm
5A
kfN
hsn
q4l
LPp
AQ
8aC
EkP
mb
iqB
tR8
Cjj
0Kn
I+6
n6v

“为家”者亦“为国”：家国情怀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个体文化所构建的意义本身在宏观和微观之间所具有的导向性差异。

（四）个体文化意义的宏观导向和微观导向

在既有文献中， 学者们往往从本体论的角度对文化意义进行宏观-微

观的导向区分。 例如， 经典的 ｅｔｉｃ 和 ｅｍｉｃ 视角的对比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文

化观， 前者强调了文化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后者强调了文化的个体性以突

出所谓的 “内部人视角” （Ｈａｒｒｉｓ， １９7６）。 在中国本土研究中， 也有大传

统和小传统的区分 （沈毅， ２００7）， 前者倾向于一种集体性的统一的文化

文本， 而后者则落脚于个体特异性， 涉及更加弥散化的文化表现。 本质而

言， 这种本体论角度的分析看的是在何种层次上来 “界定” 文化意义， 界

定的主体是研究者。 但是， 正如上文所言， 多元行动理论更加关心的是现实

生活中的行动者如何诠释和理解文化。 正如胡安宁与周怡的研究 （２０１３） 所

指出的， 同样的文化意义， 在个体层次可以被用来指引个体生活， 也可以

被用来构建某种身份认同。 因此， 就文化意义导向而言， 进入人们头脑中的

文化意义， 可以是宏观导向也可以是微观导向。 这种差异涉及的是个体对文

化意义适用层次的偏好， 也就是 “怎么用” 的问题， 而非文化 “是什么” 的

本体论定位。 二者的关系在于， 无论文化意义导向的方向如何， 均是在行动

者个人层面以一种个体文化的形态来进行的。 也就是说， 在个体文化的本

体论设定下， 对文化意义的诠释和使用方向会有宏观和微观的区分。

需要提及的是， 对于行动者而言， 个体文化的不同导向层次具有现实

影响力。 例如， 基于新近文献关于文化动机和导向功能的分析， 行动者所

诠释的文化意义乃至文化图式可以帮助行动者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现实

问题， 通过有针对性的导向调整， 保证个体生活的顺利进行。 此外， 个体

文化意义的不同导向本身涉及行动者的价值定位 （Ｈｕｎｚａｋｅｒ ＆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ｏ，

２０１９）， 因此会影响行动者有关对错问题的价值判断。 最后， 个体文化的

诠释方式往往日用而不自知， 具有不言自明性 （胡安宁， ２０２２）， 在无意

识之间调节了个体的注意力分配， 自动过滤掉那些与其个体文化意义导向

不匹配的生活事件。 即使出现和自身个体文化意义主导导向相左的生活事

件， 个体也会通过生成认知不协调的感受予以应对 （ Ｈａｒｍｏｎ⁃Ｊｏｎ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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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Ｍｉｌｌｓ， ２０１９）。 这些机制都意味着， 个体文化意义诠释的宏观导向和微观

导向并不仅仅是个人如何看待和理解文化的问题， 而是进一步关联着个体

的行动和偏好。

从个体文化意义的宏观导向和微观导向区分出发， 我们可以从一个新

的角度来理解家国情怀的培育。 如上文所述， 我们将家国情怀界定为一种

偏好或者取向 （是否 “为家” 也会 “为国” ）。 那么， 影响这种偏好或者

取向发生与否或者程度强弱的文化因素之一就是人们对于某些个体文化意

义 （下文的实例会具体考察这里所论及的个体文化意义的实质含义） 不同

导向层次的理解和诠释。 这一分析路径如图 ２ 所示。 基于多元行动理论，

对于行动者而言， 个体文化意义的宏观导向会通过作用于行动者触发其对

个体的超越， 进而提升其家国情怀； 而个体文化意义的微观导向则会通过

作用于行动者而削弱其家国情怀。

图 ２　 文化导向与家国情怀

三　家国情怀与儒家文化：一个分析实例

（一）儒家文化诠释的集体导向与个体导向

上文的讨论集中呈现了本文的理论论辩， 但没有明确家国情怀背后特

定的个体文化意义究竟是什么。 诚然， 不同的文化意义都有可能与家国情

怀相关联， 从而适用上文提出的论辩逻辑。 因此， 个体文化意义究竟指涉

什么， 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予以确定。 在这一部分的实例分析中， 我

们将家国情怀背后的个体文化意义定位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观念。 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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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我们将基于多元行动理论的分析进路， 在个人层面上考察儒家传统文

化的不同导向层次如何影响人们的家国情怀。

在进入具体的经验分析之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虽然通常我们会把

儒家文化和传统集体主义观念联系在一起， 但是细观儒家文化的基本主张

就会发现， 儒家文化的很多论述兼具宏观面向和微观面向， 因此为行动者

的个体化诠释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陈冬， ２０１４）。 这方面一个最直观的表

达应该就是孔子所提出的 “修齐治平” 理念。 按照这一思想， 国家的有效

治理和家庭的和睦团结离不开个人层面的品性培育和思想修养。 因此， 个

人层面的修身与集体层面的家庭、 国家的善治之间呈正面相关性。 除此之

外， 儒家的义利观也体现了宏观和微观的有机统一。 虽然义偏向于宏观

大治， 利更具私人导向， 但儒家传统并不是片面强调舍利取义， 而是反

对见利忘义 （杨清荣， ２００５） 。 例如， 荀子提倡 “义利相和” 、 “重义兼

利” 和 “重义尚利” ， 本质上就是力图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在利益导向上

的协调统一。 这种统一性也体现在 “知行合一” 的思想之中。 按照 “知行

合一” 的理念， 宏观层面的道德良知并非抽象的理论， 而是要通过个体具

体的实践才能够真正达成的至善状态。 也就是说， 人们通过个人行动达成

对于普遍德性的 “真知” （迟成勇， ２０１８）。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 儒家所提

倡的个人修身与义利相和并非提倡人与人无差别的完全一致， 而是在讲

求 “同一” 的同时， 兼具对个体个性和差异性的尊重。 儒家 “和” 的理

念亦正如音律相和的比喻一样， 讲求的是 “和而不同” ， 从差异中寻求

彼此的协调 （Ｃｈａｎ， ２０１３） 。

综上所述， 在行动者看来， 儒家文化观念可以面向宏观家国， 也可以

面向微观个体。 因此， 行动者在对儒家文化进行理解与诠释的时候， 就有

了自身发挥的余地， 可以在个体文化层面呈现偏向微观导向或者偏向宏观

导向的特点， 以此形成个体层次文化意义理解上的特异性。 这种差异化的

诠释和导向也是个体能动性 （ａｇｅｎｃｙ） 的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 儒家文化

诠释的宏观导向与微观导向之间的区分主要在于程度强弱， 二者并非非此

即彼的简单二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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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与测量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康晓光教授主持的当代中国文

化民族主义课题组于 ２００５ ～ ２００7 年在全国 １０ 地进行的 “公众生活态度调

查”。 该调查选取了 １０ 个调查点， 分别是北京、 石家庄、 保定、 太原、

太谷、 成都、 罗江、 绵阳、 射洪和资阳。 调查点的选取主要考虑地域分

布和规模。 调查的抽样过程如下： 首先分别在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各

选取一个大城市， 被选中的城市分别为北京、 太原和成都； 然后， 在这

３ 个大城市周边， 分别选取中等规模和小规模调查点。 在最终选取的 １０

个调查点中进行随机抽样。 随机入户调查全部为入户面访， 抽取的总样

本量是 １２９９， 有效样本量为 １２５４。 随机入户调查的复核率为 7５％， 复核

成功率为 ３０％。 关于该调查更为详细的介绍， 可以参见康晓光 （２００８） 。

公众生活态度调查数据是目前为止围绕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较全面的

分析资料， 其中包含了本文理论论辩中所需要的各种变量的测量题器。 与

之相比， 其他现有的全国性调查资料 （如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等） 历年数据均不能够满足本文的研究需求。 当然， 公众生活态度

调查数据的一个明显缺陷在于其时效性较差。 作为一项数据收集于 ２００５ ～

２００7 年的全国性调查， 多大程度上依旧可以反映当下价值观念因为缺乏历

时性资料无法经验确知。 鉴于此， 本文的经验分析更多的是起到示例的作

用， 以此将本文提出的理论论辩置于一个具体的经验研究场景之中。 尽管

如此， 考虑到文化观念本身具有比较强的历时稳定性和延续性， 如果基于

既往数据的经验发现其可以支持本文的理论主张， 那么我们便有更为充分

的动机来收集更具时效性的调查资料以作进一步的探究。

如上文理论论辩部分所述， 家国情怀的测量需要考虑： ①家和国两个

共同体对于个体而言所具有的超越性； ②这种超越性彼此之间的相关性特

征 （是否正相关）。 对于①， 我们通过相关的测量题器可以直接询问被研

究对象。 而对于②， 我们则采用有限混合模型 （Ｆｉｎｉｔ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ＭＭ） 进行估计 （关于有限混合模型的基本原理详见下文）。 在国家超越

个人方面， 我们采用的问题是被研究对象对下述陈述的同意程度 （简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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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即 “为了国家利益， 个人应该准备牺牲自身的利

益”。 题器选项是 １ = 很不同意； ２ = 不同意； ３ = 中立； ４ = 同意； ５ = 很同

意。 在家庭超越个人方面， 我们采用的测量是被研究对象对于以下陈述的

同意程度 （简称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即 “为了家庭利益， 个人应该

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二位”。 题器选项是 １ =很不同意； ２ =不同意； ３ =中立；

４ =同意； ５ =很同意。

除家国情怀之外， 我们还需要测量个体对于儒家文化诠释的导向性。

具体来讲， 儒家文化的宏观导向强调了儒家文化对于整个国家或者民族的

意义， 而儒家文化的微观导向则强调儒家文化对于个体日常生活的意义。

前者我们采取了被研究对象对以下陈述的认可程度来测量 （简称儒家与国

家发展）， 即 “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应该高举儒家旗帜”， 后者的测量则采

用了被研究对象对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奉行儒家的道德规范” 这一

陈述的认可程度 （简称儒家与日常道德）。 两个问题的答案选项均是 １ =很

不同意； ２ =不同意； ３ =中立； ４ =同意； ５ =很同意。

除这些关键变量之外， 我们在下面的经验分析中也考虑了一系列的控

制变量， 包括年龄、 性别 （１ = 女； ０ = 男）、 是否接受大学教育 （１ = 是；

０ =否）、 是否中共党员 （１ =是； ０ = 否）、 婚姻状态 （１ = 在婚； ０ = 其他）、

地区 （１ =东部； ２ =中部； ３ =西部） 以及月收入 （ ｌｏｇ 转换）。 本文所使用

的变量的描述性发现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发现

均值 ／ 百分比 标准差

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３． ８５５ ０． ８８９

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３． ８４４ ０． ８９５

年龄 ３９． ４９６ １１． ８３7

性别 （女） ４６． ５０7％

是否接受大学教育 （是） １０． ４２８％

是否中共党员 （是） １０． ６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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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均值 ／ 百分比 标准差

婚姻状态 （在婚） ８３． １０7％

地区

东部 ４５． ０４7％

中部 １０． ６３６％

西部 ４４． ３１7％

ｌｏｇ 月收入 7． ０7４ ０． ６８４

Ｎ ９５９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通过考察对 “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的同意程度与对 “国家

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的同意程度之间的相关性特征来测量家国情怀。 换言

之， 如果超越个人面向家庭的利益导向和超越个人面向国家的利益导向之

间存在正相关， 我们就验证了 “家” 和 “国” 两个共同体在超越个体性方

面具有正相关关系。 为此， 我们拟合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因变量为

“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自变量为 “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控制变

量如上文所述， 不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在补充分析中也拟合了排

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相关经验发现其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一致。

在探索了家国情怀的基本情况之后， 我们接下来考察家国情怀程度如

何因个人对儒家文化的诠释导向不同而有所不同。 我们这里采用的方法是

有限混合模型 （ＭｃＬａｃｈｌ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之所以采用有限混合模型而没

有使用传统的交互项回归方法， 是因为我们模型中的关键自变量和对儒家

文化的诠释导向变量均为有限选项的分类变量， 其交互项和回归模型主效

应之间可能存在多元共线性关系。 在本研究中， 这一问题确实存在。 当引

入 “儒家与日常道德” 这一变量及其与 “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的交互

项之后， 两个变量及其交互项的方差膨胀因子分别是 １９、 ２０ 和 ４２； 而引

入 “儒家与国家发展” 这一变量及其与 “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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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之后， 两个变量及其交互项的方差膨胀因子分别是 １１、 １９ 和 ２９。 这里

的多元共线性问题表明， 常规的交互项分析方法在此并不适用。

与交互项分析相比， 有限混合模型采取了另外一种分析策略。 其假设所

分析的样本是由不同类型的个体组成的， 这些个体构成了潜在的人群分组，

每个人群分组 ｉ 对应的人数比例为 πｉ。 那么基于总体数据分析所得到的经验

模式就是各个潜在群组内部模式的加权平均。 以 ｘ 来指代 “家庭利益大于个

人利益” 的同意程度， ｙ 指代 “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的同意程度， 二者

的回归模型系数为 β， 那么我们可以将二者的关系表示为 ｆ （ｙ ｘ， β）， 其中

ｆ 为某一概率密度函数。 假设在总体中潜在群组有 ｃ 个， 则：

ｆ（ｙ ｘ，β） = ∑
ｃ

ｉ = １
πｉ ｆｉ（ｙ ｘ；βｉ）

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是不同群组的 β ｉ， 其代表了对应于该特定人群，

“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与 “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之间的共变模式，

也就是针对这一特定人群的家国情怀独有特征。 例如， 如果整个样本有两

个潜在群组， 一个群组的 β︿ ｉ 统计显著为正， 另一个群组的 β︿ ｉ 统计不显著，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 家国情怀仅在前一个群组中显著存在。 如果整体

数据中 “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与 “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之间存在

显著正相关， 那么这个正相关也是由潜在的第一个群组主导形成的。 在使

用有限混合模型时， 我们需要指定群组的数量以及概率密度函数 ｆ 的类型。

在这项研究中， 我们首先用两个群组数量 （ｃ = ２） 估计有限混合模型， 然

后不断提高 ｃ 的取值， 并查看模型拟合优度是否得到改善。 如果增加潜在

群组后， 模型拟合优度没有显著改善， 那么我们保留既有群组数量及其对

应的分析结果。 至于概率密度函数的类型， 我们基于常规操作选择了正态

分布 （Ｚｈｏｕ ＆ Ｈｕ， ２０１３）。

（四）经验发现

对家国情怀的整体描述性发现参见图 ３。 可以发现， “家庭利益大于个

人利益” 和 “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

联。 二者的趋势线的斜率显著为正。 因此， 平均而言， 认可家庭对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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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超越也倾向于认可国家对于个人利益的超越。 这二者的正向共变性

体现了家国情怀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普遍性。

图 ３　 家国情怀的描述性模式

表 ２ 展示了在考虑一系列控制变量之后， “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如何在平均意义上和 “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之间发生关联。 与描述性

发现的结论一致， 回归系数为正 （β︿ = ０． ２３６）， 且统计显著 （ｐ＜０． ００１）。

表 ２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０． ２３６ （０． ０３１） ***

年龄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

性别 （女） ０． ００7 （０． ０５7）

是否接受大学教育 （是） ０． １６7 （０． ０９６）

是否中共党员 （是） ０． １２３ （０． ０９４）

婚姻状态 （在婚） ０． １３４ （０． ０８４）

地区 （东部）

中部 ０． ０９９ （０． ０９7）

西部 -０． ０１０ （０．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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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ｌｏｇ 月收入 ０． ０６０ （０． ０４５）

截距 １． ９7９ （０． ３９０） ***

调整 Ｒ２ ０． ０８４５

Ｎ ９５９

  注： 因变量为 “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 ｐ ＜
０． ００１ （两端检验）。

有限混合模型分析结果参见表 ３。 在尝试不同的潜在群组数量之后， 只

有两个群组的设定能够返回具有收敛性的经验结果。 因此， 我们在这里报告

的是基于两个潜在群组的相关发现。 具体而言， 在群组 １ 中， “家庭利益大于

个人利益” 与 “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β︿ = ０． ４４０， ｐ＜

０． ００１）。 但是这一基本模式在群组 ２ 中就不成立 （β︿ = ０． ０６６， ｐ>０． １）。 换言

之， 有限混合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我们分析的整个样本存在两个潜在群

组， 其中群组 １ 表现出明显的家国情怀， 群组 ２ 却没有呈现家国情怀的特

征。 由此可见， 上文所报告的在平均意义上家国情怀的显著发现， 应当是

由群组 １ 的个体主导形成的。 也就是说， 群组 １ 和群组 ２ 的加权平均结果

塑造了整体的基本模式。

表 ３　 有限混合模型分析结果

群组 １ 群组 ２

“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０． ４４０ （０． ０６８） *** ０． ０６６ （０． ０４０）

年龄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性别 （女） -０． ００９ （０． １１３） -０． ０7４ （０． ０５８）

是否接受大学教育 （是） -０． ３１7 （０． １９９） -０． ０４１ （０． ０９５）

是否中共党员 （是） ０． １０５ （０． １８９） ０． ２６２ （０． ０９２） **

婚姻状态 （在婚） -０． １３６ （０． １６９） ０． ０６7 （０． ０８６）

地区 （东部）

中部 -０． ２１９ （０． ２０５） ０． ０５９ （０． ０９２）

西部 -０． ０３１ （０． １２２） -０． １３２ （０． ０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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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群组 １ 群组 ２

ｌｏｇ 月收入 ０． ０６２ （０． ０９５） -０． １１５ （０． ０４４） **

截距 １． １０９ （０． 7９９） ４． ９０３ （０． ３８４） ***

类别 １ 比例 ４０． ９１％

类别 ２ 比例 ５９． ０９％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１４９． １7

ｄｆ ２３

ＡＩＣ ２３４４． ３３１

ＢＩＣ ２４５６． ２４６

Ｎ ９５９

  注： 因变量为 “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 ｐ ＜

０． ００１，** ｐ＜０． ０１ （两端检验）。

有限混合模型的一个优势在于， 基于其基本发现， 可以进一步针对

每个被研究对象， 预测其进入特定群组的概率。 这里只有两个群组， 因

此可以计算相对于群组 ２， 每个个体进入群组 １ 的概率。 考虑到家国情

怀只在群组 １ 中体现出来， 这一概率也可以理解为进入具有家国情怀群

组的概率， 进而我们可以分析对于儒家文化的不同诠释导向如何影响这

一概率的大小， 相关发现参见表 ４。 从表 ４ 中可以发现， 无论是否控制

本文所列举的控制变量， “儒家文化与日常道德” 这一变量都会显著地拉

低一个个体进入群组 １ 的概率， 即降低其具有家国情怀的可能性 （ β︿ =

-０． ３９６， ｐ＜０． ００１； β︿ = -０． ４００， ｐ＜０． ００１）。 与之相比， 将儒家文化和国家

发展相联系的意义诠释则会提高一个个体进入群组 １ 的概率， 即提高其具

有家国情怀的可能性 （β︿ = ０． １１０， ｐ＜０． ０５； β︿ = ０． １１５， ｐ＜０． ０５）。 这一发

现与我们的理论论辩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对儒家文化意义的宏观导向诠

释和个体的家国情怀呈正相关关系， 而对儒家文化意义的微观导向诠释则

会降低个体具有家国情怀的可能性。 以此， 我们展示了家国情怀在经验层

面上的人群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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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儒家文化诠释与家国情怀关系的分析结果

模型 Ｉ 模型 ＩＩ

儒家与日常道德 -０． ３９６ （０． ０５６） *** -０． ４００ （０． ０５7） ***

儒家与国家发展 ０． １１０ （０． ０５１） * ０． １１５ （０． ０５２） *

年龄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性别 （女） -０． ００２ （０． ０８６）

是否接受大学教育 （是） -０． ０２２ （０． １５２）

是否中共党员 （是） -０． ０３３ （０． １３８）

婚姻状态 （在婚） ０． ０１１ （０． １２１）

地区 （东部）

中部 -０． ０３６ （０． １６２）

西部 ０． ０３０ （０． ０９０）

ｌｏｇ 月收入 ０． ０６２ （０． ０7１）

截距 ０． 7１１ （０． １９３） *** ０． ３２３ （０． ５９８）

Ｌｏｇ ｐｓｅｕｄｏ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５０４． ４7８ -５０４． １77

ＡＩＣ １． ０５８ １． ０7４

ＢＩＣ -６１３８． ９１ -６０８４． ５９

观测值 ９５９ ９５９

  注： 因变量为有限混合模型预测的个人属于群组 １ （相对于群组 ２） 的概率。 在群组 １ 中，
“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与 “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群组 ２ 中，
二者之间统计独立；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 ｐ＜０． ００１，* ｐ＜０． ０５ （两端检验）。

四　结语

家国情怀是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之一。 然而， 对家国情怀的

既有讨论往往存在重家轻国、 忽视个体、 过度嵌入历史制度、 抽象化以及

片面情感化的局限。 在此背景下， 本文提出， 家国情怀是行动者表现出的

一种认知特征， 即家国在对个体超越方面所体现出的正向关联。 这一概念

可以帮助我们呈现家国情怀的人群异质性， 并以此摆脱历史制度设计的羁

绊。 此外， 将个人作为基本参照点， 这一概念化凸显出 “家” 与 “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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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性和 “家” 与 “国” 之间的一致性， 避免了 “重国轻家” 的局限性。

最后， 本文以一种中立的 “超越性正相关” 为线索， 避免了 “情怀” 一词

的模糊性和情感导向上的片面性。 通过这一概念化， 家国情怀与社会学诸

多主流理论之间实现贯通， 我们进而可以通过丰富的国内外社会学理论资

源来增强对家国情怀的理解。

基于这一概念化， 本文进一步梳理和拓展了文化动机理论。 本文指

出， 行动者所持有的文化意义是多样化的， 这些文化意义可以被行动者选

择和使用， 从而激活特定的行动模式或者偏好。 顺着这一思路， 个体文化

意义的使用既可以是宏观导向的， 也可以是微观导向的， 二者对个体的家

国情怀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为了验证本文的理论论辩， 我们将家国情怀

背后的个体文化意义定位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观念， 以此呈现一个具体的

经验实例。 通过对公众生活态度调查数据的分析， 我们发现， 对儒家文化

意义的宏观导向诠释和个体的家国情怀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而对儒家文化

意义的微观导向诠释则会削弱个体的家国情怀。 这一经验模式验证了文化

意义诠释层次的差异对个体家国情怀的异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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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计算的内涵与前瞻

万　怡　郑　路　罗家德　吴国炜*

摘　要：社会计算近年来已获得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本文首先通过梳理

社会计算的历史与学科发展，界定社会计算的核心概念，厘清“社会计算”与“计算

社会科学”的差异，比较国内与国际研究的侧重点。接着，本文介绍社会计算的研究

主体、前沿研究领域，以及随着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发展，“社会”与“计算”两方

面彼此促进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展望社会计算未来的发展趋势，认为社会计算

作为跨学科领域，将受益于多学科领域间的对话和持续增长的社会大数据，发展出更

多样化的研究工具和更丰富的研究内容。

关键词：社会计算　计算社会科学　跨学科研究　大数据

一　社会计算发展现状

（一）什么是社会计算

国内外研究者对 “社会计算” 的概念认知存在一定混淆之处， 因此，

在讨论社会计算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前， 我们需要先对社会计算的定义、 历

史和学科发展做出解释， 以便为研究方向的定位提供参考。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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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计算” 一词最早于 １９９４ 年出现在国际学术文章中。 舒勒 （Ｓｃｈｕｌｅｒ，

１９９４） 提出 “社会计算是指支持收集、 表示、 处理、 使用和传播在团队、 社

区、 组织和市场等社会集群中分布的信息系统”。 社会计算最早起源于对人

际网络在机器工具上的呈现的关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互联网、 早期社会

网络的兴起拓展了社会计算定义的范围： 除了使用计算设备促进或增强用户

的社交互动， 还包括通过 “评估” 这些互动获取新的资讯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２０）。

卢加诺 （Ｌｕｇａｎｏ， ２０１２） 对社会计算的范式进行分类时， 提出社会计算是计

算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个跨学科领域， 认为社会计算的研究嵌入社区、

社会网络、 社交关系和社交行为等概念， 并引用了王飞跃等人的定义， 指出

社会计算应当包括社会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与人类社会动态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研究。 另外，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与广泛应用， 社交程序收集到

的数据能够被用于更好地理解和计算社交世界， 由此进一步促进了社交互

动， 而更多的互动和数据也使社会计算的发展由研究小规模的二元交互升级

至探索大规模的万物互联的社会， “社会计算” 的概念被飞速增长的网络互

动和软件的发展生产出的大量数据不断重构， 研究范围也得以一再扩展。

事实上， 在中文语境下， “社会计算” 往往与 “计算社会科学” 混为一

谈， 虽然 “计算社会科学” 与 “社会计算” 有着重合、 类似的研究主体， 但

是从核心概念上仍需区分两者的边界。

詹姆斯·埃文斯 （Ｊａｍｅｓ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２０） 在讨论 “社会计算” 的历史、

现状和展望时， 提出社会计算当中的两个核心概念： 计算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与

社会性 （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 社会计算研究的核心内容有二： 一是社会性如何增强计

算； 二是计算如何增强社会性。 戴维·布鲁克斯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ｏｏｋｓ， ２０１２） 认

为社会性是人类核心的倾向， 埃文斯在引用布鲁克斯的概念时这样形容， 如

果计算代表的是机器的认知， 那么社会性和沟通就是人际网络。 计算与社会

性是两个能够彼此嵌入的概念。 由原来单单研究人的社会性， 到研究计算机

器的系统和网络， 两者能够彼此嵌入， 拓展更多的可能性， 因此可以提出：

“社会计算” 主要研究人的行为与决策和人与人之间的网络， 以及人工智能

的决策和机器与机器之间的网络、 人机交互与人机共构网络。

２００９ 年， 拉泽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ｚｅｒ） 等 １５ 位专家在 《科学》 杂志上发表的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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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社会科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一文， 被学界普遍认为是

“计算社会科学” 的开山之作。 在这篇宣言中， 他们提出 “计算社会科学

正在兴起， 它以前所未有的广度、 深度和规模来利用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能

力”， 而将这些计算能力和算法应用于复杂的数据上以研究社会现象， 是

为 “计算社会科学” 的定义 （Ｌａｚ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这一定义类似计算可

以增强社会性的面向， 因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算法、 动态电脑模拟扩大

了研究者对社会性的认知。

拉泽等 （Ｌａｚ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认为， 从源头来看， 计算社会科学在 ２０００

年之前指的是以计算方法代替理论假设并进行电脑模拟， 以考察给出一组既

定的社会规则是否足够在电脑模拟中产生预期的结果； 而在 ２０００ 年后， 社交

网络的兴起和网上社会生活的丰富使计算社会科学转向从博客、 社交媒体、

社交网络和其他数字痕迹中获得爆炸性增长的数据， 并以计算机进行辅助

分析。

对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 数据和计算能力的增长进一步促成了一种

“扩展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Ｅｖａ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ｓｔｅｒ， ２０１９）， 数据革命使得可供

社会科学研究者施为的空间从原有的调查资料扩展到线上互动数据， 再到

网上实验和大量的非结构化多模态数据等， 譬如历史资料的大规模数字

化， 以及移动通信、 社交媒体、 线上支付和可穿戴设备自动产生的大量的

数据。 这些不断发展的大社会数据 （ｂｉ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ａｔａ） 给社会科学家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机会去研究人类行为， 包括一些小概率但重要的事件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２０）。 相应的， 大社会数据的出现同时也催生了对工具的需求， 相关工

具可以将非结构化数字信息转化为可供分析的形式。 深度神经网络、 随机

森林、 降维、 高性能计算、 复杂网络、 动态建模、 各类人工智能算法等技

术的发展极大提升了模型和工具进行模拟的可能性。 大数据和计算的发展

可以帮助我们在某些数据上发现假设， 并在其他数据上进行测试。 社会科

学乃至各领域的研究者都将受益于此。

（二）社会计算主要内涵

在 “计算社会科学” 和 “社会计算” 在国际与国内逐步大规模使用的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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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 黄萃与杨超 （２０２０） 对国内外 “社会计算” 和 “计算社会科学”

进行了概念辨析与研究热点的比较分析。 该研究是一个基于文献计量的学

科研究比较分析， 在数据采集过程中使用的是明确的基础检索词， 即社会

计算、 计算社会科学以及两者对应的英文翻译， 共计四个关键词， 其他子

关键词、 子领域———如计算社会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计算经济

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则没有包含在内。 这与当下 “计算社会科

学” 和 “社会计算” 作为年轻的新兴领域其概念和学科边界的模糊性有

关， 在这一前提下， 规避不够成熟一致的子检索词能够降低研究者因为主

观认知带来的检索结果偏差。 鉴于拉泽等 （Ｌａｚ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所提出的

宣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国际上， 计算社会科学基本沿袭了该文提出的

概念定义， 而社会计算则更多被视为计算机科学， 是社会行为和计算系统

的交叉学科， 对通过社交软件和计算机技术获得的用户交互信息进行分

析， 并研究计算机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以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国内学界

对 “计算社会科学” 的理解与国际学界的一致性较高， 在对 “社会计算”

的理解上与 “计算社会科学” 并无太大的差异， 两者的重点都是 “利用先

进的计算方法和信息技术等对复杂的人类行为、 社会活动、 社会组织等进

行深入的跨学科研究” （黄萃、 杨超， ２０２０）。

也有学者认为 “计算社会科学” 是传统社会科学的延续 （严宇等， ２０２２），

而拉泽及其合作者的宣言开启了计算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其突破

点体现在： ①数据规模、 结构、 来源等方面有所变化； ②研究视角由理论

驱动研究转向数据驱动研究； ③研究重点着眼于相关性问题而非因果性问

题。 由于具体学科的 “可计算性” 和 “计算化” 程度不同， 社会计算在政

治学、 社会学、 传媒学、 法学等社科领域向大数据方法转型的过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也略有差异， 但社会计算仍是传统研究与大数据衔接的桥梁。

Ｃｈｅｎ 等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注意到， 虽然人类和社会行为、 能力和表

现均是计算社会科学与社会计算的关注重点， 但计算社会科学主要关注使用

现代技术、 数据和算法来理解和描述在自然发生的环境中的社会互动， 社会

计算与之相比， 更注重于设计和构建 “人机混合” 系统， 并引导和塑造人类

的集体行为； 同时他们也强调， 社会计算从根本上是社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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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小峰等 （２０１３） 通过梳理社会计算的发展历程， 指出虽然在概念上

社会计算与计算社会科学并不相同， 但两者都是关于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科

学的交叉学科。 孟小峰、 余艳 （２０２２） 提出将社会计算视为一门面向社会

科学， 使用信息科学和计算科学工具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 进而解决各类

社会问题的学科。 因而需要以交叉性的学科理论为基础， 利用计算科学的

方法， 以人类社会各领域中产生的大数据为研究对象， 从而更加深入地认

识复杂社会问题， 进而改造社会、 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作为学科的社会

计算所呈现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体现出技术与社会的互相渗透与融合。

那么， 在这个基础上， 当下的社会计算和对社会计算最初产生时的理解就

应当 （或已经） 出现分野———不仅是计算机科学或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科学

的简单交叉， 而是能够形成新的研究范式， 推动具有复杂适应性的社会智

能的发展。

周涛等 （２０２２） 通过对由社会计算驱动的五类社会研究的介绍， 强调

社会计算带来了方法论层面的革新， 社会计算扎根于社会现实问题， 解释

和联系社会科学理论， 不应将社会计算视为计算机科学和社会数据的简单

叠加。

总体而言， 社会计算既有着广阔的研究视野， 又有着自身独特的关

切， 使其日渐繁盛在社会科学的各领域。

二　社会计算的发展格局

自社会计算诞生以来， 欧美发达国家研究机构以及互联网企业在社会

计算理论和应用方面有着大量投入和成果。 包括中国、 印度在内的其他国

家近年来也步入了社会计算的领先赛道。 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陈阳团队使

用 ＤＢＬＰ 收集的数据进行了数据驱动的研究 （Ｗ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根据论

文发表量及出版物数量， 将社会计算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为

初创期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８ 年）、 快速增长期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 稳定期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１ 年）。 不同时期出版地点的变化也显示出社会计算研究领域多样性的增

长和影响范围的扩大。 而在研究合作网络显示出重要作用的核心国家大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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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国家， 中国则在稳定期实现了巨大飞跃， 成为核心国家中的第二位。

（一）研究主体

在具体的研究主体上， 社会计算并不以学术单位独大， 独立研究机

构、 大学、 互联网企业等亦结合自身特长推动着社会计算的发展， 可以

说， 社会计算本身就呈现出 “学术研究” 与 “产业应用” 两个时常彼此交

汇的面向。

以高校为例， 在学生培养方面， 如华盛顿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 卡耐基梅隆大学、 斯坦福大学等均有直接以社会计算为主题的研究生

或本科生课程， 课程内容囊括社会数据挖掘与分析、 在线协作、 交互设

计、 虚拟社区等， 帮助学生了解社会计算的相关技术， 理解技术和社会互

动是如何互相塑造与促进的。 与此同时， 学生还需要掌握分析、 设计在线

社区的方法或自行设计众包项目。 尽管相关课程大多面向计算机专业开

设， 但并不拒斥其他学科背景的学生加入。 在科学研究方面， 高校当中也

大量建立了社会科学、 计算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实验室或研究小组，

如芝加哥大学的知识实验室、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 哈佛大学计算与

社会研究中心、 剑桥大学的社会动力学研究小组等。

基于社会系统、 社会网络的复杂性， 社会计算与复杂系统研究有着无可

分割的紧密联系。 作为复杂系统研究重镇的美国圣塔菲研究所 （ＳＦＩ， Ｓａｎｔａ

Ｆ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持续滋养着社会计算、 计算社会科学。 圣塔菲研究所最近关

切的研究议题包括算法正义， 复杂社会的涌现， 个人行为和社会制度的共

同进化， 城市、 规模和可持续性……成为开拓社会系统相关研究新版图的

灵感来源。

企业是社会计算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如惠普社会计算技术实验室、

微软社会计算小组、 ＩＢＭ 社会计算小组等。 科技企业开展的社会计算研究

在深度挖掘用户数据的基础上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使用体验， 并在建立推荐

系统、 发展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技术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科技公司所掌握

的数据和算力也有助于研究的开展。 比如， 获得 ２０１８ 年图灵奖的三位人工

智能领域的资深学者， 都是在学术单位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 在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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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首席科学家或高级研究员， 实现了学术和产业界的联动。

除了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 科技公司聘用经济学者组建团队也是新的

热门趋势， 针对自身需求， 科技公司会为经济学者提供相当数量的职位，

主动聘请获得学位的经济学博士或邀请已有研究成果的经济学专家， 除管

理领域以外， 其特别会在业务领域发挥专长， 解决科技公司发展的商业问

题。 经济学者在科技公司内担任的具体职务受到公司接纳程度的影响， 除

了直接招聘， 科技公司也会与高校的经济学研究团队进行合作， 共同开发

学术研究成果， 证明了经济学研究者在计算领域的潜力 （Ａｔｈｅｙ ａｎｄ Ｌｕｃａ，

２０１９）。

未来， 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在社会计算领域将会有更为广

泛的参与。 以 ＯｐｅｎＡＩ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底发表的题为 《人工智能安全需要社

会科学家》 （ＡＩ Ｓａｆｅｔｙ Ｎｅｅ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的论文为例， 其认为对于人

工智能对齐算法的不确定性， 需要有社会科学家的加入以训练人工智能，

从而避免机器学习的弊端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ａｎｄ Ａｓｋｅｌｌ， ２０１９）， 并且呼吁有实验

心理学、 认知科学、 经济学、 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等背景的社会科学家加

入 ＯｐｅｎＡＩ 主导的相关实验。

应当充分认识到， 发端于网络社会的社会计算将持续吸引更多的主体

参与到研究当中， 它将激发更具社会性眼光的计算机科学、 发展更具应用

功能的社会理论研究以及更能适应经济社会需求、 促进社会互动的产业

变革。

（二）研究领域

对 ＷＯＳ 文献数据库包含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的 １０９３ 篇英文文献做国

际 “社会计算” 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分析， 得出关键词最集中的前 １５

项聚类结果 （黄萃、 杨超， ２０２０）， 我们将埃文斯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２０） 对 “社

会计算” 的三个分类与这一聚类结果相结合， 可以划分出如表 １ 所示的三

个大类。

人的行为与决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网络的相关研究， 包括社会网络、

市场环境、 人为因素、 用户研究、 非语言行为、 精神健康六个类别； 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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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决策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网络的相关研究， 包括先进计算、 物联

网、 普适计算、 城市计算、 大数据应用五个类别； 人机交互与人机共构网

络的相关研究包括协作和社会计算、 计算机辅助决策、 合作工作、 人工社会

四个类别。 这三个大类的界线并不特别清晰、 分明， 有重合交互的部分。

表 １　 “社会计算” 研究关键词分类

人的行为与决策、
人与人之间的网络

人工智能的决策、
机器与机器之间的网络

人机交互与人机共构网络

社会网络 先进计算 协作和社会计算

市场环境 物联网 计算机辅助决策

人为因素 普适计算 合作工作

用户研究 城市计算 人工社会

非语言行为 大数据应用

精神健康

在学科领域范围上， 对关键词共现网络基于模块度算法进行聚类， 发

现整体而言， 国际社会计算研究比国内社会计算研究覆盖领域更广， 涉及

学科更多。 而在学科研究热点主题上， 基于关键词共现网络计算各节点特

征向量中心性， 识别国内外社会计算和计算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主题词，

结果显示， 国内社会计算研究相较国际更偏向社会科学研究 （黄萃、 杨

超， ２０２０）。

通过构建研究主题网络发现， 社会计算经历了从应用计算度量来解决

社会网络分析、 知识发现和人机交互等经典问题， 到将注意力聚焦于各种

在线社会媒体服务以及移动设备带来的社交方式， 再到深度学习、 神经网

络等最先进的技术成为社会计算研究不可分割的部分， 体现于各类社会科

学研究的场景当中 （Ｗ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社会计算不仅是跨学科的方法， 更能够作为一种探讨全新概念和更为

广阔领域的研究背景， 与复杂系统、 复杂网络研究等前沿领域充分结合，

复杂系统研究所衍生的大量方法也是社会计算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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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科学主要包括早期研究阶段的一般系统论、 控制论， 中期研究

阶段的耗散结构理论、 协同学、 超循环理论、 突变论、 混沌理论、 分形理

论、 网络理论和元胞自动机理论， 近期则有复杂网、 动态网、 多主体建模、

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以及定性、 定量与大数据的综合研究方法。 复杂系统

研究同时也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理论， 卡斯特兰尼

（Ｂｒｉａｎ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ｉ） 和哈弗蒂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ｆｆｅｒｔｙ） 梳理了各类复杂性

科学发展历史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ｉ ＆ Ｈａｆｆｅｒｔｙ， ２００９）， 认为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开始，

复杂系统研究和社会学跨学科融合已形成五个学派， 包括复杂社会网络学派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或称新网络科学派）、 计算社会学派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复杂理论英国学派 （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ｂａｓ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控制学派 （Ｓｏｃｉｏ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卢曼学派 （Ｌｕｈｍａｎ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复杂性科学研究重镇包括美国的圣塔菲研究所、 西北大学复杂

系统研究所、 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 密歇根大学复杂系统研究中心， 英

国的帝国理工学院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 牛津新经济思想研究院， 德国马克

思普朗克复杂系统动力研究所， 法国巴黎复杂系统研究所等。

基于社会计算对 “社会互动” 的特别关注， 社会网络分析 （ＳＮＡ） 乃

至复杂网络分析将成为社会计算的重要阵地。 梅森·波特 （Ｍａｓｏｎ Ｐｏｒｔｅｒ，

２０２０） 结合研究旨趣与网络科学的发展情况， 认为未来复杂网络研究的热

点可能会有： ①时序网络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即关注社会网络分析的节

点中心度指标， 包括介度中心度、 连通度、 特征向量中心度等， 这些指标

可以用于衡量时序网络节点的重要性如何随网络结构的改变而变化； ②网

络上的动力学过程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即研究节点之间的

互动机制， 网络动力学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能够研究网络中节点之间的

互动机制和动态变化， 探究网络复杂性的成因； ③自适应网络 （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即关注节点行为与网络结构的共同演化， 考察节点间的博弈如

何影响节点间的合作以及群体后果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如群体行为、

群体智慧的涌现； ④高阶网络 （ｈｉｇｈ ｏｒｄ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由于许多交互现象并

不仅仅发生在两点之间， 这使得研究者需要对网络的高阶结构有所关注，

高阶网络可以用多个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复杂系统进行描述， 进一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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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察节点间的互动模式导致的相变 （ｐｈａｓ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分叉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ｓ）。

长于复杂网络研究的有美国的耶鲁大学网络科学研究所、 肯塔基大学社

会网络分析中心， 英国的巴斯大学网络和集群行为研究中心等科研单位，

著名学者有阿尔伯特·巴拉巴西 （ Ａｌｂｅｒｔ⁃Ｌáｓｚｌó Ｂａｒａｂáｓｉ） 、 尤金·斯坦

利 （Ｈ． Ｅｕｇｅｎｅ Ｓｔａｎｌｅｙ） 、 马克·纽曼 （Ｍａｒｋ Ｅ． Ｊ． Ｎｅｗｍａｎ） 等。

复杂系统对社会生活的分析被称为 “复杂适应系统”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适应性是复杂性的来源之一。 对社会科学而言， 复杂适应系统

促进了对涌现现象的动力与机制的认识， 不再视线性发展为社会系统的

基本特征， 认识到非线性与交互效应的重要性， 促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

的发展； 解释诸如市场、 企业、 文化等底层系统的强健性 （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又称鲁棒性）； 复杂适应系统的理论范式开始关注共享特定链接模式的网

络， 促进了适应性动态建模的新发展， 计算模型为研究主体 （ａｇｅｎｔ） 学习

行为开启了新前沿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ｇｅ， ２００7）。

再以社会计算对传统社会科学的启发为例， 在社会学领域中， 随着计算

社会科学、 社会计算理念与方法的革新与演变， 一些分支领域得以焕发新的

活力， 一篇以文献计量学为研究方法的论文发现有七个领域发展较为迅速，

包括： ①社会网络分析与群体形成； ②集体行动与政治社会学； ③知识社会

学； ④文化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和情感学； ⑤文化的生产； ⑥经济社会学与

组织； ⑦人口统计与人口研究 （Ｅｄｅｌ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不难看出， 计算方

法在利用新数据发展人类行为理论上颇具效能， 社会科学研究者既可以用

新数据、 新方法回应已有问题， 更可以对随着学科发展产生的新问题发起

挑战。

埃文斯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２０） 指出， 社会计算领域的学术研究涉及在线协

作行为、 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 （ＣＳＣＷ）、 系统与形式设计等， 而群体

智慧 （或称 “社会智能计算” ） 也是社会计算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除这

些既有的研究之外， 就像他所提出的， 以 “计算” 和 “社会性” 为核心，

社会计算的研究领域将有更加丰富的可能。 麻省理工学院人类动力学实验

室主任亚历克斯·彭特兰 （Ａｌｅｘ Ｐｅｎｔｌａｎｄ） 试图通过 “社会物理学” 将大

数据加以开发利用， 对网络环境中的各类相关数据进行智能化解析， 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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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计算的内涵与前瞻

精确地描述人类的行为与关系。 他还特别关注 “思想流” 研究， 以动态、

创新的视角认识组织和社会系统， 探究社会规则中的创新点和复杂系统的

形成过程 （Ｐｅｎｔｌａｎｄ， ２０１４）。

（三）社会与计算的相互增强

在埃文斯对 “社会计算” 概念扩展的描述中， 社会计算包含着 “由计

算增强的社会和社会科学” “由社会增强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科学”， 以及两

者之间复杂且能彼此促进的组合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２０）。

一方面， 计算在增强对社会的研究， 算法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

了更为便捷的方法和工具。 例如，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数据科学家约书

亚·布鲁门斯托克 （Ｊｏｓｈｕａ Ｂｌｕｍｅｎｓｔｏｃｋ） 与合作伙伴们通过小样本的问卷

调查与大数据结合的方法， 在缺乏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基础上， 相对完整地

呈现了卢旺达全国的家庭财富不平等状况和区域分布。 研究使用的数据由

卢旺达的手机运营商提供， 在 １５０ 万手机用户中随机抽取 ８６５ 名手机使用

者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设置是否拥有私人交通工具、 大型家用电器等相关

调查问题判断受访者的经济状况， 通过与手机通话、 话费数据生成的变量

的比对， 研究者发现受访者的通信网络使用情况和其财产状况呈高度正相

关。 结合这一发现， 研究者将问卷调查数据作为训练集， 用机器学习的方

法找到了通过手机使用数据预测财富状况的模型， 再以没有参加问卷调查

的其他手机用户的数据进行样本外预测， 得到的结果验证了模型的精确

度。 研究者还以调查中得到的 ３０ 个地区的数据作为扎根真相， 结合手机通

信网络数据， 进一步印证了以手机使用数据预测财富状况的模型准确性

（Ｂｌｕｍｅｎｓｔｏｃ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这种方法为调查经费有限的地区提供了参考。

类似的研究还有 ２０２０ 年发表的一篇以多光谱卫星图像结合调查数据、 通过

机器学习的模型预测非洲多个国家集群级别的财富状况的研究， 该模型同

样表现出较佳的预测能力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技术的改进和效率

的提升在科学研究层面与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 社会也在增强对计算的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正在推动算法

朝着改善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 例如， Ａｉｒｂｎｂ 网站采取实名交易制度，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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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给予房东较高的自由度， 房东有权在看到住客信息后直接拒绝、 取消客

人的租住请求。 研究者们开展了一项线上的随机实验， 开设 ２０ 个新账户，

头像空白但账户名称为黑人群体、 白人群体各自较为通常使用的姓名， 以

使账户具备 “种族” 属性， 两个种族内各设置均等的男女比例。 研究者用

这 ２０ 个账户向美国境内不同城市的数千个房东发送同样的申请订单， 实验

结果显示： “黑人账户” 的申请被接受的概率远低于 “白人账户”， 在模型

中控制了各类变量后结果仍是如此， 这说明该网站存在普遍的歧视和偏见

（Ｅｄｅｌ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7）。 研究公开后， Ａｉｒｂｎｂ 受到了监管方和用户的质疑，

为此， 研究者向 Ａｉｒｂｎｂ 提出了系列建议， 包括重视算法可能存在的潜在偏

见、 提高交易流程自动化的程度、 房东筛选住客需要付出成本、 隐匿部分信

息直到完成交易等措施 （Ｆｉ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ｕｃａ， ２０１６）。 这些方法也适用于存在

类似歧视现象的网络市场， 一方面维护了受歧视用户的权益， 另一方面也帮

助企业实现了业务增长。 此后， Ａｉｒｂｎｂ 成立了相关团队持续研究、 解决可能

存在的歧视问题。 一如陈阳团队在研究中所指出的： 社会计算能够重塑人们

的日常生活， 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新的可能性 （Ｗ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甚至有望

革除人类社会的沉疴。

三　未来发展趋势与展望

大数据一方面带来了丰富的信息材料， 使得研究范围、 层次得以拓

展， 另一方面也为社会现象、 社会理论的解释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从

而驱动社会计算的发展。 但不能否认的是， 社会科学研究所能运用的网络

大数据可能存在数据完整性不足、 数据代表性欠佳、 数据质量不均衡的弊

端，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大数据与传统数据的结合、 调整统计策略、 以大数据

研究的结果与传统研究的结果形成交叉验证的方式进行弥补 （罗俊， ２０２０），

这也与社会计算研究所具备的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取向相符。 对于大数据

开发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非结构化数据处理、 知识边界、 伦理制约等方面的

困境， 则可以尝试通过跨学科、 跨领域的合作模式来寻求突破。

大数据方法、 社会计算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领域均积累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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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案例和经验， 促进了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上的转变， 如上述的复杂系

统、 涌现现象、 多层网络交互和演化机制等， 在过去只有理论臆测， 而现

在不仅能够建立模型并使用资料加以验证， 还可以通过各类 ＡＩ 算法探索

理论的新边界与新细节 （罗家德等， ２０２１）， 并通过反绎方法进一步整合

这些理论、 建模与数据 （周涛等， ２０２２）。

随着大数据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整合， 新工具、 新方法对社会科

学转型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 由理论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向由数据驱

动的探索性研究与理论驱动的验证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向转型， 具体表现

在： 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研究者可以从大数据中寻找新的模式

和关系， 研究结果从数据中 “涌现”， 而非仅仅检验预设的假设； 通过仿

真实验， 研究者能深化对复杂社会现象的理解， 大数据可以提升仿真结果

的准确性和泛化能力； 同时， 大数据与定量、 定性方法的融合， 为社会科

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 深入且动态的视角。 另外， 数据、 算法驱动社会

科学研究转型的路径， 在社会计算仍在飞速发展的背景下， 仍应当按照科

学研究的一般路径展开， 先做具体的 “白盒研究”， 可能呈现为研究范例、

算法模型等； 积累到一定程度后， 再从中抽象出通用性较强的 “黑盒模

型” （李国杰， ２０１２）。

在除互联网外的实践应用领域， 社会计算的研究过程与成果也能提供

有益借鉴。 譬如， 通过建立社会计算实验平台， 进行 “人工社会” 实验，

对不同实验方案进行对比， 对 “人工社会” 与实际系统进行对比参照， 以

便形成对相关行为、 决策的实验与评估 （王飞跃、 史帝夫·兰森， ２００４）。

王飞跃 （２００４） 在提出将人工社会和计算方法系统应用于社会经济问题研

究的 “设想” 时， 指出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 对大量动态社会经济信息

的开发由于其本质的复杂性而有较高的难度， 但随着新数据、 新工具的长

足发展， 这项工作的开展在今天成为可能， 在金融市场、 工程领域已经得

到了初步应用。 未来， 需要为大规模的社会计算作出计算环境、 建模仿真

环境、 应用工具等方面的部署 （王飞跃等， ２０１０）。

作为年轻的研究领域， 社会计算方兴未艾， 也必然会随着社会和计算

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从 １９９４ 年发展之初， 因为社交网络的兴起而进行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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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行为与决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网络的研究， 到算力算法增强后开展

的对人工智能的决策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网络研究， 再到人机互动已逐

渐成为常态的当下， 可以预测人机交互、 人机共构网络研究将愈趋主流。

已有研究发现： 人类和算法在许多情况下共同作出的预测比二者各自进行

的预测更准确， 在未来， 如何加强人类和算法的合作将成为社会计算的趋

势 （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当然， 我们无法确保正在成长的社会计算不会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例

如人为价值判断可能进一步加深人工智能自动化决策导致的算法歧视、 算

法诱导沉迷等， 这呼吁社会计算领域的研究者、 从业者应当以更为审慎负

责的态度发展社会计算的技术与理论。

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技术、 算力进一步的发展以及人类在各类媒体、

生活场景中更为沉浸式的智能化体验， 人工智能、 机器已成为社会互动的

重要环节， 在人与机器的交互中， 可能激发出更多关于社会计算的新进

展、 探索出更多关于社会计算的新发现， 从而有机会为社会带来增益。 随

着人和机器以及它们所形成的网络的共同演化， 社会性与计算更深入地结

合、 碰撞， 社会计算将为计算社会科学和 “有社会见地的计算机科学” 提

供更多崭新的议题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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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

———基于环境保护领域的实证分析*

孙小逸**

摘　要：现有研究主要从客观绩效与政府形象两个角度解释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

意度，而对治理过程的关注相对缺乏。本文提出从参与有效性的视角来解释公众满意

度，即公众感受到政府与民协商的诚意、觉得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到有助于提升公众

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参与有效性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参与三个维度。在实证上，本

文通过对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来检验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类参与有效性与

公众环保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立法、行政与司法参与有效性都显著提升了

公众满意度，省层面的客观污染水平对公众满意度无显著影响，而政府透明度对公众

满意度的影响并不稳健。由此可见，引入参与有效性的理论视角有助于丰富并拓展政

府绩效评价与公众满意度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完善公众参与过程、提升政府公信

力等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关键词：公众参与　参与有效性　公众满意度　政府绩效评价

一　导论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是政府合法性与公信力的重要社会基

础。 现有研究主要从客观绩效和政府形象两个角度出发， 认为公众对政府

工作的评价或者取决于客观治理绩效， 或者取决于公众对政府的整体印象

·５０２·

*

**

* 本研究得到了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三重治理逻辑的城市垃圾分类治理模式的生成

机制、 成效评估及推广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 ２０YJC８１００１１） 和复旦大学 “双一流” 学

科重点项目 “面向社会转型与治理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创新平台” 的资助。
** 孙小逸，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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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冲， ２０２２； 曾莉、 李佳源， ２０１３； 范柏乃、 金洁， ２０１６； 李文彬、 何达

基， ２０１６； Ｓｔｉｐａｋ， １９7９； Ｐａｒｋｓ， １９８４； Ｐｅｒｃｙ， １９８６；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ｔｅｒ，

１９８３；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Ｂｌｅｎｋｉｎｓｏｐｐ， ２０１１）。 这种研究路径主要关注政府治理结果，

而忽视了治理过程对公众评价的重要影响。 程序正义理论指出， 相比于治

理结果，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更多取决于其对治理过程的感知 （Ｔｙｌｅｒ，

１９９０；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Ｂｌｕｍｏｆｆ ａｎｄ Ｔｙｌｅｒ， ２０１１； Ｈｉｂ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ｓｓ⁃Ｍｏｒｓｅ，

２００２）。 公众参与是治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公众评价影响深远。 一

方面， 参与治理过程有助于增进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 提升公众参与公

共事务的效能感及对政策的支持度； 另一方面， 随着治理议题的复杂化、

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网络媒介的扩大器效应， 不同社会群体对政府工作

的期望与评价标准的分化度不断提高。 公众参与不仅有助于多元化观点与

诉求的表达， 也能使参与者学会尊重并接受与自己期望不同的治理结果，

促进共识的达成 （Ｈａｌｖｏｒｓｅｎ， ２００３）。

然而， 并非所有的参与都能提升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 只有公众眼中

的有效参与才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前公众参与在地方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

制约， 包括制度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 地方政府的形式化推行、 政府对公众

参与的反馈不足、 公众对政府考核评价缺乏话语权等 （张紧跟， ２０１7； 马

亮、 杨媛， ２０１９； 颜海娜等， ２０２１）。 名义或形式化的参与不仅不能提升公

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 反而有可能加剧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危机， 促使

公众采用非制度化的方式发声， 影响社会的稳定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３； Ｓｕｎ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２０） 。 在此情境下， 增强公众对治理过程公平性的感知， 进

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是公众参与产生积极影响的关键所在。 换言

之， 影响公众评价的并非参与行为本身， 而是参与过程及其有效性， 参与

有效性则来源于公众对参与途径是否通畅、 参与程序是否公正以及自己的

声音能否被听到等方面的主观感知 （Ｋｗｅｉｔ ａｎｄ Ｋｗｅｉｔ， ２００7）。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 公众参与理念及其规则在立法、 行政、 司法

领域中日益扩展 （张紧跟， ２０１7； 黄学贤、 齐建东， ２００９； 朱未易， ２０１０）。

现有研究着重考察行政执法领域的公众参与 （吴建南等， ２０１６； 颜海娜

等， ２０２１）， 对立法与司法领域的公众参与关注较少。 本文认为， 一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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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

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必须综合考察立法、 行政与司法领域的公众参与有效

性。 从理论上说， 立法、 行政与司法参与对公众评价的影响机理存在差

异， 分别形塑了公众对政府开放性、 回应性与规范性的感知。 从实践上

说， 这三个领域的参与既不是相互独立， 也不是完全重叠的， 而是环环相

扣， 共同形塑了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 总之， 本文引入参与有

效性的理论视角来解释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 阐明了参与有效性形塑公

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的作用机制， 从而丰富并拓展了现有的政府

绩效评价的理论视角。 实证上， 本文将通过分析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来验证立法、 行政与司法参与有效性对公众环保满意度的

影响。

本文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将梳理公众满意度的现有研究； 第三部分提

出本文的理论观点， 阐述参与有效性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并提出研究假

设； 第四部分介绍本文的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第五部分呈现统计分析结

果； 第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与讨论。

二　公众满意度的现有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从客观绩效和政府形象两个角度来解释公众对政府工作

的满意度。 客观绩效论提出， 政府治理绩效对公众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即

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越高， 公众满意度也越高。 不少研究表明， 政

府环保绩效与公众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林挺进， ２０１５； 李

文彬、 何达基， ２０１６； 李文彬等， ２０１９）。 然而， 学界对客观绩效能否有

效解释公众满意度仍存在争议。 比如， 斯迪帕克 （Ｓｔｉｐａｋ， １９7９） 的研究

显示， 客观绩效的大幅提升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非常小且不显著。 一个可

能的解释是， 只要服务质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公众就对公共服务的关

注甚少， 因而难以感知到服务质量的差异。 除了对公共服务的了解程度之

外， 公众主观评价还受到个人偏好和心理因素的影响。 事实上， 公众对公

共服务的评价标准取决于他们对服务质量的期望。 在客观绩效相同的情况

下， 公众对服务质量的期望越高， 满意度就越低 （Ｖａｎ Ｒｙｚｉｎ， ２００４）。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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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保满意度的研究也发现， 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与他们对环境质

量的期望成反比 （卢春天、 洪大用， ２０１５）。 此外， 公众在评价政府工作

时还可能存在归因偏差， 因混淆不同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而导致评价与客

观绩效间存在差距 （Ｓｔｉｐａｋ， １９7９）。

面对斯迪帕克等人的质疑， 后续研究尝试厘清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

的影响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修正客观绩效理论模型， 以提高主客观绩效评

价的契合度 （徐国冲， ２０２２）。 帕克斯 （Ｐａｒｋｓ， １９８４） 指出， 客观绩效和

公众主观评价间的差距源于研究方法上的偏误， 包括主客观指标所测量的

概念不一致、 对客观绩效指标的聚合度过高以及理论模型设定不合理。 为

了纠正这些偏误， 帕克斯主张在主客观指标之间建立一个联结机制， 即公

众对公共服务的经历和体验。 换言之， 客观绩效通过个人经历和体验影响

公众的主观评价。 与缺乏公共服务经历的公众相比， 公共服务经历丰富的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更加准确。 珀西 （Ｐｅｒｃｙ， １９８６） 进一步完善了公众

主观评价公共服务绩效的理论框架， 指出公众的个人特征、 对服务质量的

期望、 公共服务相关经历以及对客观绩效的感知等因素共同影响公众对政

府工作的评价。 实证分析显示， 在控制这些变量后， 公众能够准确感知政

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 并运用这些感知对政府工作进行评价。 曾莉、 李佳

源 （２０１３） 的研究发现， 在整体层面上客观绩效对公众主观评价具有显著

影响， 而在具体层面上主客观评价之间的契合性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

是由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流程特征导致的。

政府形象论则提出， 公众满意度并非取决于对特定服务领域的绩效评

价， 而是来源于公众对政府形象的感知。 布朗和库尔特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ｔｅｒ，

１９８３） 的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质量评价对多个公众满意度指标呈现一致的

显著影响， 而公共服务的客观水平对公众满意度缺乏解释力。 范柏乃、 金

洁 （２０１６） 从政府责任心、 进取心、 诚信度和廉洁度四个方面对政府形象

进行测量， 发现政府形象对公共服务绩效感知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并在

公共服务供给对绩效感知的影响方面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此外， 还有研究

探究政府形象的特定面向与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李文彬、 何达基 （２０１６）

对政府透明度展开深入研究， 发现政府透明度不仅显著影响公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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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

还会调节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效应。 由于政府公布的绩效信息与

公众感受之间存在落差， 政府透明度的提升反而会降低环保绩效对公众满意

度的影响。 帕克和布伦金索普的研究也证实了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透明度和政府信任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Ｂｌｅｎｋｉｎｓｏｐｐ， ２０１１）。

虽然现有研究为我们理解公众满意度提供了重要的洞见， 但是仍有可改

进之处。

首先， 现有文献倾向于将公众看作顾客， 假定他们被动地接受政府所提

供的公共服务并对其作出评价。 事实上， 公众不仅是顾客， 而且是具有公共

精神、 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 （登哈特、 登哈特， ２０１６）。 公众对公共服

务的评价应当包括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 （Ｂｒｕｄｎｅ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１９８２）。 其

中， 经济维度主要关注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效果， 政治维度关注的则是政

府对公众需求的回应性以及公共服务分配的公平性。 对回应性和公平性的考

量要求服务供给模式从政府向公众的单向供给转变为政府与公众作为合作者

共同参与服务的生产 （Ｂｒｕｄｎｅ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１９８２）。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过往

研究较重视公共服务评价的经济维度但忽视了政治维度， 公众参与对政府绩

效评价及满意度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其次， 治理绩效论和政府形象论没有充分考虑治理过程对公众满意度的

影响。 事实上，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不仅取决于治理结果， 还取决于治理

过程是否公平 （Ｔｙｌｅｒ， １９９０）。 现有研究表明， 治理过程对政府信任和政府

工作评价具有显著影响 （Ｖａｎ Ｒｙｚｉｎ， ２０１５）。 公众参与是治理过程的有机构

成要素。 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经历和体验会形塑他们对政府治理过程的感

知， 进而影响其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 基于此， 本文认为有必要引入

参与有效性视角来更好地解释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

三　参与有效性视角下的公众满意度：理论与假设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不仅取决于客观治理效果， 还取决于他们对治理

过程的主观感知 （Ｋｗｅｉｔ ａｎｄ Ｋｗｅｉｔ， ２００7）。 正如程序正义理论所指出的，

如果公众认为政府的治理过程是公平的， 即使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 那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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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也能够坦然接受 （Ｔｙｌｅｒ， １９９０；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Ｂｌｕｍｏｆｆ ａｎｄ Ｔｙｌｅｒ， ２０１１）。 后

续研究证实了程序正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即相比于政策结果， 公众对政府

的评价更多取决于对政府治理过程的感知。 换言之， 现行治理过程越符合

公众认为应当采取的治理过程， 则公众对政府的评价也越高 （Ｈｉｂ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ｓｓ⁃Ｍｏｒｓｅ， ２００２）。

公众参与是治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助于将公众偏好纳入决策过

程、 提高决策的质量、 提升公众对政策的支持度、 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等

（Ｂｅｉｅｒｌｅ， １９９９； Ｋｏｓｔｋａ ａｎｄ Ｍｏｌ， ２０１7）。 赫里安等 （Ｈｅｒｉ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的研究显示， 公众参与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治理过程公平性的感知， 从而显

著地提升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对政策的支持度。 此外， 有效的参与

过程还能够培养参与者对不同观点的理解与尊重， 并学习在协商与妥协中

寻求共识的达成 （Ｈａｌｖｏｒｓｅｎ， ２００３）。 范柏乃、 金洁 （２０１６） 的研究发现，

公众参与在公共服务供给与绩效感知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在公众参与度较

高的条件下， 公共服务供给特征对绩效感知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 明承瀚

等 （２０１６） 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然而， 并非所有的参与都会影响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 只有公众眼中

的有效参与才会产生积极影响。 马亮、 杨媛 （２０１９） 的研究发现， 公众参与

和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不大， 绩效公开环节的参与甚至降低了公众满意

度。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政府并没有真正将公众参与视为反映民意、 采纳民

智的工具， 在推行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形式重于实质， 导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被大大弱化。 即使政府想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也大多集中于治理的末端环

节， 并未赋予公众政策制定与考核评价方面的话语权， 从而使公众觉得公共

事务治理与己无关， 进而选择 “理性冷漠” （颜海娜等， ２０２１）。 由于中央政

治信号模糊、 法律制度欠缺可操作性、 地方政府激励不足等原因， 公众参与

在地方治理实践中被屡屡虚置或被施加诸多限制 （张紧跟， ２０１7）。 在此背

景下， 参与的关键在于让公众切实感受到政府与民协商的诚意， 提升公众对

治理过程公平性的感知， 进而提升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 也就是说，

比起实际上是否参与， 公众可能更加关心自己是否有参与的机会以及自己的

声音能否被听到 （Ｋｗｅｉｔ ａｎｄ Ｋｗｅｉｔ， ２０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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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 公众参与逐渐贯穿于立法、 行政与司法领

域 （张紧跟， ２０１7； 黄学贤、 齐建东， ２００９； 朱未易， ２０１０）。 其中， 立

法参与是指公众对立法和决策所涉及的切身相关或公共利益问题表达意见

和建议， 行政参与是指公众通过制度化途径参与行政管理活动， 司法参与

是指公众为实现权利救济而参与诉讼过程并对诉讼结果施加影响。 本文认

为， 综合考虑这三个领域的参与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理

论上说， 立法、 行政与司法参与对公众评价的影响机理存在差异。 立法参

与旨在改变治理框架与规则， 影响的是公众对政府开放性与多元化的感

知。 行政参与通过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影响公众对政府回应性的感知。

司法参与强调程序和规则， 会影响公众对政府规范性与法治化的感知。 从

治理实践上说， 这三个领域的参与环环相扣， 共同形塑了公众对政府工作

的评价与满意度。 邻避研究表明， 当公众不认可污染性项目的选址结果

时， 往往会进一步质疑政府规划与决策过程的合法性， 并要求参与政策制

定过程 （Ｓｕｎ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２０）。 在另一些情况下， 当维权行动受阻时，

公众会诉诸法律。 对他们而言， 司法制度不仅被认为是直接的纠纷解决途

径， 而且是与其他维权行动相互呼应的一种策略性手段 （Ｌｅｅ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Ｙｉｐ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单一维度的公众参与， 对多维

度的参与有效性的系统分析相对缺乏。 基于此， 下文从环境保护领域切

入， 从立法、 行政与司法三个维度综合考察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之间

的关系， 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一）立法参与

立法参与有效性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开放性与多元化的感知， 进而影

响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已有研究指出， 参与主体多元化、

共同决策机制以及可信赖的调停者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Ｅｒｎｓｔ， ２０１９）。 当居民感受到政府推动公众参与决策方面的努力， 且觉得

自己能够对决策施加影响时， 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将会显著提高

（Ｋｗｅｉｔ ａｎｄ Ｋｗｅｉｔ， ２００7）。 就中国环境治理而言， 过去几十年间， 代表经

济发展的利益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过程； 与之相比， 代表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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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的利益团体处于弱势地位， 对决策过程影响甚微。 在此背景下，

立法参与有效性意味着公众的环保呼声能够被听到， 这有助于增强公众对

环保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信心。 此外， 立法参与有效性还意味着公众能切

实感到绿色力量对政府决策过程的影响， 而这有助于推动更符合环保理念

的政策法规的出台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０３）。 由此， 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Ｈ１： 立法参与有效性能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二）行政参与

在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 公众与政府间存在大量互动， 这将通过塑造公

众对政府回应性的感知影响他们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已有研究发

现， 有效的投诉制度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居民向地方政府

或环保组织反映问题的渠道通畅有助于减少他们对公共服务项目的负面评价

（Ｒｕｓｓ ａｎｄ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２０１３）。 类似地， 居民就林业管理工作向政府表达意见

这一参与形态对公众满意度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Ｈａｌｖｏｒｓｅｎ， ２００３）。 随着

数字社会的发展， 环保热线、 信访、 微博、 微信与各类环保应用小程序成为

公众向政府反映污染问题、 协助政府开展环境执法的重要途径。 政府对公众

投诉及时而有效的回应表明了政府对污染治理工作的重视， 有助于增强公众

对政府的信心 （颜海娜等， ２０２１； Ｈｓ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此外， 行政参与有效

性还有助于增强公众的政治效能感。 通过向政府提供污染信息并得到政府的

积极反馈， 公众能够感知到参与的社会价值， 心理上感到自己被认同和被需

要， 进而会形成对政府工作的积极评价 （Ｓｊｏ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7）。 由此， 本文

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Ｈ２： 行政参与有效性能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三）司法参与

司法参与有效性会影响公众对政府治理过程的规范性与法治化的感知，

从而影响他们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为推进环境法治建设， 中国政

府实施了一系列环境司法改革， 包括成立专门的环保法庭、 推行环境公益诉

讼等。 这些措施不仅传递了中央政府坚决整治污染的信号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４），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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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拓宽了环境纠纷处理的渠道。 事实上， 高效的环境司法会鼓励公众通过诉

讼实现环境维权， 减少对上访等非司法维权途径的依赖 （范子英、 赵仁杰，
２０１９）。 更重要的是， 对司法参与有效性的感知有助于提升公众对环境纠纷

处理程序和规则的认可， 消除对地方政府偏袒污染企业的疑虑 （范子英、 赵

仁杰， ２０１９； 梁平汉、 高楠， ２０１４）， 从而增强公众对环境治理过程的规范

性与公平性的感知。 由此， 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Ｈ３： 司法参与有效性能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四　数据与测量

本文使用的个人数据来自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 。
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实施， 采用多阶分层抽

样， 调查范围覆盖中国大陆 ２８ 个省级行政单位①。 调查对象为 １８ 岁以上

居民。 其中， 本文所使用的法制模块是总体调查的子模块， 仅访问其中

１ ／ ３ 的受访者， 有效样本量为 ３777。 地区层面的污染数据源于 《中国环境

统计年鉴 ２０１５》， 涉及的指标包括 ２０１４ 年各省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

气排放量。 之所以采用 ２０１４ 年的污染数据， 是因为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

作的满意度往往是基于过去的治理绩效， 客观污染水平对满意度的影响存

在一定的滞后性。

（一）因变量

因变量是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 居民问卷中

的具体问题是： “您对政府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的表现是否满意呢？” 本文

将备选项 “非常不满意” 和 “不满意” 重新编码为 １， “一般” 编码为 ２，
“满意” 和 “非常满意” 编码为 ３， 从而得到一个定序因变量。

（二）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是受访者感知的参与有效性， 包括立法参与、 行政参与和司法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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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有效性三个维度。 立法参与有效性使用如下问题测量： “如果国家正在

制定一项法律， 是关于拆迁、 环保、 汽车限行、 个人所得税等与您个人利益

密切相关的。 如果只通过正式渠道， 您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在立法中得到反映

或得到反馈的难易程度如何？” 该变量的取值为 １ （非常困难） ～ ５ （非常

容易）， 取值越大意味着立法参与有效性越高。

行政参与有效性使用如下问题测量： “如果在您家附近有一家企业违

反规定排放废气或污水， 严重损害居民健康。 如果向有关部门举报这件

事， 政府会如何处理？” 备选项分别为 “政府根本就不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政府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但会拖很久” “政府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但不会

很快” “政府很快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政府会立即派人来调查处理”， 对

应赋值为 １ ～ ５， 取值越大意味着政府的处理效率越高。

司法参与有效性使用如下问题测量： “如果居民向法院起诉要求上面

这家 （违规排放） 企业赔偿损失， 您认为一审判决出结果的速度会有多

快？” 该变量的取值为 １ （非常慢） ～ ５ （非常快）， 取值越大意味着司法参

与的有效性越高。

（三）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各省环保绩效、 经济发展水平、 政府透明度以及受访者

的基本特征变量。 本文使用各省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来测量

客观环保绩效， 通过主因子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将两者合并成一个省环保

绩效因子。 为了控制经济增长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 本文还纳入了省人

均 ＧＤＰ 变量 （吴建南等， ２０１６）。 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 （李文彬、 何达

基， ２０１６；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Ｂｌｅｎｋｉｎｓｏｐｐ， ２０１１）， 本文用政府透明度来测量政府形

象， 具体指标为公众通过正式渠道了解地方政府财政经费的收支情况的难

易程度， 变量取值为 １ （非常困难） ～ ５ （非常容易）， 取值越大意味着政

府透明度越高。 受访者的基本特征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 受教育年限①、

·４１２·

① 本文将问卷中的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限， 具体转换方法为：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０，
私塾和小学= ６， 初中= ９， 职业高中、 普通高中、 中专和技校 = １２， 大学专科 = １５， 大学

本科= １６， 研究生及以上=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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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入和户口类型。 现有研究指出， 与女性相比， 男性对政府环境保护工

作的评价更高 （卢春天、 洪大用， ２０１５）。 现有研究对年龄、 受教育程度

和收入水平对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效应仍有分歧 （卢春天、 洪大用，

２０１５； 孙小逸、 黄荣贵， ２０１９； 林挺进， ２０１５）。

（四）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多层次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进行分析。 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同时受到个人特征和省层面的

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 这意味着本文的解释变量同时包含个人和地区两个层

次， 这有可能违反定序逻辑斯蒂回归的独立性假设。 多层次定序逻辑斯蒂回

归根据数据的聚类性质进行建模， 能有效估计个人与省层面变量对公众满意

度的影响效应。

五　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如表 １ 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所示， 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

总体偏低。 只有 ４7． ４２％的受访者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 ３３． ０６％

的受访者表示一般， １９． ５２％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 公众感知的参与有效性

总体得分偏低， 且不同类型的参与形态存在明显差异。 立法参与有效性水

平最低， 只有 ５． 7２％的受访者认为只通过正式渠道提出的意见或建议能在

立法中得到反映或反馈。 与之相对， 行政参与有效性水平较高， １８． ０５％的

受访者认为政府对污染举报的处理效率较高。 司法参与有效性水平居中，

有 １０． ４５％的受访者认为法院能够快速地对环境纠纷作出判决。

在控制变量方面， 各省人均 ＧＤＰ 为 ５． ２３ 万元。 客观环保绩效因子的

标准差为 ０． ８５， 表明省间的环境污染水平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在 ３777 名

受访者中， ５３． ０６％为女性， ４６． ９４％为男性； 平均年龄为 ５０． ２２ 岁， 标准

差为 １7． ０7； 受访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８． ６３ 年， 平均年收入为 ２． ６３ 万

·５１２·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版权所
有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3zq
rXO
jeeu
EBy
wU
60d
m0
Zm
5A
kfN
hsn
q4l
LPp
AQ
8aC
EkP
mb
iqB
tR8
Cjj
0Kn
I+6
n6v

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元； 受访者中 ５7． ４7％ 是农村户口， ４２． ５３％ 是城市户口。 此外， 仅有

５． ４7％的受访者认为通过正式渠道能够非常容易和较为容易地了解地方政

府财政经费的收支情况， 表明政府透明度偏低。

表 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Ｎ＝３７７７）

类别变量 取值 占比 （％）

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

满意度

不满意 １９． ５２ （7３０）

一般 ３３． ０６ （１２３６）

满意 ４7． ４２ （１77３）

只通过正式渠道， 提出的意

见或建议在立法中得到反映

或反馈的难易程度

非常困难 ３１． ５１ （１０５８）

比较困难 ４４． ２５ （１４８６）

一般 １８． ５２ （６２２）

比较容易 ５． ３９ （１８１）

非常容易 ０． ３３ （１１）

如果向有关部门举报污染情

况， 政府会采取何种处理

方式

政府根本就不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９． ３7 （３２９）

政府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但会拖很久 ３９． ３４ （１３８２）

政府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但不会很快 ３３． ２５ （１１６８）

政府很快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１６． ００ （５６２）

政府会立即派人来调查处理 ２． ０５ （7２）

如果向法院起诉要求企业赔

偿损失， 一审判决出结果的

速度

非常慢 １３． ３３ （４３５）

比较慢 ４３． ９３ （１４３４）

一般 ３２． ２９ （１０５４）

比较快 ９． ９０ （３２３）

非常快 ０． ５５ （１８）

通过正式渠道， 了解地方政

府财政经费的收支情况的难

易程度

非常困难 ３２． ２６ （１１０２）

比较困难 ４６． ８7 （１６０１）

一般 １５． ４０ （５２６）

比较容易 ５． １５ （１7６）

非常容易 ０． ３２ （１１）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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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变量 取值 占比 （％）

性别
女 ５３． ０６ （２００４）

男性 ４６． ９４ （１77３）

户口类型
农村 ５7． ４7 （２１６９）

城市 ４２． ５３ （１６０５）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个人层面 （Ｎ = ３777）

年龄 （岁） ５０． ２２ １7． ０7

受教育年限 （年） ８． ６３ ４． ６８

年收入 （万元） ２． ６３ ５． ８４

省级层面 （Ｎ = ２８）

人均 ＧＤＰ （万元） ５． ２３ ２． ２7

标准化客观环保绩效因子 ０． ００ ０． ８５

  注： 括号中为选择对应选项的人数。

（二）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模型 １ 分析了控制变量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见表 ２）。 虽

然省间方差仅为 ０． ０４， 但统计检验结果显示， 多层次定序逻辑斯蒂回归与定

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卡方值为 7． ８５， ｐ 值为 ０． ００２５），

这说明选择多层次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具有统计适当性。 就个人特征而

言， 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满意度受年龄、 受教育年限、 年收入和政府透明度

的影响。 年龄的系数为 ０． ０１ 且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 表明年长者对政府环

境保护工作更为满意。 这个结果与孙小逸、 黄荣贵 （２０１９） 的发现一致。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年轻人的思想开放， 更有可能采纳亲环境价值观， 对

环境保护和环境参与持有较高期望， 从而导致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较

大。 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为-０． ０５ 且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受教

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较低。 与低收入群体相

比， 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较低 （年收入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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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为-０． １０ 且在 ０． ０５ 水平上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

的居民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与期望较高， 从而导致满意度较低。 此

外， 公众对政府透明度的感知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环保满意度 （回归系数为

０． ２０ 且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这一发现与政府形象论的预期相一致 （范

柏乃、 金洁， ２０１６； 李文彬、 何达基， ２０１６）。

就省层面的变量而言， 人均 ＧＤＰ 的系数为-０． ０7 且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公众的环保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 即与来自经济

不发达省份的居民相比， 来自经济发达省份的居民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

意度较低。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经济发达省份的居民在满足一定的物质需求

后， 对生活质量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其中包括清洁、 安全的生活环境， 由

此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标准也就更高。 有趣的是， 客观环保绩效因

子对公众满意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因此客观绩效论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

表 ２　 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自变量 模型 １ （基准模型） 模型 ２ （解释模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性别 （女性= ０） ０． １４ ０． ０８ ０． １２ ０． ０８

年龄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５***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０１

年收入对数 -０． １０* ０． ０４ -０． １１* ０． ０４

户口类型 （农村= ０） -０． １２ ０． ０９ -０． １7 ０． １０

各省人均 ＧＤＰ -０． ０7** ０． ０３ -０． ０８** ０． ０３

各省环保绩效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０２ ０． ０８

政府透明度 ０． ２０*** ０． ０５ ０． ０８ ０． ０６

立法参与有效性 ０． １５** ０． ０５

行政参与有效性 ０． ３３*** ０． ０５

司法参与有效性 ０． １６** ０． ０６

-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５４６８． ８３ ４５００． ４３

第一层个案数 ２7２０ ２２８６

第二层省份数 ２８ ２８

省间方差 ０． ０４ ０． ０６

  注：*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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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模型 ２ 引入三个参与有效性变量。 结果显示，

考虑参与有效性变量的影响后， 政府透明度对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不再

显著。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参与有效性变量对政府透明度的影响具有中介

效应， 即政府透明度通过影响公众对参与有效性的感知， 进而影响其对政

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政府透明度对公众环保

满意度不具有独立的解释力。 由此可见， 政府形象论的解释力有待进一步

检验。 年龄对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也不再显著， 这表明不同年龄 （世

代） 的公众对参与具有不同的期待， 对当前参与有效性的感知也不同， 而

参与有效性感知是理解不同年龄组群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差异的一

个关键因素。 其余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变化不大。

回归分析显示， 参与有效性三个解释变量均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显著的

积极影响， 但回归系数的大小存在差异。 具体而言， 行政参与有效性的回

归系数最大， 系数为 ０． ３３ 且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该结果表明， 政府对污

染举报的回应性越高， 公众对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越满意。 立法参与和司

法参与有效性对公众满意度的回归系数大致相当。 其中， 立法参与有效性

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５ 且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 公众的环保意见在立

法过程中得到反映或反馈的可能性越大， 他们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

度就越高。 类似地， 司法参与有效性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６ 且在 ０． ０１ 水平上

显著， 这表明环境保护工作的司法效率越高， 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

满意度就越高。 进一步分析显示， 对因变量取值为满意而言， 立法参与有

效性变量的平均边缘效应为 ０． ０３３， 行政参与有效性变量的平均边缘效应

为 ０． ０7３， 而司法参与有效性变量的平均边缘效应为 ０． ０３５。 就平均边缘效

应而言， 行政参与有效性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 总之， 本文所提出的三个

研究假设均得到数据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当模型 ２ 引入三个参与有效性解释变量后， 省间的未

解释方差略有增加， 由模型 １ 的 ０． ０４ 变为模型 ２ 的 ０． ０６。 这表明， 随机截

距与参与有效性变量之间存在关联， 当模型未考虑参与有效性变量时， 省

间的真实方差被掩盖了。 模型 ２ 的省间随机截距的方差为 ０． ０６， 对应的中

位比数比 （ｍｅｄｉａｎ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等于 １． ２６。 这意味着， 如果我们从不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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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中随机抽取两名具有相同特征的被访者， 那么他们之间的满意度比数比

有一半的概率大于 １． ２６。

六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公众满意度为研究对象， 在整合公众参与和程序正义理论基本

洞见的基础上阐明了参与有效性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并通过实证分

析对所提出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初步验证。 参与治理过程不仅有助于提升公

众效能感和对政策的支持度， 还能提升公众对多元化观点的包容度， 更容

易接受与自己预期不同的结果。 由于公众参与制度在地方实践中仍受到诸

多制约， 影响公众评价的关键不在于参与行为本身， 而在于参与过程是否

有效。 换言之， 能否感受到政府推动公众参与的努力形塑了公众对治理过

程公平性的感知， 进而影响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

引入参与有效性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拓展现有政府绩效评价与公众满意度研

究。 对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 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参与有效性感知对公众环保满意

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此外， 本文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客观绩效论和政府

形象论。 具体而言， 各省的客观污染水平对公众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政

府形象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并不稳健。 虽然基准模型中政府透明度对公众

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然而， 一旦考虑了参与有效性变量， 政府透

明度的影响便变得不再显著。 由此可见， 政府形象论有待进一步验证。

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公众参与和公众满意度二者间关系

的理解， 澄清并回应学界对公众参与能否提升公众满意度的争论。 现有研

究表明， 并非所有的参与都会对公众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 在一些情况

下， 公众参与和公众满意度之间并无显著关系， 甚至会对公众满意度产生

负面影响 （马亮、 杨媛， ２０１９； 颜海娜等， ２０２１）。 在另一些情况下， 公

众参与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范柏乃、 金洁， ２０１６； 明承

瀚等， ２０１６）。 本文发现， 公众感知的有效参与是提升公众满意度的关键

所在。 目前， 我国公众参与制度仍不完善， 相关制度规范欠缺可操作性。

地方政府在推行公众参与时往往流于形式， 或者仅仅动员公众参与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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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环节。 这些现象大大抑制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在此情境下， 相比于

公众参与的工具性意义， 其象征性意义对公众评价与满意度的影响更为显

著。 公众看重的是参与渠道是否畅通、 参与过程是否公平、 想要参与的时

候自己的声音能否被听到。 从这个意义上说， 增强公众对参与有效性的感

知对重建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信心、 促进政府与公众间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

的政策意义。

笔者进一步指出， 对参与有效性的考察应当包含立法、 行政与司法参

与三个维度。 从学理上说， 立法、 行政与司法参与有效性对公众评价的影

响机理并不完全相同， 分别影响的是公众对政府开放性、 回应性和规范性

的感知。 从治理实践上说， 立法、 行政与司法参与紧密联系， 在特定条件

下甚至会相互影响与转化。 这在邻避治理领域尤为明显。 公众对污染性项

目选址的不满既可能延伸到对政府规划与决策过程的质疑， 也可能促使公

众诉诸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 对三个维度的参与进

行综合考察有助于我们系统地理解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对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 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立法、 行政与司法三个参与有效性变

量均有助于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就回归系数和平

均边缘效应而言， 行政参与有效性的影响效应最大， 立法参与有效性和司

法参与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大小相当。 该研究发现表明， 行政参与仍然是公

众参与环境保护事务的主要途径， 公众对此有更为深刻的切身经历和体

验， 对其满意度的影响也更大。

本文的局限性也值得讨论。 首先，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收集于 ２０１５ 年，

距今已有一段时间， 后续的研究需要使用新数据来验证参与有效性与公众

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其次， 本文所使用的法制模块的样本量仅为总调查样

本的 １ ／ ３， 数据的代表性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最后， 限于测量指标的可

获得性， 本文尚未能系统地检验公众参与行为、 主客观参与有效性与公众

满意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后续研究有必要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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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３（３）  ４３３-４４８．
Ｖａｎ Ｒｙｚｉｎ Ｇｒｅｇｇ Ｇ． ２０１５．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１7（３）  ４２５-４４２．
Ｙｉｐ Ｎｇａｉ Ｍｉｎｇ Ｒｏｎｇｇｕｉ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ｙｉ Ｓｕｎ． ２０１４．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ｓ‘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7（２）  １7５-１８８．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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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的生育？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大学生的生育计划*

杜世超**

摘　要：以往关于教育如何影响生育的研究大多注重教育“量”的维度，缺少对

教育“质”的关注。本研究引入教育水平分层的视角，考察不同类型的大学教育是否

对年轻世代的生育计划产生影响。本研究将高考作为自然实验，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

计的因果分析工具，比较了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大学生生育计划的差异。研究结果表

明，更为优质的院校对大学生是否有明确的生育计划不存在影响，但会显著推迟他们

的理想生育年龄（约１年）。尽管这种推迟作用仅在高年级学生身上有所体现，但研究

并未发现性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优质的教育资源并不会影响学生生育计划的明确

性，但会推迟他们的理想生育年龄。

关键词：一本教育　高等教育水平分层　生育计划　断点回归设计

一　引言

中国已经进入 “三孩” 的政策时代， 但生育率并未有所提高。 “七普”

数据显示， 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１． ３①， 虽然高于 “五普” 的 １． ２２ 和 “六

普” 的 １． １８， 但是并不意味着生育水平的回升。 “五普” 和 “六普” 开展

时， 我国尚未开放二胎政策， 而 “七普” 开展时， 我国已经实行 “全面二

孩” 政策多年。 即使在生育政策放宽的背景下， 我国的生育水平也并未得

·５２２·

*

**
①

*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代际社会学视野下中国新生代的价值观念与行为

模式研究” （项目编号： １９ＺDA１４５）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感谢李婷教授和郑丹丹教授对

本研究的帮助。
** 杜世超，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青年副研究员。

即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 １． ３ 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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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提升 （郭志刚， ２０１7； 王军、 刘军强， ２０１９）， 这让越来越多的学者着

眼于生育意愿 （包括生育计划） 的研究。

欧洲的人口学家率先关注到持续低迷的生育现象， 并提出了 “第二次人

口转变” （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理论 （ Ｌｅｓｔｈａｅｇｈｅ ａｎｄ ｖａｎ ｄｅ

Ｋａａ， １９８６）。 这一理论认为， 文化观念和态度上的转变是社会人口结构发生

变化的主要原因 （Ｌｅｓｔｈａｅｇｈ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ｋｙｎ， １９８８； Ｚａｉｄｉ ａｎｄ Ｍｏｒｇａｎ， ２０１7）。

因此， 对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并重的研究是理解一个社会生育水平最为理想

的方式， 但我们能获得的生育意愿的数据往往远远少于生育行为的数据， 导

致学界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的解释不够充分 （Ｍｅｌｎｉｋａｓ ａｎｄ Ｒｏｍｅｒｏ，

２０２０）①。 本研究试图对年轻世代生育计划 （一种计划性的生育意愿） 的社

会学解释进行补充。

在众多影响生育的社会因素中， 教育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Ｂｌｏｏｍ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ｓｅｌｌ， １９８４； Ｇｌｉｃ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Ｒｉｎｄｆｕｓ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１９８３）。 兰福思及其

合作者最早系统阐述了教育与生育之间的关系， 他们发现教育水平的提升往

往会推迟女性的生育年龄， 并且提高女性不生育的可能性 （Ｒｉｎｄｆｕｓｓ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０）。 此后的研究者在这一脉络上不断发展并解释教育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机

制 （ Ａｘｉｎｎ ａｎｄ Ｂａｒｂｅｒ， ２００１； Ｂ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１１； Ｇｌｉｃ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Ｋｒａｖｄａｌ ａｎｄ Ｒｉｎｄｆｕｓｓ， ２００８； Ｍｕｓｉｃ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Ｓｋｉｒｂｅｋ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Ｔｒｏｐｆ

ａｎｄ Ｍａｎｄｅｍａｋｅｒｓ， ２０１7）。 中国学者也为这一 “教育-生育” 框架提供了宝贵

的非西方经验 （王一帆、 罗淳， ２０２１； 张丽萍、 王广州， ２０２０； 赵梦晗，

２０１９）。 但以往的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 对教育的测量往往停留

在 “量” （如受教育年限、 最高教育成就） 上而忽略了教育的 “质” （同一

层次教育中的不同类型）。 现有的实证研究对不同类型教育的影响缺乏足够

的理解 （Ｇｅｒｂｅｒ ＆ Ｃｈｅｕｎｇ， ２００８； ＭｃＣｌｅｎｄ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第二， 以往的

研究重关联而轻因果， 没有充分使用因果推断工具解决教育与生育之间的内生

性问题 （朱州、 赵国昌， ２０２２；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第三， 研究基本使用可

·６２２·

① 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定量研究主要聚焦低生育率的描述和解释， 忽略

对主观态度类问题的探讨， 导致理论创新不足 （宋健、 郑航，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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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的生育？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大学生的生育计划

观测的生育行为数据， 而忽略了生育行为发生之前的生育计划， 但往往生育计

划才是理解年轻世代 （尤其是成人初期） 未来生育行为的关键。

本研究试图将高考作为自然实验来应对以往研究所忽略的问题。 具体而

言， 本研究将高考系统中的一本分数线作为断点并采用断点回归设计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 的因果推断工具来估计在一本院校的就读经

历是否会影响大学生的生育计划。 之所以关注一本院校的效应， 是因为在我

国的高考系统中， 一、 二本院校之间存在明确的录取分数线划分， 符合断点

回归设计对明确断点的要求。 由于一本分数线并非考生进入一本院校的唯一

标准 （存在如自主招生、 高考加分、 志愿填报失误等情况）， 本研究选取模

糊断点回归设计 （ｆｕｚｚｙ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 模型推断结果表明，

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是有限的： 是否进入一本院校不会对学生有

无明确的生育计划产生影响； 在有明确生育计划的学生中， 一本院校学生的

理想生育年龄晚于二本院校的学生， 但仅在高年级的学生中有所体现。 基于

此， 笔者得出结论： 一本院校会推迟学生的生育计划， 但这种推迟效应是较

为有限的。

二　文献综述

（一）教育与生育

教育对生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１） 降低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

和生育实现； （２） 推迟育龄群体的生育年龄。 研究表明， 受教育程度更高的

年轻世代往往展露出更低的生育意愿， 选择不生孩子 （Ｌｙ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同时， 教育的发展使育龄群体获得更多生育控制的知识， 从而降低生育实现

（Ａｘｉｎｎ ａｎｄ Ｂａｒｂｅｒ， ２００１）。 也有研究表明， 教育与低生育水平之间的联系只

是暂时性的， 教育仅仅是推迟了女性的生育年龄和生育计划， 她们的生育实

现会逐步追回 （Ｄ‘Ａｌｂｉ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7； Ｋｒａｖｄａｌ ａｎｄ Ｒｉｎｄｆｕｓｓ ２００８）。 具体而

言， 每多受 １ 年的教育， 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就会推迟 ３ ～ ５ 个月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Ｓｋｉｒｂｅｋ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当然， 这种推迟作用在不同育龄群体中

·7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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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存在异质性 （Ｂ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１１）。

中国社会的本土化经验对这些研究发现进行了补充。 从宏观上而言， 教

育扩张与生育率下降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育龄群体， 其总

体生育水平越低， 生育多孩的比例也越低 （张丽萍、 王广州， ２０２０）。 育龄

妇女逐渐提高的受教育程度和不断推迟的婚育年龄起到了明显降低总和生育

率的效果 （李月、 张许颖， ２０２１； 张丽萍、 王广州， ２０２０）。 在个体层面，

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王一帆、 罗淳， ２０２１；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Ｇｕｏ， ２０２２）。 也有研究发现， 这种抑制作用与孩子的胎次有关， 女

性受教育程度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呈 Ｕ 形关系： 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较低的女

性都具有更强的生育二孩的意愿 （赵梦晗， ２０１９）。 在使用高校扩招政策作

为工具变量之后， 朱州和赵国昌 （２０２２） 发现， 相较于高中毕业生， 接受高

等教育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会下降 ３０％左右。 此外， 教育还会对中国女

性的生育产生推迟作用 （Ｐｉｏｔｒｏｗｓｋｉ ａｎｄ Ｔｏｎｇ， ２０１６）， 尽管这种推迟作用存

在地区和世代之间的差异 （Ｎｉｕ ａｎｄ Ｑｉ， ２０２０；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ｉ， ２０１7）。

然而， 已有相关研究均把注意力放在育龄群体尤其是育龄女性的生育意

愿和生育实现上， 较少关注在生育实现之前， 育龄群体如何规划生育。 换言

之， 相关研究缺少对生育计划的关注 （靳永爱、 沈小杰， ２０２２）。 结合既有

的教育对已实现生育影响的研究， 本文认为， 教育主要有两条途径影响生育

计划： 增加机会成本和改变文化观念 （Ｂ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１１）。

由于生育与劳动力生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竞争关系， 生育往往意味着暂

时或永久性地退出劳动力市场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Ｒｉｎｄｆｕｓｓ， ２０００； Ｇｏｌｄｉｎ ａｎｄ

Ｋａｔｚ， ２０００）。 那些拥有更高教育成就和更大潜在劳动生产力的育龄群体需要

为生育行为付出更多的机会成本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所以他们选择推迟生

育计划或不制订生育计划以降低机会成本 （Ｄａｖｉｄ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ｚｐｅ， ２０１４；

Ｐｌｏｔｎｉｃｋ， ２００7）。 一些定性研究通过访谈的方式询问年轻世代不愿意生育或计

划晚育的原因， 他们一致表示对事业的规划是最主要的考虑 （Ｂｒｉ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Ｏｈ，

２０１９； Ｍｅｌｎｉｋａｓ ａｎｄ Ｒｏｍｅｒｏ， ２０２０）。 在中国， 女性所遭受的工作-家庭冲突

也是低生育率和晚育的主要原因之一 （蒙克， ２０１7； 计迎春、 郑真真， ２０１８；

吴帆， ２０２０）。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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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教育还会使育龄群体意识到婚姻和生育是两个单独的生命历程，

并不需要绑定进行， 所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往往在结婚与生育之间规划

更长的缓冲时间， 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则计划在婚后迅速进入生育期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ａｎｄ Ｍａｒｅ， ２００５）。 但归根到底， 根本因素还是教育改变了育龄群

体的文化认知， 降低了他们对生育的期待， 同时在高教育水平群体内部形成

“早育为耻” 的污名化标签 （Ｅｄｉｎ ａｎｄ Ｋｅｆａｌａｓ， ２００５）。 在中国， 传统家庭主

义观念往往是强有力的生育动机 （陈滔、 胡安宁， ２０２０）， 而教育能通过增

强个体主义的倾向来减少生育动机与明确生育计划 （Ａｌｌｅｎｄｏｒｆ， ２０１7）。 所

以说， 婚姻研究需要借助文化的视角来理解教育如何改变育龄群体的计划

（宋健、 郑航， ２０２１）。

（二）高等教育的水平分层与生育计划

尽管从以往的研究中不难推测教育对育龄群体生育计划的影响， 但对教

育这个变量的测量侧重于 “量” 的维度 （如受教育年限、 最高教育成就等），

忽略了对教育 “质” 的测量 （Ｆｅｎｇ， ２０２２）。 对教育 “质” 的研究通常需要

借助查理斯和布拉德雷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ａｄｌｅｙ， ２００２） 的教育水平分层框架。

他们将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分层分成垂直分层与水平分层两

类。 教育的垂直分层主要指可量化的受教育年限， 而教育的水平分层则为不

同类型和质量的学校分化。 相比于教育的垂直分层， 学界对教育水平分层的

影响知之甚少 （Ｇｅｒｂ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ｈｅａｆｅｒ， ２００４； ＭｃＣｌｅｎｄ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本研

究试图将两个重要但相对被忽视的领域———教育水平分层与生育计划———结

合起来， 探讨高等教育的水平分层 （一、 二本院校） 对大学生的生育计划如

何产生影响。 直接受到高等教育水平分层影响的对象为在校大学生， 他们大

多未进入婚姻市场和生育准入的社会阶段， 所以研究他们的生育计划比研究

他们的生育行为更加契合实际。 换言之， 教育水平分层与大学生生育计划之

间有生命历程上的耦合性。

前文所述， 教育会通过增加机会成本和改变文化观念的方式影响育龄群

体的生育计划， 那么这两个作用机制是否也适用于教育水平分层？ 首先， 高

等教育可以为学生提供在劳动力市场中进行经济交换的人力资本， 而更为优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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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大学能够赋予学生更丰富的人力资本， 从而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有更

好的经济表现 （Ｂ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Ｈａｌａｂｙ， ２００６； Ｈｏｅｋｓｔｒａ， ２００９； Ｗｉｔｔｅｖｅｅｎ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ｗｅｌｌ， ２０１7）。 因此， 这些大学生通常有更好的职业规划 （Ｃｏｍｐｅｒｎｏｌｌｅ

ａｎｄ Ａｘｉｎｎ， ２０１９； Ｍｉｊｓ， ２０１６）。 相应地， 对于他们而言， 婚姻和生育的

机会成本较高， 故他们更可能选择推迟甚至放弃他们的婚姻和生育计划

（Ａｍｉｎ ａｎｄ Ａｌ⁃Ｂａｓｓｕｓｉ， ２００４； Ｈａｒｋ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Ｋｕｐｅｒｂｅｒｇ， ２０１１； Ｐｌｏｔｎｉｃｋ，

２００7；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在中国， 毕业于名校的精英学生拥有更好的职

业规划和更为优异的劳动力市场表现 （Ｈｕ ＆ Ｖａｒｇａｓ， ２０１５； Ｌｏｙａｌｋ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同样地， 为了完成职业规划， 他们也可能 （暂时性地） 推迟或放弃

生育计划。

此外， 不同类型的大学也能为学生提供不同的文化资源 （Ｂｒｏｃ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ｌｅｓ， ２０２１； Ｆｉｅｌｄｉｎｇ， ２０１８）， 从而影响他们的生育计划。 举例而言， 高等教

育系统是传播精英群体文化观念的制度化机构 （Ｂｒｉｎｔ， １９９８； Ｊａｃ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ｕｈａ， １９８４）， 这些文化观念包括性别观念和家庭观念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２００８；

Ｓｈｕ， ２００４）。 家庭观念已经被证明是强有力的生育动机 （陈滔、 胡安宁，

２０２０）， 接受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学生自然会制订不一样的生育计划。 另外，

研究表明， 优质大学通常会通过仔细的教材选择以及有意义的活动组织

（Ｃｏｍｐｅｒｎｏｌｌｅ ａｎｄ Ａｘｉｎｎ， ２０１９） 来传播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 （ Ｓｈｕ， ２００４）

以及挑战传统的婚姻想象 （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２００８）， 所以学生更可能拒绝来

自社会的生育压力并改变原有的生育计划。

不同类型的大学为学生提供的社会资本也不同。 研究表明， 生育意愿和

生育计划会在育龄群体的社会网络中传播 （Ｂａｌｂｏ ａｎｄ Ｂａｒｂａｎ， ２０１４； Ｄｉａ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好友的生育实现会改变育龄女性的生育计划。 在更为优质的

大学中， 当学生每天接触的是拥有更好职业规划和更灵活生育计划的同辈

群体时， 他们的生育计划也会因此而改变 （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２０２１； Ｃｏｍｐｅｒｎｏｌｌｅ ａｎｄ Ａｘｉｎｎ， ２０１９；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所以说， 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的获得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有影响， 高等教

育本身的差异也会对学生的生育计划产生影响。 高等教育水平分层的理论

框架强调， 不同类型大学所能提供的不同资源以及学生在其中收获的不同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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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经验， 将引导学生制定不同的人生规划 （ Ｇｅｒｂ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ｕｎｇ， ２００８）。

在本研究中， 优质大学所提供的人力资本、 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能够增

加学生生育的机会成本， 也会改变他们的生育观念， 从而降低他们有明确

生育计划的可能性， 或者推迟他们的生育计划。

（三）教育与生育计划的内生性关系

本研究试图对 “教育水平分层对生育计划的影响” 进行探究， 但内生性

问题是困扰教育水平分层研究的潜在挑战， 因为能够被优质大学录取的学生

通常是高度优异并具有特定特征的 （Ｂｏｒｇ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ｓｔｅｋａａｓａ， ２０１８； Ｇｅｒｂ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ｕｎｇ， ２００８）。 在本研究中， 内生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生育

计划对学生的学业成就 （被哪个大学录取） 具有影响。 以往的文献表明， 想

要尽早成家的学生并不会在学习上花费精力， 所以被优质大学录取的可能性

也更小 （Ｊａｆａｒ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Ｒａｌ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Ｚａｈｒａ， ２０２０）。 第二， 一

些未被观测的混淆变量 （如才智、 性格、 外貌、 职业规划等） 有可能同时影

响获得教育的类型以及生育计划， 从而扰乱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朱州、 赵

国昌， ２０２２）。

解决这种内生性关系最好的方法是建立反事实的研究设计 （ Ｗｉ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Ｍｏｒｇａｎ， １９９９）， 在研究中控制这种内生性关系往往会带来不一样的发

现。 例如， 在使用双胞胎数据以控制无法观测的家庭背景因素和基因因素

之后， 研究者发现教育对生育的推迟作用从原本的 ６ 个月减少到 １． ５ 个月

（Ｒｏｄｇｅｒ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Ｔｒｏｐｆ ａｎｄ Ｍａｎｄｅｍａｋｅｒｓ ２０１7）。 也就是说， 教育对

生育的影响被高估了。

鉴于对教育水平分层的关注， 本研究试图将高考作为自然实验， 高考

系统中的一、 二本院校差异作为水平分层的体现， 选取断点回归设计的因

果推断工具来处理教育与生育计划之间的内生性关系， 从而估计一本院校

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作用。 但是， 这种因果推断工具在有效解决内生性

问题的同时， 也有其局限性。 例如， 模型要求研究者找到边界清晰的两类

大学， 而不能将各大学建立在一个质量评估的连续谱上。 换言之， 本研究

只能分析一、 二本大学之间的差异， 将一本院校视为优质大学。 二本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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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普通大学， 而不能将教育的 “质” 作为一个连续变量。 基于这样的原

因， 笔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１： 一本院校对学生的生育计划有影响。

假设 １ａ： 一本院校会降低学生具有清晰生育计划的可能性。

假设 １ｂ： 一本院校会推迟学生的理想生育年龄。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 教育水平分层依据因素众多，

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的划分显然比较粗糙， 但这是由数据和方法导致的。

本研究想要呈现的并非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之间的独特差异， 而是将一、

二本院校作为不同质量的高等院校的表征， 以此探究高等教育水平分层对

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

（四）异质性：年级与性别的影响

教育水平分层的研究框架认为， 学生在不同大学中的教育体验也是重要

的影响机制 （Ｇｅｒｂ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ｕｎｇ， ２００８）。 学生需要时间来探索和接受学校

提供的资源， 并与学校一同成长 （Ｂｅａｔｔｉｅ ａｎｄ Ｗｙａｎ， ２０１８）， 所以不同年级

的学生所拥有的教育体验不尽相同。 研究表明， 高年级的大学生所面对的工

作压力和持有的职业规划完全不同于低年级学生 （Ｂｒｙａｎｔ ａｎｄ Ａｓｔｉｎ， ２０１６；

Ｆｌｏｗｅｒｓ， ２００２）。 一项关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学生的民族志研究发现， 不

同年级对大学资源和大学意义的理解不尽相同 （Ｂｉ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而这种

差异也被发现存在于重视 “前辈文化” 的东亚社会中 （Ｙｕｋｉ ａｎｄ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２０１８）。 此外， 从生命历程的视角而言， 整个大学是成人初显期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的成长过程， 所以高年级会对未来的婚姻和生育有更详尽的

规划。

另外， 生育是性别化的生命事件。 以往的研究往往关注女性的生育， 这

很可能是因为生育实现对女性而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Ｈａｌｃｏｍｂ，

２０１８； ＭｃＣｒｅｉｇｈｔ， ２００４）。 但就理想化的生育计划而言， 男性和女性都应

该是被研究的对象。 研究表明， 即使在同一所大学中， 男生与女生获得的

教育体验也是不一样的 （ Ｂａｒｏｎｅ， ２０１１； Ｓｈｅｎｇ， ２０１２）， 并且教育对学生

态度和认知的影响存在性别方面的异质性， 通常女生的认知受到不同类型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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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影响更大 （ｖａｎ ｄｅ Ｗｅｒｆｈｏｒｓｔ ａｎｄ Ｋｒａａｙｋａｍｐ， ２００１）。

所以说， 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年级和性别的差

异。 由于大一新生等低年级学生刚进入大学， 他们还没有完全接触到学校

资源， 可能受到的影响更小； 相反， 高年级学生已经充分接触学校资源并

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 （Ｌｏｙａｌｋ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一本院

校对生育计划的影响也更为明显。 同样地， 女生的性别规范和家庭规划也

更可能因受到教育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所以一本院校对生育计划的影响可

能在女生身上更为明显。 笔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２： 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在高年级学生身上更为明显。

假设 ３： 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在女生身上更为明显。

三　数据、测量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 （以下简称 “调查” ） ２００９ 年

的基线数据。 调查以全北京 ５４ 所公立大学为抽样框进行配额抽样 （ Ｃａｉ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7； Ｈｕ ａｎｄ Ｗｕ， ２０１９）。 具体而言， 根据大学排名， 调查将

５４ 所大学分为 ６ 个梯队， 在前 ３ 个梯队中共抽取 ３ 所大学的 ２５ 个专业，

以及每个专业中的 ２０ 名学生 （共计 ３×２５×２０ = １５００ 人）， 并在后 ３ 个梯队

中选取 １２ 所大学的 １５ 个专业， 以及每个专业中的 ２０ 名学生 （共计 １２×１５
×２０ = ３６００ 人）。 调查共计抽取 ５１００ 名在校大学生， 其中 ４５１２ 名完成问卷

调查， 问卷回收率为 ８８． ５％。 值得注意的是， ２００９ 年采集基线数据时， 有

一半的受访者为大一新生， 另一半为大三学生。

选用 ２００９ 年的基线数据而非追踪调查数据是因为调查仅在 ２００９ 年询

问了被访者的生育计划。 笔者充分意识到中国的教育政策、 生育政策和社

会文化在近十几年间变化迅速， 所以本研究有数据过时的嫌疑。 但我国高

考系统中的一、 二本院校差异至今存在， 并且近年来的低生育率也对育龄

群体产生了一定的生育压力， 所以即使使用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 也能为理解当

代青年群体的生育计划提供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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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变量

因变量生育计划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的测量。 第一， 调查询问了大学生

受访者是否有明确的生育打算 ／ 计划， 回答包括 “不打算生孩子” “没有考

虑过生孩子” “有具体生孩子打算”。 本研究将前二者合并为 “无明确生育

打算 ／ 计划”①， 后者为 “有明确生育打算 ／ 计划”。 第二， 对回答 “有具体

生孩子打算” 的受访者， 调查进一步询问其理想的生育年龄范围， 即 “准

备最早几岁、 最晚几岁生孩子”。 本研究选取这一回答的中间值②作为其理

想生育年龄的测量。

（二）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是否就读一本大学。 一本大学的学生被看成实验

组， 非一本大学的学生被看成控制组。 断点回归设计要求实验组和控制组

之间的划分建立在具体的数值之上， 本研究选取了受访者的高考成绩以及

各省区市的一本分数线作为划分标准。 具体而言， 笔者根据考生的专业、

高考年份和高考地整理出各省区市每年的文理科一本分数线③， 然后将受

访者自述的高考成绩与当地的一本分数线作差值处理。 当差值大于等于 ０

（高考分数高于当地一本分数线） 时， 样本进入实验组； 当差值小于 ０ 时

（高考分数低于当地一本分数线） 时， 样本进入控制组。 另外， 受访者实

际的一本院校就读情况可以根据其正在就读的大学得到。

当然， 这个分数线划分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 受访者的高考分数

为自述， 可能存在受访者记忆偏差或者谎报等情况。 其次， 高考一本分

数线并非判定考生进入一本院校的唯一标准， 考生可以通过自主招生、

高考加分等方式以低于一本分数线的高考成绩进入一本院校； 相反， 高

·４３２·

①

②

③

笔者清晰地认识到 “不打算生孩子” 和 “没有考虑过生孩子” 是不同的两种生育态度，
但本研究仅关心明确的生育打算 / 计划， 且断点回归设计无法处理多类别的因变量， 故将

二者划分为一组。
举例而言， 若受访者回答 “准备最早 ２０ 岁、 最晚 ３０ 岁生孩子”， 则本研究认为其理想生

育年龄为 ２５ 岁。
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在线 （中国高考网 www． gaokao．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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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的生育？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大学生的生育计划

考成绩高于一本分数线的考生也有可能因为零志愿填报失误等情况而未

能进入一本院校。 表 １ 显示， 实验组中有约一成的学生实际没有进入一

本院校， 而控制组中有不到两成的学生实际上已经考入一本院校， 所以

在对实验组的处理效应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进行因果推断时， 本研究选择

了模糊断点回归设计以应对断点选取与实际标准不完全匹配的情况。 在

模型展示时， 本研究同时展示了清晰断点回归设计的模型估计结果， 以

比较模型优化带来的结果变化。

（三）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就读专业 （是否为理科）、 是否处于恋爱

关系中、 总过有过几段感情经历、 是否有清晰的结婚计划、 是否有兄弟姐

妹、 户口类型 （是否为城市户口）、 家庭收入， 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 生育

计划不仅是个体的选择， 也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反映， 所以本研究控制了相关

的家庭背景变量。 另外， 按照家庭生命历程理论， 生育是恋爱以及结婚之后

的生命事件， 生育计划也会受到恋爱经历和结婚计划的影响， 所以本研究也

控制了相关变量。 同时， 所有模型都会控制省份效应。

（四）分析策略

本研究采用了断点回归设计作为因果推断工具。 断点回归设计是近 ２０

年间逐渐发展起来的研究策略 （Ｃｏｏｋ， ２００８）。 由于教育系统中经常存在明

确的断点 （如入学年龄、 入学考试等）， 断点回归设计被广泛运用在教育领域

的研究中 （Ｂｅｈｒｍａｎ， ２０１５； Ｈｏｅｋｓｔｒａ， ２００９； Ｌｏｙａｌｋ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Ｒａｕｓｃｈｅｒ，

２０１９）， 但尚未被充分运用在具有社会学研究意义的议题中。

断点回归设计的思路为， 寻找一个特定的选拔标准， 达到标准的一部分

人会获得与未达到标准的人不一样的人生际遇， 例如， 达到一本分数线的考

生可以进入一本院校进而获得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 认识不一样的朋辈群

体。 通过比较高考成绩接近这个标准但基于不同的个体之间的组间差异， 如

高考成绩非常接近， 但一部分进入一本院校， 另一部分没有进入一本院校的

考生， 就可以排除各种干扰项以及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关系以估计由不同的人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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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生际遇带来的 “处理效应” （本研究中为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

高考成绩并不是进入一本院校的唯一标准， 所以本研究采用模糊断点

回归设计。 与清晰断点回归设计相同，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的目的是估计在

非常接近断点区域范围内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 不同于清晰断点回

归设计直接比较组间差异，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比较的是组间差异与 （是否

进入实验组的） 组间分配差异的比值 [公式 （１） ]。

δＦｕｚｚｙＲＤＤ =
ｌｉｍ
Ｘ→ｃ０

Ｅ[Ｙ ｜ Ｘ≥ｃ０ ] - ｌｉｍ
Ｘ→ｃ０

Ｅ[Ｙ ｜ Ｘ≤ｃ０ ]

ｌｉｍ
Ｘ→ｃ０

Ｅ[Ｄ ｜ Ｘ≥ｃ０ ] - ｌｉｍ
Ｘ→ｃ０

Ｅ[Ｄ ｜ Ｘ≤ｃ０ ]
（１）

其中， δＦｕｚｚｙＲＤＤ 表示研究所关心的 “处理效应”； Ｙ 表示因变量的取值；

Ｄ 表示是否进入实验组； Ｘ 表示用于预测是否进入实验组的自变量 （在本

研究中为高考成绩与一本分数线的差值）； ｃ０ 表示用于判断是否进入实验

组的断点。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的估计可以使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模型实现。 具体而

言， 我们可以先将个体得分与断点之间的比较作为工具变量来预测个体是否

进入实验组 （在本研究中是否进入一本院校）， 如公式 （２） 所示：

Ｄｉ =γ０ ＋γ１Ｘｉ ＋πＺｉ ＋εｉ （２）

其中， Ｄｉ 表示对个体 ｉ 是否进入实验组 （一本院校） 的预测； Ｘ 表示

受访者高考分数与当地一本分数线的差值； Ｚ 表示 Ｘ 取值与断点之间的比

较， 如果 Ｘ 取值大于等于断点 （高考得分大于等于一本分数线）， 则 Ｚ 的

取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接着， 我们可以用 Ｄ 的预测值来对因变量的取值进行第二阶段的估

计， 如公式 （３） 所示：

Ｙｉ =β０ ＋β１Ｘｉ ＋δＤｉ ＋β２ＤｉＸｉ ＋εｉ （３）

其中， Ｙ 表示因变量的取值， δ 表示本研究关心的 “处理效应” （一本

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 当然， 模型还可以加入控制变量以及自变

量 Ｘ 高次幂的项。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二阶段模型中 Ｘ 的取值依然应该满足仅在断点附近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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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变化， 这就需要我们在模型估计之前确定 Ｘ 的取值范围， 也即 “带

宽”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本研究使用最优均方误差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ｏｐｔｉｍａｌ，

ＭＳＥ⁃ｏｐｔｉｍａｌ） 方式进行带宽选择。 结果显示， 每个二阶段模型的带宽都会

存在差异， 但基本稳定在断点左右的 ３０ 分范围内， 即本研究比较高考成绩

在当地一本分数线 ３０ 分上下的大学生进入一本及二本院校之后在生育计划

方面的差异。 进行稳健性检验时， 本研究使用了另一种带宽选择方式———最

优覆盖误差率。

（五）效果异质性的分析策略

为了研究一本院校效应的异质性， 本研究对不同年级和性别的样本进

行了断点回归估计。 值得注意的是， 调查中仅含有大一和大三学生的样

本， 所以本文仅展示一本效应在大一和大三学生中的差异。 所有的模型和

稳健性检验均进行分样本处理。 此外， 模型结果显示， 一本院校的效应在

男生和女生中并不存在差异， 所以性别异质性仅在主模型中显示， 而不在

稳健性分析中显示。

四　结果与统计

（一）描述性统计

表 １ 展示了实验组和控制组中样本各变量的差异。 由于不同模型的带

宽选择不同， 纳入控制组和实验组中的样本数量也不尽相同， 但无论是在

哪个模型中， 控制组的平均高考成绩均远低于一本分数线， 而实验组的平

均高考成绩远高于一本分数线。 同样， 尽管高考成绩并非一本院校录取的

唯一标准， 但是实验组中约有九成学生被一本院校录取， 而控制组中此比

例低于 ２０％。 换言之， 本研究的设计满足断点回归要求的实验组分配在断

点 （一本分数线） 附近有明显的跳跃。

本研究也对高考分数的分布进行了 ＭｃＣｒａｒｙ 检验， 发现在一本分数线附

近没有出现明显的分布断裂， 排除了人为操纵的可能性 （见图 １）。 ＭｃＣｒａｒｙ

检验结果表明， 本研究的断点回归设计是有效的。

·7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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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图 １　 断点回归设计的 ＭｃＣｒａｒｙ 检验

断点回归设计的目的是比较在断点附近范围内极其相似的个体在实验

组和控制组中的差异， 所以必须保证实验组和控制组中的样本在各个混淆

变量的取值上保持一致。 表 １ 显示， 本研究中控制组和实验组中的学生在

性别、 是否有清晰的结婚计划、 是否有兄弟姐妹、 户口类型、 家庭收入，

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均没有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 在此带宽内的控制

组和实验组样本是可比较的。 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就读专业、 感情经历和当

前恋爱状态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具体表现为， 实验组中的学生更少选择

理科专业， 也更少拥有感情经历， 这可能跟一本和二本院校的专业设置以

及校园氛围有关。 尽管这些变量上的差异很有可能是进入实验组和控制组

本身带来的 （所以不会影响断点回归设计）， 但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

于学生的生育计划， 本研究在模型中控制了这些差异。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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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描
述
性
统
计

（带
宽
内
样
本
）

生
育

计
划

理
想

生
育

年
龄

控
制

组
实

验
组

控
制

组
实

验
组

均
值

范
围

均
值

范
围

均
值

范
围

均
值

范
围

是
否

有
清

晰
的

生
育

计
划

０．
５３

４
[０

，
１]

０．
６０

４
[０

，
１]

理
想

生
育

年
龄

ｂ
２８

．４
６

（２
．５

２）
[２

２，
４０

]
３０

．０
５

（２
．５

7）
[２

３，
４３

]

高
考

距
一

本
线

分
数

ａ，
ｂ

- １
４．

８６
（８

．９
7）

[-
３０

，
- １

]
１６

．４
7

（８
．８

４）
[０

，
３０

]
- １

５．
１7

（８
．９

４）
[-

３０
，

- １
]

１６
．３

１
（０

．８
２）

[０
，

３０
]

是
否

为
一

本
院

校
ａ，

ｂ
０．

１7
[０

，
１]

０．
８８

[０
，

１]
０．

１９
[０

，
１]

０．
８９

[０
，

１]

性
别

（１
= 男

生
）

０．
４５

[０
，

１]
０．

４９
[０

，
１]

０．
４7

[０
，

１]
０．

５１
[０

，
１]

就
读

专
业

（１
= 理

科
）ａ，

ｂ
０．

５４
[０

，
１]

０．
４４

[０
，

１]
０．

５６
[０

，
１]

０．
４３

[０
，

１]

是
否

处
于

恋
爱

关
系

中
ａ，

ｂ
０．

４６
[０

，
１]

０．
３２

[０
，

１]
０．

４６
[０

，
１]

０．
３８

[０
，

１]

总
共

有
过

几
段

感
情

经
历

ａ，
ｂ

１．
２８

（１
．３

7）
[０

，
１０

]
１．

１６
（１

．０
7）

[０
，

7]
１．

３８
（１

．３
２）

[０
，

８]
１．

２４
（１

．１
６）

[０
．６

]

是
否

有
清

晰
的

结
婚

计
划

０．
7１

[０
，

１]
０．

7２
[０

，
１]

０．
９7

[０
，

１]
０．

９7
[０

，
１]

是
否

有
兄

弟
姐

妹
０．

４３
[０

，
１]

０．
４２

[０
，

１]
０．

４４
[０

，
１]

０．
４６

[０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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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生
育

计
划

理
想

生
育

年
龄

控
制

组
实

验
组

控
制

组
实

验
组

均
值

范
围

均
值

范
围

均
值

范
围

均
值

范
围

户
口

类
型

（１
= 城

市
）

０．
６５

[０
，

１]
０．

６7
[０

，
１]

０．
６３

[０
，

１]
０．

６５
[０

，
１]

家
庭

收
入

对
数

１０
．５

３
（１

．２
１）

[６
．３

８，
１３

．８
９]

１０
．３

６
（１

．１
２）

[６
．６

８，
１４

．５
１]

１０
．５

６
（１

．２
２）

[６
．３

８，
１３

．８
１]

１０
．３

９
（１

．１
４）

[６
．６

８，
１４

．５
１]

父
母

受
教

育
程

度

高
中

及
以

下
０．

２４
[０

，
１]

０．
２６

[０
，

１]
０．

２５
[０

，
１]

０．
２7

[０
，

１]

高
中

０．
３7

[０
，

１]
０．

３６
[０

，
１]

０．
３7

[０
，

１]
０．

３８
[０

，
１]

大
学

及
以

上
０．

３９
[０

，
１]

０．
３８

[０
，

１]
０．

３８
[０

，
１]

０．
３５

[０
，

１]

观
测

值
４８

５
８９

５
２５

９
５４

１

 
 

注
：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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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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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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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组
的

差
异

至
少

在
ｐ＜

０．
０５

的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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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平
上

显
著

；
ｂ
表

示
理

想
生

育
年

龄
样

本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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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和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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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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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至
少

在
ｐ＜

０．
０５

的
统

计
水

平
上

显
著

；
括

号
中

为
标

准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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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发现， 实验组 （一本院校） 和控制组 （二本院校）

中的学生在是否有清晰的生育计划方面， 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有 ５３． ４％的二

本院校学生和 ６０． ４％的一本院校学生有清晰的生育计划； 但在有清晰的生育

计划的学生中， 实验组和控制组存在理想生育年龄上的差异， 具体而言， 一

本院校学生的理想生育年龄约为 ３０ 岁， 晚于二本院校学生 （约 ２８ 岁）， 他

们的生育计划是推迟的。

（二）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表 ２ 和表 ３ 分别展示了一本院校是否影响学生生育计划和理想生育年

龄的断点回归设计结果。 笔者为大一新生和大三学生分别进行模型估计以

体现教育水平分层效果的异质性。 此外， 笔者还比较了清晰断点回归和模

糊断点回归两种不同设计下估计结果的差异。 研究发现和结论以模糊断点

回归设计的结果为准。

如表 ２ 所示， 对于大一新生而言， 是否进入一本院校并不会影响他们

是否有清晰的生育计划。 对于大三学生而言， 尽管一本和二本院校学生在

是有清晰的生育计划的概率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但这个差异并不显

著。 图 ２ 和图 ３ 展示了模型估计的结果， 从中可知， 大一新生有清晰的生

育计划的概率并未在一本分数线两侧出现跳跃， 尽管大三学生样本中出现

了较为明显的跳跃， 但这个差异并不在统计意义上显著。 因此， 我们可以

得出结论： 一本院校并不会对学生的生育计划产生影响。

表 ２　 生育计划的断点回归设计结果 （分年级）

大一新生 大三学生

清晰断点回归设计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清晰断点回归设计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模型 １ａ 模型 １ｂ 模型 ２ａ 模型 ２ｂ 模型 ３ａ 模型 ３ｂ 模型 ４ａ 模型 ４ｂ

一本院校
-０． ０３０

（０． ０7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7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９）
０． ０８３

（０． ０7３）
０． １０５

（０． ０7４）
０． ０８６

（０． ０５６）
０． ０９９

（０． ０８7）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带宽 ３２． 7 ３２． 7 ３２． 7 ３２． 7 ３１． ２８ ３１． ２８ ３１． ２８ ３１．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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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大一新生 大三学生

清晰断点回归设计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清晰断点回归设计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模型 １ａ 模型 １ｂ 模型 ２ａ 模型 ２ｂ 模型 ３ａ 模型 ３ｂ 模型 ４ａ 模型 ４ｂ

带宽内观测值 7０１ 7０１ 7０１ 7０１ ６7９ ６7９ ６7９ ６7９

总观测值 ２２８１ ２２８１ ２２８１ ２２８１ ２１7０ ２１7０ ２１7０ ２１7０

  注： 带宽选择方式为最优均方误差； 所有模糊断点回归设计中第一阶段的预测均在 Ｆ 检验上

满足统计性显著； 括号中为标准误。

图 ２　 生育计划的断点回归设计结果 （大一新生）

图 ３　 生育计划的断点回归设计结果 （大三学生）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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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的生育？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大学生的生育计划

如表 ３ 所示， 对于大一新生而言， 在一本院校就读并不会显著影响他

们的理想生育年龄， 尽管模型结果表明一本院校中大一新生的理想生育年

龄比二本院校中的大一学生略晚， 但是这个推迟效果随着学生年级的增长

而增加， 对于大三学生而言， 一本院校中学生的理想生育年龄比二本院校

中的学生晚了约为 １ 年 （０． ９３ 年， 或 １１ 个月）。 图 ４ 和图 ５ 分别展示了模

型估计的结果， 从中可知， 大一新生的理想生育年龄在一本分数线附近并

未出现明显的跳跃， 但大三学生的理想生育年龄在一本分数线左右出现了

明显的跳跃， 这个跳跃就是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年龄的 “处理效应”。 因

此，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一本院校对学生的理想生育年龄有推迟作用， 但

这种推迟作用仅体现在大三学生身上。

表 ３　 理想生育年龄的断点回归设计结果 （分年级）

大一新生 大三学生

清晰断点回归设计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清晰断点回归设计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模型 １ａ 模型 １ｂ 模型 ２ａ 模型 ２ｂ 模型 ３ａ 模型 ３ｂ 模型 ４ａ 模型 ４ｂ

一本院校
０． １５7

（０． ３５7）
０． １４１

（０． ３５６）
０． ０３５

（０． ３４９）
０． ０２６

（０． ３４８）
０． ６１８*

（０． ２８３）
０． 77６*

（０． ３５7）
０． ９５３**

（０． ３６１）
０． ９２８**

（０． ３３５）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带宽 ２９． １９ ２９． １９ ２９． １９ ２９． １９ ２7． １３ ２7． １３ ２7． １３ ２7． １３

带宽内观测值 ３９３ ３９３ ３９３ ３９３ ４０7 ４０7 ４０7 ４０7

总观测值 １１０５ １１０５ １１０５ １１０５ １２２０ １２２０ １２２０ １２２０

  注： 带宽选择方式为最优均方误差； 所有模糊断点回归设计中第一阶段的预测均在 Ｆ 检验上

满足统计性显著； 括号中为标准误；*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在年级差异的基础上， 本研究还探究了性别差异。 如表 ４ 所示， 一本

院校对大学生生育计划 （包括理想生育年龄） 的影响并未在男女生之间产

生差异， 对男女生理想生育年龄的推迟均在 １ 年左右。 因此， 我们得出结

论： 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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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图 ４　 理想生育年龄的断点回归设计结果 （大一新生）

图 ５　 理想生育年龄的断点回归设计结果 （大三学生）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研究还进行了两组检验。 表 ５ 显示了不同

稳健性检验下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和理想生育年龄的 “处理效应”。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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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的生育？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大学生的生育计划

表 ４　 生育计划的断点回归设计 （分性别）

是否有清晰的生育计划 理想生育年龄

大一新生 大三学生 大一新生 大三学生

男生样本

一本院校
-０． ０１１

（０． １０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８０）
０． ２０４

（０． ４１６）
１． ０６１*

（０． ４３８）

控制变量与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女生样本

一本院校
-０． ０３２

（０． ０９１）
０． ０９１

（０． ０7６）
０． １５１

（０． ５２４）
０． ９４８**

（０． ３7３）

控制变量与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注： 所有模型均使用最优均方误差的带宽选择的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结果只展示了一本院校

效应的系数； 括号中为标准误；*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第一组稳健性检验使用了不同的带宽选择方式。 在使用了最优覆盖误

差率而非最优均方误差的策略下， 一本院校依然没有对学生是否有清晰的

生育计划产生影响， 但一本院校对学生理想生育年龄的推迟效应在大三学

生样本中有所体现。

第二组稳健性检验进行了安慰剂检验。 具体而言， 笔者随机选取了一

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分数标准作为 “安慰剂断点”， 这个 “安慰剂断点” 并

不会影响两侧的样本是否进入实验组和控制组， 以考察模型结果中发现的

“处理效应” 是否由真实的断点设置产生的。 结果表明， 当模型分别以低

于一本分数线 １０ 分或者高于一本分数线 １０ 分为 “安慰剂断点” 时， 原本

观测到的推迟效应消失。 也就是说， 原本观测到的推迟效应确实是由真实

的一本院校就读情况带来的。

两组稳健性检验均表明， 本研究的发现是稳健且真实的， 并非特殊条

件和模型操作下得到的偶然性结果。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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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本院校效应

生育计划 理想生育年龄

大一新生 大三学生 大一新生 大三学生

稳健性检验 １： 不同带宽选择

最优覆盖误差率 （ＣＥＲ⁃ｏｐｔｉｍａｌ）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7）
０． １６４

（０． ４０５）
１． １7４**

（０． ３９０）

稳健性检验 ２： 安慰剂检验

-１０ 作为断点
-０． ０２０

（０． １３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９８）
０． １５４

（０． ２１４）
０． ２7８

（０． ４7４）

１０ 作为断点
０． ０１９

（０． ０９５）
０． ０２９

（０． ０８２）
０． ２１８

（０． ２３３）
０． ３１４

（０． ３１２）

  注： 所有模型均基于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的结果 （未特别注明时候， 均使用最优均方误差的带

宽选择）； 所有模型均纳入了控制变量并控制了省份效应； 结果只展示了一本院校效应的系数； 括

号中为标准误；** ｐ＜０． ０１。

五　结论与讨论

“第二次人口转变” 理论认为， 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带动了整体生育

情况和人口结构的转变 （Ｚａｉｄｉ ａｎｄ Ｍｏｒｇａｎ， ２０１7）。 尽管这一理论在人口

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多有提及， 但对于育龄群体生育观念和生育计划的研究

略显不足。 本研究将教育研究中的水平分层框架与生育观念相关联， 考察

了不同类型的大学 （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 是否会对学生的生育计划产生

影响。 断点回归设计的分析工具使研究结果具有因果推断的意义。

研究结果表明， 相较于二本院校， 一本院校并不会对学生的生育计划

产生影响， 但会明显推迟学生的理想生育年龄， 尽管这种推迟作用仅在大

三学生身上有所体现。 具体而言， 一本院校大三学生的理想生育年龄比二

本院校的学生晚了约 １ 年 （１１ 个月）。 教育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存在年

级异质性， 高年级的学生受到的影响更大， 但是影响并不存在性别异质

性， 男生和女生受到的教育水平分层影响是相似的。 就年级差异而言， 优

质教育资源的 “处理效应” 集中体现在高年级学生身上， 这说明教育水平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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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的影响可能是累积性的， 这补充了社会学对教育过程化理论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假设 １ａ 和假设 ３， 这可能是两方面

因素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 以往研究中发现的教育降低生育率或推迟生育

很可能是由于低教育水平的女性意外怀孕造成的 （Ｍｕｓｉｃ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换言之， 教育并未改变育龄群体的生育计划， 只是拥有更少教育资源的个

体不一定能完全按照计划进行。 另一方面， 研究也发现， 当模型处理了教

育与生育的内生性问题之后， 教育对不生育态度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且

在男女之间不存在差异 （Ｋｒａｖｄａｌ ａｎｄ Ｒｉｎｄｆｕｓｓ， ２００８）。 所以说， 优质教育

资源对学生生育的影响并不在于降低他们的生育意愿， 而在于推迟他们的

理想生育年龄。

需要重申的是， 本研究旨在将一本和二本院校作为教育水平分层的一

种表征， 以探究教育水平分层对生育计划的影响， 并不是为了研究一本和

二本院校在整个高校系统中的资源差异， 所以也无法对一本和二本院校之

间的资源分配优化提供指导性的建议。 依照教育水平分层的理论框架， 能

够减少教育水平分层对学生差异化影响的唯一办法就是消除不同类型学校

之间的差异。 至于哪些教育资源的差异需要被消除， 或是约 １ 年的理想生

育年龄延迟在多大程度上值得被干预， 则需要更多相关的研究进行更为细

致的分析。 本研究旨在抛砖引玉， 提出 “教育水平分层-生育计划” 的视

角供后续研究参考。

当然，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 正如其他使用断点回归设计的研究一样， 本

研究结论的外推性有限。 断点回归设计估计的是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 ｌｏｃ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即在某个特定断点附近极小取值范围内的 “处理效

应”。 在本研究中， 这个范围为高考成绩距离一本分数线 ３０ 分上下的大学

生。 换言之， 仅有那些较为普通的一本院校和表现较为突出的二本院校进入

本研究的样本中。 研究中发现的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普通一

本院校和顶部二本院校之间的差异， 顶部一本院校和普通二本院校并未被纳

入模型估计中， 它们是否会改变 “处理效应” 也尚未可知。

尽管如此， 本研究依然具有理论和方法论意义。 理论上， 本研究将教育

水平分层的视角引入生育研究中， 扩展了原有的 “教育-生育” 框架， 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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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教育 “量” 的关注转变为对教育 “质” 的讨论。 方法上， 断点回归设计

为原有的研究提供了因果推断的证据， 使我们对教育与生育之间因果关系的

理解有据可循。 相信本研究会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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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的生育？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大学生的生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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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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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的生育？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大学生的生育计划

Ｂｉｎｇｌｅｙ ａｎｄ Ｋａａｒｅ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８．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ｏｒ Ｓｐｕｒｉｏｕ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ｇｅ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Ｂｉｒ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ｉｔ ｔｏ Ｄａｎｉｓｈ Ｔｗｉｎ Ｄａｔａ．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１４（Ｓｕｐｐｌ． ）  Ｓ２０２-Ｓ２３２．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Ｄａｎｉｅｌ Ｋｒｉｓｔｅｎ Ｈａｒｋ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ｔｉｍｐｓｏｎ． ２０１９． “ Ｊｏｂ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５６ （ ２ ）  
４５１-４7６．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Ｒ．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Ｍａｒｅ． ２００５．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ｒｔ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０ ｔｏ ２００３．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４２ ６２１-６４６．

Ｓ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２０１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４
（２）， １３１-１４６．

Ｓｈｕ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 ２００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77（４）  ３１１-３３６．

Ｓｋｉｒｂｅｋｋ Ｖｅｇａｒｄ 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 Ｋｏｈｌ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ｉａ Ｐｒｓｋａｗｅｔｚ． ２００４． “ Ｂｉｒｔｈ Ｍｏｎｔ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Ｂｉｒｔｈ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４１（３） ５４7-５６８．

Ｔｒｏｐｆ Ｆｅｌｉｘ Ｃ． ａｎｄ Ｊｏｒｎｔ Ｊ． Ｍａｎｄｅｍａｋｅｒｓ． ２０１7． “Ｉ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ｍｅｎｔ Ｃａｕｓ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５４ 7１-９１．

ｖａｎ ｄｅ Ｗｅｒｆｈｏｒｓｔ Ｈｅｒｍａｎ Ｇ． ａｎｄ Ｇｅｒｂｅｒｔ Ｋｒａａｙｋａｍｐ． ２００１． “Ｆｏｕｒ Ｆｉｅｌ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7４（４）  ２９６-３１7．

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ｈｕｉ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ｑｉｎｇ Ｃｈｉ． ２０１7．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ｃ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7
（１６）  ４９３-５２６．

Ｗｉｎｓｈｉｐ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 Ｍｏｒｇａｎ． 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５ ６５９-7０９．

Ｗｉｔｔｅｖｅｅｎ Ｄｉｒｋ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Ａｔｔｅｗｅｌｌ． ２０１7． “Ｔｈ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Ｐａｙｏｆｆ ｆｒｏｍ 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６６ １５４-１６９．

Ｙｕｋｉ Ｍａｓａｋｉ ａｎｄ Ｓｕｓｕｍｕ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２０１８． “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ｑｕｉｔ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Ｇｒｏｕｐ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ｉｏｒｉｔｙ Ｎｏｒｍ ｉｎ Ｊａｐａｎ． ” Ｐｐ． ２８８ - ２９7 ｉｎ Ｈｅｃｔｏｒ Ｇｒａｄ Ａｍａｌｉｏ
Ｂｌａｎｃｏ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Ｇｅｏｒｇａｓ（ｅｄｓ． ）．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Ｋ 
Ｇａｒ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Ｚａｉｄｉ Ｂａｔｏｏｌ ａｎｄ Ｓ． Ｐｈｉｌｉｐ Ｍｏｒｇａｎ． ２０１7．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４３ ４7３-４９２．

Ｚａｈｒａ Ｆａｔｉｍａ． ２０２０． “ Ｈｉｇｈ Ｈｏｐｅｓ Ｌｏｗ Ｄｒｏｐｏｕ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Ｍａｌａｗｉ．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４（４）  ６7０-7０２．

·３５２·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版权所
有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3zq
rXO
jeeu
EBy
wU
60d
m0
Zm
5A
kfN
hsn
q4l
LPp
AQ
8aC
EkP
mb
iqB
tR8
Cjj
0Kn
I+6
n6v

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乔治·斯坦梅茨**

摘　要：社会学家正在为殖民地、帝国和后殖民研究中迅速增长的文献增添特定

的学科特色。他们特别热衷于在有关帝国的历史文献中添加解释性说明。从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开始，社会学家率先将殖民地作为历史形态进行研究。与传统的人类学方法相

反，社会学家坚持研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动态交往，询问这两个群体是如何发生转

变的。与当代后殖民学者一样，社会学家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开始探究海外殖民主义和

殖民移民是如何重塑宗主国的。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社会学家对殖民地研究的讨论相呼

应，当前关于后殖民社会学的讨论质疑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适

用性，并询问社会学本身是如何被帝国塑造的。当前对帝国的社会学研究集中于六组

因果机制：①资本主义；②地缘政治、战争和暴力；③文化表征与主体性；④被殖民

者的抗争与合作；⑤帝国和殖民地的制度维度；⑥殖民地国家中心的殖民者之间的冲

突和妥协。

关键词：帝国主义　领土和非正式帝国　驻领殖民地①　内部殖民主义　去殖

民化

·４５２·

*

**
①

* 本文译自 Steinmetz， George． ２０１４． “The Sociology of Empires， Colonies， and Postcolonialism．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４０， 77-１０３。 译者： 朱宝清，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 高岭，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 校者：
马天航，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本译文已获得原作者授权。 本研究获得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国家理论演进及其当代意义研

究” （２１YJC7９００３３） 的资助。
** 乔治·斯坦梅茨 （George Steinmetz）， 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讲席教授。

驻领殖民地（settler colony）与占领殖民地（occupation colony）相对应，《文学诠释方法论》 一书

中关于后殖民文学的讨论提及了殖民地类型的划分。 详见罗伯特·戴尔·帕克： 《文学诠释

方法论》， 刘金波、 杨晓强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第 ２４４～２４５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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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一　引言

在过去的四千年中， 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 “一部帝国史或者一部关

于帝国的历史” （Ｄａｒｗｉｎ， ２００８ａ： ４９１）。 民族国家是一项晚近的发明。 例

如， 法国只有在 １９６２ 年 “放弃了其帝国结构的最后一个重要成分阿尔及利

亚” 之后才成为一个纯粹的民族国家 （Ｃｏｏｐｅｒ， ２００５： １５６）。 正如许多人所

认为的， 像美国这样表面上非帝国的民族国家， 其实一直是非正式的帝国

（如 Ｍａｎｎ， １９８６-２０１２， ｖｏｌ． ４）。

最近一份仅涵盖大英帝国的文献目录就长达 １０００ 多页 （Ｐｏｒｔｅｒ， ２００２）。

本综述并不试图调查这片浩瀚的学术海洋， 而是聚焦于社会学学科自身。

正如麦克伦南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 ２０１３） 所建议的， 社会学有可能在帝国研究中

加入一些特殊的内容。 至少， 如凯勒 （ Ｋｅｌｌｅｒ， １９０６） 在一个世纪前所表

明的那样， 殖民主义和帝国可以对社会学有所贡献。 社会学家无法回避帝

国， 即使是那些关注当下和本土的社会学家亦然。 对于历史和跨国社会学

家来说， 帝国和殖民地无处不在， 尽管它们可能会随着知识时尚的变化而

时隐时现。

社会学对帝国的研究姗姗来迟， 只因其成为一门学术科目的时间相对较短

（Ｇｏｕｄｓｂｌｏｍ ａｎｄ Ｈｅｉｌｂｒｏｎ， ２００４）。 但自奥古斯特·孔德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Ｃｏｍｔｅ，

１８５１ [１９２９]： １２８-１３４） 和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２００１） 以来， 社会学家为这些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在英

国、 法国及其殖民地工作的学术社会学家中， 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参与了

某种形式的殖民研究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１３ａ）。① 社会学家在研究去殖民化后出

现的发展和欠发达问题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社会学家是最早对殖民地进行

比较历史研究的一批人 （Ｂａｌａｎｄｉｅｒ， １９５５； ｄｅ Ｄａｍｐｉｅｒｒｅ， １９６7； Ｈｅｒｍａｓｓｉ，

１９7２；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１９５９）。 这一故事的最新阶段是殖民主义和帝国的历史

社会学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１３ｂ） 以及自称为后殖民社会学 （Ｍａｇｕｂａｎｅ， ２０１３；

·５５２·

① 关于这里用来确定社会学领域成员身份的标准和历史来源， 请参见 Steinmetz （２００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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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Ｒｅ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 ２０１０；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０６） 的出现。

在法国和英国等国家， 随着公众舆论和共识转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

国， 社会学家对其学科参与殖民帝国研究的 “失忆症” 几乎在殖民时代结

束时立即出现。 如果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学教科书或百科全书中提到殖民主

义和帝国， 它们通常会被归并为 （ｂ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ｉｎｔｏ） 经济帝国主义。 因此，

当前关于帝国、 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研究虽然方兴未艾， 但是对

社会学本身在这一领域的理论和经验工作缺乏足够的认识。 因此， 本文是

一项对 “失忆症” 的锻炼， 也是一份该主题未来研究的指南。

在继续之前， 我需要定义几个术语。 对帝国的研究分布在许多学科，

这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 我们自己的帝国词汇主要来源于罗马帝国。 当我

们踏入这个概念领域的那一刻， 我们就已经处于从古代开始的一系列激烈

辩论的核心之中了。

二　定义

（一）帝国

在所有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讨论中， 帝国是首要的概念。 名词

ｉｍｐｅｒｉｕｍ 最初表示国王和官员指挥和惩罚臣民的合法权力 （Ｗｅｂｅｒ，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２ [１９7８]： ６５０， ８３９）。 然后， 统治权 （ ｉｍｐｅｒｉｕｍ） 的概念 “通过类比引

申为罗马有权命令其所征服的人民服从” （Ｌｉｅｖｅｎ， ２０００： ８）。 中世纪时期，

帝国在西欧先后具有三种主要含义： 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德意志帝国理念、 查

理曼大帝统治下的卡洛林王朝的帝国意识， 以及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所谓世界

帝国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Ｌｉｅｖｅｎ， ２０００： １３-１7）。 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 帝

国一词开始被用来指代通过征服造就的大型领土政治组织和单一国家的海外

属地 （Ｐａｇｄｅｎ， ２００３）。 法国和英国都将其海外殖民地称为他们的帝国。

然而， 在社会学中， 帝国一词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主要由研究古代或非西

方社会的专家使用， 如布罗伊尔 （Ｂｒｅｕｅｒ， １９８7）， 艾森斯塔德 （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

１９６３）， 吉登斯 （ Ｇｉｄｄｅｎｓ， １９８7）， 格切克 （ Ｇöçｅｋ， １９８7） 和曼 （ Ｍａｎｎ，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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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１９８６-２０１２）。 只有少数人将现代政体称为帝国 （如 Ｎｅｄｅｒｖｅｅｎ Ｐｉｅｔｅｒｓｅ， １９９０）。

正如这里所定义的， 帝国是扩张的、 军事化的、 多民族的政治组织， 它

极大地限制了其所征服的人民和政体的主权。 正如苏尼 （Ｓｕｎｙ， ２００１： ２５）

所写， 帝国是 “一种特殊形式的支配或控制， 两个单位分处在一种层级节制

的、 不平等的关系中……在这种情况下， 宗主国主宰边缘地区， 对边缘地区

不利”。 在当前的语境下， 我们可以无视所有削弱帝国核心政治意义的定义。

帝国概念的边界是霸权、 大国和国际影响力的理念 （有关霸权和帝国的比

较， 参见 Ｇｏ， ２０１１， ｖｏｌ． ３）。

（二）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一词最初用来谴责拿破仑的军事专制， 然后被用于拿破仑三

世、 其他 １９ 世纪统治者以及整个大英帝国 （Ｋｎｏｘ， １９９８； Ｓｐａｎｎ， １９２３）。

帝国这个词在 １９ 世纪的含义仍然大体上是正面的， 与之相反， 帝国主义总

是暗示着非法和傲慢。 抛开帝国主义的隐喻用法不谈， 我们可以确定 １９００ ～

１９２０ 年间出现的两个主要的分析性定义。 霍布森 （Ｈｏｂｓｏｎ， １９０２ [１９６５] ）

将帝国主义定义为金融资本在消费不足时期积极寻求海外市场和投资。 熊彼

特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１９１９ [１９５１]： ６） 反驳说， 帝国主义的定义是 “一个国家

无目的地进行无限的武力扩张”。

我自己的定义保留了帝国主义一词最初的政治共鸣 （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并拒

绝将其等同于殖民主义或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是一种对外国土地进行政治控

制的战略， 不一定涉及外来入侵者的征服、 占领和持久统治。 在这方面， 帝

国主义是比殖民主义 “更全面的概念”， 因为帝国可能不仅把殖民地 “视为

目的本身”， 还视为更大的 “全球权力游戏” 中的棋子 （Ｏｓｔｅｒｈａｍｍｅｌ， ２００５：

２１-２２； Ａｒｏｎ， １９５９ [２００６] ）。

（三）殖民地、殖民主义和殖民地化

殖民主义基于拉丁语动词 ｃｏｌｅｒｅ （居住、 耕作和栽培）。 因此， 殖民地

和殖民地化这两个词显然与罗马扩张和罗马佃农的形象有关 （ Ｗｅｂｅｒ，

１８９１ [２０１０] ）。 由于这些有关土地的起源， 殖民地通常被用来指代 “由

·7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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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母国’ 移民来占领的领土”， 而没有任何额外的征服和外国统治的迹象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Ｃａｓａｎｏｖａ， １９６５： ２８）。 殖民地化指的是移民， 然后是定居和对

景观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的改造， 但这组含义并不符合对殖民统治或殖民主义的

现代理解。

在当代用法中， 殖民主义意味着征服一个外国民族， 然后建立一个由

征服国成员控制的并适合统治被征服领土的土著居民的组织。 因此， 殖民

主义是比帝国主义范围更窄的概念。 殖民主义总是涉及征服国对主权的霸

占， 其统治被视为永久的， 或者仅限于一个遥远或定义模糊的终点。 当

然， 主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 （ ｅｉｔｈｅｒ ／ ｏｒ） 的条件， 而是逐级变化的， 殖民

主义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它具有不同程度的间接性和非正式性， 并

坚持对外国统治的委婉表达 （ｅｕｐｈｅ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对于殖民主义的定义来说，

殖民地的实际寿命不如统治者对时间框架的理解重要。 大多数殖民地将日

常统治的某些方面委托给本土代理人，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外国主权

标准。

殖民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 被征服的人口在法律、 行政、 社会、 文化

和 （或） 生物方面的配置都低于其占领者 （ Ｂｕｒａｗｏｙ， １９7４： ５２６）。 查特

基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１９９３） 称之为差别统治。 所有殖民地国家都将其臣民划分

为不同的部落或种族群体以加强控制， 但同时， 殖民地国家也将被殖民者

归入一个单一的、 无所不包的类别。 正如苏尼 （ Ｓｕｎｙ， ２００１： ３２） 所写，

“在欧洲自我理解的基础上， 存在着构建和复制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类别的

根本问题， 使它们保持不同， 一个低于另一个”。

一些殖民地在差别统治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但与前几个世纪相

比， 这一规则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通常更加严格。 在美洲， 西班牙人的监护

征赋制度 （ｅｎｃｏｍｉｅｎｄａ ｓｙｓｔｅｍ） 承担着 “使人们皈依的义务” （ Ｃｏｏｐｅｒ，

２００４： ２６４）， 这缩小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文化距离。 近代早期法属美

洲的殖民主义倾向于完全同化美洲原住民， 使他们皈依 “天主教和法国文

明” （Ｂｅｌｍｅｓｓｏｕｓ， ２０１３： １３）。 日本的殖民主义以泛亚主义为导向， 这削弱

了有区别的殖民统治的严重性 （Ｄｕａｒａ， ２００３： ９９-１２２； Ｃｈａｅ， ２０１３； Ｐａｒｋ，

２００５）。 然而， 所有现代西方殖民地都 “持续而警觉地” 精心设计和执行差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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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别统治 （Ｓｔｏｌ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 １９９7： ５）， 这阻止了大多数殖民地的臣民获得

与其统治者平等的法律权利和地位， 甚至据称是同化主义的法兰西帝国也

对真正的同化施加了限制。 在一项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族教师

培训的历史研究中， 受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启发， 科隆纳 （Ｃｏｌｏｎｎａ， １９7５：

１６８-１６９） 表明， 殖民国对文化渗透的道路施加了特定的限制， 这种限制

将学术卓越的品质定义为既不太接近原始文化， 也不太接近西方文化。

（四）帝国背景下的国家

２０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 社会科学出现了一种概念上的转变，
历史上被称为帝国的政体被重新归类为国家。 这发生在庞大的殖民帝国逐

步消失、 民族国家日渐成为国际体系默认的组织单位之际。

国家需要在几个方面上被整合到对帝国的研究中。 大多数帝国的中心都

有一个国家 （Ｓｃｈｍｉｔｔ， １９４１ [１９９１]： ６7）。 一个帝国可以被描绘成一个太阳

系， 在这个太阳系中， 被殖民的边缘地区围绕着宗主国这一核心运行， 引力

将它们固定在自己的轨道上， 并将它们彼此绑定在一起。① 这个帝国太阳系

中的行星也都有自己的国家。 这些边缘国家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第一种是殖

民地国家， 它是一种管理殖民地的行政机构， 有时从其宗主国享有相当大的

自主权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１９８８： 7９-８５； Ｈａｎ， ２００６； Ｌａｉｄｌａｗ， ２００５；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０7）。 第二种是间接统治的土邦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② 殖民者通常依赖某种形

式的间接统治 （Ｆｉｅｌｄｓ， １９８５； Ｇｏｗｄａ， ２０１３）。 这里的间接性指的是这样一

个事实———殖民国家部分地通过土著精英的代理来统治土邦。 国家扮演帝国

的历史起源和终点的角色， 民族国家获得、 失去帝国， 或者帝国退化为纯粹

的国家。

·９５２·

①

②

帝国的轮辐式模型将殖民地设想为与枢纽等距， 在这方面不如太阳系模型合适 （ Motyl，
２００１）。 轮辐式模型也是刚性和静态的， 而在太阳系中， 旋转行星的引力可能会动态地影

响其他行星的轨道和潮汐。 在一个被理解为太阳系的帝国中， 不同的行星都有它们 “自

己的生命， 自己的夏天和冬天”， 而不是完全由中心太阳决定 （Naumann， １９１５ [１９６４]：
６６４）。
Native state 一般指 （印度） 土邦。 详见 Ramusack， Barbara． ２００４．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ｔｅｓ． Cambridge Ｕniversity Press： Chapter ３ （The British Construction of Indirect Rule）。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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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国家经常做与帝国 （或帝国国家） 相似的事情 （参见 Ｂｕｒ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 ２０１０； Ｋｕｍａｒ， ２０１３；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０５）。 这部分是因为国家和帝

国都受到类似的外部制约， 包括来自地缘政治和资源依赖的压力。 帝国与

现代民族国家 （或民族化国家） 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给当地土著的待遇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 １９９５）。 在吞并新领土后不久， 不断扩张的民族国家通常开始

消除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法律、 行政和公民身份差异。 帝国保持并加

强了这种差异； 现代殖民帝国使这些差异尽可能僵化和不对称。 民族国家

普遍化推力的主要例外位于欧洲边缘地区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１９９３） 和所谓的内部

殖民地， （这将在） 下文讨论。

（五）后殖民主义与后帝国主义

后殖民主义是对殖民主义继续塑造前殖民地和宗主国的方式的调查研

究， 也是理解历史殖民主义的一套新方法。 后殖民主义与其说是一个阶段性

的术语， 不如说是一种 “从理论上抵制殖民主义后果的神秘失忆症” 的主张

（Ｇａｎｇｈｉ， １９９８： ４）。 后殖民研究是一个不寻常的领域， 因为它不仅可以追

溯到学术理论家， 也可以追溯到小说和诗歌作家。 事实上， 一些殖民主义社

会学家 （如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Ｂａｌａｎｄｉｅｒ， Ｍｉｃｈｅｌ Ｌｅｉｒｉｓ， Ｏｒｌａｎｄｏ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Ｌｅ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 Ｗｉｅｓｅ） 首先出版了殖民小说， 然后转向了更具社会科学的风格。 后殖民

理论的两位先驱———阿尔伯特·梅米 （Ａｌｂｅｒｔ Ｍｅｍｍｉ） 和爱德华·格利桑

（Éｄｏｕａｒｄ Ｇｌｉｓｓａｎｔ） ———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继续写小说。 后殖民研

究是一个罕见的科学领域， 即使在 ２１ 世纪， 其中的社会科学也继续与人文

学科互动。①

后帝国理论认为自己是在一个历史的黄昏时期形成的， 在这个时期， 帝

国的衰落还没有伴随着文化力量的减弱。 事实上， 帝国意识形态在这些过渡

时刻呈现出夸张的形式。 后帝国理论表明， 美国文化的帝国性在美帝国衰落

的日子里变得越发明显。 黑尔和斯坦梅茨 （Ｈ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１４） 提炼

·０６２·

① 然而，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于芝加哥举行的社会科学史协会的年会上， 正如利拉·甘地在关于斯

坦梅茨 （２０１３b） 的专题讨论小组的评论中指出的那样， 这一评论无意轻视后殖民理论在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 参见罗伊特和维拉 （Reuter and Ｖilla，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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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了 《向拉斯维加斯学习》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Ｌａｓ Ｖｅｇａｓ） （ Ｖｅｎｔｕｒｉ ｅｔ ａｌ． ，

１９7２） 中所颂扬的后现代都市主义的帝国的潜台词， 并追溯了拉斯维加斯

自我呈现的演变， 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 ６０ 年代对罗马和欧洲帝国的自信戏仿，

到今天对一个衰落中的强化军事帝国的粗笨展示。

三　帝国战略与帝国的组态

帝国通常结合不同的统治战略， 形成混合的政治形态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０５）。

我们可以区分四种基本的帝国战略： ①前现代陆基帝国； ②现代领土帝国；

③殖民主义； ④非正式、 非领土型的帝国主义。 １８ 世纪的奥地利帝国就是一

个组合战略的例子： 奥地利属荷兰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被以帝国主义

的方式视为领土交换游戏中的棋子， 而匈牙利则被占领并像殖民地一样被

统治。

历史学家研究从一种帝国形态到另一种帝国形态的转变， 以及在给定

政治集群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中对不同战略相对重要性的重新安排。 １９ 世纪英

国转向 “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 （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１９５３） 是一个

以殖民主义为主的战略演变为更多帝国主义方法的例子。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

英国和其他欧洲大国开始了一场回归正式殖民主义的运动。

另一种帝国模式涉及特许公司。 在整个中世纪和现代时期， 投资者为了

贸易、 勘探和开发而创建了这样的公司。 最有趣的案例， 如荷兰的联合东印

度公司 （Ｖｅｒｅｎｉｇｄｅ Ｏｏｓｔｉｎｄｉｓｃｈｅ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ＶＯＣ） 和英国东印度公司， 是

承担政府政治和镇压职能的特许公司。 前者于 １８００ 年破产， 并将权力移交给

荷兰政府； 后者于 １８５８ 年将权力转让给英国王室 （Ｌａｒｄｉｎｏｉｓ， ２００８）。 １８５８

年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大多数殖民地国家由欧洲国家的代理人管理， 但在此

期间也有一些特许公司成立了。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１９００ 年间， 特许公司在德

属新几内亚和马绍尔群岛拥有政治权力。 比利时政府直到 １９０８ 年才取得对

刚果完整的行政权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特许的上乌班吉苏丹国新公司

（Ｓｏｃｉéｔé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ｄｅｓ Ｓｕｌｔａｎｔｓ ｄｕ Ｈａｕｔ Ｏｕｂａｎｇｕｉ） 对法国殖民地乌班吉沙立

的总督行使了事实上的控制权 （ｄｅ Ｄａｍｐｉｅｒｒｅ， １９６7： ４９４-５０５）。 １９２３ 年，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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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南罗得西亚的主权由塞西尔·罗兹的英属南非公司转移给半独立的驻领政

府。① 最后的抵抗者是葡萄牙属莫桑比克， 直到 １９４２ 年， 那里的私人特许公

司仍控制了几乎一半的领土。 这些都是经济剥削与政治统治相结合的情况。

（一）前现代领土帝国

古代帝国通常将不安于现状的扩张和军国主义与稳定被征服者的努力相

结合， 往往通过承诺和平与繁荣来换取臣服和贡品 （ Ｍａｎｎ， １９８６ - ２０１２：

ｖｏｌ． １； Ｐａｇｄｅｎ， ２００３）。 无休止的征服和合并浪潮的一个结果是， 帝国往往

是多文明的和多神教的， 保留了文化差异 （Ｂｕｒ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 ２０１０； 关于

古代帝国的相反观点， 请参见 Ｇｉｄｄｅｎｓ， １９８7： ８１）。 韦伯 （ Ｗｅｂｅｒ， １８９１

[２０１０] ） 关注罗马帝国的衰亡， 并比较了现代和古代帝国。 社会学家布罗

伊尔 （Ｂｒｅｕｅｒ， １９８7）、 艾伯哈德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 １９６５）、 艾森斯塔德 （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

１９６３）、 弗莱尔 （Ｆｒｅｙｅｒ， １９４８）、 吉登斯 （Ｇｉｄｄｅｎｓ， １９８7） 以及戈德斯通和

霍尔顿 （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Ｈａｌｄｏｎ， ２００９） 以广泛的韦伯式风格分析古代帝国。

根据曼 （Ｍａｎｎ， １９８６-２０１２， ｖｏｌ． １） 的说法， 传统帝国是经济、 文化、 军事

和政治权力来源的高阶联结体。

（二）现代大陆帝国

现代的领土帝国也是以不断扩张和稳定所获得的土地 （两个） 相互冲

突的要件为导向。 １９３８ 年纳粹合并 （Ａｎｓｃｈｌｕｓｓ） 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 标

志着中欧新大陆帝国的开始 （ Ｍａｚｏｗｅｒ， ２００８）。 纳粹社会学家如缪尔曼

（Ｍüｈｌｍａｎｎ， １９４４） 为管理东部被占领土上的特定人口， 有选择地为将其

德国化的计划做出了贡献。 现代大陆帝国与民族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

们强调文化差异而非文化统一。② 因此， 在被纳粹占领的东欧， 德国人受

·２６２·

①

②

参见中国外交部关于津巴布韦共和国的情况介绍， https： / / www． fmprc． gov． cn / web / gjhdq_
６7６２０１ / gj_６7６２０３ / fz_６77３１６ / １２０６_６77８２４ / １２０６x０_６77８２６ / 。 ———译者注

关于美国各州区分美洲原住民和美国公民的战略演变， 请参见最近菲西科 （Ｆixico， ２０１２）
关于印第安事务局 （BIA） 的一项研究。 BIA 可以与欧洲殖民办事处和殖民国家进行富有成

效的比较， 后者的主要活动也是统治被征服的土著居民。 当地 BIA 代理人的角色与英国地

区专员、 法国圈内指挥官 （commandant du cercle） 或德国的地区官员 （Bezirksamtmann） 在

殖民地的角色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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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到了类似于殖民统治的差别待遇 （Ｌｏｗｅｒ， ２００５： １６２-7９）。

（三）殖民帝国

殖民帝国显示出分裂的倾向， 以及在不同时间和地点部署的本土政策

的相应变化。 官员们在努力控制每个殖民地国家和宗主国殖民地办事处的

行政领域中不断地相互斗争 （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０８ｂ， ２０１３ｃ）。 这样的分歧解

释了殖民地之间的一些政策差异。 这些位于殖民政府核心的分歧， 打破了

单一的 “帝国主义官方思想” 或任何特定殖民地内部统一的官方思想的任

何前提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１９６１）。

与此同时， 这些自相残杀的斗争是以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和假设为基础的，

其中包括一致承认殖民地国家和帝国的存在。 对帝国作为整体的一致认可基于

各种实践： 君主或总统访问各帝国的前哨； 在巴黎殖民学校 （Éｃｏｌ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ｅ）

的相同课程或在牛津、 剑桥的殖民地学员课程中， 培训前往特定帝国不同地区

任职的公务员； 环绕全球的殖民职业路径； 还有帝国海军， 他们的旅行勾勒出

了帝国的轮廓。 殖民帝国存在于宗主国人们的心中和脑海里， 尽管他们对帝国

的细节一无所知 （Ｗａｒｄ， ２００１）。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大英帝国处于英国自

我理解和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 帝国的丧失对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欧洲的殖

民展览通常展示各殖民帝国的微型版本 （Ｇｅｐｐｅｒｔ， ２０１０）。 例如， １８９６ 年柏林

贸易展览会上， ２００ 多万名游客参观了由每个德国殖民地的土著村庄组成的景

观， 这些村庄的工作人员都是来自这些殖民地的土著人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１９９３）。

类似的展览也在英国、 法国、 比利时、 荷兰等其他地方举行。 殖民帝国在通俗

文化中还通过小说、 电影、 纪念碑、 博物馆、 玩具、 纸牌和学校课程被表现为

融合的整体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ａｎｄ Ｈｅｌｌ， ２００６； Ｔｒｅｐｓｄｏｒｆ， ２００６）。

（四）近代早期殖民主义与现代殖民主义

近代早期殖民主义和现代殖民主义之间的区别， 对应于 １８ 世纪欧洲的

地缘政治的支点从西半球转向作为帝国注意力主焦点的非洲和亚洲， 也与

从殖民奴隶制逐渐转向在非洲剥削非洲劳工相对应 （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１９９7）。

在英国历史上， 这段停顿 （ｃａｅｓｕｒａ） 被称为 “帝国子午线”， 也是从第一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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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向第二帝国的过渡 （Ｂａｙｌｙ， １９８９； Ｄａｒｗｉｎ， ２００８ｂ）。 这一区别还体现

为逐渐摆脱重商殖民主义和特许公司的统治， 并向宗主国直接管理殖民地

的西班牙模式靠拢。 与此同时， 在殖民地大规模重新安置外国侨民的情况

也有所减少， 这是近代早期西班牙殖民主义的特征 （Ｅｌｌｉｏｔｔ， ２００６）。 １９ 世

纪中叶以后建立的大多数殖民地都位于被认为不适合欧洲人居住的地区，

或者有其他定居障碍 （的地区）。 甘恩 （ Ｇａｎｎ， １９８４： ４９８， ５０２） 指出了

现代出现的另外两类殖民地： 因其 “实际或假定的陆军和海军价值” 而获

得的战略殖民地， 以及主要为 “威望问题” 而获得的殖民地， 如日本以及

某种程度上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殖民帝国。

（五）驻领殖民地

在驻领殖民地， 土著居民被定居者取代或臣服于定居者， 在法律和行政

方面被不平等对待。 沃尔夫 （ Ｗｏｌｆｅ， ２００６） 认为， 驻领殖民地本质上是

“消灭主义者”： 他们试图通过占领土地、 同化、 驱逐或创建偏远的保留地来

瓦解土著文化。 定居者常常把他们正在殖民的空间想象成一块没有人的土地

（Ｒａｕｍ ｏｈｎｅ Ｖｏｌｋ）， 并援引无主地 （ｔｅｒｒａ ｎｕｌｌｉｕｓ） 学说的某种版本———认为

土著居民没有有效利用的土地 （以及其隐含的经济资源） “可以由一个优越

的入侵国合法征用和开发” （Ｌｉｅｖｅｎ， ２０００： ４）。 更坦率地说， 驻领殖民地

信奉 “欧洲人有权超越土著人的要求去占领和开发” 他们自己的资源的理念

（Ｆｒａｚｉｅｒ， １９５５： ８４）。 在根本没有土著居民的地方 （无论是由于驱逐还是灭

绝）， 我们应该谈论殖民者的殖民地化 （ｓｅｔｔｌｅｒ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而不是殖民

主义。

殖民地定居点的可能性和定居者人口的数量是由殖民地官员决定的，

他们有时会完全禁止定居。 即使在定居者数量超过其他殖民者的殖民地，

定居者也不一定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 （Ｅｌｋｉ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０５： ５）。

驻领殖民地的长期轨迹变化巨大。 殖民统治和去殖民化通常在驻领殖

民地比在非驻领殖民地更加暴力。 土著居民可能被孤立在偏远地区， 这种

模式加剧了他们的经济欠发达 （程度） （Ｚｕｒｅｉｋ， １９7９： ２９）。 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 巴勒斯坦和美洲， 定居者从他们的宗主国统治者手中获得了独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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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立， 并接管了继承下来的国家机构。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驻领殖民地因

“定居者集体出走” （Ｖｅｒａｃｉｎｉ， ２０１０： １０６） 和白人的政治边缘化而终结。

（六）内部殖民主义

一些前驻领殖民地包含内部殖民地———受周边国家支配的土著居民。 社

会学家兼印第安人政策改革家科利尔 （Ｃｏｌｌｉｅｒ， １９４５： ２６５） 分析， 美国政府

对印第安人的待遇是 “现代世界最长的 ‘殖民’ 记录”。 冈萨雷斯·卡萨诺

瓦 （Ｃｏｎｚａｌｅｚ Ｃａｓａｎｏｖａ， １９６５： ２7） 将西班牙人向作为土著墨西哥人的统治

者的 “克里奥尔人”① 的转变描述为从殖民主义向内部殖民主义的转变。

赫克特 （Ｈｅｃｈｔｅｒ， １９7５） 分析了英国对凯尔特外缘地区的吸纳是内部殖民

主义。 亚当 （Ａｄａｍ， １９7１） 将 １９１０ 年后的南非②描述为内部殖民主义。

对于祖瑞克 （Ｚｕｒｅｉｋ， １９7９） 来说， 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是一个内部

殖民地， 尽管正如亚当和穆德利 （Ａｄａｍ ａｎｄ Ｍｏｏｄｌｅｙ， ２００５： １） 所指出的，

定居者本身 “成为土著” 的临界点是模糊的。 斯尼普 （Ｓｎｉｐｐ， １９８６） 将内

部殖民主义的概念引入对美洲原住民的研究中。 奇怪的是， 对内部殖民主义

概念的科学应用几乎完全局限于社会学。

只有在当前统治精英的祖先作为殖民征服者到达的地方， 以及在内部

殖民地是由最初殖民者征服的土著人后裔承袭的地方， 内部殖民主义的理

念似乎才做了有用的区分。 然而， 尽管本土性是内部殖民地的一个决定性

特征， 领土集中却并非如此。 几个世纪以来， 美洲原住民被迫离开他们的

土地， 分散在美国各地， 但他们目前的保留地仍然是内部殖民地。

（七）非正式、非领土帝国

在 ２０ 世纪占据主导的帝国类型是非正式的和非领土的 （Ｍａｎｎ， １９８６-

·５６２·

①

②

克里奥尔 （Creole） 一词的含义在不同的社会和时期有所不同， 一般是指 “来自旧大陆但在

新大陆发展起来的人群和文化”。 冈萨雷斯·卡萨诺瓦 （１９６５） 一文中是指首批定居在西印

度群岛或南美的欧洲人的后裔， 或定居在美国南部诸州的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后裔。 另可

参考 Bolland， O． Nigel． １９９８． “ Creolisation and Creole Societies： A Cultural Nationalist Ｖiew of
Caribbean Social History．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４４ （１-２）： １-３２。 ———译者注

当时权力被转移给唯一的白人少数群体 （Wolpe， １９7５：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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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ｖｏｌ． ４）。 国际控制是通过军事、 经济和其他手段进行的， 但不存在征

服或永久夺取政治主权的情况， 因此不可能有系统地实施差别统治。 非正式

帝国比霸权更具强制性。 非正式帝国主义的一个早期例子是 １９１８ 年以前德国

统治中欧的 “中欧” （Ｍｉｔｔｅｌｅｕｒｏｐａ） 计划 （Ｎａｕｍａｎｎ， １９１５ [１９６４] ）。 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 社会学家开始讨论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一种新

的、 高度 “弹性” 的形式， 这种形式 “给受害者留下了政治自主的假象， 并

对最低限度的政治暴力感到满意” （Ｓａｌｚ， １９２３： ５６９； 另见 Ｇｅｒｔｈ ａｎｄ Ｍｉｌｌｓ，

１９５３： ２０５）。 施密特 （Ｓｃｈｍｉｔｔ， １９４１ [１９９１]， １９５０ [２００３] ） 将帝国 “更

大空间” （Ｇｒｏßｒａｕｍ） 或内在规则的概念建立在美国门罗主义的基础上， 他

认为这是一种将美国利益强加给西半球国家而不直接统治它们的制度。 阿隆

（Ａｒｏｎ， １９４５， １９7３）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讨论美国作为一个帝国

的问题。 直到 ２０ 世纪中叶，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其他驻领殖民地的自治领

地位代表了 “殖民状态和独立状态之间的中间地带”， 此时王室对英联邦国

家的权力被从根本上削弱 （ＭｃＩｎｔｙｒｅ， １９９９： １９４）。 非正式帝国主义的技术

包括被操纵的市场交易、 治外法权安排、 秘密监狱 （ｂｌａｃｋ ｓｉｔｅｓ）， 以及特别

引渡、 无人机袭击、 不平等的军事联盟和部队地位协定。 美国的地缘政治优

势建立在由数百个半永久性军事基地和一系列不断变化的临时军事设施组成

的全球网格之上。

（八）去殖民化、帝国衰落和帝国的来世

蒂利 （Ｔｉｌｌｙ， １９９7： １） 写道， “我们文化的标准文学形式” 之一是

“为一个堕落的帝国而写的挽歌”。 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 帝国建立者们一

直痴迷于帝国的衰落。 他们为看似不可避免的衰败编造了无数的解释， 并

炮制了阻止衰落的方法 （Ｈｅｌｌ， ２００９）。 然而， 直到最近， 社会科学家还没

有像关注帝国的获得、 成长和治理那样关注帝国的瓦解 （ Ｈｏｗｅ， １９９３）。

一些分析人士将殖民帝国的衰落归因于对领导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 “少数

年轻人” 的西式教育 （Ａｒｏｎ， １９５7： １１． ０４-１２）。 其他人则将矛头指向了

战争、 二战后欧洲经济的衰退、 冷战及美苏争夺非洲和亚洲的忠诚度、 帝

国的经济 “过度扩张” （ Ｋｅｎｎｅｄｙ， １９８９； Ｓｃｈäｆｆｌｅ， １８８7）， 以及宗主国公

·６６２·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版权所
有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3zq
rXO
jeeu
EBy
wU
60d
m0
Zm
5A
kfN
hsn
q4l
LPp
AQ
8aC
EkP
mb
iqB
tR8
Cjj
0Kn
I+6
n6v

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众和政界对帝国日益强烈的反对。

世界体系理论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１９８６） 为殖民征服和去殖民化的历史模

式以及 １９ 世纪从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殖民经济向欧洲核心剥削非洲人和非洲

资源的转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模型。 在非霸权时期， 核心分裂且每个有竞

争力的大国都声称拥有全球外围的特定区块， 并与之建立了专属的、 受保

护的贸易和资源开采关系 （Ｂｅｒｇｅｓｅ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 １９８０）。 当核心是霸

权化的， 主导大国则实施自由贸易， 避免保护主义和殖民主义； 去殖民化

随之而来。 这种说法的经验问题是， 像阿尔及利亚和印度这样的重要殖民

地是在英国非殖民霸权阶段被吞并的。 此外， 美国积极支持欧洲在除南亚

以外的几乎所有地方坚守其关于殖民地的努力， 直到去殖民化成为定局

（Ｌｏｕｉ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１９９３）。 葡萄牙帝国在 １９7４ 年之前一直保持完整，

南部和中部非洲的驻领殖民地甚至持续了更长的时间。 尽管如此， 世界体

系理论仍为解释全球殖民活动浪潮的问题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答案。

关于陆地帝国衰落的理论比较分散 （ｄｉｆｆｕｓｅ）。 古代作家遵循奥古斯丁

的模型， 认为帝国财富导致奢侈、 颓废和虚弱 （ Ｄｅｍａｎｄｔ， １９９7： ２２５）。

历史学家为罗马帝国的衰落提出了数百个原因。 艾森斯塔德 （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

１９６３） 《帝国的政治体系》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ｓ） 一书中的大部

分内容涉及古代帝国的永存， 而不是它们的衰落， 但在其他地方， 艾森斯塔

德 （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 １９６7： ２-４） 指出， 不同的前现代帝国的衰落是由于同一组

决定因素， 包括官僚阶级和食利者阶级的增长、 商业和耕地面积的下降， 以

及统治者和传统精英之间政治联盟的破裂。 目前大多数关于帝国终结的研究

都是多原因的， 正如蒂利 （Ｔｉｌｌｙ， １９９7： ５） 所言， “如果四千年来的帝国都

是如此……千差万别， 那么除了琐碎的内容， 我们不太可能从它们的历史中

得出任何不变的东西”。

帝国的来世呢？ 如前所述， 这是后殖民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新马克思

主义的依附理论和新殖民主义也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赫尔马

西 （Ｈｅｒｍａｓｓｉ， １９7８： ２５０） 指出， “理论家们普遍认为， 外围经济体和社

会的结构性缺陷源于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近，

科利 （Ｋｏｈｌｉ， ２００４） 和马奥尼 （Ｍａｈｏｎｅｙ， ２０１０） 发现殖民地国家的结构

·7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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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和政策对后殖民经济增长有着持久的影响。 殖民奴隶制的后果继续影响着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政治和不平等。 如果殖民时期的大屠杀对后殖民时期

的经济表现没有容易测量的影响， 那么其遗产则是以不太可量化的方式持

续存在。 例如， 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 赫雷罗人继续在政治和心理上与

一个多世纪前结束的种族灭绝战争的后果作斗争 （ Ｄｕｒｈａｍ， １９９３）。 在萨

摩亚， 德国殖民者引入的一些机构， 如土地和产权法院， 一直在后殖民地

国家中保留着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０８ｂ）。

四　帝国的理论透视

本节围绕已提出的解释帝国各个方面的因果机制组织起来。 这些理论方

法围绕着六种不同的因果机制或机制集合： ①资本主义； ②地缘政治、 战

争和暴力； ③文化表征与主体性； ④被殖民者的抵抗与合作； ⑤帝国和殖

民地的制度维度； ⑥殖民地官员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一）马克思主义帝国理论

马克思并非集中关注帝国主义， 但他的作品包含了三个相关论点。 第

一， 马克思 （Ｍａｒｘ， １８６7 [１９7６]： ９２９） 坚持认为， 鉴于 “资本主义政权的

国际性质”， 资本主义不能在国家尺度上得到充分的分析。 后来的马克思主

义者效仿列宁 （Ｌｅｎｉｎ， １９１7 [１９３９] ）， 用 “帝国主义” 一词来描述资本主

义全球化 （Ｈａｒｄｔ ａｎｄ Ｎｅｇｒｉ， ２０００） 或资本主义的最高级阶段。 第二， 马克

思认为帝国主义客观上是一种现代化的力量， 是恶所引起的历史作用。 他批

评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主义， 但认为其客观上对印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因为它

将统一印度国家， 并结束了该国奄奄一息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结构 （Ｍａｒｘ，

１９６９）。 第三， 马克思勾勒了一个驻领殖民化理论。 事实上， 像美国这样的

“自由殖民地” 的 “大部分土地” 仍然是 “公共财产”， 因为它已经从其土

著所有者那里被整体征用， 这意味着 “每个殖民者” 都可以 “将其中的一部

分转化为他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生产资料”， 从而抵制自己的 “（再） 无产阶级

化” （Ｍａｒｘ， １８６7 [１９7６]： ９３４， ９３８）。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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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马克思认为欧洲殖民主义是一种必要的恶， 这一观点遭到了大多数自

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反对 （见 Ｗａｒｒｅｎ， １９８０）。 对霍布森 （Ｈｏｂｓｅｎ， １９０２

[１９６５] ） 和卢森堡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１９１３ [２００３] ） 来说， 帝国主义对殖民

地的影响与对宗主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一样具有毁灭性。 希法亭 （Ｈｉｆｅｒｄｉｎｇ）

和列宁将帝国主义等同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型。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这些观点重新表述为 “欠发达的发展”、 经济

“依附”、 “不平等的发展” 和 “不平等的交换” （Ｂｏｒｔｏｌｕｃｉ ａｎｄ Ｊａｎｓｅｎ， ２０１３：

２１１-２１３）。 雷 （Ｒｅｙ， １９7３） 的生产方式的连接模型认为， 殖民主义重建并

保留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 从而降低了劳动力成本 （另见 Ａｌａｖｉ， １９7５；

Ｗｏｌｐｅ， １９８０）。 沃勒斯坦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１９８６） 发展出世界体系理论， 部分

是为了解释后殖民时期非洲发展的失败。 这一理论将全球边缘 （国家） 描述

为注定要生产供核心 （国家） 加工的原材料。 沃勒斯坦还试图解释 １９ 世纪

摆脱奴隶制的运动以及世界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殖民主义和去殖民化的浪潮

（见上文）。 在哈特和奈格里 （Ｈａｒｄｔ ａｎｄ Ｎｅｇｒｉ， ２０００： ｘｉｉ） 看来， 帝国不再

以征服国家为中心， 而是以一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为中心， 它 “由在单一统

治逻辑下联合起来的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有机体组成”。

一些帝国分析家关注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 卢森堡 （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１９１３ [２００３]： ３５０） 认为， “每一次新的殖民扩张都理所当然地伴随着资

本对土著人的社会和经济纽带的无情斗争， 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被

强行剥夺”。 在拉兹雷格 （ Ｌａｚｒｅｇ， １９7６： ５３） 看来，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

的殖民主义导致了土地的 “原始积累”， “将已经有人居住的地区变成定居

点殖民地”。 哈维 （Ｈａｒｖｅｙ， ２００３） 认为， “通过剥夺来积累” 不仅是资本

主义的一个历史起点， 还是一个经常以帝国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复过程。

（二）地缘政治、战争和暴力

第二组方法将帝国理解为沐浴在血泊之中。 这些观点在第一代中欧社会

学家中是正统的。 龚普洛维奇 （Ｇｕｍｐｌｏｗｉｃｚ， １８８３： １９４， ２１８） 认为， 战争

是人类历史上 “不可抗拒的” 力量， 而 “争夺统治权的种族斗争” 是 “历

史进程中所有事件的轴心”。 “几乎不间断的战争” 的历史进程的顶峰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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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Ｇｕｍｐｌｏｗｉｃｚ， １８８３： １7６） 是国家和帝国的建立。 舍弗勒 （Ｓｃｈäｆｆｌｆｌｅ，

１８８7： １４８） 同意国家为了 “自我保护” 而追求扩张。 拉采尔 （Ｒａｔｚｅｌ， １９２３）

将他的分析建立在所谓的一般 “自然” 规律基础上， 认为所有人 （Ｖöｌｋｅｒ） 都

被驱使去扩张和征服。 这种趋势在现代性中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 “各国

越是意识到全球空间关系， 它们就越参与到空间斗争中来” （Ｒａｔｚｅｌ， １９２３：

２６６）。 米歇尔斯 （Ｍｉｃｈｅｌｓ， １９１２： ４7０； １９３２： 7０８-7１０） 从人口压力、 民族自

豪感和 “空间斗争” 中自然的 “政治扩张本能” 等方面解释了意大利在北非

何以转向殖民主义。 韦伯 （Ｗｅｂｅｒ，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１９7８] ） 一如既往地在持续

辩论的对立两极之间达成了平衡， 并将帝国主义归因于古老的地位因素、 地

缘政治和军事来源， 以及资本主义。 奥本海默 （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１９２６： 7８９-

7９０） 还将国家的军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追求

外国市场和 “外国无产阶级” 的剩余利润的解释相结合。 很久之后， 蒂利

（Ｔｉｌｌｙ， １９９０） 效仿韦伯和奥本海默， 将龚普洛维奇式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因

果机制结合起来。 曼 （Ｍａｎｎ， １９８６-２０１２） 将意识形态权力添加其中， 并将

龚普洛维奇式的权力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 即军事的和政治的。

社会学家经常通过将暴力缩小到人际或微观层面， 或将其转化为因变

量来尽量减少暴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帝国研究的子领域避免了任何与

社会生活的本体论和解的诱惑。 根据金 （Ｋｉｎｇ， １９９０） 和冯·特罗塔 （ｖｏｎ

Ｔｒｏｔｈａ， １９９４） 的研究， 军营是殖民地国家的原始单位。 许多人认为， 驻领

殖民主义产生了灭绝主义的动力。 暴力是施密特 （Ｓｃｈｍｉｔｔ， １９４１ [１９９１]，

１９５０ [２００３] ） 关于国家、 帝国、 “更大空间”、 内在规则和土地分配理论的核

心。 施密特 （Ｓｃｈｍｉｔｔ， １９５０ [２００３] ） 认为， 殖民战争归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

司法和文化框架， 而非早期现代国际法中的友好线或欧洲公法 （ｊ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ｕｍ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ｍ） 范围内的常规的、 传统的 （ｂｒａｃｋｅｔｅｄ）① 战争。 地缘政治的差

·０7２·

①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解释， bracketing 的军事学含义是 A method of adjusting fire in which a
bracket is established by obtaining an over and a short along the spotting line， and then
successively splitting the bracket in half until a target hit or desired bracket is obtained。 参见

https： / / www． militaryfactory． com / dictionary / military⁃terms⁃defined． php？ term _ id = 7８６。 所

以， 按照军事学的解释， bracketed 应该翻译为 “夹叉射击的” 或者 “夹叉法的”， 即一

种炮兵试射击的方法。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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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统治引发了针对非欧洲人的大规模暴力， 甚至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也

被认为不适用于帝国战争。 殖民战争经常依赖于宣布戒严令、 紧急状态和

例外状态 （Ｆüｒｅｄｉ， １９９４）。 根据施密特的说法， 欧洲内在规则的终结在欧

洲内部引发了同样的暴力。 现代帝国战争率先使用了随后被引入宗主国的

武器和做法 （Ｇｒａｈａｍ， ２０１１）： 机关枪、 达姆弹、 空中轰炸、 特殊防暴警

务方法和水刑。 帝国战争与传统的 （ ｂｒａｃｋｅｔｅｄ） 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 本

土武装、 游击队和非正规战斗人员的普遍存在； 暴力升级； 权力的不对称

性 （Ｓｃｈｍｉｔｔ， １９６２ａ）。 自 １９１４ 年以来， 友好线内外的战争区别已经基本

消失。

（三）文化与帝国

长期以来， 关于殖民地和帝国的研究一直专注于文化表征和主体性的形

式。 殖民者文化被解析为与其他殖民者的关系、 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及殖民地

状况的结果。 巴特利特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１９９３： ３１３） 总结了他对欧洲中世纪殖民

主义的研究， 他观察到 “欧洲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心理习惯和制度诞生于

中世纪世界： 墨西哥的征服者知道穆德哈尔人 （Ｍｕｄｅｊａｒｓ） 的问题”。 锡德

（Ｓｅｅｄ， １９９５） 分析了西班牙、 葡萄牙、 法国、 荷兰和英国帝国意识形态之

间的差异和相互影响， 以及它们在殖民地占有仪式中的作用。 杜波依斯 （Ｄｕ

Ｂｏｉｓ， １９４５ [１９7５] ） 将现代种族主义视为殖民主义的产物和决定因素。

另一项研究追踪了殖民者文化对殖民统治的影响。 研究西班牙和英国在

美洲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 天主教和新教为殖民者提供了主要的文化

参照框架， 也是他们将美洲视为神圣空间的愿景的来源 （Ｅｌｌｉｏｔｔ， ２００６）。 布

莱克本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１９９7： ２２） 指出， 美洲的殖民种植园主 “喜欢区分不同

的非洲民族， 把真实或想象的技能和气质都归因于他们”， 并且 “混血和黑

白混血人群被精心分类”； 除 “好的和坏的本地人” 之间的首要区别之外，

这些想法也为奴隶主的做法提供了信息。 斯特里茨 （Ｓｔｒｅｅｔｓ， ２００４） 重建了

英国军事思想中锡克人、 廓尔喀人和高地人的形象， 并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塑

造帝国实践的。 亚当斯 （Ａｄａｍｓ， ２００５） 追溯了对家族的独特理解对荷兰殖

民时期特许公司政策的影响。

·１7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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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其他人则追随萨义德 （Ｓａｉｄ， １９7８： １１7） 的暗示性主张， 即 “殖民地

是由旅行者的故事” 创造的， 询问了前殖民时期的表现对殖民征服和治理的

因果影响。 伯克 （Ｂｕｒｋｅ， １９7２： １９３-１９４） 证明， 法国在殖民地摩洛哥的

“柏柏尔人政策” 是由 “对阿尔及利亚卡拜尔社会的浪漫成见” 塑造的， 这

导致了旨在 “保护” 柏柏尔人免受 “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 的政策。 斯坦梅

茨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０２， ２００7） 表明， 前殖民时期的欧洲民族志对被殖民者的

描述为德国在非洲、 亚洲的殖民地的所有本土政策提供了原材料， 即使这些

故事不像萨义德所说的那么统一， 并且它们对政策的影响是由殖民地国家领

域调解的 （见下文）。 吴 （Ｇｏｈ， ２００7） 展示了英属马来亚和美属菲律宾的

殖民地国家的类似情况。 威尔逊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１１： １４３８） 证明， 英国在马德

拉斯和孟加拉管理印度人的不同制度基于对印度人的两种不同愿景， 分别是

“与英国人有本质区别” 和 “与英国人基本相似”， 并且这些愿景形成了不同

的收益汲取体系。 研究人员还研究了传教士会社及其特定文化如何促成殖民

霸权， 助长反殖民民族主义 （ Ｃｏｍａｒｏｆｆ ａｎｄ Ｃｏｍａｒｏｆｆ， １９９１； Ｌｅｅｎｈａｒｄｔ，

１９０２ [１９7６] ）， 或促进独立后民主的力量 （Ｗｏｏｄｂｅｒｒｙ， ２０１２）。

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的文化影响也受到了更多关注。 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

来， 社会科学家们一直认为， 被殖民的民族有选择地占有和拒绝殖民文化的不

同部分。 赫斯科维茨 （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ｓ， １９４１： １８４-１８５） 指出， 欧洲和非洲传统的

混合是 “新世界黑人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ｇｒｏｅｓ） 所经历的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个

基本……机制”， 但他用 “重新解释” 替换了 “融合” 一词， 并将其定义为

“文化借用”， 即允许 “一个民族在采用新的外部制度形式的同时保留传统上认

可的行为模式的内在含义” （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ｓ， １９４7 [１９６４]： ｖｉ）。

莫斯 （Ｍａｕｓｓ， １９３４ [１９６９]： ３５３-３５４）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教授过

所有主要的法国殖民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 他同意赫斯科维茨的观点， 即

“殖民主义诞育了新的社会”， “在这里， 就像通婚 （ｍéｔｉｓｓａｇｅ） 一样， 这

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观察领域”。 莫斯的学生研究了殖民主义导致的各种文

化转型。 莱恩哈特 （ Ｌｅｅｎｈａｒｄｔ， １９５３： ２１３） 将新苏格兰的土著文化解释

为融合 （文化）， 并认为殖民时期的跨文化现象在欧洲人和美拉尼西亚人

之间是双向进行的。 《殖民地社会学》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一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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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作者莫尼耶 （Ｍａｕｎｉｅｒ， １９４９： １２４， ５３５） 讨论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

相互模仿， 开发出一种殖民混合理论， 即 “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改变” 及

其反面”。 莫斯的另一位学生德弗罗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Ｇ． ） 在他关于单个大平原

印第安人 （Ｐｌａｉｎｓ Ｉｎｄｉａｎ） 的著名研究中， 开篇发问 “印第安文化的哪个阶

段与美国文化的哪个特定部分发生了接触和冲突”， 并分析了 “边疆白人”

中 “对印第安人虚构的优越感” 综合征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１９５１： ８， １０）。 巴斯蒂

德 （Ｂａｓｔｉｄｅ， １９６０） 发展了一种动态的 “文明相互渗透的社会学”， 认为土

著文化接受了欧洲文化的某些方面， 抵制了其他方面， 而 “反文化适应” 的

研究 （Ｂａｓｔｉｄｅ， １９４８： ４） 是与民族学形成对比的社会学的适当领域。 苏斯

特尔 （Ｓｏｕｓｔｅｌｌｅ， １９４３： １１7） 将拉坎敦印第安人 （Ｌａｃａｎｄ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ｓ） 与墨

西哥的奥托米印第安人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Ｏｔｏｍｉ Ｉｎｄｉａｎｓ） 进行了比较， 前者是一个

相对 “未受欧洲人改变和影响” 的玛雅群体， 后者 “与其说是放弃他们的旧

信仰， 不如说是将其并入一种新的” 融合式文化 （Ｓｏｕｓｔｅｌｌｅ， １９7１： １３7）。

巴朗迪尔和梅西耶 （Ｂａｌａｎｄｉ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ｉｅｒ， １９５２： ２１２， １３１） 解释说， 塞内

加尔的勒布人 “过滤并衡量” 来自其他文化的 “外部影响”， 包括殖民地国

家， 玩着 “保护和创新” 的 “游戏”。 布迪厄的社会学生涯始于其他中世纪

殖民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晚期殖民文化背景。 布迪厄感兴趣的是被殖民者如何

应对殖民环境， 是通过认同和适应其要求， 还是通过抵抗和拒绝。① 英国殖

民社会学家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讨论。 在沃斯利 （Ｗｏｒｓｌｅｙ， １９５7） 看来，

货物崇拜代表着对殖民主义的象征性拒绝。 米切尔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１９５６： １２）

认为， 罗得西亚铜带 （Ｒｈｏｄｅｓｉａｎ Ｃｏｐｐｅｒ Ｂｅｌｔ） 上的非洲人使用欧洲符号，

试图 “在幻想中跨越不可逾越的障碍”。

精神分析有时被批评为殖民实践 （Ｂｒｉｃｋｍａｎ， ２００３）， 但这是一种误导。

首先， 弗洛伊德关于现代文明核心的 “原始” 驱动力的论点， 与他对普遍心

理结构的信念一样， 都是殖民种族主义者所憎恶的。 其次， 在殖民地环境

·３7２·

① 米德 （Mead， ２０１３） 从布迪厄最早的阿尔及利亚作品开始， 为布迪厄理论问题的整体连

续性开发了令人信服的论点。 具体而言， 布迪厄致力于发展一种惯习理论， 这种惯习是

通过选择性地认同 （而非被动模仿） 社会环境的某些部分而产生的， 并赋予其一种深刻

的实践社会知识， 使主体能够在社会空间中定位自己， 并对新的情况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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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中的执业分析师往往对殖民主义持高度批判态度 （例如，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１９５１；

Ｆａｎｏｎ， １９５２ [１９６7] ）。 最后，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情感理论和社会结构的

体现， 精神分析非常适合理解与殖民者活动相关的夸张的种族主义、 施虐

狂甚至 “法西斯主义诱惑” （Ｍｅｍｍｉ， １９５7 [１９６7]： ６２） 的无意识根源。

斯坦梅茨 （Ｓｔｒ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０7） 运用拉康主义的概念， 认为殖民者形成了跨越

殖民者-被殖民者边界的想象的认同， 并且这些认同有时会影响政策制定。

精神分析可以阐明困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自我怀疑和精神病理学 （Ｆａｎｏｎ，

１９５２ [１９６7]； Ｍａｎｎｏｎｉ，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６]； Ｎａｎｄｙ， １９８３； Ｓａｃｈｓ， １９３7）， 以

及殖民统治本身的矛盾心理和脆弱性 （Ｂｈａｂｈａ， １９９４）。

（四）被殖民者对殖民统治的影响：抵抗与合作

与前一节中讨论的内容重叠的大量文献重点关注被殖民者的抵抗、 合

作和其他实践， 因为它们塑造了帝国， 并被帝国所塑造。 社会学家蒙塔涅

（Ｍｏｎｔａｇｎｅ， １９３６） 对比了不同土著民族抵抗殖民冲击的不同能力。 巴朗

迪尔 （Ｂａｌａｎｄｉｅｒ， １９５５） 的 《当前的黑非洲社会学》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ａｃｔｕｅｌｌｅ

ｄｅ ｌ'Ａｆｒｉｑｕｅ ｎｏｉｒｅ） 将加蓬的芳人 （ Ｇａｂｏｎｅｓｅ Ｆａｎｇ） 和法属刚果的巴刚果

人对殖民主义的不同反应追溯到内部和欧洲诱发因素的混合。 由于缺乏中

央领导， 芳人早已成了闲置的 （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征服者， 其抵抗法国入侵的

能力也较低。 巴刚果人曾参与奴隶贸易， 他们更扎根于自己的领地， 分等

级组织起来， 熟悉其他部落， 因此更能抵抗法国人 （ Ｂａｌａｎｄｉｅｒ， １９５５：

３５４-５５）。 德·当皮埃尔 （ｄｅ Ｄａｍｐｉｅｒｒｅ， １９６7） 分析了前殖民征服和法国

殖民主义给现在的中非共和国的三个班迪亚王国带来的转变。 他指出， 恩

扎卡拉人试图捍卫他们的传统， 但最终看到他们的文化被摧毁， 而赞德兰

（Ｚａｎｄｅｌａｎｄ） 中部和东部文化相似的文加拉王朝成功地适应了现代殖民世

界 （ｄｅ Ｄａｍｐｉｅｒｒｅ， １９９８ ）。 英国社会学家追随格拉克曼 （ Ｃｌｕｃｋｍａｎ，

１９５４） 研究了 “反叛的仪式” 和欧洲人的文化挪用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１９５６）。 帕

特森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１９６7） 在其伦敦经济学院的社会学论文中， 讨论了牙买

加奴隶的抵抗和应对策略， 包括拒绝工作、 逃跑、 讽刺和自杀。

一些北美社会学家也分析了殖民地人民的抵抗。 菲尔茨 （Ｆｉｅｌｄｓ， １９８５：

·４7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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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９９） 追溯了守望台教派在英属中非演变为一种 “反殖民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

邦克 （Ｂｕｎｋｅｒ， １９８３， １９９１） 证明， 乌干达的吉苏农民利用退出咖啡生产的威

胁来支持自给自足的农业， 以向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政府施压。 拉莫斯 （Ｒａｍｏｓ，

２００６） 研究了加拿大的土著抗议。 吴 （Ｇｏｈ， ２００7） 和戈 （Ｇｏ， ２００８ａ） 认为，

被殖民群体有时能够塑造和改变殖民政策。 费讷隆 （Ｆｅｎｅｌｏｎ， １９９８） 提出了

一种美洲原住民抵抗形式的类型学， 从顺从到拒绝， 中间的做法如 １９ 世纪

的鬼舞 （另见 Ｈａｌｌ ａｎｄ Ｆｅｎｅｌｏｎ， ２００９）。 一批迅速增长的文献追踪了美洲原

住民和其他被殖民的民族通过模仿欧美人的暴力征服和奴隶贩卖的做法为自

身增权的方式 （Ｇａｌｌａｙ， ２００３； Ｈäｍäｌäｉｎｅｎ， ２００８）， 以及利用相互竞争的殖

民大国之间的冲突和帝国之间的边境空间 （为自身增权） 的方式 （Ａｄ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ｒｏｎ， １９９９； Ｈäｍäｌäｉｎｅｎ ａｎｄ Ｔｒｕｅｔｔ， ２０１１）。

民族主义与帝国有着因果关系。 最早的民族主义形式出现在美国殖民地

国家的行政单元， 那里的 “克里奥尔人的官员” 发现他们的职业流动在横向

和纵向上都受到了阻碍。 “叛乱后的殖民行政-市场统一” 也助长了印度的民

族主义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８３： ６４）。 １８ 世纪和 １９ 世纪欧洲的民间和官方民族主

义是在陆地帝国相互竞争的背景下产生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８３， ｃｈ． ６； Ｃｈａｒｌｅ，

２００１）。 在新的去殖民化国家中， 民族主义经常是土著文化的重新配置， 以

反对外国统治 （Ｂｕｓｉａ， １９５６： ５； Ｈｅｒｍａｓｓｉ， １９7２； Ｗｙｒｔｚｅｎ， ２０１３）。 然而，

正如阿明扎德 （Ａｍｉｎｚａｄｅ， ２０１３） 所示， 民族主义并不是独立后用于统一前

殖民地的唯一政治文化形式。

剑桥历史编纂学派将印度和非洲的合作描述为殖民征服的重要来源。 罗

宾逊和加拉格尔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１９６１） 认为， “帝国主义是海外而

非西方社会内部压力的产物” （ Ｓｔｏｋｅｓ， １９６９： ２８7）。 罗宾逊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１９８６） 对帝国历史的所谓非中心主义方法， 从边缘地区的行动者和利益的角

度， 解释了殖民统治和去殖民化的模式。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 这种方法过于

机械化， 对意识形态问题充满敌意 （Ｄｕｂｏｗ， ２００９： ４）， 但它在关注殖民边

缘地区在塑造帝国进程中的因果影响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由古哈 （Ｇｕｈａ， １９９7） 创立的历史编纂学的底层学派出现在南亚历史

的分支领域， 并自那时起与后殖民研究相互交织 （Ｐｒａｋａｓｈ， １９９２）。 这种

·５7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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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也强调以殖民地为中心来研究帝国， 但它拒绝了剑桥学派对本土精英

的强调， 而是将重点放在非精英的主体性和行动上。 根据这些历史学家的

说法， 底层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被殖民者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欧洲殖民者

和本土精英的控制。 宗教、 社区、 种族、 亲属关系和领土权为主张差异和

民族自决提供了资源。

（五）作为因果力的殖民地国家的组织和政策

最后一套方法将殖民地国家或更广泛的帝国结构的体制框架和内部动

态视为土著做法和帝国长期轨迹的决定因素。 在某些方面， 这会将前一节

中被视为因变量的对象变成自变量。 米切尔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１９８８： ｘｉ） （对此）

做了一般性的观察， “殖民地的臣民及其抵抗模式是在殖民地国家的组织

领域内形成的”。 这种有组织的国家领域最重要的方面是所谓的土著政策，

即旨在调节土著人生活和主体性的政府计划。 所有殖民统治者都试图通过

不同的法律和实际框架来管理被殖民群体， 从而使他们彼此对立。 本土政

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Ｅｖａｎｓ， １９９7）， 并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

极端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０7）。

仔细研究现代殖民历史可以发现， 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之间被夸大的

区别只是粗略地映射到实际的统治做法中。 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标志着一

个多维政策空间中的两个极端， 其中， 殖民统治的间接方式一直占主导地

位 （甚至在法兰西帝国也是如此）。 除少数土著人以外， 完全同化其他所

有人是行不通的， 因为如果太多土著人被承认与他们的征服者平等， 那么

外国主权的合法性就会被削弱。 在另一端， 完全由征服国代理人进行治理

通常是不切实际的， 这会导致殖民政府将统治转包给土著参与者。

分而治之的政策是由针对特定部落或特定殖民地内不同群体的不同本土

政策计划所支持的。 在区分土著群体的同时， 殖民地国家亦将所有被殖民者

归入一个单一的、 包罗万象的类别。 拆分和归并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威胁着

每个殖民政权。 正如范登伯格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ｅ， １９7０： ８９-９０） 所言， 过于

僵化的 “种族隔离” 可能会在被殖民者的所有阶层中产生 “激进变革的共同利

益”。 相反， 种族差异的扩散阻碍了殖民时代的发展项目 （Ｓｃｈｕｋｎｅｃｈｔ，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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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殖民时代的发展 （Ａｖｉｎｅｒｉ， １９7２； Ｌａｎｇｅ， ２００９）， 并且播下了种族间冲

突的种子 （但见 Ｂａｒｋｅｙ， １９９7： １０３）。

来自宗主国的自治权是殖民地国家的另一个关键方面， 即使它们的自

治总是部分的。 自治权甚至是将殖民地说成带有国家特征的先决条件。 在

一个极端， 殖民地只执行宗主国的指令； 另一个极端是一些驻领国家的自

治权几乎没有限制 （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１９８８： 7０， １９９7： ９；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Ａｒｍｅｓｔｏ，

１９８7： １８２）。 在其他殖民地， 总督和地方官员同样对定居者和土著人实行

统治， 并具有足够的独立性来执行那些在宗主国各部门和议会中遭到反对

或与宗主国经济利益相矛盾的政策。 自治权的主体也影响了艾森斯塔德

（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 １９６３） 关于传统帝国的委托-代理解释。

作为殖民地或帝国的直系后裔的国家通常会复制继承下来的行政程

序、 制度结构和政治类别 （ Ｍａｔｈｕｒ， ２０１０）。 一些独立后的国家延续了它

们所来自的殖民地的基本宪法和组织结构 （Ｇｏ， ２０１０）。

殖民地国家的其他结构特征包括规模、 官僚化程度、 渗透社会的能

力， 以及不同部门的数量和定义。 一些殖民地国家只有少数官员， 特别是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之前， 但到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许多非洲殖民地有数千

名公务员。 ２０ 世纪的殖民地国家变得更加官僚化 （Ｅｖａｎｓ， １９９7）。 殖民地

国家的能力不一定取决于规模， 而是取决于对资源的熟练使用， 有时甚至

是野蛮地使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德国在东非的军事行动就

证明了这一点。

研究帝国的几位历史社会学家借鉴了新制度主义理论和网络方法。 事实

上， 社会网络分析最早出现在殖民地社会学家约翰·巴恩斯 （Ｊｏｈｎ Ｂａｒｎｅｓ） 和

Ｊ． 克莱德·米切尔 （Ｊ． Ｃｌｙｄｅ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的工作中 （Ｓｃｏｔｔ， ２００４： ６８８）。 亚当

斯 （Ａｄａｍｓ， １９９６） 认为， １7 和 １８ 世纪亚洲特许东印度公司的宗主国负责

人与其在殖民地的代理人之间的网络结构， 决定了前者可以控制后者的程

度。 巴基 （Ｂａｒｋｅｙ， １９９４） 利用新制度主义， 展示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如何

通过交易和庇护来管理与土匪的关系。 在其他地方， 巴基 （Ｂａｒｋｅｙ， ２００８）

借鉴了莫蒂尔 （Ｍｏｔｙｌ， ２００１） 的轮辐式模型来解释奥斯曼帝国在几个世纪

内持续存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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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帝国和殖民地的一种不同的方法植根于布迪厄的场论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２０１３）。 如果按照布迪厄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４） 的建议， 将宗主国作为

一个场或一组场域来分析， 那么海外殖民地国家也可能代表不同的类似场

域的形态， 其特征是来自宗主国和殖民地其他场域的特定形式的相对自主

性， 以及殖民地国家代理人之间对独特形式的象征资本的竞争 （Ｂａｚｅｎｇｕｉｓｓａ⁃

Ｇａｎｇａ， １９９7；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０８ｂ）。 殖民地和宗主国通过其他跨国场域联系

在一起， 例如科学或文化场域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１３ａ）。 场论也可以扩展到理解

帝国内部关系 （Ｇｏ， ２００８ｂ；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１３ｃ）。

（六）帝国史上的并发因果关系

前文已介绍了因果机制， 但阅读时应注意， 对帝国 （或任何其他社会

分析对象） 的最佳研究要避免将历史或社会科学简化为单因素解释或一般

规律的诱惑 （ Ｂｏｕｔｒｏｕｘ， １８7４；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８８８；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１９９８ ）。

当前社会学对殖民主义和帝国的历史研究大多数倾向于偶然的、 并发的因

果解释和模型。 这项研究的重要先驱们在最新的解释中被忽视了。 赫尔马

西 （Ｈｅｒｍａｓｓｉ， １９7２） 重点关注北非殖民精英的结构， 以及殖民占领的不

同时间跨度、 本土政策的特征和殖民前的本土国家的力量， 以理解法属北

非的民族主义运动。 帕特森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１９６7： ２7５-２7６） 认为， 与殖民地

新大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的其他地区相比， 牙买加奴隶起义的记录

更多， 这是因为白人的高缺勤率和由此造成的控制松懈， 使奴隶与主人的

比例增大， 加上大量 “生来就是自由人的奴隶”， 尤其是那些来自 “高度

发达的军国主义” 阿坎政权的奴隶。 由坚持 “偶然和并发决定” 的方法论

的历史社会学家创作的大部头 （ ｂｏｏｋ⁃ｌｅｎｇｔｈ） 的帝国研究， 包括亚当斯

（Ａｄａｍｓ， ２００５）、 阿亚拉 （Ａｙａｌａ， １９９９）、 巴恩斯 （Ｂａｒｎｅｓ， １９５４）、 邦克

（Ｂｕｎｋｅｒ， １９９１）、 科隆纳 （ Ｃｏｌｏｎｎａ， １９7５）、 德科托 （ Ｄｅｃｏｔｅａｕ， ２０１３）、

德·当皮埃尔 （ ｄｅ Ｄａｍｐｉｅｒｒｅ， １９６7）、 埃里克森 （ Ｅｒｉｋｓｏｎ， ２０１４）、 埃文

斯 （ Ｅｖａｎｓ， １９９7 ）、 菲尔茨 （ Ｆｉｅｌｄｓ， １９８５ ）、 吉列特和萨亚德 （ Ｇｉｌｅｔｔｅ

ａｎｄ Ｓａｙａｄ， １９7６）、 戈 （ Ｇｏ， ２００８ａ）、 戈斯林 （ Ｇｏｓｓｅｌｉｎ， ２００２）、 兰格

（Ｌａｎｇｅ， ２００９）、 马奥尼 （Ｍａｈｏｎｅｙ， ２０１０）、 曼 （Ｍａｎｎ， １９８６-２０１２）、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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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奎雷 （ Ｍａｓｑｕｅｒａｙ， １９８３）、 马瓦尼 （ Ｍａｗａｎｉ， ２００９）、 诺顿 （ Ｎｏｒｔｏｎ，

２０１２）、 帕克 （Ｐａｒｋ， ２００５）、 里德 （ Ｒｅａｄｅｒ， １９６１）、 萨达 （ Ｓａａｄａ， ２００7

[２０１２] ）、 萨亚德等 （Ｓａｙａｄ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１）、 斯坦梅茨 （Ｓｅｒ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０7）

和韦伯 （Ｗｅｂｅｒ， １８９１ [２０１０] ）。 综合来看， 这些研究为殖民主义、 帝国

和后殖民主义历史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　未来研究的问题

关于帝国和殖民主义的社会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子领域， 它与许多其他

学科相互作用， 并不断产生新的理论、 经验和方法上的见解与困惑。 迄今为

止， 该研究领域中尚未讨论的一些新兴主题包括： 不同欧洲帝国之间的互动

（Ｌｉｎｄｎｅｒ， ２０１１）、 帝国都市主义 （Ｃｌａｒｎｏ， ２０１３； Ｇｒａｈａｍ， ２０１１； Ｈ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１４； Ｋｉｎｇ， １９９０； Ｐｕｌａ， ２０１３； Ｗｒｉｇｈｔ， １９９１）、 帝国环境中的

性别、 家庭关系和意识形态 （Ｃｈａｒｒａｄ， ２００１； Ｓａａｄａ， ２００7 [２０１２]；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ａｍｓ， ２０１１）、 后殖民文化和文学 （ Ｄｕｃｏｕｒｎａｕ， ２０１２）、 帝国暴力

（Ｌａｚｒｅｇ， ２００８ ）、 地缘政治统治的新技术 （ Ｂｅｒｇｅｓｅｎ， ２０１３； Ｍａｎｎ， ２０１３；

Ｓｃｈｅｐｐｅｌｅ， ２０１３）。

最后， 我对后殖民理论进行了讨论。 后殖民理论起源于人文学科，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初以来已经在社会学领域取得了发展。 在最初将后殖民主义融入

现有的社会学研究 （如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研究） 之后， 四种不同的后殖民

主义路径已被证明与社会学特别相关 （见 Ｂｏｒｔｏｌｕｃｉ ａｎｄ Ｊａｎｓｅｎ， ２０１３）。 我已

经讨论了其中的前两个： 第一个询问了欧洲民族志、 种族主义、 社会本体论

和文化的其他方面是如何塑造帝国的； 第二个探讨了殖民者-被殖民者关系

的矛盾性以及殖民混合的形式。

后殖民分析的第三条分支 （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ｙ， ２０００） 批评西方知识不足以理

解 （后） 殖民的非西方文化， 或者甚至对非西方的存在持敌对态度。 本质上，

这是德国浪漫主义的论点， 始于 １８ 世纪的赫尔德 （Ｈｅｒｄｅｒ， １7８４ [１９８５] ），

一个世纪后， 中欧人类学的文化圈 （Ｋｕｌｔｕｒｋｒｅｉ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ｓ） 学派延续

了这一论点 （Ｍａｎｃｉｎｉ， １９９９）。 这种对普遍范畴的批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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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国新历史主义社会学家中达到了顶峰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１０）， 其中一些人认

为所有社会科学范畴都必须是单一时间和地点所独有的 （Ｆｒｅｙｅｒ， １９２６）。 在这

方面， 后殖民理论是一种激进的历史主义， 其灵感来自尼采 （经过福柯； 参见

Ｓａｉｄ， １９7８） 和海德格尔 （参见 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ｙ， ２０００）。 康奈尔 （Ｃｏｎｎｅｌｌ， ２００7）

主张南方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社会学； 桑托斯 （Ｓａｎｔｏｓ， ２０１２） 反对他所谓的知识谋

杀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ｉｄｅ）， 支持南方的认识论。 齐贝尔 （Ｃｈｉｂｂｅｒ， ２０１３） 否定了这

种论证， 反驳说资本主义确实是普遍化的， 在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可以使用

相同的概念来分析。

后殖民研究的最后一条分支受到了霍布森 （Ｈｏｂｓｏｎ， １９０２ [１９６５] ） 和

卢森堡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１９１３ [２００３]： １４３-１４８， ６４６） 关于帝国 “回弹” 的

见解以及法农 （Ｆａｎｏｎ， １９６１ [２００４]： ５８） 关于 “欧洲实际上是第三世界所

创造的” 主张的启发。 社会学家德·当皮埃尔认为， 将 “欧洲， 甚至是宗主国

的背景与非洲的背景相对应” （ｄｅ Ｄａｍｐｉｅｒｒｅ， １９６８）。 这种对殖民地和宗主国

之间的文化关系进行 “对位” 解读的想法是萨义德 （Ｓａｉｄ， １９９３） 关于 “后殖

民主义方法论” 的基础性研究、 《文化与帝国主义》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一书的核心。 霍尔 （Ｈａｌｌ， １９９６： ２４６） 写道， 殖民主义 “从来都不仅仅是帝

国大都市社会的外部”， 而是 “始终深深地铭刻在其中”。 历史学家们展示了

帝国是如何重新配置国内文化和政治的。 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最初关注与宗主

国有关的高级文化 （Ｇｉｌｒｏｙ， １９９３； Ｓａｉｄ， １９９３； Ｓｐｉｖａｋ， １９８８）。 社会学家长期

以来一直在研究殖民文化回流到宗主国的问题。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英国掀起了

一波对跨国殖民移民的社会学研究浪潮 （如 Ｂａｎｔｏｎ， １９５５；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 ２００１；

Ｃｏｌｌｉｎｓ， １９５１， １９５２； Ｎｄｅｍ， １９５６； Ｓｉｌｂ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ｐｉｃｅ， １９５０）， 并利用殖民

地的范畴分析了宗主国的种族关系 （Ｒｅｘ， １９５９： １２４）。 梅和科恩 （Ｍａｙ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ｎ， １９7４： １１２， １２４） 探讨了 “英格兰的种族主义与维护殖民秩序所固

有的矛盾” 之间的 “因果互联”。 马古班 （Ｍａｇｕｂａｎｅ， ２００４） 认为， 被殖民

男性身体的图像 （ｉｍａｇｅｓ） “提供了固定的一组形象和隐喻”， 这些形象和隐

喻被引入宗主国关于贫困和公民身份的辩论中。 其他社会学家研究了殖民主

义的 “来世”， 表现在纪念碑、 视觉文化、 语言、 集体记忆、 忧郁症和怀旧

等方面 （ Ｇｉｌｒｏｙ， ２００５； Ｈａｌｌ ａｎｄ Ｒｏｓｅ， ２００６；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０８ａ；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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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ａｎｄ Ｈｅｌｌ， ２００６； Ｔｒｅｐｓｄｏｒｆ， ２００６）。

与第三条和第四条分支相关的是一类文献， 它发展了对作为帝国产物的社

会学本身的自我批判 （Ｂｈａｍｂｒａ， ２００7； Ｋｅ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ｗａｎｉ， ２００９； Ｋｈａｌａｆ，

１９7９；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１９９１）。 阿拉塔斯 （ Ａｌａｔａｓ， ２００３）、 贝尔克 （Ｂｅｒｑｕｅ，

１９６２）、 布迪厄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１９7６） 和斯塔文哈根 （Ｓｔａｖｅｎｈａｇｅｎ， １９7１） 呼

吁学科的去殖民化 （另见 Ｃｏｎｎｅｌｌ， １９９7； Ｃｏｓｔａｓ， ２００7；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Ｍａｇｕｂａｎｅ， ２０１３； Ｒｅ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 ２０１０； Ｓｅｉｄｍａｎ， ２０１３；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０６）。 然而， 为了避免错误的概括， 关键是要对社会学家与殖

民地政府和资助机构实际互动的各种方式进行更系统和仔细的实证研究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２００９ａ， ２０１３ａ）。 毕竟， 在早期专业社会学家队伍中， 帝国也有

同样多的反对者， 从霍布森 （Ｈｏｂｓｏｎ， １９０２ [１９６５] ）、 杜波依斯 （Ｄｕ Ｂｏｉｓ，

１９１５） 和反帝国主义联盟开始， 该组织被斯莫尔 （Ｓｍａｌｌ， １９１６： 77５） 描述

为美国社会学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的前身。 布迪厄关于文

化场域相对自主性的研究激发了当今社会学中一些最有趣的研究， 这是防止

后殖民社会学退回到知识社会学的反思主义或片面 “简化”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的外部主义方法的关键资源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ｅｔ ａｌ． ， １９６８ [ １９９１] ； Ｃ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Ｇｒｏｓｓ，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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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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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ｒｅ ｄ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

Ｂａｓｔｉｄｅ Ｒｏｇｅｒ． １９６０． Ｌｅ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ｓ ａｕ Ｂｒéｓｉｌ． Ｖｅｒｓ ｕｎ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ｉｎｔｅｒｐéｎé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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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ｄｅ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Ｂａｙｌｙ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ｌａｎ． １９８９．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ｅｒｉｄｉａ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１７８０-

１８３０．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Ｂａｚｅｎｇｕｉｓｓａ⁃Ｇａｎｇａ Ｒéｍｙ． １９９7． Ｌｅｓ ｖｏｉｅｓ ｄｕ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ａｕ Ｃｏｎｇｏ． Ｅｓｓａｉ ｄ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 Ｐａｒｉｓ Ｋａｒｔｈａｌａ．
Ｂｅｌｍｅｓｓｏｕｓ Ｓａｌｉｈａ． ２０１３．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１５４１-１９５４．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ｅｒｇｅｓｅｎ Ａｌｂｅｒｔ Ｊ． ２０１３． “ Ｔ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Ｏｉｌ ”

． Ｐｐ． ３００-３１８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 ｅｄ． ）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ｒｈａｍ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ｅｒｇｅｓｅｎ Ａｌ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Ｒｏｎａｌｄ 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 １９８０． “ Ｌｏｎｇ Ｗａ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 ２３１-２77．

Ｂｅｒｑｕｅ 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９６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 ｅｔ ｄé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Ｔｉｅｒｓ⁃Ｍｏｎｄｅ ９-１０ １-１５．
Ｂｈａｂｈａ Ｈｏｍｉ Ｋ． １９９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Ｂｈａｍｂｒａ Ｇｕｒｍｉｎｄｅｒ Ｋ． ２００7．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Ｒｏｂｉｎ． １９８８．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ｔｈｒｏｗ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ｌａｖｅｒｙ， １７７６-１８４８． Ｌｏｎｄｏｎ Ｖｅｒｓｏ．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Ｒｏｂｉｎ． １９９7．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Ｓｌａｖｅ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ｒｏｑ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１４９２-１８００． Ｌｏｎｄｏｎ Ｖｅｒｓｏ．
Ｂｏｒｔｏｌｕｃｉ Ｊｏｓé Ｈ．  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Ｊａｎｓｅｎ． ２０１３．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３ １９９-２２９．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Ｐｉｅｒｒｅ． １９7６． “ Ｌｅ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 ｄｅ ｌ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ｅ ｅｔ ｄé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ｐｐ． ４１６-４２7 ｉｎ Ｈ． Ｍｏｎｉｏｔ（ｅｄ． ）． Ｌｅ ｍａｌ ｄｅ
ｖｏｉｒ． Ｐａｒｉｓ Ｕｎｉｏｎ Ｇéｎéｒａｌ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ｓ．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Ｐｉｅｒｒｅ． １９９９．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ｆｉｆｉｅｌｄ． ”
Ｐｐ． ５３-7５ ｉｎ Ｇ．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ｅｄ． ）． Ｓｔａｔｅ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ｔｈａｃａ Ｎ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Ｐｉｅｒｒｅ． ２０１３． Ｓéｍｉｎａｉｒｅｓ ｓｕｒ 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 ｃｈａｍｐ １９7２-１９7５． Ａｃｔｅｓ ｄｅ ｌａ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 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 ２００ ４-３7．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Ｐｉｅｒｒｅ． ２０１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Ｋ Ｐｏｌｉｔｙ．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ａｍｂｏｒｅｄｏｎ 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ｅｒｏｎ 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１９６８ （ １９９１ ） ． Ｔｈｅ

Ｃｒａｆ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Ｂｏｕｔｒｏｕｘ Ｅｍｉｌｅ． １８7４．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ｅ ｄｅｓ ｌｏｉｓ ｄｅ ｌａ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ａｒｉｓ Ｇ． Ｂａｉｌｌｉèｒｅ．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 Ｌｌｏｙｄ． ２００１．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Ｗｅｓｔ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Ｋｉｎｇｓｔｏｎ Ｊａｍａｉ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ｅｓｔ Ｉｎｄ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Ｂｒｅｕｅｒ Ｓｔｅｆａｎ． １９８7． Ｉｍｐｅｒｉｅｎ ｄｅｒ ａｌｔｅｎ Ｗｅｌｔ．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Ｋｏｈｌｈａｍｍｅｒ．
Ｂｒｉｃｋｍａｎ Ｃｅｌｉａ． ２００３．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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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 Ｒｏｇｅｒｓ． １９９５．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 ”Ｄａｅｄａｌｕｓ １２４（２）  １０7-１３２．

Ｂｕｎｋｅｒ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 １９８３．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 Ｃ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Ｂｕｇｉｓｕ Ｕｇａｎｄ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４（２）  １８２-２０7．

Ｂｕｎｋｅｒ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 １９９１．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Ｂｕｇｉｓｕ， Ｕｇａｎｄａ， １９００-１９８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Ｂｕｒａｗｏ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９7４． “ Ｒａｃｅ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３ （ ４ ）  
５２１-５５０．

Ｂｕｒｂａｎｋ Ｊａ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２０１０．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ｕｒｋｅ Ｅ ＩＩＩ． １９7２．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Ｐｐ． １7５-１９９ ｉｎ Ｅ． Ｇｅｌｌｎｅｒ Ｃ． Ｍｉｃａｕｄ（ｅｄ． ）． Ａｒａｂｓ ａｎｄ Ｂｅｒｂｅｒｓ．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ＭＡ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

Ｂｕｓｉａ ＫＡ． １９５６．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ｍａｔｈ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ｉｌ Ｇｒｏｓｓ． ２００１．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 ” Ｐｐ． ２３６ - ２４９ ｉｎ Ｂｌａｕ
Ｊ． Ｒ． （ｅｄ． ）．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Ｍａｌｄｅｎ ＭＡ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Ｃｈａｅ Ｏｕ⁃Ｂｙｕｎｇ． ２０１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Ｐｐ． ３９６-４１４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ｒｈａｍ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ｙ Ｄｉｐｅｓｈ． ２０００．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ａｒｌｅ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２００１． Ｌａ Ｃｒｉｓｅ ｄｅｓ ｓｏｃｉéｔéｓ ｉｍｐéｒｉａｌｅｓ． 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Ｇｒａｎｄｅ， １９００-
１９４０． Ｐａｒｉｓ Ｓｅｕｉｌ．

Ｃｈａｒｒａｄ Ｍｏｕｎｉｒａ． ２００１．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Ｐａｒｔｈａ． 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ｉｂｂｅｒ Ｖｉｖｅｋ． ２０１３．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ｅｒ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ｏｎｄｏｎ Ｖｅｒｓｏ．
Ｃｌａｒｎｏ Ａｎｄｙ．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 Ｉｓｒａｅｌ． ”Ｐｐ． ４３６-４６４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ｒｈａｍ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Ｊｏｈｎ． １９４５．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２（１）  ２６５-３０３．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Ｓｙｄｎｅｙ Ｆ． １９５１．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ｉｔｅ ａｎｄ “Ｈａｌｆ⁃ｃａｓｔｅ”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６（６）  7９６-８０２．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Ｓｙｄｎｅｙ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１９５２． “Ｍｏｓｌｅｍ”ａｎｄ “Ｎｅｇｒｏ”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ｓ ｏｎ Ｔｙｎｅｓｉｄ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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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ｈＤ Ｔｈｅｓ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Ｃｏｌｏｎｎａ Ｆａｎｎｙ． １９7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ｕｒｓ ａｌｇéｒｉｅｎｓ， １８８３-１９３９．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ｏ．
Ｃｏｍａｒｏｆｆ Ｊｅａ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Ｌ． Ｃｏｍａｒｏｆ． １９９１． Ｏｆ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ｔｅ 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５１（１９２９）． Ｓｙｓｔèｍｅ ｄ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ｕ， Ｔｒａｉｔé ｄ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ａｎｔ

ｌ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ｄｅ ｌ'ｈｕｍａｎｉｔé． Ｐａｒｉｓ Ｓｏｃｉéｔé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ｔｅ． ５ｔｈ ｅｄ．
Ｃｏｎｎｅｌｌ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９９7． “ Ｗｈｙ 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２（６）  １５１１-１５５7．
Ｃｏｎｎｅｌｌ Ｒａｅｗｙｎ． ２００7．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Ｋ Ｐｏｌ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２００４． “ Ｅｍｐｉ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ｄ．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ｓｓａｙ．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４６（２）  ２４7-２7２．
Ｃｏｏｐｅｒ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２００５．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ｓｔａ Ｓéｒｇｉｏ． ２００7． Ｖｏｍ Ｎｏｒｄａｔｌａｎｔｉｋ ｚｕｍ “Ｂｌａｃｋ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Ｐｏｓｔｋｏｌｏｎｉａｌｅ Ｋｏｎｆｉ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ｅｎ ｕｎｄ

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ｅ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Ｖｅｒｌａｇ．
Ｄａｒｗｉｎ Ｊｏｈｎ． ２００８ａ． Ａｆｔｅｒ Ｔａｍｅｒｌａｎ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Ｓｉｎｃｅ １４０５．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Ｄａｒｗｉｎ Ｊｏｈｎ． ２００８ｂ．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Ｐｐ． １-２ ｉｎ Ｓ． Ｓｔｏｃｋｗｅｌｌ （ ｅｄ． ） ．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ｄｅ Ｄａｍｐｉｅｒｒｅ Ｅ． １９６7． Ｕｎ ａｎｃｉｅｎ ｒｏｙａｕｍｅ Ｂａｎｄｉａ ｄｕ Ｈａｕｔ⁃Ｏｕｂａｎｇｕｉ． Ｐａｒｉｓ Ｐｌｏｎ．
ｄｅ Ｄａｍｐｉｅｒｒｅ Ｅ． １９６８． Ｓｏｕｔｅｎａｎｃｅ， ｔｈèｓｅ ｄ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ｔ èｓ ｌｅｔｔｒｅｓ． Ｕｎｉｖ． Ｐａｒｉ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 Éｒｉｃ⁃ｄｅ⁃Ｄａｍｐｉｅｒｒｅ Ｎａｎｔｅｒｒ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 Ｄａｍｐｉｅｒｒｅ Ｅ． １９９８． “Ｌｅｓ ｉｄéｅｓ⁃ｆｏｒｃｅｓ ｄｅ 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Ｂａｎｄｉａ à ｔｒａｖｅｒｓ ｌｅｓ ｐｒｏｐｏｓ ｄｅ

ｌｅｕｒｓ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ｓ（１８7０-１９１7）． ”Ａｆｒｉｃａ ５３（１）  １-１６．
Ｄｅｃｏｔｅａｕ Ｃｌａｉｒｅ Ｌａｕｒｉｅｒ． ２０１３．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ｓ Ｔｈｅ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Ｄｅｍａｎｄｔ Ａ． １９９7． “Ｄｉｅ Ｗｅｌｔｒｅｉｃｈｅ ｉｎ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 Ｐｐ． ２１１- ２３３ ｉｎ Ａ． Ｄｅｍａｎｄｔ （ ｅｄ． ） ．

Ｄａｓ Ｅｎｄｅ ｄｅｒ Ｗｅｌｔｒｅｉｃｈｅ Ｖｏｎ ｄｅｎ Ｐｅｒｓｅｒｎ ｂｉｓ ｚｕｒ Ｓｏｗｊｅｔｕｎｉｏｎ． Ｍｕｎｉｃｈ ＣＨ Ｂｅｃｋ．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Ｓａｎｔｏｓ Ｂｏａｖｅｎｔｕｒａ． ２０１２．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7（１）  ４３-６7．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Ｇｅｏｒｇｅ． １９５１．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ｒｅａｍ． 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ｆ ａ Ｐｌａｉｎ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Ｄｕ Ｂｏｉｓ ＷＥＢ． １９１５．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Ｗａｒ．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Ｍｏｎ． １１５（５）  7０7-7１４．
Ｄｕ Ｂｏｉｓ ＷＥＢ． １９４５ （ １９7５ ） ． Ｃｏｌｏｒ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Ｍｉｌｌｗｏｏｄ ＮＹ 

Ｋｒａｕｓ⁃Ｔｈｏｍｓｏｎ．
Ｄｕａｒａ 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 ２００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Ｍａｎｃｈｕｋｕ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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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Ｌａｎｈａｍ ＭＤ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Ｄｕｂｏｗ Ｓａｕｌ． ２００９． “Ｈｏｗ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３7（１）  １-２7．
Ｄｕｃｏｕｒｎａｕ Ｃｌａｉｒｅ． ２０１２． Éｃｒｉｒｅ， ｌｉｒｅ， éｌｉｒｅ． Ｌ'Ａｆｒｉｑｕｅ ｌｅｓ ｍｅéｃａｎｉｓｍｅｓ ｄｅ ｒéｃｅｐｔｉｏｎ ｅｔ ｄｅ

ｃｏｎｓｅéｃｒａｔｉｏｎ ｄ'éｃｒｉｖａｉｎ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ｐａｙｓ ｆｒａｎｃｏｐｈｏｎｅｓ ｄ'Ａｆｒｉｑｕｅ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ｉｅｎｎｅ． ＰｈＤ Ｔｈｅｓｉｓ ＥＨＥＳＳ．

Ｄｕｒｈａｍ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Ｌｙｎｎ． １９９３．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Ｈｅｒｅｒｏ ｉｎ ａ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Ｂｏｔｓｗａｎａ）．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É． １８８８． Ｃｏｕｒｓ 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Ｌｅçｏｎ ｄ‘ｏｕｖｅｒｔｕｒｅ． Ｒｅｖ． Ｉｎｔ． ｌ'Ｅｎｓｅｉｇｎ． １５ 
２３-４８．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 Ｗｏｌｆｒａｍ． １９６５． Ｃｏｎｑｕｅｒ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ｒ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ｉｄｅｎ 
Ｎｅｔｈ．  Ｅ． Ｊ． Ｂｒｉｌｌ． ２ｎｄ ｅｄ．

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 Ｓｈｍｕｅｌ Ｎｏａｈ． １９６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Ｇｌｅｎｃｏｅ．
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 ＳＮ ｅｄ． １９６7．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ＮＪ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Ｅｌｋｉｎｓ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ａｎ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０５． Ｓｅｔｔｌｅｒ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Ｊｏｈｎ Ｈｕｘｔａｂｌｅ． ２００６．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ｉ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４９２-１８３０．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ＣＴ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Ｅｒｉｋｓｏｎ Ｅｍｉｌｙ． ２０１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６００-１７５７．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Ｅｖａｎｓ Ｉｖａｎ． １９９7．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Ｒａｃ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Ｆａｎｏｎ Ｆｒａｎｔｚ． １９５２（１９６7）． Ｂｌａｃｋ Ｓｋｉｎ， Ｗｈｉｔｅ Ｍａｓｋ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ｒｏｖｅ．
Ｆａｎｏｎ Ｆｒａｎｔｚ． １９６１（２００４）． Ｔｈｅ Ｗｒｅｔｃｈ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ｒｏｖｅ．
Ｆｅｎｅｌｏｎ Ｊａｍｅｓ Ｖ． １９９８． Ｃｕｌｔｕｒｉｃｉｄ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ｋｏｔ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ａｒｌａｎｄ．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Ａｒｍｅｓｔｏ Ｆｅｌｉｐｅ． １９８7．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１２２９ - １４９２．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Ｆｉｅｌｄｓ Ｋａｒｅｎ Ｅｌｉｓｅ． １９８５．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ｉｘｉｃｏ Ｄｏｎａｌｄ Ｌｅｅ． ２０１２．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ａｎｔ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ＣＡ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Ｆｒａｚｉｅｒ Ｅ． Ｆ． １９５５．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Ｐｐ． 7０-９６

ｉｎ ＣＷ Ｓｔｉｌｌｍａｎ （ｅｄ．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ｎ Ｈａｒｒｉｓ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Ｆｒｅｙｅｒ Ｈａｎｓ． １９２６． “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ｅ ａｌｓ 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Ａｒｃｈｉｖ ｆüｒ Ｋｕｌｔ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１６ （２ ）  
１１３-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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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Ｆｒｅｙｅｒ Ｈａｎｓ． １９４８． Ｗｅｌ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Ｅｕｒｏｐａｓ． Ｖｏｌｓ． １ ２．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 Ｇｅｒ．  Ｄｉｅｔｅｒｉｃｈ．
Ｆüｒｅｄｉ Ｆｒａｎｋ． １９９４．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Ｗ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ａｕｒｉｓ．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Ｊｏｈｎ ａｎｄ Ｒｏｎａｌ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１９５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１）  １-１５．
Ｇａｌｌａｙ Ａｌａｎ．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ｌａ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ｕｔｈ， １６７０-１７１７．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ＣＴ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ａｎｄｈｉ Ｌｅｅｌａ． １９９８．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ａｎｎ Ｌｅｗｉｓ Ｈ． １９８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 Ｐｐ． ４９7 - ５２５ ｉｎ ＲＨ． Ｍｙｅｒｓ ＭＲ

Ｐｅａｔｔｉｅ （ ｅｄ． ） ．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 １８９５-１９４５．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ｅｐｐｅｒ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２０１０． Ｆｌｅｅｔ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ｉｎ⁃ｄｅ⁃ｓｉèｃｌ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Ｇｅｒｔｈ Ｈａｎ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ｌｓ Ｃ． Ｗｒｉｇｈｔ． １９５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

Ｇｉｄｄｅｎｓ Ａｎｔｈｏｎｙ． １９８7．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Ｇｉｌｌｅｔｔｅ Ａｌ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ｂｄｅｌｍａｌｅｋ Ｓａｙａｄ． １９7６． Ｌ'ｌ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éｒｉｅｎｎ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ａｒｉｓ 
Éｄｉｔｉｏｎｓ ｅｎｔｅｎｔｅ．

Ｇｉｌｒｏｙ Ｐａｕｌ． 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ｉｌｒｏｙ Ｐａｕｌ． ２００５．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ｌｕｃｋｍａｎ Ｍａｘ． １９５４．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ｏｆ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Ｋ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ｏ Ｊｕｌｉａｎ． ２００８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Ｄｕｒｈａｍ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ｏ Ｊｕｌｉａｎ． ２００８ｂ．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６（３）  ２０１-２２９．
Ｇｏ Ｊｕｌｉａｎ． ２０１０．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ｐ． １０7 - １３９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 Ｌｅｅ （ ｅｄ． ） ．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Ｍｏ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ｓ． Ａｔｈｅｎｓ Ｏｈ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ｏ Ｊｕｌｉａｎ． ２０１１．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ｓ， １６８８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öçｅｋ Ｆａｔｍａ Ｍｕｇｅ． １９８7． Ｅａｓｔ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Ｗｅｓｔ．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ｕ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ｏｈ Ｄａｎｉｅｌ ＰＳ． ２００7． “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１８９０ｓ - １９３０ｓ．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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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４９（１）  １０９-１４２．
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 Ｊａｃｋ Ａ． ａｎｄ Ｈａｌｄｏｎ Ｊｏｈｎ Ｅ． ２００９． “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Ｐｐ． ３-２９ ｉｎ Ｉａｎ Ｍｏｒｒｉｓ Ｗａｌｔｅｒ Ｓｃｈｅｉｄｅｌ（ｅｄ． ）．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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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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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ｕｍａｒ Ｋｒｉｓｈａｎ． ２０１３．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ｒ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Ｐｐ． ２7９ - ２９９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ｅｄ．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ｒｈａｍ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ａｉｄｌａｗ Ｚｏë． ２００５．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１８１５- １８４５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Ｋ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ａｎｇｅ Ｍａｔｔｈｅｗ． ２００９． Ｌｉｎｅ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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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Ｌａｒｄｉｎｏｉｓ Ｒｏｌａｎｄ． ２００８． “ Ｅｎｔｒｅ ｍｏｎｏｐｏｌｅ ｍａｒｃｈé ｅ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Ｌ‘ é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ｄｅ ｌ‘ Éｔａｔ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ｎ Ｉｎｄｅ ａｎｎéｅｓ １7６０- １８１０． ”Ａｃｔｅｓ ｄｅ ｌａ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 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 １7１-
１7２ ９０-１０３．

Ｌａｚｒｅｇ Ｍａｒｎｉａ． １９7６．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ＣＯ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Ｌａｚｒｅｇ Ｍａｒｎｉａ． ２００８． Ｔｏｒ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ｉ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Ｆｒｏｍ Ａｌｇｉｅｒｓ ｔｏ Ｂａｇｈｄａ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ｅｅｎｈａｒｄｔ 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９０２ （ １９7６ ） ． Ｌｅ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éｔｈｉｏｐｉｅｎ ａｕ ｓｕｄ ｄｅ ｌ'Ａｆｒｉｑｕｅ ｄｅ １８９６ à
１８９９． Ｐａｒｉｓ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Ｏ． ⁃Ｍ．

Ｌｅｅｎｈａｒｄｔ 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９５３． Ｇｅｎｓ ｄｅ 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 ｔｅｒｒｅ． Ｐａｒｉｓ 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 ２ｎｄ ｅｄ．
Ｌｅｎｉｎ Ｖ． Ｉ． １９１7（１９３９）．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Ｌｉｅｖｅｎ Ｄｏｍｉｎｉｃ Ｃ． Ｂ． ２０００．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ｉｖａｌ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Ｊｏｈｎ Ｍｕｒｒａｙ．
Ｌｉｎｄｎｅｒ Ｕｌｒｉｋｅ． ２０１１． Ｋｏｌｏｎｉａｌｅ Ｂｅｇｅｇｎｕｎｇ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ｎｄ Ｇｒｏß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ｅｎ ａｌ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ｍäｃｈｔ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ｋａ １８８０-１９１４．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Ｃａｍｐｕｓ．
Ｌｏｕｉｓ Ｗｍ Ｒｏｇ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ｎａｌ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１９９３． “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２（３）  ４６２-５１１．
Ｌｏｗｅｒ Ｗｅｎｄｙ． ２００５． Ｎａｚｉ Ｅｍｐｉ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Ｒｏｓａ． １９１３（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Ｍａｇｕｂａｎｅ Ｚｉｎｅ． ２００４．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Ｈｏｍｅ Ｒａｃｅ，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ｇｕｂａｎｅ Ｚｉｎｅ． ２０１３． “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ｋ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ｏｌｉ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４ ８１-１１６．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Ｊａｍｅｓ． ２０１０．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ｎｃｉｎｉ Ｓｉｌｖｉａ． １９９９． “ Ｌｅｓ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ｅ ‘ ａｂｓｏｌｕ ｅｓｔｈéｔｉｑｕｅ ‘ ． Ｌ‘ａｐｐｒｏｃ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Ｍｉｔｔｅｌ⁃Ｅｕｒｏｐａ． ”Ｄｉｏｇèｎｅ １８６ ８３-１０９．
Ｍａｎ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９８６ -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Ｖｏｌｓ． １ - 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ｎ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Ｐｐ． ２１３-２４４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ｅｄ．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ｒｈａｍ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ｎｎｏｎｉ Ｏｃｔａｖｅ． １９５０（１９５６） ．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 ａｎｄ Ｃａｌｉｂａｎ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Ｍａｒｘ Ｋａｒｌ． １８６7（１９7６）．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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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Ｍａｒｘ Ｋａｒｌ． １９６９．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 Ａｖｉｎｅｒｉ（ｅｄ． ）． Ｇａｒｄｅｎ Ｃｉｔｙ ＮＹ Ａｎｃｈｏｒ．
Ｍａｓｑｕｅｒａｙ Ｅｍｉｌｅ． １９８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ｃｉｔéｓ ｃｈｅｚ ｌ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ｄ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ｌ'Ａｌｇéｒｉｅ 

Ｋａｂｙｌｅｓ ｄｕ Ｄｊｕｒｄｊｕｒａ， Ｃｈａｏｕｉａ ｄｅ ｌ'Ａｏｕｒａｓ， Ｂｅｎｉ Ｍｅｚａｂ． Ａｉｘ⁃ｅｎ⁃Ｐｒｏｖｅｎｃ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ｄｉｓｕｄ．

Ｍａｔｈｕｒ Ｎａｙａｎｉｋａ．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ｕｎｉｅｒ Ｒｅｎｅ． １９４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Ｍａｕｓｓ Ｍａｒｃｅｌ． １９３４ （ １９６９ ） ． “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ｄ‘ｕｎ ｐｌａｎ ｄ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

Ｐｐ． ３０３-３５８ ｉｎ Ｍ． Ｍａｕｓｓ（ｅｄ．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Ｆａｓｃ． Ｐａｒｉｓ Ｅｄ． Ｍｉｎｕｉｔ．
Ｍａｗａｎｉ Ｒｅｎｉｓａ． ２００９．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ｉｅｓ Ｃｒｏｓｓｒａｃｉａ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Ｊｕｒｉｄｉｃａｌ Ｔｒｕｔｈ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１８７１-１９２１．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 Ｃａｎ．  Ｕｎｉｖ． Ｂ． Ｃ．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ｙ Ｒｏｙ ａｎｄ Ｒｏｂｉｎ Ｃｏｈｅｎ． １９7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 Ｒａｃｅ Ｒｉｏｔｓ ｏｆ １９１９． ”Ｒａｃｅ Ｃｌａｓｓ １６ １１１-１２６．
Ｍａｚｏｗｅｒ Ｍａｒｋ． ２００８． Ｈｉｔｌｅｒ'ｓ Ｅｍｐｉｒ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Ｎａｚｉｓ Ｒｕｌ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ＭｃＩｎｔｙｒｅ Ｗ． Ｄａｖｉｄ． 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7（２）  １９３-２１２．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 Ｇｒｅｇｏｒ． ２０１３．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３ １９９-２２９．
Ｍｅａｄ Ｇ． ２０１３．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ｎｓｅ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ｓ Ｈａｂｉｔｕｓ ａ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ＰｈＤ Ｔｈｅｓｉ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Ｍｅｍｍｉ Ａｌｂｅｒｔ． １９５7（１９６7）．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ｚｅｄ．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ｅａｃｏｎ．
Ｍｉｃｈｅｌｓ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９１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ｅ ｚｕｒ 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ｅｎ．

Ａｒｃｈ． 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 ３４ ５５-１２０ ４7０-４９7．
Ｍｉｃｈｅｌｓ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９３２． Ｄｉ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ｎ ｄｅｓ Ｋ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Ａｒｃｈ． 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 ６7 （ ６ ）  

６９３-7１０．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Ｊａｍｎｅｓ Ｃｌｙｄｅ． １９５６． Ｔｈｅ Ｋａｌｅｌａ Ｄａｎｃ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Ｒｈｏｄｅｓｉａ．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Ｋ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Ｔｉｍｏｔｈｙ． １９８８． Ｃｏｌｏｎｉｓｉｎｇ Ｅｇｙｐｔ．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ｕ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Ｍｏｎｔａｇｎｅ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９３６． Ｌ‘ 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ｅ ｄｅｓ ｐａｙｓ ａｒａｂｅｓ．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 Ｓéｒｉｅ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２）  ２９-7６．
Ｍｏｔｙｌ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Ｊ． ２００１．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ｙ，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üｈｌｍａｎｎ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Ｅｍｉｌ． １９９４．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Ｕｍｖｏｌｋｕｎｇ， Ｖｏｌｋｗｅｒｄｕｎｇ ｅ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ｅｒ Ｕｂｅｒｂｌｉｃｋ

ｕｎｄ ｅ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Ｋｏｈｌｈａｍｍｅｒ．
Ｎａｎｄｙ Ａｓｈｉｓ． １９８３．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Ｅｎｅｍｙ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Ｓｅｌｆ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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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Ｎａｕｍａｎ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９１５（１９６４）． “Ｍｉｔｔｅｌｅｕｒｏｐａ． ”Ｐｐ． ４８５-7６7 ｉｎ Ｔ． Ｓｃｈｉｅｄｅｒ（ｅｄ． ）． Ｎａｕｍａｎｎ，
Ｗｅｒｋｅ Ｖｏｌ． ４． Ｋöｌ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Ｗｅ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Ｎｅｄｅｒｖｅｅｎ Ｐｉｅｔｅｒｓｅ Ｊａｎ Ｐ． １９９０．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ａｌ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ｌｕｔｏ．

Ｎｏｒｔｏｎ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２０１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Ｐｉ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Ｆｒａｎｚ． １９２６． Ｄｅｒ Ｓｔａａｔ． Ｊｅｎａ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Ｇｕｓｔａｖ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Ｏｓｔｅｒｈａｍｍｅｌ Ｊüｒｇｅｎ ａｎｄ Ｓｈｅｌｌｅｙ Ｌａｕｒａ Ｆｒｉｓｃ． ２００５．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Ｍａｒｋｕｓ Ｗｉｅ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Ｐａｇｄｅｎ Ａｎｔｈｏｎｙ． ２００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ｆｒｏｍ Ｇｒｅｅ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ａｒｋ Ｈｙｕｎ Ｏｋ． ２００５． Ｔｗｏ Ｄｒｅａｍｓ ｉｎ Ｏｎｅ Ｂｅ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Ｄｕｒｈａｍ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Ｏｒｌａｎｄｏ． １９６7．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ｌａｖｅｒｙ Ｂｌａｃ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Ｊａｍａｉｃａ， １６５５-

１８３８．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Ｇｉｂｂｏｎ ＆ Ｋｅｅ．
Ｐｅｒｄｕｅ Ｐｅｔｅｒ Ｃ． ２００５．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ｒｃｈｅｓ 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ｏｒｔｅｒ Ａｎｄｒｅｗ． ２００２．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６００．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ｒａｋａｓｈ Ｇｙａｎ． １９９２．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ｘｔ （３１-３２） ８-

１９．
Ｐｕｌａ Ｂｅｓｎｉｋ． ２０１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ｔａｌｙ‘ｓ Ｆａｓｃｉｓｔ Ｅｍｐｉｒｅ． ”Ｐｐ． ３６６-３９５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ｅｄ． ）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ｒｈａｍ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ａｍｏｓ Ｈｏｗａｒｄ． ２００６． Ｗｈａ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１９５１-２０００．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 Ｃａｈｉｅｒｓ
ｃａｎａｄｉｅｎｓ ｄ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ｌ． ３１（２）  ２１１-２３４．

Ｒａｔｚｅ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９２３．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Ｍüｎｃｈｅｎ Ｒ． Ｏｌｄｅｎｂｏｕｒｇ． ３ｒｄ 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 Ｄｅｓｍｏｎｄ Ｈａｒｏｌｄ． １９６１．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Ｍａｎ'ｓ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ａ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ｐ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ｉｄ Ｊａｎｅｔ． １９５６．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ｇｒｏ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４ （ ２ ）  
１９９-２１１．

Ｒｅｕｔｅｒ Ｊｕｌｉａ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 Ｐａｕｌａ⁃Ｉｒｅｎｅ． ２０１０． Ｐｏｓｔｋｏｌｏｎｉａｌｅ 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ｅ． 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ｘ Ｊｏｈｎ． １９５９． “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２）  １１４-１２４．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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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Ｒｅｙ Ｐｉｅｒｒ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１９7３． Ｌｅ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ｄ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ｓｕｒ ｌ'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ｍｏｄｅｓ ｄ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ｓｐｅｒｏ．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Ｒｏｎａｌｄ Ｅ． １９８６．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ｎｔｒｉｃ Ｉｄｅａ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ｍｐｉｒｅ． ”Ｐｐ．
２６7-２８９ ｉｎ Ｗ． Ｊ． Ｍｏｍｍｓｅｎ Ｊ． Ｏｓｔｅｒｈａｍｍｅｌ （ ｅｄ． ）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Ｒｏｎａｌｄ ａｎｄ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Ｊｏｈｎ． １９６１．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ｉｎｄ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Ｓａａｄａ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 ２００7 （ ２０１２ ） ．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Ｒａｃｅ， 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Ｓａｃｈｓ Ｗｕｌｆ． １９３7． Ｂｌａｃｋ Ｈａｍｌｅ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ｆ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ｅｇｒｏ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ｂｙ 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Ｇ． Ｂｌｅｓ．

Ｓａｎｔｏｓ Ｂ． Ｓ． ２０１２． Ｐｕ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 Ｄｅｖ． ３7 （ １ ）  ４３ - ６7．
Ｓａｉ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Ｗ． １９7８．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ｉｎｔａｇｅ．

Ｓａｉ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Ｗ． １９９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Ｋｎｏｐｆ．
Ｓａｌｚ Ａｒｔｈｕｒ． １９２３． Ｄｅｒ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ｄｅｒ 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ｔｅｎ Ｓｔａａｔｅｎ． Ａｒｃｈ． 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

５０ ５６５-６１６．
Ｓａｙａｄ Ａｂｄｅｌｍａｌｅｋ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Ｊｏｒｄｉ ａｎｄ Ｅｍｉｌｅ Ｔéｍｉｍｅ． １９９１． Ｌｅ ｃｈｏｃ ｄｅ ｌａ ｄé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１９４５-１９９０）． Ａｉｘ⁃ｅｎ⁃Ｐｒｏｖｅｎｃ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ｄｉｓｕｄ．
Ｓｃｈäｆｆｌｅ． １８８7． “ Ｋｏｌｏｎ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ｎ． Ｚｗｅｉｔｅｒ Ａｒｔｉｋｅｌ． ”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ｄｉｅ ｇｅｓａｍｔｅ

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３ １２３-２１7．
Ｓｃｈｅｐｐｅｌｅ Ｋｉｍ Ｌａｎｅ．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Ｎｅｗ Ｌａｗｓ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ｔｅ

Ａｆｔｅｒ ９ ／ １１． ”Ｐｐ． ３００-３１８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ｅｄ． ）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ｒｈａｍ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Ｃａｒｌ． １９４１ （ １９９１ ） ． Ｖöｌｋｅｒ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Ｇｒｏßｒａｕｍｏｒｄｎｕｎｇ ｍｉ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ｂｏｔ ｆｕｒ
ｒａｕｍｆｒｅｍｄｅ Ｍäｃｈｔ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ｕｎｃｋｅｒ ＆ Ｈｕｍｂｌｏｔ．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Ｃａｒｌ． １９５０ （ ２００３ ） ． Ｔｈｅ Ｎｏｍｏ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ｕｍ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ｅｌｏｓ．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Ｃａｒｌ． １９６２ａ． “ Ｅｌ ｏｒｄｅｎ ｄｅｌ ｍｕｎｄｏ ｄｅｓｐｕéｓ ｄｅ ｌａ Ｓｅｇｕｎｄａ Ｇｕｅｒｒａ Ｍｕｎｄｉａｌ． ” Ｒｅｖ．
Ｅｓｔｕｄ． Ｐｏｌíｔ １２２ １９-３６．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Ｃａｒｌ． １９６２ｂ（２００7）．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ｅｌｏｓ．
Ｓｃｈｕｋｎｅｃｈｔ Ｒｏｈｌａｎｄ． ２０１０．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Ｂｅｒｌｉｎ ＬＩＴ Ｖｅｒｌａｇ Ｍüｎｓｔｅｒ．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Ｊｏｓｅｐｈ Ａ． １９１９ （ １９５１ ）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Ｍ． Ｋｅｌｌｅｙ．
Ｓｃｏｔｔ Ｊｏｈｎ． ２００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ｐ． ６８7-６８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２ ）．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Ｓｅｅｄ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１９９５．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１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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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１６４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ｉｄｍａｎ Ｓｔｅｖｅｎ． ２０１３． “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４ ３５-５４．
Ｓｉｌｂｅｒｍａｎ Ｌｅｏ ａｎｄ Ｓｐｉｃｅ Ｂｅｔｔｙ． １９５０． Ｃｏｌｏｕｒ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Ｓｉｘ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 

ＵＫ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ｍａｌｌ Ａｌｂｉｏｎ Ｗ． １９１６． “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１８６５ - １９１５ ）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１（６）  7２１-８６４．
Ｓｎｉｐｐ Ｃ． Ｍａｔｔｈｅｗ． １９８６． “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ｄｉ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４５（２）  １４５-１５7．

Ｓｏｕｓｔｅｌｌｅ 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９４３． “ Ｔｈｅ Ｌａｃａｎｄｏｎｅ Ｉｎｄｉａｎ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ｅｘｉｃｏ．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Ｄｒ． Ｊ． Ｓｏｕｓｔｅｌｌｅ ２５ Ｍａｙ １９４３． Ｍａｎ ４３（８８-９１）  １１7．

Ｓｏｕｓｔｅｌｌｅ 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９7１．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ｕｎｓ． 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 ｉｎ
Ｍｅｘｉｃｏ．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ｒｉｏｎ．

Ｓｐａｎｎ Ｏ． １９２３．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 Ｐｐ． ３８３-３８５ ｉｎ Ｌ． Ｅｌｓｔｅｒ Ａ． Ｗｅｂｅｒ Ｆ． Ｗｉｅｓｅｒ （ ｅｄ． ） ．
Ｈａｎｄｗöｒｔｅ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Ｖｏｌ． ５． Ｊｅｎａ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Ｇｕｓｔａｖ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Ｓｐｉｖａｋ Ｇａｙａｔｒｉ Ｃｈａｋｒａｖｏｒｔｙ． １９８８．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ｌｄｓ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Ｓｔａｖｅｎｈａｇｅｎ Ｒｏｄｏｌｆｏ． １９7１．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ｕｍ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０
（４）， ３３３-３５7．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１９９３．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ＷＷＩ．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Ｓｍａｒｔ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ｒ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Ｄｅｃ．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１９９８．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４０（１）  １7０-１８６．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０２． Ｐｒ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１7８０ｓ-１９１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５ １３５-２２８．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０５．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Ｕ． 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３（４）  ３３９-３６7．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０６．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ｉｎｇ Ｇｅｒｍ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９（１）  ３-１３．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０7．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ｌ'ｓ 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Ｐｒ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Ｓａｍｏ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０８ａ． “Ｈａｒｒｏｗ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Ｗｈｉｔｅ Ｒｕｉｎｇａｚｅｒｓ ｉｎ Ｎａｍｉｂｉａ ａｎｄ Ｄｅｔｒｏ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３（３）  ２１１-２３7．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０８ｂ． “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ｉｆｉｅｌｄ．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7３（４）  ５８９-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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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０９ａ． “ Ｎｅｏ⁃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ｓ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１８９０ｓ-１９４０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 7１-１３１．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０９ｂ．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ｂ Ｉｍｐｅｒｉｏ ４ １-５６．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１０．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 ４１（４）  ３１２-３３６．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１３ａ． “Ａ Ｃｈｉ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１９４０ｓ-
１９６０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４９（４）  ３５３-３7８．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１３ｂ．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Ｄｕｒｈａｍ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１３ｃ． “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ｓｉ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Ｒｅｓｃａｌｉｎｇ Ｆｉ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ｃｔ． ３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 Ｈｅｌｌ． ２００６．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Ｎａｍｉｂｉ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１８（１）  １４１-１８２．

Ｓｔｏｋｅｓ Ｅｒｉｃ． １９６９． “Ｌａｔ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Ｍｉｓｔａｋｅ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２ （２ ）  
２８５-３０１．

Ｓｔｏｌｅｒ Ａｎｎ Ｌａｕｒａ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Ｃｏｏｐｅｒ． １９９7．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ｙ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 ” Ｐｐ． １-５６ ｉｎ Ｆ． Ｃｏｏｐｅｒ Ａ． Ｌ． Ｓｔｏｌｅｒ （ ｅｄ． ） ．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ａ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Ｈｅａｔｈｅｒ． ２００４． Ｍａｒｔｉａｌ Ｒ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１８５７-１９１４．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Ｋ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ｕｎｙ Ｒｏｎａｌｄ Ｇｒｉｇｏｒ． ２００１．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Ｏｕ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Ｒｕｓｓｉａ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Ｐｐ． ２３-６６ ｉｎ Ｒ． Ｇ． Ｓｕｎｙ ａｎｄ Ｔ．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ｄ． ） ．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Ｌｅｎ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ｌ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Ｔａｙｌｏｒ Ａｌａｎ． ２００１．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Ｔｉｌｌ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９９０．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Ｄ ９９０-１９９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Ｔｉｌｌ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９９7． “Ｈｏｗ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ｅｎｄ． ”Ｐｐ． １-１１ ｉｎ Ｋ． Ｂａｒｋｅｙ Ｍ． ｖｏｎ Ｈａｇｅｎ （ ｅｄ． ） ． Ａｆｔｅｒ

Ｅｍｐｉｒｅ 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ＣＯ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Ａｌｅｘｉｓ． ２００１．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Ｓｌａｖｅｒｙ．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ＭＤ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Ｔｒｅｐｓｄｏｒｆ Ｄａｎｉｅｌ Ｋ． Ｗ． ２００６． Ａｆｒｉｋａｎｉｓｃｈｅｓ Ａｌｔｅｒ Ｅｇｏ ｕｎｄ 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ｒ Ｅｇｏｉｓｍｕｓ ｅｉｎｅ
ｋ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 ｚｕｒ Ｓｅｌｂｓｔｕｎｄ Ｆｒｅｍｄｅｎｐｅｒｚｅｐｔｉｏｎ ｉｍ Ｗｉｌｈｅｌｍｉｎｉｓｃｈ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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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ｕｎｄ Ｓｐäｔｖｉｋｔｏｒｉａｎｉｓｃｈｅｎ Ｇｒｏｓｓ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ｅｎ （１８８４-１９１４）． Ｄｒｅｓｄｅｎ Ｇｅｒｍａｒｙ ＴＵＤｐｒｅｓｓ．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ｅ Ｐｉｅｒｒｅ Ｌ． １９7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ｐ． 7９-９３ ｉｎ ＰＬ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ｅ．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ｅｎｉｓｅ Ｓｃｏｔｔ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Ｉｚｅｎｏｕｒ． １９7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Ｌａｓ Ｖｅｇａ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Ｖｅｒａｃｉｎｉ Ｌｏｒｅｎｚｏ． ２０１０． Ｓｅｔｔｌｅｒ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ｖｏｎ Ｔｒｏｔｈａ Ｔ． １９９４． Ｋｏｌｏｎｉａｌｅ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 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Ｇｅｒｍａｒｙ Ｊ． Ｃ． Ｂ． Ｍｏｈｒ．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９５９．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ｗｏ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ｈａ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ｖｏｒｙ Ｃｏａｓｔ． ＰｈＤ Ｔｈｅｓｉｓ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９８６．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ｅｎｔｏｎ ＮＪ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９９１． Ｕ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Ｋ Ｐｏｌｉｔｙ．
Ｗａｎｇ Ｌｉ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 Ａｄａｍｓ． ２０１１．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３６（１）  １６４-１８１．

Ｗａｒｄ Ｓｔｕａｒｔ． ２００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ｐ． １-２０ ｉｎ Ｓ． Ｗａｒｄ（ｅｄ．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Ｋ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Ｗａｒｒｅｎ Ｂｉｌｌ． １９８０．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ＮＬＢ．
Ｗｅｂｅｒ Ｍａｘ． １８９１（２０１０）． Ｒｏｍａｎ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ｏｍ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Ｃｌａｒｅｍｏｎｔ ＣＡ Ｒｅｇｉｎａ．
Ｗｅｂｅｒ Ｍａｘ． １９２１ - １９２２ （ １９7８ ）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ｓ． １ ２．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Ｗｉｌｓｏｎ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Ｈｏｏｖｅｒ． ２０１１．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ｄｉａ ｃｉｒｃａ １77０-１８５５．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１６（５）  １４３7-１４77．
Ｗｏｌｆｅ Ｐａｔｒｉｃｋ． ２００６． Ｓｅｔｔｌｅｒ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８（４）  ３８7-４０９．
Ｗｏｌｐｅ Ｈａｒｏｌｄ． １９7５．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ａｓｅ． ”ｐｐ． ２２９-

２５２ ｉｎ Ｉ． Ｏｘｈａａｌ Ｔ．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Ｄ． Ｂｏｏｔｈ （ ｅｄ． ） ．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ＫＰ．

Ｗｏｌｐｅ Ｈａｒｏｌｄ（ｅｄ． ） ． １９８０．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ｓｓ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ＫＰ．

Ｗｏｏｄｂｅｒｒｙ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６（２）  ２４４-２7４．

Ｗｏｒｓｌｅｙ Ｐｅｔｅｒ． １９５7．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ｅｔ Ｓｈａｌｌ Ｓｏｕｎｄ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ａｒｇｏ”Ｃｕｌｔｓ ｉｎ Ｍｅｌａｎｅｓ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Ｇｉｂｂｏｎ ＆ Ｋｅｅ．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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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Ｗｒｉｇｈｔ Ｇｗｅｎｄｏｌｙｎ． １９９１．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Ｕｒｂａｎｉｓ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Ｗｙｒｔｚｅｎ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２０１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ｍａｚｉｇｈｉｔé ａｎｄ （ ｒｅ⁃） 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 Ｐｐ． １８４-１９９ ｉｎ Ｄ． Ｍａｇｈｒａｏｕｉ （ ｅｄ． ） ．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ａｓｔ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Ｚｕｒｅｉｋ Ｅｌｉａ Ｔ． １９7９．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ＫＰ．

·7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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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书评·

约束云帝国：数字时代的平台冲击与秩序重构

 ———评 《云帝国： 数字平台正如何超越国家及我们如何

 重新驭之》

　张　健*

摘　要：《云帝国：数字平台正如何超越国家及我们如何重新驭之》是牛津大学经

济社会学与数字社会教授威利·莱顿维塔的新著。该书通过多个故事，讲述了当代欧美

数字平台企业从崛起到壮大再到扩张为“云帝国”的故事，以及这一新型平台组织带来

的社会冲击与秩序重构。《云帝国：数字平台正如何超越国家及我们如何重新驭之》将

基本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制度和数字平台的运作逻辑进行比较，清晰阐释了数字

平台的本质特征，以及现代国家与社会对数字平台进行监管、保护民众福祉的必要性与

可行性。在未来，更多研究可关注平台与国家、平台与社会的本土治理议题。

关键词：数字平台　云帝国　平台社会　平台权力　监管

数字技术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 是重要的前沿探索课题， 如数字技

术的社会关切、 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与数字平台的公共治理。 当前国际社会

对数字平台的监管政策层出不穷， 常态化与更具体的监管细则也将陆续面

世。 欧盟已经出台了 《数字市场法案》、 《数字服务法案》 和 《平台与商

户关系条例》， 同时在酝酿 “欧洲媒体自由法案”。 英国建立起新监管机构

数字市场处， 并打造 《在线安全法案》。 德国修订了 《反限制竞争法》， 也

颁布了 《网络执行法》。 美国着手 《开放应用市场法案》 和改革 《通信规

范法》 第 ２３０ 条款。 中国逐步更新了 《反垄断法》 和 《反不正当竞争法》，

加强了对平台企业在金融科技、 内容治理等领域的监管举措， 明确了平台

·８９２·

** 张健，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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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云帝国：数字时代的平台冲击与秩序重构

企业的主体责任， 也正在引导数字平台企业布局智能制造、 数字农业等领

域。 人们不禁发问： 为何数字平台成为世界主要大国都关心的事物？ 为什

么数字平台监管能够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 当代数字平台企业与人类历

史文明当中的铁路、 石油、 传媒、 电信巨头相比， 有哪些本质上的运作差

异？ 我们又有哪些与之对应的解决之道？ 针对这一新兴事物， 学者们在法

学、 传播学、 社会学、 管理学、 政治经济学等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

牛津大学经济社会学与数字社会研究教授威利·莱顿维塔 （ Ｖｉｌｉ

Ｌｅｈｄｏｎｖｉｒｔａ） 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出版了一本新书 《云帝国： 数字平台正如何

超越国家及我们如何重新驭之》 （Ｃｌｏｕｄ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Ｈｏ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Ｏｖ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Ｗｅ Ｃａｎ Ｒｅｇ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以下简称 《云帝

国》 ）， 对当下的全球数字平台监管问题结合欧美实践展开了深入讨论

（Ｌｅｈｄｏｎｖｉｒｔａ， ２０２２）。 莱顿维塔结合 ９ 个人物与数字平台的故事， 生动讲

述了 “为何要监管数字平台” 与 “如何监管数字平台” 的底层逻辑。 莱顿

维塔曾经是一名程序员， 后来在著名的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担任数字经

济与社会发展教授， 也曾担任欧盟委员会在平台经济、 数字转型与劳工保

护等领域的高级顾问。 横跨业界与学术界， 他对平台经济有独特而深刻的

商业思考和理论见解。 在 《云帝国》 一书中， 莱顿维塔将基本的经济学、

社会学、 政治学逻辑和当代数字平台的运作机制进行比较， 清晰阐释了为

什么超级数字平台企业可以被称为当代 “云帝国”， 及现代国家与社会进

行平台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莱顿维塔将 《云帝国》 一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经济制度，

包括平台上 “黄金准则” 互惠机制、 声誉建立、 隐私难题、 地理距离和边

境感的消失、 “中央计划” 类型的自由市场几个方面； 第二部分阐释政治

制度， 探讨了网络效应带来的帝国效应、 线上协作与集体行动难题的解

决； 第三部分探讨社会制度， 深入分析了 “数字安全网”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Ｎｅｔ） 这个平台经济中的社会保护难题。 从经济维度到政治与社会维度，

莱顿维塔在 《云帝国》 一书中将数字平台的运作逻辑一一道来， 并从经济

社会学视角将民营平台企业对数字社会的秩序冲击生动展现出来。 在每个

部分， 莱顿维塔都以一个例子开头： 或是平台企业创始人的浪潮之巅事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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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迹， 或是平台技术提供方的社会道德困境， 或是零工经济从业者的社会保

障问题。 通过对这些例子及其背后社会经济逻辑的探讨， 莱顿维塔展示了

“云帝国” 的 “张牙舞爪” 及其对数字社会的重大影响。 实际上， 在 《云

帝国》 一书出版之前， 由几位荷兰学者合著的 《平台社会》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 一书， 也描绘了新型数字平台公司对不同细分行业与社会的冲击

（Ｖａｎ Ｄｉｊｃ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引起了欧美学界对平台与社会议题的广泛关注；

而在新书 《云帝国》 中， 莱顿维塔从经济、 社会、 政治三个维度的底层逻

辑出发， 将数字平台的强力冲击更为系统而深刻地展示出来。

本文将结合莱顿维塔在 《云帝国》 一书中讲述的三个故事与欧美学者

对平台治理的前沿讨论， 分析数字平台的本质特征、 为何及如何监管当代

的数字平台企业。 最后， 本文将总结 《云帝国》 一书的重要贡献及未来的

研究方向。

一　数据、计算与要素流动

我们先从一个故事开始阐释数字平台到底是什么。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苏联采用计划经济去调配资源、 开动生产， 取得了众多成就但也产生了大

量的资源错配现象。 大量的生产数据和消费信息无法及时收集和反馈给苏

联中央做决策； 即使反馈上来， 当时苏联的计算能力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分

析数据并做出决策。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早期， 苏联先进的计算机名为 Ｕｒａｌ-４，

但它占据了 ２００ 平方米， 需要 １８ 个工程师去共同操作且每秒只能做 ５０００ ～

６０００ 次运算。 而当时莫斯科的工程师认为， 至少需要百万次每秒运算级别

的计算机， 才能出台像样的经济政策。 根据苏联人当时的算力水平， 中央

决策者想要的数据分析难以在短期内被计算出来。 莱顿维塔随后引用了

１９４５ 年哈耶克在 《美国经济评论》 上发表的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一

文， 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困境。 哈耶克认为， 经济运行中的细节信息与具体

知识在社会范围内的有效流动，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以被人工计算的问题，

只有通过市场经济的价格系统才能自发实现。 因此， 哈耶克认为， 即使苏联

人能单纯通过计算做出经济决策， 这一决策的有效性也仍然有待检验。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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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云帝国：数字时代的平台冲击与秩序重构

但到了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平台企业也采用了一种类似于中央控制类

型的生产要素流动与分配过程。 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 数字出行平台 Ｕｂｅｒ

和滴滴的调度中心， 数字内容平台推特、 脸书和小红书的算法推送， Ｊｕｓｔ

Ｅａｔ、 饿了么与美团外卖平台的任务派单模型。 由此， 莱顿维塔提出 “中央

计划的自由市场”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ｙ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ｆｒｅ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一词， 来类比当代数字

平台企业的运作模式， 并问道： 这算不算是线上程序化的 “苏联 ２． ０ 版”？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数字平台在充分利用数据推动生产和交易的过程

中， 并未采用苏联中央计划中的强制手段让平台用户失去自主性和能动

力， 但也并未采用完全的 “自由放任”。 因为数字平台企业发现， 最好的

方法是将平台的中央协调与平台用户的自主性相结合， 以更好地结合平台

的两个重要功能： 优化生产要素分配与释放平台创新潜力。 数字平台的本

质特征， 就是不断地收集、 标注、 使用数据、 信息等， 并通过算力、 算法

的迭代升级进一步推动对关系型大数据的深入使用， 以更好地匹配供需侧

信息、 促进平台内的要素流动、 带动平台用户的创新能力、 吸引平台用户

的注意力， 进而持续增强其网络效应和推动交易达成， 形成平台资本主义

系统内的 “正向” 循环 （ Ｓｒｎｉｃｅｋ， ２０１６）。 当然， 数字平台公司这样做的

主要目的并不是提高民众福祉， 而是在本土和世界范围内持续汲取财富与

权力， 打造 “云帝国”。

“云帝国” 有三个重要性质： 一是全球顶尖的数字平台都是民营且主

要发源于美国硅谷； 二是这些超级平台公司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 既解决

了平台内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问题， 又释放了平台上的网络效应与创新潜

力； 三是这些超级平台公司通过经济、 社会与政治制度， 重构了数字经

济、 数字社会与数字政治的诸多逻辑。 作为超级平台， 苹果和微软只成立

了不足半个世纪， 而谷歌和亚马逊成立至今也只有 ２０ 多年， 但是它们通过

“云帝国” 模式， 对数字时代的经济与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 “云帝国” 的

形象阐释和荷兰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数字社会与人文教授范迪克描绘的

数字 “平台树”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ｒｅｅ） 非常相似： 数字 “平台树” 扎根于终端

硬件、 芯片、 数据中心等土壤， 生成以云计算、 邮箱、 地图、 程序开发为

代表的垄断型树干， 再在枝叶层打造出购物、 金融、 教育、 医疗、 音乐、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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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外卖、 零工等多个场景的社会生活应用 （ Ｖａｎ Ｄｉｊｃｋ， ２０２１）。 在大

数据、 先进算法、 网络效应、 多生活场景应用程序中逐步扩张的 “云帝

国”， 覆盖到从北美到西欧、 从安第斯山脉东西两侧到亚洲大陆、 从大洋

洲岛屿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世界多地。 在莱顿维塔生活的欧洲， 从美国

西海岸走出来的 “云帝国” 更是占据了大部分重要的数字市场： 在 Ｂ２Ｃ

领域， 谷歌搜索引擎在欧洲长期占据 ９０％以上的市场份额； 在 Ｂ２Ｂ 领域，

欧洲云计算市场份额的前三名经常是亚马逊、 微软和谷歌。

因而， 莱顿维塔调侃道： 现在的欧洲终于实现了统一的数字市场， 但

不是通过布鲁塞尔 （欧盟委员会所在地） 的努力， 而是通过美国硅谷的数

字平台。

二　交易声誉、平台权力与社会责任

我们通过第二个故事来分析平台与社会的关系。 从古至今， 经济中的

交易达成要解决三个问题， 即交易场景、 信息匹配和基本的信任， 三者缺

一不可。 在一个小山谷中， 谷中居民知道， 想好好生活， 就要相互协作、

建立互惠和个人声誉。 但是与山谷的当地人珍惜彼此之间的合作声誉不

同， 在全球范围内， 线上买卖、 产品竞拍交易在最初阶段并没有一个信任

条件作为交易基石。 买卖双方、 供需侧大都是陌生人。 在传统市场， 信任

建立需要买卖双方的社会关系网络； 而在平台市场， 信任更需要良好的制

度设计与公权力的监管支持。 从博弈论 “一报还一报” 的机器模拟最优解

来看， 建立买卖双方的相互评价线上系统， 是一个有效的信任与声誉制

度。 美国的 ｅＢａｙ 平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线上声誉系统。 从理论上讲，

平台的声誉体系设计好后， 可以成为一个 “自组织” 系统， 不过它的运作

维系需要大量真实的用户评价信息。 这是线上交易达成的底层信任逻辑，

但是搭建这一评价系统在实践中并非易事。 因为平台用户普遍存在 “搭便

车” 行为， 例如参考其他人的评价进行购买， 而非自己主动填写评价。 因

此， 平台要通过采取多种激励措施， 推动交易双方提供真实且有效的评价

信息。 但是平台也需要平衡交易双方的评价权， 因为消费者可能通过差评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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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威胁商户， 商户也可能自己编造、 购买海量的虚假用户评价。 过往中美

电商平台上不乏此例。 线上平台虚假评价信息、 假冒伪劣产品甚至违禁商

品的泛滥， 将导致声誉系统失灵、 市场失灵与社会秩序的破坏。

当市场失灵或者既有秩序遭到破坏时， 政府就需要站出来。 从市场社会

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 市场嵌入复杂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中： 既少不

了法律约束， 也离不开社会网络与规范， 还需要有政府作为竞争秩序的维系

者、 私有产权的保护者、 基础研发的投资者、 战略产业的支持者、 监管规则

的制定者、 国内和平的守卫者等 （Ｂ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０５； Ｅｂｎｅｒ， ２００８；

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１； Ｍａｚｚｕｃａｔｏ， ２０１３）， 平台市场亦然。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平

台上遥远的、 陌生的、 虚拟的用户之间产生信任。 交易声誉系统需要平台

建立， 声誉系统管理与社会秩序维系需要公权力的介入， 因为公权力可以

对民营的数字平台形成威慑 （Ｃｕｓｕｍａｎ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美国历史中的电影

分级制度、 烟草广告禁播、 在线游戏限制， 均在提醒当代的数字平台企

业： 新的平台权力不可以滥用。 这些平台权力广泛存在于市场层面， 如垄

断， 而且渗透到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 例如送餐平台提供的算法路线给外

卖员带来的骑行安全风险、 脸书平台设定的内容 “选择与分发” 机制对用

户政治偏好的塑造。 因此， 欧美学者近年来一直在提醒决策者们： 我们不

能只从芝加哥学派的角度看待数字平台带来的效率提高和价格降低， 更要关

注数字平台冲击下民众的社会福祉、 用户权利与公共秩序 （Ｋｈａｎ， ２０１7；

Ｇａ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ｒｎｉｃｅｋ， ２０２１； Ｖａｎ Ｄｉｊｃ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Ｗｕ， ２０１８）。 莱顿维塔在

《云帝国》 一书中将这些问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大方向： 当数字平台企业冲击

市场规则、 社会秩序和公共价值之后， 谁来保护普通民众免遭 “云帝国” 的

侵害？

其实也可以这样追问： 是谁给予谷歌、 苹果、 亚马逊、 脸书等民营平

台这些新的市场权力与社会权力？ 它们可以优待自营产品、 收取平台经济

租、 控制平台间要素流动、 设置平台上的准入规则和应用程序的开发规

则、 挑选与分配用户能看到什么信息、 塑造用户的社会认知与政治偏好

（Ｃｕｌｐｅ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ｌｅｎ， ２０２０； Ｇａｗｅｒ， ２０２２；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２０１7）。 在全球范

围内没有一个公权力赋予美国数字平台这些权力。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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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 “云帝国” 拥有众多平台权力， 却没有承担相应的公共责

任。 莱顿维塔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讲述了一个名叫索菲娅的女孩的故事。 索

菲娅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她毕业时赶上了经济危

机， 因此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后来经过努力， 她在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

平台上打零工， 但几年后不幸被确诊为乳腺癌。 索菲娅不能再工作了， 但

这个零工经济平台并没有为她购买相应的社会保险。 高昂的治疗费用迫使

索菲娅通过在线众筹寻求帮助。 幸好索菲娅上过一所好大学， 有同学们可

以帮助她； 也多亏了众筹平台的网络效应， 让她获得了不少资金支持。 然

而， 最终这些爱心资助还是没有凑齐她的治疗费用。 索菲娅的故事是莱顿

维塔虚构的， 但其中的道理发人深省， 也在映射社会现实： 如果平台企业

不将零工经济从业者视为员工， 或者不强制平台公司为零工经济从业者购

买社会保险， 那么谁来保护基层的零工经济从业者？

时光拉回到 １９ 世纪的欧洲， 当几个大国上演均势协调时， 普鲁士

“铁血宰相” 俾斯麦力排众议在德国国内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保险制度，

这一制度促进了德国本土劳动人才队伍的崛起， 提高了国家竞争力， 成为

后来欧洲各国效仿的对象。 １００ 多年后， 国民数据管理、 社会福利保障、

劳工保护、 产权保护等逐步由现代国家的行政体系和司法体系搭建和支

撑。 在平台经济时代， 平台供应商、 程序开发商、 中小企业主、 平台消费

者、 内容创作者、 零工经济劳动者的社会安全网， 也依然需要现代国家的

支撑。

《云帝国》 一书讲述的内容与 《平台社会》 一书揭示的现象异曲同工：

这些平台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基础设施， 而且是一种社会基础设施 （ Ｖａｎ

Ｄｉｊｃ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数字平台企业成了当代数字经济的中坚， 但也要承担

相应的社会责任， 如保护平台上的公共数据、 保护平台用户的隐私、 保障

平台上的零工经济从业者、 维护平台上的青少年权利、 遵守平台业务当地

的社会规范与公共价值。 数字平台造成的社会冲击前所未有， 需要公权力

主导下的新制度建设。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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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监管数字平台

第三个故事关于如何监管数字平台。 面对数字平台滥用权力的问题， 各

国的行政与法律机构已经付出了一系列努力。 欧盟的 《数字服务法案》 已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正式生效， 我们在未来的新闻中会继续看到欧盟委员会对谷歌、

亚马逊、 苹果、 脸书、 推特等美国平台企业的罚款和新要求。 面对数字平台

企业对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冲击 （Ｆｒｅｎｋｅｎ ａｎｄ Ｆｕｅｎｆ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２０２０；

Ｇａ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ｒｎｉｃｅｋ， ２０２１）， 在数字社会当中建立针对数字平台的治理机制成

为必然。 将数字平台企业拆分或者国有化也被国际学者提及， 但是数字平台

企业拆分或者国有化只能部分地解决市场结构与国民核心数据保护等问题，

并且很有可能会带来市场活力下降与激励机制重构等新问题。

莱顿维塔在 《云帝国》 一书中提出了另外一条路径， 即培养和支持数字

平台上的中产阶层。 莱顿维塔认为， 一个强大的数字中产阶层可以对新平台

权力进行制衡。 莱顿维塔提出的数字中产阶层包括依靠数字平台存活、 拥有

一定财富或小有成就的新技术中产， 如平台员工或平台应用程序开发者。 莱

顿维塔提到了加兹德基的例子。 加兹德基创办的 Ｂｉｚｎｅｓｓ 公司为美国的中小

企业提供了简单的数字应用程序产品， 利润不错。 但是 Ｂｉｚｎｅｓｓ 公司在被收

购之前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因为根据苹果公司在 ２０１7 年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公

布的 ｉＯＳ 应用程序规则， Ｂｉｚｎｅｓｓ 公司的产品将无法再次发布和使用。 受 ｉＯＳ

应用程序开发平台新规则影响的不止 Ｂｉｚｎｅｓｓ 公司一家， 而是千万家提供相

似产品的公司。 不满情绪和正式诉求迅速集聚， 加兹德基和曾经的竞争对手

组建了一个 “中产阶层联盟”， 通过 《告苹果书》、 社会媒体宣传和政治游说

不断对苹果公司施加压力。 最终在 ２０１7 年底， 苹果公司平台放弃了之前的新

开发规则， Ｂｉｚｎｅｓｓ 公司和千万家相似的企业得以存活。 数字中产阶层获得了

胜利。

中产阶层联盟能够与苹果公司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它们是中产。

数字中产阶层在平台上获得了财富， 也就有时间、 精力和资源去解决奥尔

森提出的 “集体行动困境”， 对平台上的其他中产阶层进行快速而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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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 而平台经济中的计件工人、 送餐员或其他自由职业者， 并没有这样

的资本和时间组建联盟并持续地抗争。 在当代数字平台上孕育出的这样一

个新中产阶层可以结成一个联盟， 抗议平台上新的开发规则、 新的抽成比

例等。 公共政策可以适当向这些新中产阶层联盟倾斜， 支持它们对数字平

台权力进行的合法抗争。 但我们也需要看到， 当平台设置的新规则与该中

产阶层无关时， 迅速而广泛的联盟动员是无法形成的。 多个领域、 多个层

面的平台权力制衡不能寄希望于数字中产阶层的联盟抗争， 公权力在行政

与司法维度的监管举措依然不可或缺。

四　总结与讨论

新书 《云帝国》 的最大贡献在于， 它从经济维度到社会与政治维度， 系

统地描绘了当代欧美数字平台企业从崛起到壮大再到扩张为 “云帝国” 的底

层逻辑， 及其带来的平台冲击与秩序重构。 在 《云帝国》 一书的其他章节，

莱顿维塔还讲述了区块链的先驱如何利用技术手段， 降低人性善恶的不确定

性， 但依然要面对 “采用谁的区块链版本来升级” 和 “制定由谁主导的区块

链规则” 等利益分配 （政治） 问题； 为追求个人自由与尊重用户隐私建立的

非实名制药品在线交易平台， 却要面对泛滥的非法毒品交易、 比特币的敲诈

勒索与犯罪行为。 这些问题需要公权力的监管介入。 出版过 《虚拟经济》 一

书的莱顿维塔教授， 采用了一种更加审慎的视角看待 “云帝国” 对经济社会

秩序的冲击与重构， 分析了现代国家与社会对数字平台进行治理的必要性与

可能路径。 《云帝国》 一书值得深入阅读。

在 《云帝国》 一书出版之前， 也有作品深刻思考了数字平台对政治、

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及其监管回应。 事实上， 早在 7０ 多年前， 卡

尔·波兰尼就在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一书中指出， 市

场力量冲击社会的 “第一运动” 必然会导致国家和社会抵制市场破坏性的

“第二运动” （Ｋｅｎｎ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Ｐｏｌａｎｙｉ， １９５7）。 欧洲社会经历了工业

革命时期资本市场的剥削和无情， 在圈地运动中保护着社会中的脆弱民众，

后来建立起福利制度。 再后来， 欧洲多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了重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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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社会市场经济” 和 “协作市场经济”。 作为一个身在欧洲的经济与

社会学者， 莱顿维塔强调的就是如何减少 “云帝国” 对数字社会秩序造成的

冲击、 如何将数字平台 “重新嵌入” 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框架之中。

不过， 《云帝国》 一书有三个地方可以进一步讨论。 第一， 与 《平台

社会》 一书类似， 《云帝国》 一书也是采用了欧洲人的视角看待发生在欧

美的平台冲击故事。 那么， 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亚洲的故事、 非洲的平台

冲击故事又是如何？ 既然监管政策需要因地制宜 （ Ｅｂｎｅｒ， ２００８）， 当广大

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或无法凝聚成一个数字中产阶层时， 当地监管机构如

何平衡平台的自我监管与公权力的强制性监管？ 第二， “云帝国” 的概念

突出了数字平台企业利用数据、 算法、 基础设施、 网络效应和数字内容在

全球范围内汲取财富和权力的特征， 但是 “云帝国” 毕竟是民营公司， 没

有暴力机关。 尽管谷歌、 微软与美国政府多有科技与信息合作， 脸书、 推

特也被指出在全球多地进行政治信息筛选与政治抗争动员， 但是这些 “云

帝国” 本身并不合法地持有军队与警察机构， 更不用说战略性武器。 虽然

扎克伯格自称 “脸书可以被喻为一个国家”， 但是脸书、 亚马逊、 谷歌等

超级数字平台缺少进行 “最后一击” 或释放威慑信号的合法暴力机关。 暴

力机关和执法权都在公权力手中， 即现代政府。 这也再次凸显了在平台市

场与平台社会当中进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非民选的民营数字平台作为一

个新型组织， 其肆意冲击破坏市场秩序、 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行为必须

被公权力监管。 第三， 欧美国家和中国均走在应对平台冲击的前沿， 其是

否形成了符合本土社会情境的平台监管路径？ 已有分析能为我们提供一些

思路 （Ｂｏｙｅｒ， ２０２２）， 但是因地制宜地探索 “平台与国家” “平台与社会”

的治理路径， 依然需要更多优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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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征稿启事

《清华社会学评论》 是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集刊。 自 ２０００

年创刊以来， 始终以 “面对中国社会真问题， 关注转型期实践逻辑， 推动

本土化理论研究” 为宗旨， 刊发了许多在学术界产生过较大影响力的研究

成果。 近年来， 《清华社会学评论》 开始以热点主题的形式组稿出版， 以

独到的视角、 精辟的论述， 掀起了学界对 “面向社会转型的民族志” “新

生代农民工” “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 “历史社会学” “劳工社会学” “科

技与社会” 等问题的讨论热潮， 搭建起一个交流共进的学术平台。 本集刊

先后获得 ２０１7、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年度优秀学术集刊奖。 在

２０１８ 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中， 本集刊全文转载率位列 “社

会学学科期刊” 全国第一， 综合指数位列 “社会学学科期刊” 第十二。

本集刊现热诚面向国内外专家、 学者征稿， 欢迎惠赠研究论文、 译文

和学术书评。 《清华社会学评论》 编辑部将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流程进行稿

件审核， 择优录用。

建议投稿之前请仔细阅读下面的格式要求。

１． 每篇文稿以 ２００００ 字以内为宜， 除海外学者外， 稿件一般使

用中文。

２． 稿件应包括以下信息： （１） 文章标题； （２） 作者姓名、 单位、 职称、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Ｅ⁃ｍａｉｌ 等； （３） ２５０ 字以内的中文摘要； （４） ３ ～ ５ 个

中文关键词。

３． 基金项目。 获得基金资助的文章， 应依次注明基金项目来源、 名

称、 项目编号等基本要素。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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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引文必须明确出处。 注释 （解释、 说明） 用脚注。 文中引文需加括

号注明作者、 出版年份， 例如 “ ×××××××××× （孙立平， ２００３） ”。 详细

文献出处作为参考文献列于文后； 参考文献的排列顺序按照中文在前， 英

文在后， 按照首写字母排序， 具体的格式大致为： 作者姓名、 文章题目或

书名， 报刊或出版社名称、 年号期号或出版时间， 并标明页码。 例如：

（１） 专著

孙立平， ２００３， 《断裂———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２） 期刊文章

郭于华， ２００８， 《作为历史见证的 “受苦人” 的讲述》， 《社会学研

究》 第 １ 期， 第 ５３ ～ ６7 页。

李强、 张莹， ２０１５， 《社会运行视角与社会学的本土化》， 《社会学研

究》 第 ５ 期， 第 ２４ ～ ３５ 页。

（３） 报纸文章

李强， ２０１６， 《新型城镇化与市民化面临的问题》， 《北京日报》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４） 未刊文献

①学位论文

方明东， ２０００， 《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 （１９１３ ～ １９４９） 》， 北京师范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

②会议论文

〔日〕 中岛乐章， １９９８， 《明前期徽州的民事诉讼个案研究》， “国际徽

学研讨会” 论文。

③工作论文

方慧容， １９９7， 《 “无事件境” 与生活世界中的 “真实”： 西村农民土

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 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史资料研究中心。

（５） 外文文献

①专著

Ｆｅｉ Ｈｓｉａｏ⁃ｔｕｎｇ． １９３９．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ｉ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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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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